


作者简介

斯科特·普劳斯（Scott Plous）是韦斯利安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他以“最高荣

誉”从明尼苏达大学毕业，并在斯坦福大学获博士学位。他还在斯坦福做了两年的



政治心理学博士后研究，并在伊利诺伊大学做了两年的访问学者。

普劳斯获得过多种荣誉，包括国际和平与合作领域的麦克阿瑟奖，Gordon

Allport Intergroup Relations奖，IAAP青年心理学家奖金，Slusser Peace Essay

奖。他所教授的科目是决策与判断、社会心理学、统计学，以及研究方法。他已经

在各类期刊（《今日心理学》，《心理科学》，《咨询与临床心理学》，《冲突解

决》，以及《应用社会心理学》）上发表了二十多篇论文。

普劳斯现在的研究兴趣集中在有关动物和环境的道德问题上。1991年，他发表

了针对动物权利保护者的大样本调查结果，现在，他正在编辑一个有关人类社会中

动物所扮演角色的专题。除了这些学术工作外，普劳斯还是大量政治和商业项目的

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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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简介

彭凯平（Kaiping Peng），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U. C. Bekerley）心理

学教授，文化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客座教授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

学院国际博士导师，国内若干知名高校兼职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及文化心理

学。是具有国际影响的华人心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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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简介

施俊琦，浙江桐乡人，北京大学心理学系讲师，博士。主要研究领域：消费行

为学、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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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的话

社会心理学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它研究的是人的心

理和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试图探讨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是如何受到其他人的影

响，这些影响包括实际的、想像中的和推测出来的人际作用。社会心理学家通常思

考的问题有：我们如何认识他人（社会知觉），我们如何与他人打交道（社会互

动）以及文化、社会、团体如何作用于我们（社会影响）等方面的内容。

众所周知，社会心理学研究向来有心理学的、社会学的和符号学的三种取向，

其中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更强调实证的研究和对社会中个体心理的关注。本译

丛以津巴多（Philip G. Zimbardo）主编的“麦格劳-希尔社会心理学系列丛书”为

基础，从中遴选出精品（如《决策与判断》、《自我》、《亲密关系》、《态度改

变与社会影响》、《探索社会心理学》），并在更大的范围内，补充一些在近年来

有广泛影响的社会心理学新著（如汇聚了若干文化心理学经典范文的《文化心理学

读本》等）。

十几年前，香港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彭迈克（Michael Bond）就曾经说过：“心

理学不幸是由西方人创建的，结果，西方的心理学研究了太多的变态心理和个性行

为。如果心理学是由中国人创建的，那么它一定是一门强调社会心理学的基础学

科。”确实，这门学科是我们中国人有可能做得比其他国家的学者更好的心理学领

域，因为我们的文化几千年来就很强调人与他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关系，而

这些关系正好是社会心理学关注的焦点所在。可惜时至今日，中国的社会心理学并

没有得到它所应有的关注。我们推出这套丛书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让国内有志于

学习、研究和应用社会心理学的各界人士较为系统地了解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来龙去



脉、重大发现以及最新前沿，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为推动中国

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以及提高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国际影响贡献绵薄之力。

彭凯平

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心理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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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2002年11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将授予一位经济学家

和一位心理学家。这位心理学家就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丹尼尔·卡尼曼教授。在

谈到卡尼曼教授的贡献时，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特别指出，卡尼曼教授成功地将人

类决策和判断的心理学研究成果带到了经济科学的研究当中，为现代经济学理论和

研究方法注入了新的见解，其贡献是卓著的，也是独特的。

人类的生活充满了判断和决策。从衣食的偏好到学校的选择，从个人职业的规

划到国家政策的制定，人类的判断和决策是其中最常见的心理活动，也是具有决定

作用的影响因素。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优秀的心理学家，不管是来自社

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还是来自文化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工业心

理学，都纷纷涉足这一领域；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社会和人文学科，

不管是经济学、管理学、法学，还是政治学、历史学、哲学，无不从人类决策与判

断的心理学研究中汲取知识和灵感。这也就是为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会超越常规地

在1978年和2002年两次授予研究人类决策与判断的心理学家的原因。两次获奖的心

理学家，一位是赫伯特·西蒙教授，另一位就是丹尼尔·卡尼曼教授。

本书系统地介绍了赫伯特·西蒙和丹尼尔·卡尼曼的发现，同时也阐述了决策

与判断心理学中很多还没有被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及人文科学家所认识到的现象和

研究发现。可以说，本书80％以上的内容超出了西蒙和卡尼曼工作的领域，因此可

以想像，心理学家对经济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影响还有很多值得发掘的空间。难怪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经开玩笑地说“所谓的‘新经济’实际上就是心理学”。



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两位心理学家都对中国特别友好。早在1981年，西蒙教授

就接受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邀请，成为第一个在中国讲授人类决策和判断的心理学

家。那时，年仅19岁的我正是心理系的本科生，一下子就被这一领域的严谨、生动

和奥秘所深深吸引。西蒙的研究第一次证明决策与判断是人的思维活动，它不是建

立在数学和逻辑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人的感情、理念和经验的基础上的。他把

决策的原则定义成第一满意原则，也就是说，我们做出决策和判断的标准并不是建

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最佳选择”，而是建立在人类心理上的“第一满意选择”。卡

尼曼的工作就是在这一基本理论的指导下找到了那些影响我们非理性选择的因素。

我与卡尼曼教授的第一次个人接触是在1997年的夏天，那是我在柏克利做教授

的第一个星期。一天，有一位慈祥的老人敲开了我办公室的门，欢迎我到柏克利来

工作，并告诉我这间办公室就是他当年工作过的地方，还说他最想访问的地方就是

中国。这位老人正是卡尼曼教授，而他想访问中国的愿望也终于在7年以后的2004年

得以实现。今年夏天，卡尼曼作为第28届国际心理学联合会的特邀嘉宾来到北京，

在开幕式上做了关于人类决策与判断心理学的主题发言，发言的最后，他表达了希

望看到更多中国心理学家从事决策与判断研究工作的愿望。我觉得本书的出版和发

行是对这位慈祥老人的致敬，也是对他所表达愿望的呼应。

坐在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卡尼曼教授曾经工作过的办公室里，审阅第一本系统

介绍人类决策与判断的心理学教科书的中译稿，我似乎看到了卡尼曼教授欣慰的笑

容。

彭凯平

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心理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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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如果你想知道心理学的热门课题，你只要读一读社会心理学。在过去的几年

中，社会心理学已经成为心理学中了解人类思维、情感和行为的最重要的研究领

域。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越来越多地看见很多以社会心理学冠名的研究领域。例如社

会认知、社会发展、社会学习和社会人格等等。

社会心理学已经研究了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作为心理学领域最新的一批热心

人，社会心理学者研究了几乎所有的个人和社会问题——从心理生理学到和平心理

学，从学生的失败归因到艾滋病的预防教育。可以说，自从美国心理协会前任主席

乔治·米勒呼吁心理学家“把心理学还给人民”，社会心理学家就已经是最早的响

应者。

“麦格劳-希尔社会心理学系列丛书”是对许多杰出的研究者、理论家和工作者

多年的辛勤劳动的赞颂。丛书的每一位作者都抱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尽可能把科

学的信息传达给教师、研究人员、学生和普通民众的教育意愿。丛书的目的是尽可

能地反映社会心理学的广泛领域，每一项选题都具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使用这些

书的教师可以将这套丛书作为基础课程的参考读物，或者是以这套丛书作为更深入

地钻研某些课题的参考资料。

正如认知心理学家发展了决策研究的前沿课题，例如揭示了决策的“理性

人”假设模型的局限性，社会心理学家已经把这项研究推广到了新的领域和方向。

在这部新的创造性的作品当中，斯科特·普劳斯向我们展示了决策与判断的社会心

理学分析如何帮助我们处理日常生活中的普通问题。普劳斯不仅把这些复杂的研究



问题变成了通俗易懂的阅读材料，而且他还提出了许多新奇的洞见、有价值的新概

念和有意义的结论。

我相信读者也会发现最令人高兴的是，这本书很巧妙地融合了高水平的学术探

索和把复杂的学术思想巧妙地传输给包括本科生到商业和卫生界的专业人士直到国

家级的民意领袖的技巧。这本书充满了幽默感，对老的思想的新的解释，批判性思

维的练习，从而把许多通常不相关的材料整合成了一本令人遐思发人深省的好书。

可以说，从来还没有一个年轻作者的第一本著作能在一个重要的课题上对这么多的

人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菲利普·津巴多，丛书主编

斯坦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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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今天，美国人可以在超市挑选25000多种商品，他们也可以阅读将近11000份杂

志和期刊，他们还可以选择收看50多个电视台的任何一个频道（Williams， 1990年

2月14日）。一句话，他们面临着一系列令人头疼的选择。

人们究竟是如何做出决策的？他们又是如何畅游在信息的海洋中而不被淹没？

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做出某种决策？

本书试图对这些问题做出初步的回答。本书的对象是希望了解决策与判断心理

学的基础知识的非专业人士。它着重的是实验结果而不是心理学理论，是出人意料

的结论而不是猜想，是对研究的描述而不是数学公式。一句话，这本书是想要大家

高兴而且思考，同时也是为了传播和普及心理学的知识。

本书共分6部分，前两个部分主要介绍决策与判断的基本要素，包括知觉、记

忆、情境和提问方式。第三和第四部分主要介绍决策的经典模式，并与最近有关判

断偏差的新模式做对比。第五部分探讨由团体做出的判断和关于团体的判断。第六

部分讨论决策与判断的一些常见的陷阱。每一章都设计成能够单独成立的专题，所

以读者可以自由地跳跃不同的章节或随意地安排阅读顺序。

本书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第1章之前的读者调查，这个调查的问题是根据以

后章节中涉及的研究问题改编和复制而成的。一旦你完成了这个调查，你就可以将

你的答案与原来的研究中人们的反应做比较。有的时候你的回答可能与他们的反应

相似，有的时候可能不一致。但是，无论何种情况你自己的决策与判断早已记录在

案。由于你对读者调查的回答都将在本书中得到充分的讨论，所以，在你阅读任何



其他章节之前完成这个调查是很重要的。

对许多不熟悉心理学的读者来说，本书中使用的一些术语和实验方法可能看起

来有些粗鲁和不仁道。比如说，实验的参加者通常被称为被试。还有，在有些实验

程序中，研究的参与者故意被误导以至于他们不知道研究的真正目的。还有些研究

结果将我们人类描绘成会产生严重的偏差和错误的决策者。

这些关注很重要，值得我们在此做出说明。

第一，我们使用术语“被试”的原因是它比其他词汇，例如人或个人更为准

确，同时又不像参加者或自愿者拗口。被试这个词在心理学中是一个常用的概念，

在本书中也使用得很普遍，但它并不意味着心理学家将实验的参与者看做非人类的

物体。事实上，大多数心理学研究的真正被试并不是实验的参与者本身，而是参与

者的行为。

第二，有些心理学研究利用误导往往是有其特殊的原因。在很多时候，被试都

会读到很模糊的或者是误导的故事，这样的话他们的行为就不会受到实验真正目的

的影响。比如说，一项关于群体动力学的研究中，一开始可能会告诉被试研究的目

的是关于学习和记忆，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过分地关注他们群体内部的差异。在有

些情况下，误导的使用是为了产生一般情况下不可能产生的特殊情形。例如，一项

有关创造力的研究的实验可能会将被试随机分为两组，一组会得到他们解决问题的

能力的正面反馈，另一组得到负面反馈。如果被试事先知道他们会被随机分配这种

不同的情况，那么反馈的差异就失去了意义。

当然，我们有很多理由反对在研究中使用误导（Warwick， 1975年2月），但我

们必须指出，美国心理协会（1989）早已经推出了一整套保护被试的原则。这些原



则要求被试要得知足够的信息，要征得他们的同意。误导只能是研究的最后手段，

被试也不应当受到伤害或感到明显的不舒适，被试也应该有随时退出实验的权利。

被试的材料信息要高度保密，任何的误导在实验之后都应该加以澄清和解释。大多

数大学都要求其研究人员严格遵守这些规定。

最后，相对于成功，心理学家更关注偏差和误差还存在其他的原因。其中一个

最简单的原因就是这样的研究就是多一些（Kahneman， 1991）。许多学术期刊愿意

发表与我们的常识相违背的研究结果，故此，所发表的很多研究都是有关决策失误

而不是决策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讲，专业期刊和报纸及杂志没什么两样，它们都偏

好令人意外和令人着迷的消息。根据一项估计（Christensen-Szalanski&Beach，

1984），学术期刊引用关于错误推理的研究的数目大约是引用有关成功推理研究数

目的6倍。由于本书是有关决策与判断研究的入门教材，于是它很自然地反映了学术

界的偏好。

有关为什么我们如此关注人类的弱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决策与判断的失败通

常比成功更有启发性，即使成功是普通的原则。本书着重讨论偏差和误差，并不是

要说明人类是不好的决策者，而是说明决策与判断的失败经常能够揭示决策的过

程，就像汽车的失败往往能够揭示汽车是如何运转的。正如尼斯比特（Richard

Nisbett）和罗斯（Lee Ross）所解释的：这种研究方式是“建立在类似于错觉或思

维障碍研究的前提之上，这就是说知觉结构和过程的本质能够通过它们所产生的误

差所揭示”（1980， p.xii）。

当然，对误差的强调还有容易应用的优势。一旦你能够发现引起某种偏差和误

差的环境，你就可以避而远之或者是提前预备对策。为了帮助你找到对策，本书包

括了很多来自医学、法律、商务、教育和核控（本人的专长）和其他领域的一些具



体的例子。由于本书所描述的研究非常的普通适用，因此我决定向还不熟悉决策与

判断研究的读者保证：如果能够有效地应用本书所描述的结果，你就会更好地避免

决策偏差、误差和陷阱，而且你将会更好地理解他人所做的决策。

斯科特·普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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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调查

在读这本书之前，请务必完成这一问卷。这样，你才不会在做这个测验时因为

受到本书内容的影响而产生判断上的偏差，也不会有“我早就知道这一切”效应存

在（本书第3章将讨论）。如果你不想在书上直接做，你可以选择做在一张纸上，并

把它当做书签。

1.琳达是一位31岁的单身女性，坦率直言，而且非常聪明。她主修哲学，在念

大学时对歧视、社会公平等问题非常感兴趣，而且积极参加了反核示威游行。你认

为以下哪个选项最符合对琳达的描述：

□　琳达是一个银行出纳员

□　琳达是一个银行出纳员，而且是一个积极的女权运动参与者

2.如果面临以下情况，你将会选择哪一种情形？

□　肯定（百分之百的概率）会输掉50美元

□　25％的概率输掉200美元，75％的概率什么也不会输掉

3.约翰是一个嫉妒心强、顽固、挑剔、冲动，但勤勉、聪明的人。从总体上来

讲，你认为约翰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情绪化的人？（划圈选择）一点也不情绪化　

1　2　3　4　5　6　7　极端情绪化

4.吉姆是一个聪明、灵巧、勤勉、热心、坚定、实际而且谨慎的人。你认为他

最有可能具有以下哪些特征？



在每组中选择一个特征：

大方——小气

不快乐——快乐

易怒的——脾气好

幽默——乏味

5.以下这个问题只针对大学生：与和你同年龄同性别的大学生相比，以下事情

发生在你身上的可能性有多大？请就每一事件选择你认为可能的概率。

a.出现酗酒问题

□　更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60％以上

□　更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40％

□　更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20％

□　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与不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相等的

□　更可能不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20％

□　更可能不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40％

□　更可能不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60％以上

b.将拥有自己的家庭



□　更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60％以上

□　更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40％

□　更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20％

□　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与不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相等的

□　更可能不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20％

□　更可能不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40％

□　更可能不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60％以上

c.毕业后的起薪超过每年15000美元

□　更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60％以上

□　更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40％

□　更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20％

□　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与不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相等的

□　更可能不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20％

□　更可能不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40％

□　更可能不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60％以上

d.40岁前会得心脏病



□　更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60％以上

□　更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40％

□　更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20％

□　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与不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相等的

□　更可能不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20％

□　更可能不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40％

□　更可能不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是60％以上

6.作为一家航空公司的总裁，你已经将公司的1000万美元投入在一个研究项目

中，目的在于研究一种不能被雷达探测到的飞机，也就是说，一种隐形飞机。当项

目已经完成90％时，另一家公司已经开始销售隐形飞机。而且，那家公司的飞机在

速度和成本方面似乎优于你们公司生产的飞机。问题是：你应该将剩下的10％的资

金继续投入项目以完成这架隐形飞机的设计制造吗？

□　不会——再继续花钱在这个项目上是毫无意义的

□　会——既然已经花了1000万美元在这一项目中，就应该继续把它做完

7.在美国，以下哪个原因更可能导致死亡——被飞机上掉下的零件砸死还是被

鲨鱼袭击？

□　被飞机上掉下的零件砸死

□　被鲨鱼袭击



8.以下每对词组中的哪个词更可能是美国常见的死亡原因？

糖尿病——谋杀

龙卷风——闪电

车祸——胃癌

9.考虑以下历史场景：距离超级大国A不远的一个国家在经历了某些政党制度的

变革后，其政府决定扩大与超级大国B的贸易往来。为了阻止这种政府和贸易制度的

改变，超级大国A向这个国家派出军队，并以军事力量帮助原来的政府复辟。

□　这个超级大国是哪个国家？ □前苏联　□美国

□　你对你所选择答案的确定程度：

一点也不确定　1　2　3　4　5　6　7　非常确定

10.再考虑下一种场景：20世纪60年代，超级大国A向一个周边的小国发起了突

然的军事侵略，企图推翻当时的执政政府。这场侵略失败了，而且当初的侵略者

中，大部分被处以死刑或是监禁。

□　这个超级大国是哪个国家？ □前苏联　□美国

□　你对你所选择答案的确定程度：

一点也不确定　1　2　3　4　5　6　7　非常确定

11.在未来10年中，你认为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是：



□　美国和俄罗斯将爆发一场全面的核战争

□　美国和俄罗斯将爆发一场全面的核战争，但一开始两国都不想动用自己的

核武器，只是在卷入了一场局部战争之后，如伊拉克、利比亚、以色列或者巴基斯

坦等国的战争，才被迫动用核武器。

12.将一张纸对折为两半，再对折，再对折，直到对折100次以后，这张纸有多

厚：

□　我认为最有把握的答案是，这张纸有______厚。

□　我有90％的把握，这张纸的厚度在______到______之间。

13.如果算上2月29日，一年之中将会有366个生日。因此，如果一个小组中至少

有两个人是同一天过生日，那么这个小组至少应该有367个人。如果小组中两个人同

一天过生日的概率为50％，那么这个小组需要______位成员。

14.假设一项对250名神经症患者的研究发现，他们出现头晕症状和脑瘤的发病

频率如下：

A.在这组样本中，要计算头晕症状和脑瘤是否相关，需要上表中哪些空

格中的数据。



□　左上角

□　左下角

□　右上角

□　右下角

B.从表中的数据来看，头晕是否与脑瘤相关？

□　是　□　否　□　不确定

15.已知一个城市中，八年级学生的平均IQ得分为100。你从这些学龄儿童中随

机挑选了50个人作为样本。第一个被试的IQ为150，你认为你所挑选的样本平均IQ分

值为多少？

答案：____________

16.从总体上来讲，你认为自己是一个性别歧视的人吗？

□　是　□　否　□　不确定

17.如果把世界上所有人的血都装入到一个立方体容器里，这个容器的宽度将是

______。

18.你认为下列哪一个对罗夏墨迹测验的解释最能够预测男性的同性恋倾向？

（如果你从未听说过罗夏墨迹测验，可以跳过这一题。）

对以下阐述按照从1（最大可能预示同性恋）到6（最小可能预示同性恋）的顺



序排序。

______性别模糊的体态

______同时具有男性和女性特征的体态

______臀部或者肛门

______生殖器官

______扭曲怪异的体态

______女性打扮

19.“记忆与大脑中的的存储器相关，我们将一些东西存储进这个容器，等到需

要的时候再将它从这个容器中取出。有时候，一些东西会从这个容器中漏掉，这时

候我们就会忘记一些东西。”你认为这一描述是否很恰当地描述了记忆的加工方

式？

□　是　　□　否　　□　不确定

20.一个人以60美元的价格买了一匹马，又以70美元的价格售出。然后他以80美

元的价格买进，尔后又以90美元的价格出售。在买马卖马的过程中，他一共赚了多

少钱？他在交易最后赢得了______美元的利润。

21.（1）Absinthe（苦艾）是一种：

□　烈酒　□　一种宝石

（2）你对你的答案有多大把握？



0.5　0.55　0.6　0.65　0.7　0.75　0.8　0.85　0.9　0.95　1.00

22.不用仔细计算，在5秒钟之内给出这个式子的估计答案：

8×7×6×5×4×3×2×1=______

23.假设你正在考虑是否给你的某项财产上保险以预防可能发生的损失，如火

灾、失窃等。在计算过风险和保费以后，你发现在购买保险和不购买保险之间并不

存在什么差异。

这时候，保险公司推出的一种名为概率保险（probabilistic insurance）的新

保险计划引起了你的注意。在这一保险计划中，你开始只需支付一半的保费。而一

旦发生损失，有50％的概率你可以付清另一半保费以获得全部赔偿；有50％的概率

你只能拿回已付的保费并自己承担所有损失。

比如说，在一个月的某个奇数日子发生了一次事故，你可以付清另一半保费从

而获得全部赔偿；而如果这一事故发生在这个月的偶数日子里，你将会得到已付的

保费，但必须自己承担所有损失。

请记住，获得全部赔偿的保费并不能够带来额外收益，只是刚好与成本相当。

在这种情况下，你会购买这种概率保险吗？

□　会　□　不会

24.假设你在参加过的各种考试中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而别人参加了类似考试

却并未获得好成绩。你对此会得出什么结论？（选择一个与你所想的最接近的答

案）



□　解释A：这些考试可能都比较简单

□　解释B：其他人的能力可能比较弱

□　解释C：我要么是善于考试，要么是对考试材料掌握得非常之好

在接下来的几页中，你可能需要回答以下问题。请仔细阅读这些问题，并继续

做完这份读者调查：

蚂蚁吃了桌子上的甜果冻

蚂蚁在厨房

蚂蚁吃了甜果冻

厨房里的蚂蚁吃了桌子上的果冻

果冻放在桌子上

厨房里的蚂蚁吃了果冻

25.如果你面临以下选择，你会选择哪一个？

□　肯定会获得240美元

□　25％的概率获得1000美元，75％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

26.如果你面临以下选择，你会选择哪一个？

□　肯定会输掉750美元



□　75％的概率输掉1000美元，25％的概率什么也不会输掉

27.你认为现在国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28.（1）你会选择下列何种赌博方式？

□　肯定会获得100万美元

□　10％的概率获得250万美元，89％的概率获得100万美元，1％的概率什么也

得不到

（2）你会选择下列何种赌博方式？

□　11％的概率得到100万美元，89％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

□　10％的概率获得250万美元，90％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

29.假设有两个装满了扑克牌（Poker chips）的容器。第一个容器里有70％的

扑克牌是红色的，30％是蓝色的。而第二个容器里，70％是蓝色，30％是红色的。

假设你随机选中了其中一个容器，并从中随机抽出12张扑克牌，其中有8张是红色

的，4张是蓝色的。那么你抽中的容器是那个装有更多红色扑克牌的容器的概率是多

少？

30.这是一个公平的掷硬币游戏。在这个游戏中，如果出现字的那一面，游戏便

结束。游戏结束后，你将获得2K美元。K代表出现字之前掷硬币的总次数。也就是

说，如果第一次掷硬币时就出现字，你将会得到2美元，如果掷两次硬币才出现字，

你将获得4美元，如果掷三次硬币才出现字，你将获得8美元。总的来说，也就是

直到出现字时掷硬币的总次数：1　2　3　4　5　…　K



你将获得的美元：2　4　8　16　32　…　2K

你愿意付多少钱来玩这个游戏？

31.一个公平的掷硬币游戏。一共掷了三次，每次硬币都是头的一面朝上。如果

你要在下一次掷硬币上下注100美元，你会赌哪一面朝上？

□　头　□　字　□　没有偏好

32.将下面的线1、2、3和线A做比较。哪根线和线A一样长？



□　线A和线1一样长。

□　线A和线2一样长。

□　线A和线3一样长。

33.在下面的句子中，字母f出现了多少次？

These functional fuses have been developed after years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electric phenomena， combined with the fruit of long

experience on the part of the two investigators who have come forward

with them for our meetings today.

字母f出现了______次。

34.不要回头看前面的内容，请指出下列句子是否曾出现在你刚才所读到过的句

子中。并用5点量表来衡量你对自己的答案的肯定程度，1代表肯定程度很低，5代表

肯定程度很高。

（1）蚂蚁吃了桌子上的果冻

□　出现过　□　没有出现过

肯定程度：______

（2）厨房里的蚂蚁吃了桌子上的甜果冻

□　出现过　□　没有出现过

肯定程度：______



（3）蚂蚁吃了甜果冻

□　出现过　□　没有出现过

肯定程度：______

35.假设高中时期的测验分数在一定程度上与大学学业成绩（GPA）相关。给定

下面的百分比分布，如果一个学生在高中测验中得分为725，你预测他的GPA会是多

少？

你预测这个学生的GPA是______

36.假如你投了某个候选人一票，这是否会改变你对他胜出本次竞选的概率的判

断？

□　会　□　不会　□　不确定

37.考虑以下两种结构A和B：



一条路径将结构中第一排的X和最后一排的X连接起来，并通过这中间每一排的

一个X（注意每一排只有一个X被通过）。也就是说，结构A中的路径通过了3个X（3

排X，每排1个），结构B中的路径通过了9个X（9排X，每排1个）。在上图中，每种

结构我们都已经给出一条路径的例子。

（1）哪种结构中，存在3条以上的路径？

□　结构A　□　结构B

（2）结构A中大概有几条路径？



（3）结构B中大概有几条路径？

38.以下关于X和O的排列，你认为哪种排列更类似于随机排列（比如像掷硬币一

样）？

□　XOXXXOOOOXOXXOOOXXXOX

□　XOXOXOOOXXOXOXOOXXXOX

39.假设以下四张牌一面是字母，而另一面是数字。某个人告诉你：“如果某张

牌的一面是一个元音字母，那么它的背面一定是一个偶数。”你需要翻开下面哪张

牌来检验这个人说的话是否正确？



□　E

□　4

□　K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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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选择性知觉

“我们不是先看见再定义，而是先定义再看见。”

——沃尔特·李普曼（引自Snyder&Uranowitz， 1978）

看看你眼前的东西。现在，再看看你的双手，再看看本书的封面。你所看到的

东西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你的预期所决定的？

如果你所看见的和大多数人一样，那就意味着你的知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你

的预期的影响。即使对于一些近在眼前的东西的观察也很难不受已有观念的影响。

你也许会认为，自己看待事情是完全没有偏差的。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要避

免知觉偏差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人们会选择性地去感知那些他们所期望和愿

意看到的事物。

黑桃之所以被称为黑桃

杰米奥·布鲁纳和利奥·波斯特曼（Jerome Bruner&Leo Postman）于1949年发

表的实验是关于选择性知觉的最早和最著名的实验之一。在这一实验中，他们利用

视觉记忆测试镜向被试出示5张牌，每展示完5张牌为一个系列。视觉记忆测试镜向

被试出示这5张牌时，会有很短的间隔时间，不同系列的间隔时间从十毫秒到一秒钟

不等。他们向被试展示的牌与本书封面上的牌类似，请注意看一下这些牌是什么。

你是否注意到了这些牌独特的地方？如果只是不经心地扫一下封面，大多数人

不会发现，其中一张牌的牌面是由3个黑色的心形组成。布鲁纳和波斯特曼的实验也

发现，被试需要四次以上的展示才会意识到这张牌与普通牌的不同之处。而且他们



发现，大多数人对于这种不协调的反应可以归为四种：支配、折衷、分裂和再认。

布鲁纳和波斯特曼认为，“知觉性否认”是引起支配反应的主要原因。比如，

当看到这张有3个黑色心形的牌的时候，人们会非常肯定地认为，这张牌要么是正常

的红心，要么是正常的黑桃。在第一种情况下，形状是占支配地位的，颜色被预先

的期望所同化。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则是颜色占支配地位，形人）在一定程度上表

现出这种支配反应。

另一个反应则是折衷。例如，实验中一些被试将一张有6个红色桃心的牌看成了

有6个紫色桃心或6个紫色心形的牌。另外一些人则将一张有4个黑色心形的牌看成有

4个带灰色桃心的牌。还有一些人将一张有6个红色梅花的牌解释为“被红色亮光照

亮的梅花牌”（实验中的被试都是在视觉记忆测试镜上看这些牌的）。在布鲁纳和

波斯特曼的实验中，有一半的人和11％的人分别对红色的牌和黑色的牌做出了这种

折衷反应。

人们对这种不协调现象的第三种反应是分裂。如果反应是分裂的，人们将很难

获得任何一种形式的知觉。分裂反应很少出现，然而一旦发生，其结果是非常戏剧

化的。例如，一个被试声称：“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甚至不确定这些是否

是扑克牌。”同样，另一个被试说：“我辨认不出这些花色来，不管它们是什么，

这甚至不像一张扑克牌。我现在不知道它是什么颜色，也不知道它究竟是黑桃还是

红心。我现在甚至不确定黑桃到底是什么样的，我的天呀！”

最后一种反应是再认。但有时候即使被试意识到了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们仍

然说不清楚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在完全弄明白这些牌的错误之前，已经有6个被试

开始意识到这些牌上面的标志的位置有些奇怪。例如，一个被试在看到那张有6个红

色桃心的牌时，他认为这些标志只是被倒转了。而另一个被试在看到那张有4个黑色



心形的牌时则认为，这种不协调完全是由黑桃的放置引起的。

这些结果都表明，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知觉。布鲁纳和波斯特曼认

为：“我们的知觉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预期所决定的，这些预期建立在过

去和情境的基础上。”当人们对某一特定情况有了足够的经验时，他们就会看到那

些他们所预期看到的东西。

读者调查的第33题就提供了一个有关过去的经验将如何影响现在的知觉的例

子。在这一问题中，读者需要计算下列句子中字母f出现的次数：These functional

fuses have been developed after years of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electric phenomena， combined with the fruit of long experience on the

part of the two investigators who have come forward with them for our

meetings today.

大部分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会低估字母f出现的次数（Block&Yuker，1989）。正

确的答案是11次（包括出现在单词of中的4次）。因为习惯于说英语的人会将单词of

中的f发音为v，所以相对于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来说，他们更难察觉到of中f的出现频

率。事实上，正是过去的经验影响了他们的表现。

强有力的预期

假设你是一名男大学生，你参加了罗切斯大学酒精研究实验室的一项研究。实

验者会告诉你，你所要做的就是喝一杯伏特加和汤尼水（以奎宁调味的含矿物质饮

料）的混合液体。二十分钟后，等酒精充分进入血液，他们会安排你与实验者的一

名女助手交谈，她会想尽各种办法给你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然后，实验者就会按

照你的体重成比例地混合伏特加和汤尼水，并留下你一个人在房间里面享用这一饮



品。

等你喝完这杯饮品后，一个女助手便会走进你的房间，在椅子上坐下来，望着

你的眼睛。你开始与她交谈。你有多紧张？心跳会有多快？

特伦斯·威尔逊和戴维·艾布拉姆斯（G. Terrence Wilson&David Abrams）于

1977年做了这一实验。他们发现，不管酒精是否真正被充分吸收了，相对于那些认

为自己只是喝了一杯汤尼水的被试来说，那些认为自己喝了一杯伏特加和汤尼水的

混合液体的被试的心跳速率增加得更少一些。也就是说，被试是否摄入了酒精对心

跳速率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真正影响他们心跳速率的是，他们是否相信自己

摄入了酒精。由此证明，相对于血液中化学成分的实际变化来讲，心理预期有着更

重要的影响。

戴维·麦克米伦等人（David McMillen， Stephen Smith，&Elisabeth

WellsParker， 1989）进一步延伸了这一实验。他们采用了和威尔逊相似的实验方

法，随机安排大学生饮用酒精饮料和非酒精饮料。而在实验之前，通过一些测定手

法预先将被试分为两组：一组是高程度的“刺激寻找者”，即更偏爱冒险的一类

人；另外一组则是低程度的“刺激寻找者”，也就是更加谨慎小心的一类人。喝完

饮料的半个小时后，被试开始玩一个视频游戏。在游戏中，他们会沿着一条公路开

车，并可以加速超过其他车辆。被试被告知，当他们玩这个视频游戏的时候，要想

像成他们是在现实中开车。

麦克米伦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不管被试是否真的喝了酒精饮料，那些认为自己

喝了酒精饮料的高程度“刺激寻找者”改变车道的次数和超车的次数要明显多于那

些认为自己没有喝酒精饮料的高程度的“刺激寻找者”。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那些

认为自己喝了酒精饮料的低程度的“刺激寻找者”则比那些认为自己没有喝酒精饮



料的低程度的“刺激寻找者”更加谨慎小心。一些实验表明，在吸食大麻的人群中

同样也存在这种很强的预期效应（Jones， 1971）。

在以上所介绍过的实验中，人们的知觉都受到了已有信念和预期的强烈影响。

心理学家将这些影响称之为“认知”因素。实际上，知觉不仅仅受到人们的预期的

影响，也受到了其愿望的影响。那些与希望、欲望以及情感等因素相关的影响被称

为“动机”因素。本章余下部分将讨论，在选择性认知中，动机因素与认知因素是

如何交互作用的。

什么时候挑起了争端

1951年11月23日，达特茅斯学院与普林斯顿大学的橄榄球队在普林斯顿大学的

帕尔默体育场进行了一场比赛。开球才一会儿，球场上的形势就表现得相当混乱。

普林斯顿的一个明星球员，那个刚刚上过《时代》杂志封面的家伙，被打断鼻子后

离开了球场。过了一会儿，达特茅斯的一个球员也带着一条伤腿离开。最后，普林

斯顿赢得了比赛。但比赛结束前双方都得到了同样多的黄牌和红牌惩罚。

比赛结束后，双方都怒气冲冲、互相指责，并不断发表有关对方的苛刻评论。

例如，比赛结束四天后，《普林斯顿日报》（Daily Princetonian，普林斯顿学生

创办的一份报纸）的一名记者宣称：“观众们从来都没有看过如此糟糕透顶的表演

——所谓的体育比赛。两个队都有错，但责任主要还是在达特茅斯队。普林斯顿队

明显强于达特茅斯队，而且根本犯不着与达特茅斯队动粗。”就在同一天，《达特

茅斯》（本科生报纸）指责普林斯顿的教练一直在向球员们灌输“以其人之道还治

其人之身”的思想。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这场关于发生了什么以及谁该负责的激

烈争论在普林斯顿和达特茅斯学生中间愈演愈烈。



这场混战引起了达特茅斯一个叫艾伯特·哈斯托夫（Albert Hastorf）的社会

心理学家和普林斯顿的哈德利·坎特里尔（Hadley Cantril）的研究员的注意。他

们利用这场混战，于1954年做了一项有关选择性知觉的经典实验。

实验开始时，他们向163名达特茅斯学生和161名普林斯顿学生询问以下问

题：“从你观看比赛现场或是比赛录像，又或者从你所读过的东西来看，你认为哪

支队伍最先挑起了争端？”不出意料的是，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发现，达特茅斯学

生和普林斯顿学生的反应存在明显的差异（discrepancy）。达特茅斯学生中有53％

的人认为双方都有过错，只有36％的人认为是由达特茅斯队挑起的这场争端。而普

林斯顿的学生中有86％的人认为是达特茅斯队挑起的争端，只有11％的人认为双方

都有过错。

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开始思考，产生这种看法上的差异究竟是因为达特茅斯和

普林斯顿的学生真的观看了不同的比赛（录像），还是因为他们虽然观看了同样的

比赛却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所看到的事实。为了研究这一问题，他们在两所大学又

找了一组学生，让他们观看这场比赛录像，并记录下他们所注意到的犯规行为。两

所大学的学生都看的是同一个比赛录像，并用同一个评价系统来记录所观察到的犯

规行为。

正如图1.1中所示，实验结果显示出强烈的选择性知觉效应。达特茅斯的学生观

察到，两个队的犯规行为几乎一样多（达特茅斯队为4.3，普林斯顿队为4.4）。而

普林斯顿的学生则观察到，达特茅斯队的犯规行为是普林斯顿队犯规行为的两倍多

（达特茅斯队为9.8，普林斯顿队为4.2）。双方的知觉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当普

林斯顿送了一份比赛录像的拷贝给一些达特茅斯校友供他们集体观看时，一个曾经

观看过比赛录像的达特茅斯校友发现，他在这部录像中竟然看不到达特茅斯队的犯



规行为。他感到非常疑惑，甚至发了一份电报给普林斯顿要求其拿出完整的比赛录

像。

图1.1　选择性知觉的一个例子（引自Hastorf&Cantril， 1954）

以这些实验结果为基础，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1954）得出这样一个结



论：“看上去这个比赛好像是许多不同的比赛——人们常说，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件

事情有不同的态度。事实上，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而且具有误导性。因为实际上

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每件事情本身就是不同的，不管它是一场橄榄球比赛，还是一

个总统候选人，又或是胡说八道。”1981年，约翰·洛伊和唐纳德·安德鲁（John

Loy&Donald Andrews）小心地重复了哈斯托夫和坎特里尔的实验，也得出了相同的

结论。

敌意媒体效应

多年以后，罗伯特·瓦伦，李·罗斯和马克·莱珀（Robert Vallone， Lee

Ross&Mark Lepper）扩展了关于达特茅斯-普林斯顿争端的研究。他们在1985年提

出，选择性知觉可能会导致每一党派的人都认为，大众媒体就某一事件的报道是偏

向于其对立党派的。瓦伦、罗斯和莱珀称这一现象为“敌意媒体效应”。在1980年

卡特对里根的总统选举中，他们第一次对此假说进行了研究。就在选举的前三天，

他们对160位登记的投票人进行了采访，要求他们指出媒体对候选人的报道是否存有

偏见，如果有偏见，那么这种偏见是有利的还是不利的。他们的研究发现，将近三

分之一的回答者认为，媒体报道是存有偏见的，而且他们认为在这些存有偏见的报

道中，有90％是不利于其支持的候选人。

这些最初的发现引发了他们进一步研究的兴趣。瓦伦、罗斯和莱珀在1985年进

行了第二次研究。他们邀请了68个支持以色列的大学生，27个支持阿拉伯的大学生

和49个持有一般看法或者说是中立的大学生，一起观看有关贝鲁特大屠杀的一组电

视新闻报道片断（1982年，一系列的阿以冲突导致了在黎巴嫩的Sabra和夏蒂拉对阿

拉伯难民营平民的大屠杀）。这些新闻片断来自面向美国全国播出的十天内的六个

不同的晚间和深夜新闻节目。



瓦伦、罗斯和莱珀发现，每一立场的人都认为新闻报道是偏向对方立场的。这

支持了他们所提出的“敌意媒体效应”。支持阿拉伯的学生认为这些新闻片断普遍

是偏向以色列的，而支持以色列的学生则认为这些新闻片断普遍是偏向阿拉伯的，

中立学生的看法介于二者之间。另外，支持阿拉伯的学生认为，这些新闻节目本应

该责备其他国家却责备了阿拉伯；支持以色列的学生则认为这些新闻节目本应该责

备其他国家却责备了以色列。

和达特茅斯-普林斯顿事件的研究一样，瓦伦、罗斯和莱珀的研究也发现，双方

的这种争论不仅仅是看法上的差异，也存在知觉上的差异。例如，就新闻报道中对

以色列的评价来说，支持以色列的学生与支持阿拉伯学生所察觉到的对以色列有利

和不利评价的次数是不一样的。绝大多数支持阿拉伯的学生认为，针对以色列的评

价中，有42％是有利的，只有26％是不利的。而支持以色列的学生却认为，针对以

色列的评价中，有57％是不利的，只有16％是有利的。另外，支持以色列的学生认

为，大部分的中立者在观看这些新闻片断后会对以色列持有更负面的态度，而支持

阿拉伯学生则不这么认为。

瓦伦、罗斯和莱珀的结论是，每一党派的人都会认为，媒体就某一颇有争议的

报道是不公平的，且偏向他们所支持立场的对立面。他们认为，相似的知觉性偏差

也存在于类似调解、仲裁或者其他情况中。在这些情况中，双方都十分忠于自己所

处的立场。这种推断是有道理的。在第2章我们将会看到，当人们对某一特定原因或

者某一特定过程做出承诺时，他们的知觉就会发生改变，从而与自己的这种承诺保

持一致。

结论

知觉的本质就是具有选择性。即便只是识别一张扑克牌——或是酒醉的感觉



——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认知和动机因素。因此，在做任何重大决策或判断之

前，很值得停下来想一想并问自己一些关键的问题：我看待事物的方式是否受到了

某种动机的驱使？我在看待和处理问题时是否夹杂了自身的预期？我是否与那些与

我有着不同预期和动机的人交换过意见？通过询问这些问题，决策者可以发现许多

能够引起知觉偏差的认知和动机因素。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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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认知不协调

在开展有关选择性知觉的实验之后不久，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于1957

年提出了“认知不协调”理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关不协调理论的实验进行

了许多次，其中许多是心理学领域非常有名和有趣的实验。下面内森·奥苏贝尔

（Nathan Ausubel）的故事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认知不协调理论，了解这种认知不协

调是如何影响人们的决策和判断的（1948；Deci， 1975， pp.157-158）。

认知不协调理论的一个寓言

有一个犹太裁缝勇敢地在一个反犹太街区开了一家裁缝店。为了把他赶出这个

街区，每天都有一群年轻人跑到他的店门口向他大吼：“犹太人！犹太人！”

失眠了几个晚上以后，裁缝想出了一个办法。那群人再来他店门口时，他宣

布，任何称他为“犹太人”的人都将得到一毛钱。

得到激励后，第二天这群人更加高兴地跑来大叫：“犹太人！犹太人！”裁缝

微笑着给了每个人五分硬币（他解释说今天只能付这么多）。这群年轻人还是很满

意地离开了，毕竟五分钱也是钱。

接下来的几天，犹太裁缝就只给那群年轻人每人一分钱，并再次解释他付不起

更多的钱。当然了，一分钱不再那么有激励作用，一些年轻人开始向裁缝抗议。

裁缝再次申明，他不可能付更多的钱，这些年轻人要么拿一分钱要么就离开。

于是，这群年轻人决定离开，临走前还冲着裁缝大叫：“你只出一分钱，还想让我

们叫你犹太人，真是疯了！”



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

为什么这群年轻人会“免费”骚扰裁缝，而当裁缝付给他们一分钱的时候他们

却不愿意这样做了？认知不协调理论认为，这是因为人们往往想要减少或者避免心

理上的不一致。当裁缝宣布他很乐意被称做犹太人并表示愿意为此付钱时，他巧妙

地改变了那帮年轻人称呼他为犹太人的动机，这一动机由单纯的反犹太主义变为了

金钱激励。当裁缝宣布他不再付钱时，他便成功地诱发了一种心理上的不一致状态

（或者说是“唤起不协调”），让这帮年轻人觉得好像是免费地奉承了裁缝一样。

于是，当这群年轻人没有获得足够多的金钱时，他们开始对自己的行为和目标之间

的不一致感到不满（其目标是要骚扰裁缝，而不是让他过得开心）。

无聊也可以变得有趣

相同的原理在费斯汀格和梅里尔·卡尔史密斯（Merrill Carlsmith）（1959）

的实验中也得到了验证，这一实验是社会心理学领域最为著名的实验之一。60名男

性斯坦福大学学生被随机分配到3种实验条件下。在“1美元”条件下，每个被试需

要完成一项沉闷的实验任务，然后告诉那些在外面等待的人这是一项很有趣的实

验，这样他们就可以得到1美元的奖励。在“20美元”条件下，每个被试需要做同样

的事情，最后可以得到20美元的奖励。而控制组的被试则只是完成沉闷的实验任务

而已，没有金钱奖励。

这项实验内容是什么呢？首先，在头半个小时之内，学生们用一只手把12个线

轴放到一个盘子中去，然后倒空盘子，再把盘子装满，如此不断地重复30分钟。然

后，在剩下的半个小时中，学生们用一只手转动小钉板上的48颗钉子，但一次只能

转四分之一圈。实验工作人员对每个被试进行单独的观察，他们只是拿一个秒表坐



在旁边，忙于在纸上做记录。

学生一完成任务，靠在椅背上的实验者就会对他说：

“我想向你解释一下这个实验，这样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要你做这些事情了……实际上，有两个小组参加

这个实验。在你所处的这一组中，我们会把被试带进屋子里，基本上不给他任何有关这个实验的介绍……而在另

一组中，则会有一个一直受雇于我们的学生。我的工作就是把他带到隔壁的房间去，被试会在那里等候参加实验

（就是你曾经等候过的那个房间）。我会向被试介绍，这个学生刚刚参加了我们的实验。然后这个为我们工作的

学生在与下一组被试交谈的时候，会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很令人愉快的实验，非常有趣，他自己非常喜欢这个实

验，非常有趣……”

对于控制组中的被试，解释完这些以后，实验者会要求被试评价他们的实验任

务是否令人愉快。而对于“1美元”条件和“20美元”条件下的被试，实验者会继续

向他们解释道：

“这个平时为我们工作的学生今天不能为我们工作了---他刚刚打电话来说有其他要紧事情要做---所以

我们想找一个可以受雇于我们，为我们做这件事情的人。你瞧，现在正有一个被试在那里等着参加另外一种条件

下的实验（看看表）……如果你愿意为我们做这件事，我们希望雇佣你做这份工作，而且以后如果发生类似的事

情，你能够随时受雇于我们。对于你所做的事情（即现在为我们做这份工作并能够随时受雇于我们），我们会付

给你1美元（或者20美元，视实验设定的条件而定）。你认为你会为我们工作吗？”

所有参加“1美元”和“20美元”实验的被试都同意被雇佣，并告诉等候在外的

被试这是一个很令人愉快的实验。之后，实验者会要求他们对这项实验任务进行评

价。费斯汀格和卡尔史密斯（1959）发现，在对这个实验的愉悦程度的评价中，“1

美元”条件下的被试比其他两种条件下被试的评价要高得多。

费斯汀格和卡尔史密斯认为，那些只拿1美元却仍然需要对别人撒谎的被试经历

了一种“认知不协调”。根据费斯汀格（1957）的理论，当人们同时有两种心理上

不一致的想法（例如，在一定程度上相矛盾或是不相容的想法）时，他们就会处于

认知不协调状态。在费斯汀格和卡尔史密斯的实验中，这种不协调的认知是：



1.这项实验任务极端无聊。

2.只是为了1美元，我（本来是一个诚实的人）就告诉其他人这是一项有趣且令人愉快的实验任务。

同时考虑这两种说法，可以看出，“1美元”条件下的被试为了一个并不怎么样

的理由撒了谎（而在另一方面，“20美元”条件下的被试同意受雇则显然是为了一

个他们认为非常不错的理由：20美元）。

费斯汀格在1957年提出，人们会尽一切可能减少认知不协调感。他认为，不协

调是一种“消极驱力状态（一种令人厌恶的状况）”。他将这一认知不协调理论作

为一种激励理论来进行阐述。根据这一理论，实验中的被试应该想要减少以上两种

想法之间的不一致。

当然，对于第二种想法，被试无法改变多少。事实也的确如此，被试告诉了其

他人这是一项令人愉快的任务，而且他们也确实为此得到了1美元（另外，他们肯定

也不会改变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他们始终认为自己是诚实和正派的人）。而另一方

面，关于这项工作是否沉闷的评价，被试却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他们可以说，沉闷

与否视当事人的感觉而定。

因此，费斯汀格和梅里尔·卡尔史密斯（1959）得出如下结论：“1美元”条件

下的被试在告诉其他人这是一项很令人愉快也很有趣的实验时，产生了认知不协调

感。为了降低这种不协调感，他们对实验的有趣性评价就相对要高些。而相

反，“20美元”条件下的被试对这个实验的评价就更符合实情，也就是，非常之无

趣。这一条件下的被试不需要刻意去降低不协调感，因为他们为自己的行为已经找

到了一个很好的解释——他们得到了20美元作为“撒谎”的报酬。

自我知觉理论



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对于费斯汀格和卡尔史密斯的实验，出现了另外一种解

释。20世纪60年代中期，心理学家达里尔·贝姆（Daryl Bem）提出，认知不协调实

验中的发现也可以用一种他称之为“自我知觉”的理论来解释。根据自我知觉理

论，不协调实验中的发现与所谓的不协调无关；相反，它们与人们如何从所观察到

的自身行为中推断自己的信念有关。

贝姆的自我知觉理论建立在以下两个假设之上：

1.人们对自己的态度、情绪以及其他一些内在状态的认识和发现，部分是通过观察自己在各种情况下的

行为来实现的。

2.由于内部线索微弱、模糊和难以解释，人们的自我认识就与外部观察一样，需要推断得出。

从自我知觉的角度可以这样解释费斯汀格和卡尔史密斯的实验，“1美元”条件

下的被试根据他们只得了1美元却对这个实验做出高度评价中推断出他们是很喜欢这

一实验的（他人也会做出同样的推断）。另一方面，“20美元”条件下的被试则认

为，他们的行为只是对较高的金钱激励做出了反应。自我知觉理论和认知不协调理

论的差别在于，自我知觉理论是从人们如何推断行为原因的角度来解释实验结果，

而认知不协调理论则是从人们天生所具有的减少内部冲突或不协调状态的动机的角

度来解释实验结果。根据贝姆的理论，费斯汀格和卡尔史密斯实验中的被试即使没

有经历一种不安状态，也仍然会给出同样的答案。

之后有很多实验对这两种理论进行了比较（Bem， 1972），但对于哪种理论能

够更准确或者说更有用地解释这种“不协调现象”，仍然没有定论。很多年来，两

种理论的研究者们都试图设计出一个能够得到最终结果的实验来验证他们所支持的

理论，但是每一轮实验都只是引发了对方的新一轮实验。最后只能说，在不同的情

境下，两种理论都是成立的（但是根据心理学的传统，对于两种理论都同样能够解



释的实验，我们都以不协调理论的术语来指代）。

接下来的几个部分将进一步阐明，认知不协调对我们的很多决策与判断都具有

重要的影响。许多引发这种不协调的情境必然是以下两种情况中的一种：决策前与

决策后。对前者来说，不协调（或者说不协调产生的可能性）影响的是人们所做的

决策。而对于后者，不协调（或者说不协调产生的可能性）是由已经做出的选择引

起，而避免或者减少这种不协调则会影响到以后的行为。

决策前不协调的一个例子

一对父子开车外出，发生了车祸。父亲当场死亡，儿子的情况也十分危急。儿

子很快被送到医院，准备实施手术抢救。当医生走进手术室见到这个病人后，突然

大叫起来：“我不能做这个手术，这是我的儿子！”

这种情况可能吗？很多人认为不可能。他们的推理是，如果这个病人的父亲已

经在车祸中丧生，病人就不可能是医生的儿子。至少，在他们想到外科医生可能是

病人的母亲之前，他们肯定会这样推理。

如果你一开始不知道这种可能性，而且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性别歧视，那么现

在就有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让你体会到不协调的感觉（请参见读者调查第16题来判断

自我的性别歧视倾向）。而且，根据认知不协调理论，你会有动机去减少这种不协

调，从而表现得比以前更加反对性别歧视。

1980年，吉姆·舍曼和拉里·戈尔金（Jim Sherman&Larry Gorkin）便是用这

个女外科医生的故事来验证了这一假设。在这个名为“对待社会问题的态度和解决

逻辑问题的能力之间的关系”的实验中，舍曼和戈尔金将大学生被试随机分配到实

验的3个条件中。在“性别角色”条件下，学生有5分钟时间来回答这个有关女外科



医生的题目；在“非性别角色”条件下，学生同样有5分钟时间来回答一个难度相当

的有关点和线的问题；而在控制条件下，学生不需要回答任何问题。在“性别角

色”和“非性别角色”条件中，实验工作人员会在5分钟后马上将答案告诉给被试

（约有80％的被试在5分钟内未能解决问题）。

接下来，被试被告知这个实验已经结束，但实验者会给他们一本小册子，上面

是另一本有关法律决策的实验研究（被试被事先告知，他们将参加“一组无关联的

研究项目”）。他们告诉被试，另一项研究的主要调查者位于印第安纳州的南本

德，在他们完成小册子上的题目后，答案将被装入信封通过邻近的邮局寄往南本

德。随后，被试单独留下来完成这个有关法律决策的小册子。

实际上，这个有关法律决策的实验仍然是本次实验的一部分，也是为了收集被

试有关性别歧视的信息而设的，只是设法不让他们察觉出它与先前进行的实验之间

的关联。被试会读到一个反歧视行动的案例，在这个案例中，一名妇女宣称她因为

性别原因而无法得到一所大学的教职。然后，被试需要指出，他们认为陪审团的裁

决应该是什么，他们认为这所大学雇佣男性而非女性当教师的做法是否合理，以及

他们对反歧视行动的总体评价。

舍曼和戈尔金（1980）发现，与控制条件下和“非性别角色”条件下的被试相

比，“性别角色”条件下的那些没有能够回答出问题的被试更加倾向于认定这所大

学存在性别歧视，而且这所大学雇佣男性而非女性当教师的行为是不合理的。另

外，他们对反歧视行动政策表现出更多的支持。也就是说，在发现自己实际上有性

别歧视倾向后，学生试图通过表现得更加“思想开放”来减少这种不协调（或者从

自我知觉理论的角度来说，是为了表现出自己是一个非性别歧视者）。这种减少不

协调的方法被称为“加固”（bolstering），并且已经被成功地运用于促进节约能



源的运动之中。坎托拉、赛姆和坎贝尔（S. J. Kantola， G. J. Syme，&N. A.

Campell， 1984）发现，以前的频繁用电者在被提醒他们的频繁用电行为以及先前

许下的节电承诺后，显著减少了其用电量。

有关决策前不协调的其他例子

正如安东尼·杜布（Anthony Doob）和他的同事1969年所做的实验所示，决策

前不协调同样可以影响消费者行为。研究者将销售额相当的折扣店配对，一共12

组，然后随机地指定每组内的一家商店以每瓶0.25美元的价格出售一种自有品牌的

漱口水，而组内的另一家商店则以每瓶0.39美元的价格出售。9天后，以0.25美元价

格出售的商店将价格提高至0.39美元（与组内的另一家商店售价相同）。同样的程

序后来又运用到牙刷、铝箔、电灯泡和饼干上（从总体上来讲，这些物品的实验结

果与漱口水的实验结果相同）。

杜布发现，一开始就以较高价格出售的商店最终售出了更多的漱口水。在12组

商店中，有10组商店呈现了这样的结果，也就是说，一开始就以0.39美元价格出售

漱口水的商店比一开始以0.25美元价格出售的商店售出了更多的商品。这一结果同

样验证了认知不协调理论。

杜布和他的助手以消费者的“适应性水平”和减少不协调的需求来解释这个实

验的结果。他们解释说：“当漱口水以0.25美元出售时，按这个价格购买商品或是

注意到这个价格的消费者便倾向于认为该商品的实际价值就是0.25美元。他们对自

己说，这就是一个0.25美元一瓶的漱口水。而当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价格上涨到0.39

美元时，这些顾客就会认为商品标价过高，而且他们不愿意再以比原来高出许多的

价格来购买这一商品。”此外，不协调理论认为，当人们为一件事情付出越多，他

们就越认为这件事有价值，而且越有压力为这件事情继续付出。这一原则不仅适用



于购买商品，也适用于为了某一目标而做出的任何承诺和努力（另一个例子请参见

阿伦森和米尔斯于1959年做的实验）。这一行为的最终结果与第21章将要提到的许

多行为陷阱相类似。

决策后不协调的例子

决策后不协调是做出决策后而不是做出决策前产生的不协调感。20世纪60年代

中期，罗伯特·诺克斯和詹姆斯·英克斯特（Robert Knox&James Inkster）对决策

后不协调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在加拿大温哥华的赛马场采访了141名赌马的人，

其中72人在过去的30秒中已经下了2美元的赌注，69人正准备在接下来的30秒内下2

美元的赌注。诺克斯和英克斯特推测，刚刚已经作出某种行为承诺（下注2美元）的

人，为了减少他们的决策后不协调，会比以前更加强烈地相信他们所挑选的马最终

会胜出。

为了检验这一假设，诺克斯和英克斯特（1968）要求人们用7分制来评价他们所

挑选马匹的获胜概率，1代表最小的获胜概率，7代表最大的获胜概率。实验发现，

那些马上就要下注的人对他们所挑选马匹的获胜概率的评价平均值为3.48（也就是

说，获胜概率与失败概率相当），而那些已经下注的人的评价平均值则为4.81（也

就是说，获胜的概率更高一些）。他们的假设得到了证实——当做出了2美元的承诺

后，人们会更加相信他们的选择。

这一发现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投票给某个候选人后你是否对这个候选人赢

得选举更有信心了（请参见读者调查第36题）？1976年，奥德·弗伦克尔（Oded

Frenkel）和安东尼·杜布发表了有关这一问题的实验研究结果。

弗伦克尔和杜布采用了与诺克斯和英克斯特（1968）类似的基本实验程序。他



们采访了刚刚投过票和马上要投票的选民。在一个实验中，他们调查的是加拿大某

个省的选举，而在另一个实验中，他们调查的则是加拿大联邦选举。与诺克斯和英

克斯特实验结果一样，弗伦克尔和杜布（1976）也发现：“在两次选举中，相对于

投票前的选民，投票后的选民更倾向于相信他们所选的候选人就是最佳候选人，而

且最有可能赢得选举。”

结论

正如本章开头那个犹太裁缝的故事所表明的那样，认知不协调理论如果能够好

好地被加以运用，将会是一件强有力的武器。有关认知不协调的研究不仅丰富有

趣，而且可以直接应用到许多情境中去。例如，根据杜布等人（1969）的实验结

果，零售商店常常标明某种新引进的商品正处于促销期，以避免出现消费者适应性

效应。同样，许多政治运动都试图赢得选民的承诺以制造决策后不协调效应（这种

策略有时候被称为“登门槛法”）。在本书后面的章节，我们将讨论有关认知不协

调的一些其他发现和应用。

费斯汀格的学生埃利奥特·阿伦森（Elliot Aronson）是研究认知不协调的著

名教授之一，也是许多不协调实验的早期研究者（有兴趣的读者如果想了解更多有

关认知不协调理论的内容，可以从了解阿伦森在1969年和1972做的实验开始）。因

此，我们在这里引述阿伦森（1972）年有关认知不协调理论的一段话作为本章的结

尾：

如果一个当代的马基雅维里[1]向一个当代的君主建议，他可能会根据有关决策后果的理论和数据提出如

下建议：

1.如果你希望一个人形成对某个事物的积极态度，那么就引导他，使他致力于得到这个事物。

2.如果你希望一个人对某种错误行为的道德判断变得温和一些，那么就引诱他做出这种行为。相反，如



果你希望一个人对某种错误行为的道德判断更加强硬，那么就引诱他，但不足以使他做出这一行为。

众所周知，态度的改变会引起行为的改变。但有关认知不协调理论的研究表

明，态度的改变也可能是由于行为的改变所引起。根据认知不协调理论，为了保持

一致性，人们常常不得不去改变他们的信念使之与行为一致。在第3章，我们将会看

到，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会扭曲或者忘却他们原有的信念。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

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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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记忆和事后聪明式偏差

“今天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我不明白，”艾丽丝说，“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这就是过去生活的结果，”女王和蔼地说，“一开始这总是让人感到不太适应。”

“为过去生活！”艾丽丝吃惊地重复道，“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

“但这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一个人的记忆可以是双向的……只能回忆过去的记忆可不怎么

样。”女王说道。

——路易斯·卡罗尔，《镜中世界》（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考虑下面这句话是否正确：“记忆可以被比做大脑中的储存器，我们将一些东

西存进这个容器，等到需要的时候再从这个容器中取出。有时候，一些东西会从这

个容器中漏掉，这时候我们就会忘记一些事情。”

你认为这句话是对还是错？（请参见读者调查中第19题你的回答）。在拉马尔

（P. A. Lamal， 1979年10月）的一项实验中，大约有85％的大学生同意这种说

法。但实际上，这句话存在严重的错误（此外，是否真的有东西从记忆中漏掉也是

个问题）。

记忆并不是在我们过去经历发生的时候被我们存进记忆库中的拷贝。相反，记

忆是在我们提取它的时候才建立起来的（Loftus， 1980；Myers， 1990）。在发生

重建的这一瞬间，我们所用到的重建材料也就是那些填补缺失细节的逻辑推断、与

原始记忆混合在一起的关联记忆（associated memory）以及其他一些相关信息。为

了证明记忆的重建性，可以试试迈尔斯（Myers， 1990）所推荐的一个实验：闭上

你的眼睛，回忆一个你经历过的愉快事情的场景。在你还没有在脑海中重现这一经



历之前，请不要阅读下面的话。

你在这个场景中看见自己了吗？很多人都看见了。但如果你看见了你自己，那

么就表明你一定是重建了这个场景（当然，除非在原始经历中你就是在看着你自

己）。

破碎的记忆

贝丝·洛夫特斯和约翰·帕尔默（Beth Loftus&John Palmer）在1974年所做的

两个实验是有关记忆的重建性的最好证据之一。在第一个实验中，45名学生在一起

观看有关一场车祸的7个不同的电影片断。这些片断从一些驾驶员教学电影中剪辑得

到，长度从5秒到30秒不等。

每放完一个电影片断，学生需要回答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汽车的行驶速度有

多快。1/5的学生需要回答这个问题：“两车互相接触到对方的时候，车子的行驶速

度有多快？”剩下的学生中各有五分之一的人需要回答类似的问题，但“接触”变

成了“撞到”、“碰撞”、“相撞”或者“撞碎”。

正如表3.1所示，回答“撞碎”问题的学生对汽车速度的估计比回答“接触”问

题的学生的估计平均高出了9英里。因此，洛夫特斯和帕尔默得出结论，问题的形式

——即使只是有一个词不相同——也能够显著地影响到人们对一件事情进行记忆重

组的过程。

第二个实验的结果更加引人注目。在这次实验中，洛夫特斯和帕尔默让150名学

生观看了一段长度为一分钟的影片，这段影片描述了一起长度为4秒钟的多辆车相撞

的事故。有50人被问到：“当汽车互相撞碎对方时，车子的速度大约是多少？”另

有50人被问到：“当汽车互相撞到对方时，车子的速度大约是多少？”剩下的50人



则不需要判断汽车的速度。一个星期后，被试被重新召集，这次他们不再看影片，

但需要回答一系列问题。洛夫特斯和帕尔默最感兴趣的问题就是，这些学生的回忆

中是否看到了这场车祸中撞碎的玻璃。

表3.1　车子行驶的速度有多快，当它们……？

注释：这些是洛夫特斯和帕尔默所做研究中的平均速度估计值（1974）。

注释：引自洛夫特斯和帕尔默（1974）所做研究中的实验2。共有三个实验条件，每种条件下有50个被

试。



洛夫特斯和帕尔默发现，询问学生“当汽车互相撞碎对方时，车子的速度大约

是多少？”不仅导致这组学生对速度的估计更高，而且导致这组学生在回忆中看到

车祸中撞碎的玻璃的人数比例也更大。表3.2的结果显示了不同实验条件下统计意义

上的差异。这一结果的有趣之处在于，这起车祸中并没有任何撞碎的玻璃——估

计“撞碎”车辆速度的被试只是在重建关于这场车祸的记忆时才认为玻璃撞碎了。

甜蜜的回忆

正如洛夫特斯和帕尔默的实验所示，储存在脑海中的记忆并不是固定的。1971

年，约翰·布兰斯福德和杰弗里·弗兰克斯（John Bransford&Jeffrey Franks）的

研究进一步表明，每个记忆并不是与其他记忆分开来单独储存的。布兰斯福德和弗

兰克斯（1971）向参加实验的大学生列出了有关一件事情的一组句子。举例来说，

其中一组句子如下（见读者调查第6页）：

蚂蚁吃了桌子上的甜果冻



蚂蚁在厨房

蚂蚁吃了甜果冻

厨房里的蚂蚁吃了桌子上的果冻

果冻在桌子上

厨房里的蚂蚁吃掉了甜果冻

大约五分钟后，学生将看到另一组句子，然后指出其中哪些句子在第一组句子

中出现过，并且他们需要用5点量表来表示他们对自己所选答案的确定程度。读者调

查中的第34题即包含了第二组的句子，以及用来测评他们确定程度的量表。

事实上，第34题中只有一个句子在第一组句子中出现过：“蚂蚁吃了甜果

冻。”而且，大多数布兰斯福德和弗兰克斯实验中的被试对这一句子确实在以前出

现过持有中等程度的确定态度（确定程度为2到4）。

而更有趣的回答出现在第34题的（2）：“厨房里的蚂蚁吃了桌子上的甜果

冻。”虽然这个句子并没有在第一组句子中出现过，但布兰斯福德和弗兰克斯实验

中的学生却很肯定地认为他们曾经见到过这个句子。你的判断如何呢？

第34题的（2）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它是全部几种关系的组合，而这些关

系没有全部同时出现在第一组的任何一个单句中。原始的句子没有直接说厨房里的

果冻是甜的，也没有直接说厨房里的蚂蚁吃掉了甜果冻。只有将第一组中的几个句

子组合在一起，才能够得到第34题的（2）。

所以说，人们并不是简单地记住句子；他们构造并记住了一个总体的情境。一



旦一部分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有时候就很难分清楚哪些信息是新的，哪些信息

是早已经存在于脑海中的了。

我早就知道一切

人们也很难估计，如果他们已经得知某种结果，那么他们受到这些信息的影响

将会有多深。例如，如果他们已经知道了某个心理学实验的结果，他们会认为，这

些结果本来就具有很高的可预测性——至少，如果在知道结果之前做判断的话，他

们不会认为这些结果具有那么高的可预测性（这也是为什么本书要先进行读者调查

的原因之一）。另外，即使要求人们在假设他们不知道实验结果的情况下做预测，

相对于那些确实不知道结果的人来说，他们的回答也更接近实际结果一些。也就是

说，如果让人们回过头来估计这些实验结果发生的概率，他们所预测的概率比那些

在实验之前就进行预测的人要高一些。

这种倾向被称之为“事后聪明式偏差”（hindsight bias），或者“我早就知

道一切”效应。事后聪明式偏差是这样一种倾向，它将已经发生的事情视为相对不

可避免和显而易见的事情，却忽略了自己的判断实际上已经受到已知结果的影响。

许多实验发现，事后聪明式偏差广泛存在于选举（Leary，1982；Synodinos，

1981）、医疗诊断（Arkes，Wortmann，Saville，& Harkness，1981）、怀孕测试

（Pennington，Rutter，McKenna，&Morley，1980）、购买决策（Walster，

1967）、比赛（Leary，1981），以及其他一些领域中。这些实验运用了不同的实验

技巧、指导语和被试人群，得到了同样的结果（有关事后聪明式偏差及相关效应的

总结，参见Campbell & Tesser， 1983；Christensen-Szalanski&William，1991；

Hawkins&Hastie，1990；Verplanken & Pieters，1988）。

巴鲁克·菲施霍夫和鲁思·贝思（Baruch Fischhoff & Ruth Beyth）于1975年



发表了有关事后聪明式偏差的第一个研究。菲施霍夫和贝思（1975）的实验中所采

用的主要事件是1972年尼克松对中国和前苏联的访问。实验的第一阶段，是在访问

进行前，要求几组以色列学生对尼克松访问中国和前苏联的15种不同结果的概率做

出估计。例如，对于中国之行，被试需要估计以下事件的概率：美国是否会在北京

建立大使馆，尼克松总统是否至少会与毛泽东会晤一次，尼克松总统是否会宣布这

是一次成功的访问，等等。同样，对于前苏联之行，被试则需要估计诸如美国与前

苏联建立太空联合发展计划、被捕的前苏联犹太人是否有可能与尼克松会谈等事件

的可能性。

实验的第二阶段是在访问进行后的两周至六个月内，让学生重新回忆他们以前

所做过的预测。例如，回答过有关中国之行问题的学生被告知：“你应该还记得

吧，在两周前，你曾经回答过一份有关尼克松总统访华的问卷，并对这次访问的一

些可能结果做出了概率估计。人们的预测质量与其对预测的记忆能力之间的关系，

令我们很感兴趣。因此，我们希望你能够再做一次问卷。这份问卷与两周前你所做

过的问卷一模一样，希望你能够回忆一下上次所做过的概率预测。如果你记不住上

次是怎么做的概率预测，那么就假设你现在是在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前，要对各种可

能的结果做出概率预测。”

同时也要求学生指出，就他们所知，哪些可能的结果确实实现了。菲施霍夫和

贝思希望知道，学生们所回忆出来的预测是否比他们当时实际所做的预测更加精

确。

大体上讲，菲施霍夫和贝思（1975）的实验结果如下：对于那些他们认为确实

已经实现了的结果，3/4的学生回忆出来的预测概率比他们当时实际所做的预测概率

要高；而对于那些他们认为确实没有实现的结果，大部分学生回忆出来的预测概率



比他们当时实际所做的预测概率要低。如果初次预测比回忆预测早几个月，那么事

后聪明式偏差就会非常显著。当初次预测和回忆预测相隔3～6个月时，84％的学生

显示出事后聪明式偏差——得知了尼克松访问的结果之后，他们发现这些本身难以

预测的结果都具有了相当高的预测性。

减少事后聪明式偏差

1977年，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和巴鲁克·菲施霍夫（Baruch

Fischhoff）发表了他们的实验成果，这一实验研究了如何在已知实验结果的情况下

（也就是一种“早就知道了结果”的感觉）减少事后聪明式偏差的问题。斯洛维奇

和菲施霍夫发现，如果人们开始考虑有哪些原因可能导致实验出现不同结果，事后

聪明式偏差就消失了。

在这一研究中，被试首先要阅读四篇有关生物学、心理学和气象学研究的简要

介绍。“预见”条件下的被试被告知，这些研究马上就要开始，而“后见”条件下

的被试则被告知，这些研究已经完成了。在读完每个研究的摘要后，被试需要估计

第二次实验能够得到第一次实验的结果的概率（每一实验都可能出现两种结果）。

也就是说，“后见”条件下的被试被告知，某种特定的结果已经得到验证，而“预

见”条件下的被试则需要假设这种结果已经得到验证。

斯洛维奇和菲施霍夫（1977）发现，相对于“预见”条件下的被试，“后

见”条件下的被试对于第二次实验是否能够重复第一次实验的结果给出了更高的概

率估计。但是，如果要求“后见”条件下的被试考虑每种实验结果出现的原因，两

组被试之间的概率估计差异就会大幅度地减小。这一研究表明，虽然事后聪明式偏

差仍然存在，但程度却大大减轻了。



概括起来说，这个故事的寓意如下：如果你希望减少事后聪明式偏差，那么你

应该仔细考虑，过去的事件在什么条件下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如果你只考虑为

什么事件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很可能你就会高估这一结果出现的必然性以及类似结

果在未来出现的可能性。实际上，菲施霍夫（1977）发现，如果只是单纯地告诫人

们存在事后聪明式偏差并鼓励他们避免出现这种偏差，还不足以消除这种偏差。要

避免受到事后聪明式偏差的影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考虑另一种结果可能在什么

情况下出现。

结论

伊恩·亨特（Ian Hunter， 1964）在《记忆》一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

两个英国心理学家，他们秘密地记录下了剑桥心理学会的一次讨论。两周以后，这

两位心理学家联系那些参与过讨论的人，请求他们写下他们所能够回忆起的任何关

于这次讨论的内容。在将这些记录与原始记录相核对时，两位心理学家发现，回答

者省略了讨论过程中90％以上的细节内容。另外，在这些能够记起的观点中，有半

数观点都是错误的。回答者还回忆出一些原来并不存在的意见，并将一些随意的谈

话说成是冗长的演说，或是将那些曾经是隐含的意思说成是明确的意见。

这个故事突出了做好准确记录的价值。就算是那些最富有经验的决策者也很可

能存在记忆偏差。除了做好仔细的记录并保管好有关过去事件（如回忆、重要谈

话、协议等）的记录之外，再没有其他什么更好的方法能够避免出现这些记忆偏差

了。正如本章所引用的研究所示，记忆从本质上来讲具有重建性，并高度取决于情

境因素。第4章将进一步探讨情境对决策和判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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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情境依赖性

正如前3章所示，一种刺激所产生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处的情境。也

就是说，决策者并不是孤立地去感知和记忆某个事件，而是根据他们过去的经验和

事件发生时的情境去理解和解释新信息。在不同情况下，同一个人对同一刺激（如

某种人格特征）的认知可能会完全不同。情境依赖性可以解释许多知觉错觉产生的

原因（见图4.1）。在决策与判断领域，情境依赖性主要有四种表现方式：对比效

应、初始效应、近因效应和晕轮效应。

对比效应

这是一个在你自己身上（或者在你朋友身上）就可以进行的简单实验。全部所

需的工具只是三大碗水。在第一个碗中倒入热水，第二个碗中倒入温水，第三个碗

中则是冰水。接下来，将一只手浸入热水中，而另一只手浸入冰水中，保持30秒。

一旦你的手适应了水中的温度，迅速将浸入热水中的手浸入温水中，5秒钟以后将浸

入冰水中的手也浸入温水中。

和大多数人一样，你可能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最开始浸在热水中的手会让你

觉得温水是凉的，而最开始浸在冰水中的手则会让你觉得温水是热的。实际上，如

果你让一位朋友重复这一实验，事先不告诉他温水的温度，他也很可能难以辨别温

水的温度。因为两只手同时经历了一种对比效应，但发生在每只手上的效应的方向

却恰好是相反的！

许多早期心理学研究常常以这种知觉性判断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如温度识别、

颜色识别和重量估计等。这些早期心理学实验研究的结果证实了对比效应的存在。



例如，穆扎夫·谢里夫，丹尼尔·陶布和卡尔·霍夫兰（Muzafer Sherif， Daniel

Taub&Carl Hovland）在1958年就发表了一篇有关重量判断的颇有影响的文章。谢里

夫、陶布和霍夫兰发现，如果被试最开始举起的是一件很重的物品，当他们稍后举

一件稍轻的物品时，他们对这件物品的重量判断要低于物品的实际重量。

斯坦利·科伦和乔尔·米勒（Stanley Coren&Joel Miller）在1974年所发表的

研究是有关对比效应的最有趣的研究之一。科伦和米勒注意到，当一位5.1英尺高的

体育播音员采访一群篮球运动员时，他显得非常矮，而当他采访一群赛马手时却显

得非常高。但是，当这位播音员站在一匹高大的赛马旁边或是一个露天体育场旁边

时，他看起来却并没有变矮。

科伦和米勒从这一观察结果中推测，只有当用于对比的刺激物彼此相似时，对

比效应才存在。为了验证这一假设，他们让12名志愿者观察图4.2中四个象限的图

像。图中左上角象限的图像是著名的艾宾浩斯错觉的一个例子。艾宾浩斯错觉指的

是，两个同样大小的圆圈，一个圆圈被比它本身更小的圆圈围绕，另一个圆圈则被

比它本身更大的圆圈围绕，前者会比后者显得更大一些。

然而，科伦和米勒发现，当围绕物的形状越来越不像圆圈时，艾宾浩斯错觉会

逐渐消失（正如实验中被试的判断一样）。当围绕物由圆圈变成六边形时，艾宾浩

斯错觉变弱了；当围绕物变成三角形时，艾宾浩斯错觉就更弱；而最后围绕物变成

不规则的多边形时，艾宾浩斯错觉降低至最小程度。通过比较图4.2中的四个象限，

不难发现，即使是简单的大小判断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情境的变化。

初始效应

所罗门·阿施（Solomon Asch）于1946年发表的研究是关于情境依赖性的一个



经典研究。阿施以其在“从众性”（conformity）方面的研究最为著名（将在第17

章进行讨论）。另外，他也是“印象形成”（impression formation）研究的先

驱。在有关“印象形成”的大多数实验中，阿施都会让被试来描述他们对某个人的

印象，这个人是假想的，而且具有某些特定的特征。他在文章中提到了10个运用这

种范式进行的实验，但现在我们只探讨其中的一个。

在这一实验中，阿施要求被试描述他们对一个人的印象（这个人的特征正如读

者调查的第3题所述）。一半的被试所需要描述的对象是一个“嫉妒心强、顽固、挑

剔、冲动，但勤勉、聪明”的人；另外一半的被试要描述的对象是一个具有相同特

征的人，但这些特征的描述顺序改为“聪明、勤勉，但冲动、挑剔、顽固，而且嫉

妒心强”。

阿施发现，在这些描述特征中，顺序靠前的特征比顺序靠后的特征对人们印象

形成的影响更大一些。这种情况被称为“初始效应”。如果你在做读者调查中的第3

题时，认为约翰是一个高度情绪化的人，那就表明你已经受到了初始效应的影响

——有关情绪方面的特征，即嫉妒心强、顽固，如果被排在前面，那么相对于它们

被排在后面的时候来说，对你印象形成的影响会更大一些。

如果“聪明”排在“嫉妒心强”和“顽固”前面，同样会产生初始效应吗？根

据诺曼·安德森1965年的实验结果，很可能还是会产生这样的效应。安德森发现，

初始效应并不意味着，只有最先出现在序列内才能导致初始效应的产生。事实上，

初始效应是有关进入位置及其对判断的影响的一个总体描述。也就是说，第一印象

固然是最重要的印象，第二和第三印象也同样显示出很大的初始效应。



图4.1　为了检验视知觉的情境效应，请将这一页对着光源看。多数人认为背面的正方形边框和两条平

行线不再平行。（Adapted from Black and Yuker， 1989.）



图4.1（续）



图4.2　图中左上角象限是最为典型的艾宾浩斯错觉，科伦和米勒对此进行了一定的变换，以此阐明对

比效应的作用方式。（引自Coren&Miller， 1974）

近因效应

初始效应不仅作用于人们的印象形成过程。在许多需要对序列信息做出评价的

情况中，它都会发生作用。例如，当人们面临一个有争议问题的对立面信息时，初

始效应使人们往往更容易受到先出现的信息的影响。

但事情也并不总是如此。在一些情况下，最后出现的信息会比最先出现的信息

的影响更大。这种模式被称为“近因效应”。当人们能够更加清楚地记得最后出现

的信息而不是最先出现的信息时，近因效应便起作用了。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这两种效应中谁的影响更强一些。比如，假设你参加了一

场公开辩论，而且假设你可以选择最先发言或者最后发言。你会选择哪一个？如果

你最先发言，你的发言可能会产生初始效应，而如果你最后发言，你的发言则可能

产生一种近因效应。哪种选择才是最佳的？

诺曼·米勒和唐纳德·坎贝尔（Norman Miller&Donald Campbell）于1959年对

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对一次法庭审理的记录进行了编辑，该案件中的当事人

宣称他所受的伤害是由一个有产品缺陷的蒸馏器所造成。案件的审理过程按下列方

式重新编排：有利于原告的材料出现在一个部分，而有利于被告的材料则出现在另

一部分。也就是说，有利陈述包括了原告方证人的证词，原告律师对被告方证人的

诘问证词，以及原告律师的开案和结案陈词。不利陈述则包括了被告方证人的证

词，被告律师对原告方证人的诘问证词，以及被告律师的开案和结案陈词。

图4.3　诺曼·米勒和唐纳德·坎贝尔（1959）比较了8种实验条件，考察了近因效应的作用形式。

米勒和坎贝尔对记录进行编辑后，他们记录了不同人阅读不同角色（律师、证



人等等）陈述的过程。每一记录持续大约45分钟，陈述按8种不同的顺序编排（见图

4.3）。在一些实验条件下，被试需要在听完连贯的陈述（即有利-不利，或者不利-

有利）后马上做出判断。而在另一些实验条件下，实验被分成几个阶段，中间间隔

一个星期。

米勒和坎贝尔发现，在一些情况下会出现初始效应，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出现

了近因效应。也就是说，在一些情况下，人们受到第一部分陈述的影响更多一些，

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人们受到第二部分陈述的影响更多一些（不管这种陈述是有利

的还是不利的）。如果被试听完连贯的陈述后，间隔一个星期再作出回答（如条件3

和条件4所示），就会出现初始效应。而如果两部分陈述之间存在延迟（如条件5和

条件6所示），就会出现近因效应。而条件1、条件2、条件7和条件8则没有出现明显

的初始效应或者近因效应。

米勒和坎贝尔（1959）同时也发现，近因效应是由记忆的差别引起的。在一个

多选测试中，条件5下的被试往往能够记得更多的有关不利陈述的事实，而条件6下

的被试则往往能够记得更多的有关有利陈述的事实。

因此，再回过头来看我们最开始提出的问题：假设你可以在一次公开辩论中选

择最先发言或最后发言。如果对方会立即回应你，而且在辩论结束后要延迟一会儿

人们才会作出反应，你应该选择最先发言。比如说，如果你所辩论的问题将在一周

后进行投票表决，你应该选择最先发言。而如果双方各自的发言之间有一定的时间

间隔，而且人们在双方发言结束后马上要作出反应，你应该有效地利用近因效应，

选择最后发言。

斯蒂芬·霍克（Stephen Hoch， 1984）所做的一些有关人们决策方式的实验也

得到了与以上所述基本相同的结果。霍克要求人们列出为什么某件事将来可能会发



生的原因（“有利的原因”），以及为什么这件事将来可能不会发生的原因（“不

利的原因”）。对一些事件，人们先列出有利的原因，而对另一些事件，人们则先

列出不利的原因。霍克发现，如果人们连续列出有利原因和不利原因，就会出现很

强的初始效应。但如果人们在列出有利原因和不利原因之间有3分钟的间隔，就会出

现近因效应。这些发现与我们长久以来使用的销售技巧的实质是一致的。销售者常

常会鼓励顾客列出购买原因（有利原因）和不购买的原因（不利原因）。如果在列

出各自原因中间没有间隔，顾客就可能在无意间受到初始效应的影响。

晕轮效应

对比效应、初始效应和近因效应都说明，当情境不同或刺激出现的顺序不同

时，刺激的影响是不同的。另一种情境依赖性效应被称为“晕轮效应”（halo

effect），这是桑代克在1920年命名的。桑代克发现，在军队主管评价他们下属军

官的智力、体能、领导能力和性格时，有关这些不同方面的评价通常是高度相关

的。按照桑代克的说法，当飞行小队的指挥官对其下属的空军学员做出评价时，有

关智力和体能的评价呈现出0.51的相关性，有关智力和领导能力的评价呈现出0.58

的相关性，有关智力和性格的评价则呈现出0.64的相关性。[2]桑代克也发现，不同

教师评价之间的正相关被用来确定薪酬和提升。例如，作为教师的一般优点与其外

表、健康、守时、才智、诚实、真挚方面的评价有很强的相关性，而对教师声音的

评价则与其在智力、“对社区事宜的兴趣”方面的评价呈现出很强的相关性。

在其最初的有关晕轮效应的文章中，桑代克（1922， pp. 28-29）得出如下结

论：“即便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工头、雇主、教师或者部门负责人，也很难把别人当

成一个不同品质的集合体来看，很难对他的每一种品质作出独立的评价。”如今，

我们知道桑代克的发现部分是由于技术原因导致的（如何设计评价量表），但他的



总体理念却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因为即便是运用复杂的测评技术，晕轮效应仍然

会发生作用（Cooper， 1981；Feldman， 1986）。

自桑代克的研究开始，学术界进行了不少有关晕轮效应的实验。例如，有

关“美丽晕轮效应”的实验显示，相对于那些长相欠佳或是长相一般的人来说，相

貌有吸引力的人往往被认为更快乐，拥有更好的职业，更容易结婚，而且在性格特

征方面也更加讨人喜欢（Dion， Berscheid，&Walster， 1972）。戴维·兰迪和哈

罗德·西加尔（David Landy&Harold Sigall， 1974）也发现，相对于长相一般或

者长相欠佳的作者来说，相貌有吸引力的作者的文章通常会得到更高的评价。

与对比效应的研究一样，晕轮效应的许多先驱性实验也是由阿施（1946）进行

的。例如，在一个实验中，阿施让一半的被试描述他们对一个人的印象，这个

人“聪明、伶俐、勤勉、热心、坚强、讲求实际而且谨慎”。同样，他让另一半的

被试描述他们对另一个人的印象，这个人“聪明、伶俐、勤勉、冷漠、坚强、讲求

实际而且谨慎”。也就是说，两组被试所听到的描述基本相同，只是这个人在第一

组中被描述为热心，而在第二组中被描述为冷漠。

然后被试会看到几组描述人的特征的词组（这些词组大多为反义词构成），他

们需要指出词组中的哪个词与他们所形成的印象最为一致。这些词组包括：慷慨大

方/胸襟狭窄，不快乐/快乐，脾气暴躁/和善，以及幽默/不幽默。与早先桑代克的

发现一致，阿施也发现，在描述中引入一个中心特征，如热心或者冷漠，能够影响

被试对这个人的整体印象。比如说，在需要描述他们对“热心”的人的印象的被试

中，有75％～95％的人认为这个人同样应该是一个慷慨大方、快乐、和善和幽默的

人（你可以检查自己在读者调查中第4题的答案，与这些被试的回答相比较）。与之

形成对照的是，在需要描述他们对“冷漠”的人的印象的被试中，则只有5％～35％



的人认为这个人是个慷慨大方、快乐、和善和幽默的人。

这些结果不仅仅只是简单的纸笔测试的副产品。哈罗德·凯利（Harold

Kelley， 1950）发表的研究中，利用真人代替特征描述对晕轮效应进行了研究。他

同样发现了若干年前阿施实验所观察到的晕轮效应。实验中，一些学生受到引导，

从而相信他们的老师是一个热心人。这些学生认为这名老师不仅考虑周到、脾气

好、好交际，而且受欢迎、幽默、仁慈。而且，如果他们相信这是名热心的老师，

这些学生便倾向于与老师交流更多。“热心”条件下的被试学生中有56％参与了课

堂讨论，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冷漠”条件下的被试学生中只有32％参与了课堂讨

论。这些结果显示，晕轮效应确实会对人们的社会交往产生作用，并会影响随后的

行为。

与对比效应、初始效应和近因效应一样，晕轮效应也显示出人们对某种刺激的

反应方式具有情境依赖性。确实，不依赖于情境而起作用的刺激物是不存在的。情

境因素对人们的反应方式有很深的影响——不管这种刺激物是几何图形、性格特

征、法律论据，还是胡说八道。

结论

情境效应处处可见，以至于人们有时候反而会忽略它们的存在。实际上，很难

想像一个知觉独立于情境之外而存在的世界。这样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与情境无

关的判断有什么意义？

在我主持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个学生指出，情境效应对人们社会关系的性质提

出了意义深远的问题。比如，对比效应说明，在绝对条件下去了解一个人是不可能

的。当你判断一个朋友的诚实程度时，这一判断是相对的，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你



所认识的其他人的诚实程度。根据对比效应理论，当你得知你所认识的其他人欺骗

了你的时候，你便会发现，这位朋友原来是那么的诚实——即使你朋友的行为并没

有发生变化。你对你某个朋友的诚实程度的判断好像与其他人的诚实程度无关，但

正如这一章节所描述过的研究所示，社会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情境的作用。

即便是快乐也具有情境依赖性。菲利普·布里克曼等人（Philip Brickman，

Dan Coates&Ronnie Janoff-Bulman， 1978）在对伊利诺伊州彩票中奖者的研究中

便发现了这一点。彩票中奖者的报告显示，与那些处于相同地理位置的非中奖者参

照群体相比，他们在很多日常生活行为中感受到的乐趣更少一些，这些行为包括看

电视、与朋友交谈、吃早餐、买衣服，等等。布里克曼等人解释说，这种差别出现

的原因，部分是由日常行为与中彩票后的兴奋所形成的对比效应导致的。

那些职业的说客很早就认识到了对比效应的力量。比如说，地产经纪在劝说买

家买下其想要出售的房屋之前，常常会让买家看一所破旧或者是标价过高的房子，

以利用二者之间的对比效应。政党候选人经常宣扬他们过去的一两个成功事例，以

利用晕轮效应向选民们展示自己所具备的各方面能力。广告商则费尽心机地为他们

所促销的产品制造出吸引人的情境。

当然，情境效应的作用并不是无限的。不管其他人是否撒谎，一个惯于说谎的

人看起来总不会是诚实的，而一个不合格的政客也只能有限度地利用晕轮效应。一

个以同心圆为背景的正方形，它的边看起来可能会是弯曲的，但这并不能真地把一

个正方形变成圆形。但即便如此，任何有关决策与判断的有意义的分析也都应该考

虑情境效应的影响。另外，一些研究者认为，通过实验展示的情境效应实际上低估

了日常生活中的情境效应（Hershey&Schoemaker，1980）。

[1]尼科洛·马基雅维里（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主

张人性本恶，一旦统治者把人民当成善良者便会引来灾祸。其理论经过后人多方引申，其名字也就成为最高层次政治诈术的代名词。主要作



品有《君主论》（1532），《李维史论》（1517），《战争的艺术》（1520），《佛罗伦萨史》。

　　

[2]相关系数的范围通常为＋1.00和-1.00之间。正相关是指一个变量会随着另一个变量的增加而增加，负相关是指一个变量会随着另一

个变量的增加而减少，0相关意味着变量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因而，在桑代克所举的例子中，智力与性格存在较高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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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问题如何影响答案

本书的第一部分探讨了刺激的情境影响人们的知觉方式。在这一部分中，我们扩展了这一命题，探究问

题的形式对人们回答的影响。第5章和第6章主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1）人们的决策与判断在多大程度上取决

于问题的措辞？（2）问题的措辞以哪些具体方式影响人们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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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可塑性

任何刺激的发生总离不开一定的情境，问题也一样。本章将讨论问题的语境和

措辞对决策与判断的影响。

在一些情况下，在两种不同语境下提供同一个选项会得到不同的回答。例如，

假设你面临如下的选择：

选择A：100％的概率输掉50美元。

选择B：25％的概率输掉200美元，75％的概率什么也不输掉。

你会如何选择？（参见你在读者调查中第2题的答案。）在保罗·斯洛维奇等人

（Paul Slovic， Baruch Fischhoff，&Sarah Lichtenstein， 1982）的实验中，

80％的人会选择B。当面临损失时，很多人都属于“风险偏好”的，他们往往愿意冒

风险去承受更大的损失（在这个例子中为200美元），也不愿意承受具有相同期望值

但却是确定的损失（25％的概率输掉200美元与100％的输掉50美元具有相同的期望

值，因为从长期来看，二者具有相同的期望收益）。

然而，稍微想一想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如果人们在面临损失时更愿意承受风

险，那么保险公司就没有什么生意可做了。保险行业的运营基础就在于，人们愿意

承担一个确定的损失（保险费）去避免更大但不确定的损失。以保险业的术语来讨

论确定的损失时，人们是否会表现得不同？如果这个确定的50美元的损失被说成是

能够用来避免潜在的200美元损失的保险费，人们会如何在A和B中做出选择？

斯洛维奇，菲施霍夫和利希滕斯坦发现，在这种情况下，65％的人更倾向于承



受确定的50美元损失。这可能是因为保险费着重突出了潜在的更大损失，也可能是

因为保险公司成功地塑造了一种社会规范，在这种规范之下，人们表现得更加审

慎，因此更倾向于支付保费而不是承受更大的损失。不管是哪种原因，当以保险业

的术语来重述这一问题时，同样的问题确实导致了不同的选择结果。如果确定的损

失是以保险费的形式来表达，大多数的人会变得“风险规避”而不是“风险偏

好”；他们倾向于承担确定的损失而不是冒损失更多的风险。

斯洛维奇，菲施霍夫和利希滕斯坦（1982）也发现，当面临付出5美元还是以千

分之一的概率输掉5000美元的选择时，人们会表现出相似的偏好逆转。

表5.1　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注释：从右边的两列可以看出，保险条件下的人数百分比要比赌博条件下高出20％到40％以上。数据引

自赫尔希和休梅克（1980）的研究。

虽然在简单偏好的语境下，只有大约2/5的人会选择付出5美元，但如果将5美元说成是保险费时，就会有大

约2/3的人选择确定的损失。约翰·赫尔希和保罗·休梅克（John Hershey&Paul Schoemaker， 1980）的实验也

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见表5.1）。

顺序效应

人们的答案也可能受到问题或者选项顺序的影响。这些影响通常很小，但在某

些情况下，其影响却可能变得非常深远。比如说，如果两个问题都是关于同一主



题，而且回答者需要表现得一致，那么回答者就会照着前一个问题的答案的思路来

组织后一个问题的答案。

在霍华德·舒曼和斯坦利·普雷瑟（Howard Schuman&Stanley Presser）《态

度调查中的问题与答案》（1981）一书中，他们以一项有关新闻自由的态度调查的

结果来阐明了这一效应。舒曼和普雷瑟随机选取一组美国成年人作为实验样本，向

他们询问了以下两个问题：

1.你认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比如前苏联，是否应该允许美国的新闻记者进入其境内采访，并将他们所

得到的新闻发回美国？

2.你认为美国是否应该允许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入境采访，并将他们所得到的新闻发回他们所

在的报社？

一半的被试会按照上面这种顺序来回答问题，而另一半的被试则以相反的顺序

来回答问题。

舒曼和普雷瑟发现，如果被试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关美国的新闻记者，

82％的人认为美国记者应该被允许自由进入共产主义国家。与这一答案一致的是，

75％的人也认为美国应该允许共产主义国家的记者自由进入美国采访。另一方面，

如果被试被问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关共产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那么只有55％的人

认为应该让共产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自由进入美国进行新闻报道。在这种情况下，

大概是为了保持一致，避免让自己看起来有双重标准，只有64％的人认为应该允许

美国记者自由进入共产主义国家（相较于82％，64％的比例更接近于55％）。所以

说，相同问题的不同顺序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答案。

选项的顺序不同也能够影响到人们的回答。选项顺序效应通常比较微弱，而且

如果问题的答案只是简单的二选一（例如“同意”和“不同意”），或者答案选项



非常多，那么选项顺序效应基本是不存在的。顺序效应中最常见的是近因效应，也

就是说，当某一答案选项出现在备选答案中的最后时，其被选择的频率更高。

舒曼和普雷瑟（1981）发现，在有关离婚问题的两种不同表达方式中，出现了

较强的近因效应。在一次全国性的民意调查中，一半的调查对象被问到：“你认为

在这个国家里，离婚程序应该更容易、更难、还是维持现状？”

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中，23％的调查对象认为，离婚程序应该变得更加容易一

些，36％认为应该更加难一些，另外41％的人则认为应该维持现状。

剩下的另一半实验对象也回答了相同的问题，但最后两个答案选项的顺序被调

换：“你认为在这个国家里，离婚程序应该更容易、维持现状、还是更难？”

在这种情况下，26％的实验对象认为，离婚程序应该变得更加容易一些，29％

倾向于维持现状，另外46％的人则认为应该更加难一些。在两种表达方式下，最受

欢迎的答案总是最后被提到的选项。

图5.1　在有关离婚的两种版本的问题中，回答者都倾向于选择最后一个选项（引自HowardSchuman和



Stanley Presser于1981年所做的一项全国调查的数据）。

虚假意见

虽然人们回答问题的方式受到语境和顺序的很大影响，答案的可塑性也是有限

度的（研究者将答案的可延展性称为可塑性）。如果人们对一个问题已经非常熟

悉，那么语境和顺序产生的边际变化一般小于30％（“边际”指的是调查对象给出

每一个答案的百分比）。但是，如果人们对一个问题所知甚少，那么他们就会更容

易受到语境和顺序变化的影响。另外，如果人们对一个问题一无所知，一部分人会

表现出完全可塑性；在某些特别的询问方式下，一部分人会对这一问题发表意见，

但实际上他对此并不真正了解。这种看法被称为“虚假意见”。[1]

尤金·哈特利（Eugene Hartley）在1946年发表的实验是有关虚假意见普遍程

度最早的几个实验之一。在对几百名大学生的调查当中，哈特利发现，超过80％的

人倾向于从“社会距离”（一种被广泛用于评价社会中人们彼此之间的感受的指

数）的角度来评价Danireans、Pireneans、Wallonians和其他32个民族。这里的蹊

跷在于，实际上并不存在所谓的Danireans、Pireneans或者Wallonians——哈特利

只是人为地设置了这些民族，以检验有多少学生会假装他们对此持有自己的意见。

第二年，Tide杂志上刊登了一个类似的民意调查，就一个虚构的《Metallic

Metals法令》向被试询问如下问题：

以下哪种说法与你对《Metallic Metals法令》的看法最为一致？

a.对全美国来说，这是一项很好的措施。

b.这是一项不错的措施，但应该留待各个州独立解决。

c.对其他国家来说或许不错，但不应该在这里实行。

d.没有任何意义。



虽然实际上并不存在《Metallic Metals法令》，但却有70％的被试表达了他们

对该法令的意见。其中41％的人认为应该将它留待各个州独立解决，15％的人认为

对全美国来说这是一项很好的措施，11％的人认为不应该在这里实行，另外3％的人

则认为这项法令没有任何意义（Gill， 1947年3月14日）。

这篇文章同时还讨论了另一项调查的结果，在这项调查中，被试被问到：“你

支持还是反对乱伦？”（在20世纪40年代，“乱伦”一词并不如今天这样为人们所

熟知。）在发表意见的被试中，有2/3的人反对乱伦，而竟然有1/3的人支持乱伦！

政治事件中的虚假意见

在回顾了有关虚假意见的实验之后——其中包括舒曼和普雷瑟（1981）自己的

一些实验，舒曼和普雷瑟得出的结论是，这一问题固然很重要，但并不像早期研究

所认为的那么严重。在他们自己所做的调查中，只有1/3或1/4的被试对一个模糊的

立法问题给出了虚假意见。其他一些研究者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Bishop，

Oldendick， Tuchfarber，&Bennet， 1980）。

被试中有25％～35％的人给出了虚假意见，这也许不算十分严重。但应该记

住，在许多民主国家（包括美国），只要有30％的民众便可以选出一国的总统。政

治论战的结果往往都是由一个差距很小的百分比来决定的。所以说，虚假意见对许

多政治事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一般说来，那些对某一问题知之甚少的人加上那些

对此闻所未闻的人，往往能够形成一个绝对的多数。

在有关外交和军事政策的判断中，虚假意见实际上非常普遍。这是由于人们只

有很低的政治参与程度和很少的政治意识，却面临一种不得不对此发表意见的社会

压力。可以参考一下普劳斯（1989年3月）所给出的一些有关美国“政治文盲”的例



子：

1988年的一项对美国成年人的盖洛普调查中，有近一半的人不知道南非是一个

存在官方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家，有3/4的人不能说出官方已经承认拥有核武器的四个

国家的名字。

1985年针对大学生的一项调查发现，45％的人不能说出曾遭受核武器袭击的两

个城市的名字。

根据《纽约时报》所刊登的1979年的一项政府调查的结果，40％的高中高年级

学生误以为以色列是一个阿拉伯国家。

1983年的一篇名为“萨尔瓦多不在路易斯安那”的《华盛顿邮报》文章指出，

在一项全国性的调查中，有3/4的人不知道萨尔瓦多的地理位置（这篇文章的题目是

从一名调查对象的答案得来）。

其他调查显示，68％的回答者不知道美国并没有有效对付弹道导弹的装备，

81％的人错误地认为，只有当前苏联先动用其核武器时，美国才会动用核武

器。“政治文盲”现象的存在，使得解释有关外交和军事政策的公众意见变得更加

困难了。例如，如果以色列被误认为是阿拉伯国家，支持以色列有何意义？如果很

多人认为美国能够抵御弹道导弹的进攻，那么支持战略防御行动还有何意义？要使

这类政治判断有意义，必须首先将真实意见和虚假意见区分开来。

过滤虚假意见

历史上，很多民意调查都没有对问题进行过滤。大多数这样的调查都没有采取

措施排除那些实际上没有意见的人，回答选项中也没有包括诸如“没有意见”或



者“不知道”这一类的选项。不过，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都开始意识到“过滤器”的

作用。设置过滤器正是为了排除掉那些实际上对某一给定问题并没有什么意见的

人。

设置过滤器的方式有很多种。在一些民意测验中，被试首先会被问到他们是否

听说过某件事情或是读到过有关某个问题的报道。如果回答是肯定的，他们才被要

求发表有关这个问题的意见。如果不是，则回答其他问题。在另一些民意测验中，

则首先询问被试是否就某一问题进行过深入的思考，或者更直接地询问他们是否对

某一问题有自己的看法。还有一种过滤方法就是明确地设置“没有看法”或是“不

知道”这样的选项。

一般来说，设置过滤器能够有效地排除那些虚假意见。但在某些情况下，却可

能使调查结果产生偏差。例如，“不知道”往往与受教育程度或是对某一问题的关

注程度呈负相关。如果过滤掉那些教育程度或是关注程度相对较低的人，那么调查

结果就很难代表全体民众的看法。

为了评价过滤器的效果，舒曼和普雷瑟（1981）进行了一系列实验性民意调查

来比较有过滤器条件下和无过滤器条件下的效果。根据其发现，他们得出以下结

论：在大多数有过滤器的情况下，（1）至少有1/5的人会选择“不知道”；（2）做

出某一特定回答的相对人数比例并没有受到显著影响（例如，回答“是”的人数与

回答“不是”的人数的比例）；（3）不同问题答案之间的相关关系并没有受到很强

的影响。

比如，1974年的一次全美民意调查中，以下这样一组问题的答案就典型地反映

了舒曼和普雷瑟的实验结果：



无过滤器的条件：“阿拉伯国家在试图与以色列达成真正的和平。你是否同意

以上的说法？”

同意（17％）

不同意（60％）

不知道（主动提到）（23％）

有过滤器的条件：“阿拉伯国家在试图与以色列达成真正的和平。你对此有看

法吗？（如果有）你同意以上的说法还是不同意？”

同意（10％）

不同意（45％）

没有看法（45％）

虽然在有过滤器的条件下，回答“没有看法/不知道”比无过滤器的条件下多出

了22％，但是回答“不同意”与回答“同意”的人数比例在两种条件下基本上是一

样的（回答“不同意”与回答“同意”的人数比例大约为四比一）。

当然，人数比例接近并不意味着过滤器不重要。比如说，假设一个民意测验人

希望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绝大多数人并不同意这样的说法：“阿拉伯国家在试图

与以色列达成真正的和平。”这种情况下，民意测验人就可能不使用过滤问题。而

如果民意测验人希望民意测验的结果表明，绝大多数人同意这样的说法，那么使用

过滤问题就是一个好方法。这种操纵手法已经产生了不少极具煽动性的新闻。

令人困惑的态度矛盾

选择和意见的可塑性与态度矛盾密切相关。可塑性通常指的是人们对同一个问

题的不同版本的回答的差异程度，而矛盾则指的是两种相关态度之间的差异（态度-



态度的矛盾）。詹姆斯·普罗思罗和查尔斯·格里格（James Prothro&Charles

Grigg）于1960年发表的实验是有关这一矛盾的最有说服力的实验之一。

普罗思罗和格里格感兴趣的是，美国民众是否会支持一些广为流传的民主原则

的具体运用。这些民主原则在当时确实已经为绝大多数美国人所接受。比如说，这

些原则包括：

1.公务员应该由大多数人投票选举产生。

2.每个公民应该有平等的机会影响政府政策。

3.少数派可以自由地批评多数派的决策。

普罗思罗和格里格概括出这些一般性原则后，列出了10个由此派生的问题，这

些问题要么描述这些原则，要么与这些原则相矛盾。例如：

如果一个共产主义者想在这个城市里发表支持共产主义的演讲，应该允许他做这样的演讲。

或者：

在城市公投中，只有那些对公投问题有充分认识的人才有资格进行投票。

然后，普罗思罗和格里格在密歇根州的安阿伯（地名）和佛罗里达州的塔拉哈

西（地名）随机抽取了一组已登记的选民作为样本，询问他们对这10个问题的态

度。

研究结果非常惊人。对于每个问题，调查对象都难以达成90％的一致。而且，

他们对于这些民主原则具体运用的态度判断往往与这些民主原则本身相矛盾。例

如，51％的调查对象认为，只有那些对公投问题具有充分认识的人才有资格进行投

票。这无疑是反民主的。另外，79％的人认为只有纳税人才有资格进行投票，也只

有44％的人认为可以允许共产主义者公开宣传共产主义。普罗思罗和格里格



（1960， p. 293）对这些具有讽刺意味的结果进行了总结：“假如我们承认美国是

一个民主社会，我们就不能完全肯定地说，民众对民主原则的普通认同是一个民主

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

这一研究只是态度-态度矛盾的一个极端的例证。一些后续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

普罗思罗和Grigg的结论。人们对某一原则所持有的抽象态度往往与人们对这一原则

的具体运用所持的态度无关。因为，在面临具体运用时，往往存在许多不可避免的

复杂因素，如情境约束、其他与之相冲突的原则，等等。而且，正如本章下一部分

将要说明的，关于态度-行为矛盾的研究显示，抽象态度与具体行为也只有很微弱的

联系。

故地重游

1930年，斯坦福一个名为理查德·拉彼埃尔（Richard LaPiere）的社会学家与

一对中国夫妇结伴周游美国。两年间，拉彼埃尔和那对夫妇游遍了全国，总共到过

184个餐馆，67个旅馆、汽车旅馆和专门招待旅行者的家庭。虽然在当时存在着很严

重的反华倾向，但在这些接待过他们的251个地方中，只有一次让拉彼埃尔感受到了

种族歧视。事实上，拉彼埃尔认为，有72次他的同伴甚至受到了“超出一般规

格”的优待。由此，拉彼埃尔认为，美国人对中国人并不存在偏见。

但在抽象概念的意义上，这种偏见却十分明显。旅游结束的6个月之后，拉彼埃

尔向他到过的地方的业主送去一份调查问卷：“你会接待中国人吗？”在他坚持不

懈的努力之下，回收了128份问卷，其中81份来自餐馆、咖啡厅，47份来自旅馆、汽

车旅馆和专门招待旅行者的家庭。在这些问卷中，有118份问卷表示他们不会接待中

国客人，有9份表示要视情况而定，只有1个汽车旅馆的妇女很肯定地说她曾经在夏

天接待了一对中国夫妇。拉彼埃尔抽取了相同区域内的一些他们没有到过的地方进



行调查，也得到了完全一样的结果：118份回答否定，9份回答视情况而定，1份肯定

（如欲了解更多细节，参见LaPiere，1934）。这些发现说明，人们可能会有一些抽

象概念，但这与他们的实际行为只有很微弱的联系，或是完全无关。

在拉彼埃尔的研究结果发表3年以后，斯蒂芬·科里（Stephen Corey，1937）

也发表了具有相同结论的实验。科里感兴趣的是对待作弊的态度和作弊的实际行为

之间的关系。为了测量对待作弊的态度，他让67名大学生完成了一个关于作弊的态

度的实验。该实验看起来好像是匿名的，但科里用了一种很隐秘的手段来识别这些

被试。利用这种方法，他能够将这些真实的看法与作弊的具体行为所联系起来。

科里度量作弊行为的方法如下：让这些学生每周参加一次考试，连续5周。对每

次考试进行秘密评分，然后将看起来没有评分的试卷返回给学生，让他们自行评分

并将评分结果返回。学生报告的分数与他们实际分数的总差异就是作弊的实际行为

度量。作弊的平均程度为：每40～45道题中有两题不符。

科里的发现表明，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几乎为零。这些学生对待

作弊的态度似乎与他们自己的作弊倾向没有多大联系。真正与作弊有关的是他们在

考试中的表现。用科里（1937， p. 278）的话来说：“学生是否会在考试中作弊，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否为这次考试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不是他自己所宣称的对待

作弊的态度。”

我们这个时代的寓言

1973年，约翰·达利和丹尼尔·巴斯顿（John Darley&Daniel Baston）发表了

他们的实验结果，这是有史以来最为生动的有关态度-行为矛盾的说明。达利和巴斯

顿感兴趣的是，哪些因素决定人们会对处于困境中的人施以援手。被试是神学院的



学生，他们要从一幢大楼走到另一幢大楼去做一场演讲，演讲的主题可以是这些学

生擅长的某项工作，也可以是一个撒玛利亚人寓言（圣经中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人的

故事）。实验助手会告诉学生，这些演讲的时间应该控制在3～5分钟内，而且会有

另外的实验助手为他们作记录。然后，在学生去往目的地的途中，他们会遇到一个

需要帮助的人。达利和巴斯顿想知道，究竟帮助他人的行为是否与下列因素有关：

（a）学生要做的演讲主题是否与帮助他人有关，（b）他们在途中的匆忙程度。

在非常匆忙的条件下，实验助手会突然对被试学生说：“噢，你已经迟到了。

你本来应该几分钟以前就到那儿的，我们最好马上去。那边的助手已经等你一会儿

了，所以你最好快点，最好一分钟就赶到。”在一般匆忙的条件下，实验助手则会

告诉学生：“那边的助手已经准备好了，请赶快过去吧。”而在不太匆忙的条件

下，实验助手则会说：“还有几分钟那边才能准备好，但你最好现在就走，即使要

等，也不会等太久的。”

为了到达对面的大楼，每个学生都必须穿过一条胡同。在这条胡同中，达利和

巴斯顿安排了一个衣着破烂、垂头丧气地坐在门口的人，他垂着头，闭着眼睛，面

无表情。当被试经过的时候，这个人会咳嗽两声，低着头痛苦地呻吟。如果学生停

下来询问他有什么不舒服，或者提出要帮忙，这个人会含糊不清地说：“噢，谢谢

（咳嗽）……不用了，我还好。（停顿一下）我早就有这个气喘的毛病了（咳嗽）

……医生已经给我开了这些药，我刚才吃了一片……我只要坐下来休息一下就

好……但还是很谢谢你的关心。”

如果学生坚持要将这个人送进大楼，这个人会接受学生所提供的任何帮助，并

感谢他停下来帮助。学生离开后，这个人会马上按以下的五点量表对学生做出评

价：



0=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个人可能需要帮助

1=察觉到这个人可能需要帮助，但是并没有停下来帮助他

2=没有停下来，但间接地提供了帮助（比如，将这个人的情况告诉其他人）

3=停下来，询问这个人是否需要帮助

4=停下来询问后，坚持要将这个人送进大楼里去

达利和巴斯顿（1973）发现，相对于不是很匆忙的学生来说，匆忙中的学生停

下来提供帮助的可能性要小一些。但是，演讲主题并没有明显地影响到学生是否会

停下来提供帮助。事实上，有些要去讲有关撒玛利亚人寓言的学生为了不迟到，在

经过胡同时甚至跨过了那个人！这些结果生动地说明，抽象概念——在这一案例

中，也就是帮助他人脱离困境的重要性——与实际行为有极大的区别。

对矛盾的再研究

态度和行为是否总是这样的矛盾呢？1969年，心理学家艾伦·威克（Allan

Wicker）发表了一篇研究回顾文章，文章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威克的这个结论对态

度研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威克列举了46项研究作为其文献回顾的基础。在这

些研究中，有关态度和相对应行为的实验是在不同条件下进行的。被试的来源十分

广泛，包括了大学生、保险经纪人、工厂工人、妇产科护士，等等。同样，研究的

主题也非常宽泛，包括了公共住房、足球、民权运动，等等。

在这46项研究的基础之上，威克（1969， p. 65）总结道：“态度与行动并不

是那么密切相关。态度与表露在外的行为实际上是无关的，或只有很微弱的联

系。”根据他的研究，态度与行为的相关系数往往趋近于零，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

这一系数会超过0.30。两年之后，威克（1971）做了更进一步的研究，他认为，即

使抛弃“态度”这一概念也未尝不可。



可以想像，这些结论当然会令态度研究者们感到十分不安。没有多久，修正学

派诞生了。修正学派的拥护者们认为，在某些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态度与行为是一

致的。这些条件包括：（1）必须仔细选择态度和行为的测量方法，应该尽可能有效

和可靠；（2）只要有可能，应该尽量以多种方式来研究态度和行为；（3）为了避

免出现干扰变量，研究态度和行为的时间应该被安排在一起；（4）在行动、行动的

对象、行动发生的情境以及行动发生的时间方面，态度和行为的测量手段应该相匹

配。

在1977年发表的一篇文献回顾中，艾克·阿杰增和马丁·菲什拜因（Icek

Ajzen&Martin Fishbein）说明了其中一些条件的重要性。阿杰增和菲什拜因从具体

对象和行动的角度来定义态度和行为的符合程度，并将100多项研究中的态度-行为

关系分为三类：高符合程度，中等符合程度和低符合程度。当态度和行为的符合程

度较低时，阿杰增和菲什拜因发现，大多数情况下，态度和行为之间不存在显著相

关。而另一方面，如果对态度和行为进行了仔细测量，且它们在具体对象和动作方

面的符合程度较高时，态度-行为的相关系数则至少为0.40。也就是说，如果态度是

关于某项特定的动作，且这一动作指向某个特定的对象，那么态度就能很好的预测

行为。但是，如果态度指向的对象并不是行为所指向的对象，态度和行为相一致的

程度就降低了。阿杰增和菲什拜因认为，拉彼埃尔（1934）之所以认为态度和行为

只有很微弱的一致性，是因为其研究中态度的对象（普遍意义上的中国人）和行为

的对象（一对特定的中国夫妇）相距甚远。

结论

可以用一句俄罗斯名言来概括了本章所讨论过的大多数研究结果。正如那位著

名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所说的（大意如下）：“跨越人生并不是像跨越一片田野那



么简单。”应用到决策与判断的研究上来说，也就是：“衡量一种态度、看法或是

偏好，并不是像问一个问题那么简单。”

态度、意见和选择往往具有惊人的可塑性。在许多情况下，问题的措辞对人们

的回答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对问题的结构和情境要特别小心。第6章将给

出一些例子来说明，微妙的措辞变化是如何影响决策和判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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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问题的措辞和框架的影响

1986年英国举行的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中的一个问题是：自己的国家拥有核武

器是否会让他们感到“安全”时。40％的人对此持肯定态度，而50％的人则对此持

否定态度（剩下的10％没有明确意见）。然而，当测验问卷中的“安全”被改

为“更加安全”时，答案的百分比却倒转了过来：50％的人认为拥有核武器让他们

感到更加安全，36％的人认为拥有核武器让他们感到更加不安全（Lelyveld， 1986

年10月5日）。

这些结果说明了措辞微妙变化的重要性。有时候，即使只改变一两个词语——

不管是问题本身变化还是答案选项变化——也会对人们回答问题产生深刻影响

（Borrelli， Lockerbie，&Niemi， 1987）。考虑一下下面这个例子。

一项取巧的任务

这是在1969年。你是一名卓越的盖洛普民意测验组织的民意测验专家，同时也是一个为达到目的而不择

手段的人。你的一项秘密任务就是要进行一次民意测验，并使这项测验的结果表明，美国公众希望美国加快从越

南战争撤军。你怎样才能够达到目的呢？

在这一年的6月，盖洛普告知问卷回答者：尼克松总统已经宣布，未来的3个月

内将有25000军队将从越南撤出。回答者需要回答“撤军应该加快还是应该减

速”（“保持现状”并没有被直接包括在答案选项中，但如果回答者主动提到，采

访者仍然需要记录这个答案）。几乎一半的回答者（42％）认为应该“加快”，

16％认为应该“减速”，另外29％认为应该“保持现状”（Converse&Schuman，

1970年6月）。



你将这些结果向媒体公开，第二天全国报纸的头条都是：美国民众希望加快撤

军速度。现在，你便可以轻松地坐在椅子上，偷偷享受自己的成功了。

但不久之后，另一家民意调查机构哈里斯（Harris）做了一个类似的调查，只

是问题变成了：“你认为总统的撤军速度是过快，过慢，还是恰到好处？”在对这

一问题的回答中，有半数的人（49％）认为撤军速度刚刚合适。只有29％的人倾向

于加快撤军速度，而6％的人认为撤军速度过快（Converse&Schuman， 1970年6

月）。

拿起报纸，现在你看到的头条又成了：美国民众希望维持现在的撤军速度；先

前的民意测验是错误的。

“先前的民意测验是错误的？”你问自己。盖洛普进行的这次民意测验肯定是没有错误的。但如果先前

的民意测验也没有错误，那么究竟哪个测验是正确的呢？

其实，与其探究究竟哪个民意测验是正确的——两种情况都可能成立——还不

如仔细考虑一下这两个测验结果各自有什么样的含义。盖洛普使用的是一个没有明

确包括中间选项的“迫选”问题。因此，即使人们只有非常非常小的偏好，也只能

选择加快或减速撤军。没有中间选项的问题，常常能够有效地检测出人们的一般倾

向。但如果要做到十分严谨，报道盖洛普测验结果的头条应该改为：如果只能在加

快或减速撤军中选择一项，美国民众希望加快撤军速度。因为，盖洛普民意测验的

结果并不代表真正不满意撤军速度的美国民众的比例。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哈里斯调查为回答者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中间选项。增加一

个中间选项的效果与增加一个“没有看法/不知道”过滤器的效果差不多；通常，会

有10％到40％的人转而选择中间答案，但是边际比例基本上会维持不变（在这个例

子中，边际比例是认为“过快”和“过慢”的人之比）。但是设置这样一个中间选



项也有缺点。这是一个“安全”答案，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产生虚假信息。

开放式问题

引入一个中间选项可能会鼓励人们选择中立。另外，引入一些其他选项也

表6.1　有关重要性的问题

注释：这些数据来自舒曼和斯科特（1987）所做的调查，他们在调查中询问了8名被试一个开放性问

题“你认为这个国家当今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询问171名被试一个封闭式问题“你认为

以下哪个问题是这个国家当今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能源短缺，公立学校的质量，堕胎合法化还是污

染问题，如果其中没有你想要选择的答案，你可以填写其他答案。”

可能导致选择这项答案的人数增多。霍华德·舒曼和杰奎琳·斯科特（Jacqueline Scott）于1987年发表的

研究便说明了这样一种现象。

在一次全国性调查中，舒曼和斯科特要求调查对象回答：“当前我们国家所面

临的最重大的问题是什么？”正如表6.1的第一行所列，如果以“开放式问题”（调

查对象给出自己的回答）的形式来询问调查对象，那么只有2％的人认为，当前最重

大的问题是能源短缺、公立学校教育质量、合法堕胎或是污染问题（参见你在读者

调查中第27题的回答）。然而，当舒曼和斯科特将这些回答频率不高的答案纳入

到“封闭式问题”中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封闭式问题中，调查对象需要从答

案列表中选出答案）。正如表6.1的第二列所示，大部分的调查对象选择了一个不常



见的答案作为国家现在所面临的最重大问题。将这些不常见的回答在答案选项中列

出后，它们的被选频率就提高了30倍。

封闭式问题有时候可能会把那些平时很少想到的不常见答案纳入选项中，这样

做确实会扭曲调查结果。但有时开放式问题同样也会对回答产生误导。比如说，当

人们被问到“近代世界上发生过的最重大的事件是什么”时，只有不到2％的人提到

了计算机的发明。但当计算机作为一个答案选项出现时，大约有30％的人都选择了

这个答案（Schuman&Scott， 1987）。在这个例子中，使用封闭式问题比使用开放

式问题更能够体现人们真实的看法。

即便是回答一些非常普通的问题也容易受到答案选项的数量和类型的影响。比

如说，一项研究就发现，被试对电视使用时间的回答会随着问题答案的种类而变化

（Schwarz， Hippler， Deutsch，&Strack， 1985）。在这一实验中，被试用了两

种量度来表示他们每天看电视的时间。每种量度都以半小时为间距，分为六种水

平。第一种以“最多半小时”开头，以“超过两个半小时”结尾。

表6.2　什么才是事实

注释：第一对问题摘自伊莉莎白·洛夫特斯的研究（1975），第四对问题摘自理查德·哈里斯的研究



（1973）。所有差异都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

而第二种则以“最多两个半小时”开头，以“超过四个半小时”结尾。对于第一种问题，有84％的人回答说

每天看两个半小时左右的电视。而对于第二种问题，则只有63％的人表示每天看两个半小时左右的电视。

正如诺伯特·施瓦茨（Norbert Schwarz）和他的同事（1985）所说：“量表不

仅仅是被试用来描述他们行为的‘衡量工具’。更确切地说，被试在评价他们自身

的行为时，往往利用了答案选项中所提供的行为范围作为参照框架。”框架化的答

案选项——正如问题本身一样——从来都无法做到完全中立，它们通常传递了一种

隐含的可以接受的答案（见表6.2，一些隐含了答案的问题）。正如下一部分将要阐

述的那样，当一些答案比另外的答案更能具有社会称许性时，答案偏差也可能产

生。

社会称许性

1982年，曾经负责为里根总统做民意测验的理查德·沃思林（Richard

Wirthlin）在一次全国性调查中发现，58％的调查对象同意这一说法：“我们应该

反对美国冻结其核武器，因为这对于减少那些业已存在的数以万计的核武器来说毫

无益处，而且还会使前苏联处于核优势状态。”但就在几分钟后，又有56％的调查

对象表示同意这样的说法：“我们应该赞成美国冻结其核武器，因为这样才能开展

我们现在迫切需要实施的行动，那就是阻止世界上其他国家建立核武器储备，减少

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实际上，有27％的调查对象同时赞成两种说法。沃思林这

样描述道：“这是我们所问过的问题中，最具有矛盾性的一个问题。”（Clymer，

1982年5月6日）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当调查对象对冻结核武器缺乏一个坚定的看法时，他

们就可能会试图给出最具有社会称许的答案。第一个问题将支持冻结核武器与让前



苏联占据核优势等同，而第二个问题则将冻结核武器与世界和平相联系起来。几乎

没有一个美国人会赞成让前苏联占据核优势，但也没有人会反对世界和平。

当人们对一个问题并没有很坚定的信念时，他们通常会对那些“最广为流传的

句子”做出反应，这些句子使得人们的态度往社会所赞许的方向靠拢。例如，《美

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曾经公布了一项民意调查的结果。在这一调查中，58％的调查

对象赞成对尼加拉瓜反抗者进行援助以“防止共产主义影响的扩散”，但只有24％

的人赞成对“试图推翻当权政府的人们”进行援助（Budiansky， 1998年7月11

日）。对于大多数的美国人来说，“预防共产主义”是一项被认可的行为，而“推

翻当权政府”则不然。

其实早在1940年，哈德利·坎特里尔（Hadley Cantril）在两次有关美国是否

应该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民意测验中就得出了相同模式的结果。只有13％的调查

对象同意“美国应该做出比现在更多的努力去帮助英国和法国”。但当第二组调查

对象被问到“你认为美国是否应该做出比现在更多的努力，去帮助英国和法国打败

希特勒”时，这个数字就攀升到了22％。在当时，帮助“打败希特勒”比单纯地帮

助英国和法国更具有社会称许性。

允许还是禁止

在另一组早期的民意测验中，鲁格（Rugg， 1941）向不同的调查对象分别询问

了以下两个问题之一：

你认为美国是否应该允许公开发表反民主的演说？

你认为美国是否应该禁止公开发表反民主的演说？

虽然这两个问题看起来好像是问的都是同一件事情，但鲁格却发现它们导致了



完全不同的回答。当人们被问到美国是否应该允许公开发表反民主的演说时，62％

的人持否定看法。另一方面，当人们被问到美国是否应该禁止公开发表反民主的演

说时，只有46％的人作出肯定回答（从逻辑上来讲，禁止与不允许发表这类演说是

等同的）。在对此发表意见的调查对象中，回答“不允许”发表反民主演说的人竟

然比回答“禁止”发表反民主演说的人多出20％！

舒曼和普雷瑟（1941）曾在20世纪70年代将鲁格的实验重复做了3次，每次都得

到了与鲁格（1941）类似的结果。在跨越了30年的4次调查中，相对于“允许”类问

题来说，“禁止”类问题使得支持演说自由的人数大增（有可能是因为“禁止”更

容易让人联想到自由的丧失）。舒曼和普雷瑟的实验与鲁格的实验只有一个明显区

别，那就是，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人更能够容忍自由演说一些。所以在对这两个问

题的回答中，70年代支持自由演说的人都比40年代支持自由演说的人多出了将近

30％。

允许-禁止的差异在其他话题的一些实验中也得到了验证。例如，希普尔和诺伯

特·施瓦茨（Hans-J. Hipper&Norbert Schwarz， 1986）就发现，在偷窥、（青少

年禁看的）X级片、高速公路上用盐来化雪等问题上，“不允许”和“禁止”就存在

明显的差别。其他一些民意测验还发现，调查对象中只有29％的人赞成进行“反堕

胎”的修宪，但却有50％的人赞成进行“保护未出生生命”的修宪（Budiansky，

1988年7月11日）。

框架

正如以上研究结果所示，人们对损失（比如禁止）和获得（比如允许）的反应

是有差别的。但直到心理学家阿莫斯·特韦尔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Amos

Tversky&Daniel Kahneman）普及了“框架”这一概念之后，这一差别的重要性才得



到人们的广泛认识。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81）认为，决策框架是“决策者所拥

有的有关动作、结果以及某一特定选择可能引发的有关情况的一系列概念”。特韦

尔斯基和卡尼曼（1981）认为，决策框架部分是由问题形式决定的，部分是由社会

规范、习惯和决策者的性格特征决定的。在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的研究中，他们着

重研究了不同问题形式所产生的不同效果。

这些效果可以通过下面这个赌钱的例子看出来（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的一个实

验）。在决策1中，你必须从选项A和选项B中选择一个：

选项A：肯定会获得240美元

选项B：25％的概率获得1000美元，75％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

你会做何选择？（可以参考你在读者调查中第25题的答案。）记录下你的选择

后，再来看决策2：

选项C：

肯定会输掉750美元

选项D：75％的概率输掉1000美元，25％的概率什么也不会输掉

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81）发现，在决策1中，人们更喜欢选择A。84％的被

试选择了选项A而不是选项B。正如第5章所提到的，当面临获利时，人们往往是规避

风险的（“二鸟在林”对人们来说往往不如“一鸟在手”），但在决策2中面临损失

时，人们则往往更喜欢赌一赌运气。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实验的被试中，有87％的

人选择了选项D。因为当面临损失时，人们更乐于冒风险。这种风险偏好和风险规避

同时存在的情况非常普遍，因此在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81）的实验中，有73％



的被试同时选择了选项A和D，只有3％的人同时选择了选项B和C。

有趣的是，选择B和C实际上比选择A和D更加有利。只要将已选选项的结果加总

（见图6.1）就可以看出来。选择A和D，不但可以肯定地获得240美元的同时，而且

输1000美元的概率只有75％。也就是说，输掉760美元的概率是75％，获得240美元

的概率是25％。而如果选择B和C，则只有25％的概率获得1000美元，75％的概率一

无所获，扣除掉一个确定的750美元的损失之后，得到的是25％的概率获得250美元

和75％的概率输掉750美元。

也就是说，将选项组合后得到的选择方案是：

A和D：75％的概率输掉760美元，25％的概率获得240美元

B和C：75％的概率输掉750美元，25％的概率获得250美元

如果你选择了A和D，那么相对于选择B和C，你将获得更少的钱或是输掉更多的

钱。不管是输钱还是赢钱，选择B和C都比选择A和D更为有利。



图6.1　虽然选项B和C比A和D的结果更有利，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81）发现，与B和C相比，人们更

多地选择了A和D。

良药苦口难下咽

在医疗问题上，框架效应显得尤为重要。由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81）进行

的“亚洲疾病”问题的研究是有关医疗方面框架效应的最早也是最有名的实验：



假设美国正在为亚洲即将爆发的一场非比寻常的疾病做准备，这场疾病可能会导致600多人丧生。如何与

这场疾病作斗争，这里有两套方案。假设对每种方案结果的科学估计如下：

如果实施方案A，能够挽救200人的性命。

如果实施方案B，有1/3的概率挽回600人的性命，有2/3的概率无法挽救任何人。

你支持哪一个方案？

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发现，在这一框架下回答问题的人中，有72％的人属于风

险规避型；他们选择能够肯定挽回200人生命的方案，而不是以如此多人的生命作赌

注。

但如果改变问题的框架，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却得到了完全不同的答案。他们

给了另一组调查对象同样的问题，只是改变了对方案结果的描述：

如果实施方案C，400人会死亡。

如果实施方案D，有三分之一的概率没有人死亡，有三分之二的概率600人都会死亡。

虽然这种框架下的方案C和D和前述框架下的A和B从数字上来说是等同的，但却

有78％的回答者变得更愿意冒风险了；他们更愿意赌一赌，而不愿意接受400条生命

的丧失。

有关医疗决策的其他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Wilson， Kaplan，

&Schneiderman， 1987）。例如，《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发表的一项实验显示，框架影响到了内科医生对肺癌治疗的决策

（McNeil， Pauker， Sox，&Tversky， 1982）。这一实验的被试包括424名放射科

专家，491名学习过统计学和决策理论的研究生，以及238名患有各种慢性病但无需

卧床的病人。他们向所有的1153名被试展示了两种肺癌治疗方法的信息概要（外科

手术和放射性治疗）。读完这些概要后，他们要马上在两种治疗方法中做出选择。



一半被试所读到的信息概要是从病人的存活概率的角度来描述（比如说，68％

的概率能够多活一年）。而另一半的回答者所读到的信息概要，则是从死亡概率的

角度来描述（比如说，一年之后死亡的概率为32％）。由于肺癌手术的最大缺点就

是在手术进行中或者手术结束后的短时间内死亡率较高，因此实验者推断，如果信

息概要是从存活率的角度而不是从死亡率的角度来表述，那么选择外科手术的频率

应该会高一些。

事实上，实验结果也的确如此。当以存活率表述时，选择手术而不是放射性治

疗的人数百分比为75％，而以死亡率表述时，则为58％。这种选择结果不仅存在于

病人中，也存在于内科医生和研究生中。因此说，即使是那些受过高等训练的专家

所做出的生死攸关的决策，也会受到问题框架形式的深刻影响。

税收抵减的逻辑

在一篇引人深思的关于“经济推理”的文章中，哈佛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

（Thomas Schelling， 1981）向人们举了一个十分有趣的例子，在这个例子

中，“重构”问题能够产生惊人的结论。谢林注意到，当时美国的所得税法规定，

征收家庭所得税时，每个孩子可以抵减1000美元的家庭收入（也就是说，在将家庭

总收入转换为应纳税收入时，有一个孩子就可以少算1000美元的收入）。这一抵减

金额是固定的，它并不因家庭总收入的变化而变化。

但谢林对此提出一个问题，不允许那些富有家庭在每个孩子身上得到更大的税

收抵减是否合理？毕竟，相对于贫穷家庭来说，富有家庭在每个孩子身上的花费更

多一些，而且一个富有家庭生育孩子的费用也比贫穷家庭的花费高出许多。

大多数的人都反对这一政策。人们认为，“完全没有道理进一步扩张富人的特



权——更不能以牺牲公众的利益为代价。”

但谢林提出，如果税法以另外一种方式表达，情况也许不同。假设税法这样规

定：一般来说典型的家庭都有2～3个孩子，那么对每个家庭征税时，加征一个“无

子女附加税”以代替原来的税收抵减。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没有子女的家庭需要多

缴税（而不是给有孩子的家庭予以税收抵减），那么一个无子女的贫穷家庭和一个

无子女的富有家庭是否应该缴纳一样多的税收？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说，富有家庭应该比贫穷家庭缴纳更多的税收。由于

富有家庭在孩子身上的花费往往要比贫穷家庭更多，因此可以推断，相对于无子女

的贫穷家庭来说，无子女的富有家庭能够负担更高的附加税。但问题在于，这一论

述恰恰与刚才的有关富有家庭不能享受更多税收递减的论述相冲突。用谢林

（1981， p. 55）的话来说：“所得税可以以无子女夫妇的家庭收入为基础，然后

对有子女的家庭收入税予以调整；也可以是以有子女夫妇的家庭收入为基础，然后

对无子女的家庭收入税予以调整。既然二者都能够得到相同的收入税，那么无论选

择哪种方式应该不存在任何区别。”

但事实上却是有区别的。因为只要实施税收抵减，人们就会认为——并且好像

有很好的理由——抵减额应该是固定的。

心理分账

决策者不仅会构架他们的选择——他们也会构架选择的后果。特韦尔斯基和卡

尼曼（1981）将这种过程称为“心理分账”。心理分账（psychological

accounting）是指，某一结果只是从动作直接结果的角度来描述（特韦尔斯基和卡

尼曼称之为“简单账户”），还是需要综合考虑这一动作与其他行为的先前关系



（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称之为“综合账户”inclusive account）。

下面这组问题（摘自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81年所做的一个实验）就是心理分

账的一个例证：

问题1：假设你想看一场戏剧，门票是10美元。当你走到戏院门口时，发现自己

掉了10美元。你还会花10美元看戏吗？

在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调查的183名对象中，有88％的人表示他们仍然愿意花10

美元看戏。大多数人并未将这10美元的损失与买票联系起来；相反，他们将这一损

失划分到一个单独的账户上。

现在来看一看第二个问题：

问题2：假设你想看一场戏剧，并花了10美元买票。当你走到戏院门口时，发现

自己把门票丢了。座位并没有被标记出来，门票也不可能再找到。你会再花10美元

买一张票吗？

在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调查的200名对象中，只有46％的人表示他们愿意再买一

张票。虽然丢一张票的损失与丢10美元的损失从金钱上来说是等同的，但大多数的

回答者显然将买第二张票的成本与买第一张票的成本加在了一起——而且认为这20

美元是额外的花销。

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还做过另外一个有关心理分账的实验：

假设你准备买一件价值125美元的夹克和一个15美元的计算器。卖计算器的人告诉你，另一家分店里的计

算器正在减价，只卖10美元。但是开车到那里需要20分钟，你会到那家分店去买吗？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有68％的被试表示愿意开20分钟的车以节约5美元。



但是如果计算器要125美元而夹克只要15美元呢？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就此问题

询问了88名被试：

假设你准备买一件价值15美元的夹克和一个125美元的计算器。卖计算器的销售员告诉你，另一家分店里

的计算器正在减价，只卖120美元。但是开车到那里需要20分钟，你会到那家分店去买吗？

在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的实验中，只有29％的被试表示他们愿意开车去。当计

算器被标价为125美元时，多于2/3的被试表示他们不会为了节省5美元而开20分钟的

车，虽然这一削价与先前问题中提到的削价没有什么区别。

这是为什么呢？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81）认为，被试是从简单账户的角度

来结构化第一个问题的，因为20分钟的车程是直接与5美元的节省相比较的。而在第

二个问题中，被试将整体购买价格综合进了账户中，因此5美元显得就不那么重要

了，甚至可以忽略。乔治·夸特龙（George Quattrone）和特韦尔斯基（1988）进

一步解释道，人们是根据“比率-差异原则”来做选择的，两个金额之间的固定

（正）差额的影响随着它们之间比率的增加而增加。20美元与15美元的比率为

1.33，这当然比125美元与120美元的比率1.04更有影响力。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 1985）在研究心理分账在消费选择中扮演的角色时也发现了类似的框架效

应。

这些发现以及本章先前所提到的其他实验结果并不意味着一个聪明的销售员或

是民意测验专家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任何结果。它们只是说明，问题的措辞和框架

往往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十分值得人们去关注。虽然这些结果看起来好像是不言

自明的，但实际上——正如接下来的3章所表明的那样——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来认识

它们。

结论



人们在得知某一公众民意调查的结果时很少会想到，这些问题是否经过了过

滤，答案选项中是否包括了中间选项，问题是从收益还是从损失的角度来提问的，

等等。大多数人往往会相信，被访者是按照他们自己的信念来回答问题的。但大量

的研究表明，框架和问题的措辞能够显著地影响人们的回答。

对于那些有关决策与判断的调查和研究，一定要考虑人们的答案是否会随着以

下因素而发生变化：

问题呈现的顺序

问题出现的情境

问题是开放式还是封闭式

问题是否经过了过滤

问题是否包含了某些时髦词句

答案选项的范围

答案选项出现的顺序

是否提供了中间选项

问题是从收益还是从损失的角度来提问的

如果你觉得这些因素的变化可能会改变人们的回答，那么在经过措辞改变测试

之前，你的研究结果是不具有可信度的。正如保罗·斯洛维奇、戴尔·格里芬和特

韦尔斯基（1990， p. 25）所说：“如果结果在经过了多种程序的测试之后仍然是

一致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这些判断；如果不是，就需要更进一步的分

析。”由于判断往往容易受到问题措辞和框架的影响，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以多种方

法来测试和比较结果。

[1]正如汤姆·史密斯（Tom Smith， 1984）所说，意见和虚假意见（或者有时候被称为态度和虚假态度）实际上是一种连续状态的两

个终端，但并没有清晰和定量化的定义。然而，区别这二者仍然是非常有用的（正如冷和热都是一种连续状态的一部分，但却是截然不同

的）。



对这一术语的另一点补充：全书中，“意见”和“判断”通常是可以互换的，而“态度”则通常指带有评价性的判断（在好-坏，喜欢-

不喜欢，同意-不同意等维度上面进行判断）。例如，对于罐子里有多少豆子，人们形成的是意见或是判断，而很少是一种态度。大多数的

心理学家在使用“态度”这一术语时，指的都是带有评价性的判断。而在实际中很难区分态度、意见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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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决策模型

虽然决策和判断具有情境依赖性，但早期的决策模型常常假定，人们的态度和偏好是固定的，且不会随

着引导方式的改变而改变。决策者被当成“理性人”来看待，他们追求效用最大化和自我利益，而且遵循理性行

为的原则。这一部分的章节将对这些模型进行回顾，讨论它们各自的缺点以及其他一些决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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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期望效用理论

1713年，一位名叫尼古拉斯·伯诺利（Nicolas Bernoulli）的瑞士籍教授提出

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翻译过来的意思大概是：伯诺利感兴趣的是，根据下面

两个原则，人们愿意为玩这个游戏付多少钱：（1）掷硬币，直到硬币出现字，

（2）如果第一次掷硬币就出现字，玩游戏的人可以得到2美元，如果第二次才出现

字，玩游戏的人可以得到4美元，如果第三次才出现可以得到8美元，如果第四次才

出现可以得到16美元，以此类推。为了参加这个游戏，你愿意付多少钱？（读者调

查的第30题，你可以检查自己的答案。）大多数人都表示，只愿意花几美元来玩这

个游戏。

由于是伯诺利第一次提出了这个问题，因此它被称做“圣彼得堡悖论”。之所

以称它为一个悖论，是因为这个游戏的期望值（如果游戏无限次地进行下去，其期

望平均值）是无限的，但却几乎没有人肯付一大笔钱来玩这个游戏。为了说明平均

回报是无限的，我们可以用每种结果的回报乘以其概率来计算伯诺利游戏的期望

值。[1]第一次抛硬币就出现字（玩游戏的人可以得到2美元的回报）的概率为1/2，

第一次出现正面第二次出现字（玩游戏的人可以得到4美元的回报）的概率为1/4，

出现两次正面再出现字（玩游戏的人可以得到8美元的回报）的概率为1/8，推而广

之，期望值（EV）为（K=掷硬币的次数）：



那么问题就在于，为什么人们不愿意付更多的钱来玩这个游戏，以得到无限大

的回报。就在尼古拉斯·伯诺利提出这个问题的25年之后，他的堂弟，数学家丹尼

尔·伯诺利对此进行了解释，并成为现代决策理论的起源。丹尼尔·伯诺利认为，

金钱的价值或者说效用随着获取金额的增多（或者是已有财富的增多）而递减。丹

尼尔·伯诺利书中的第24页写道：“同样是1000达克特，对于一个穷人的效用要比

它对于一个富人的效用要大得多，虽然二者的金额完全相同。”伯诺利认为，金钱

的价值可以这样来表示：

有了这样一个假定，即金钱效用随着财富增加而递减，伯诺利就能够解释，圣

彼得堡游戏的期望值并非是无限的。

期望效用理论

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同意丹尼尔·伯诺利的理论确实能够解释圣彼得堡悖论

（例如，Lopes， 1981；Weirich， 1984），但他的边际效用递减理论却为后来的

选择行为理论奠定了基础。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期望效用理论”。这是由约翰·



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和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于

1947年提出的。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认为，期望效用理论是一种标准化行为理

论。也就是说，经典的效用理论并不是要描述人们的实际行为，而是要解释，在满

足一定的理性决策条件下人们将如何表现自己的行为。

这一理论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理性决策提供一套明确的基本假设或者说公理。

当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定义这些公理后，决策研究者们就能够将期望效用理论计

算出的数学预测结果与决策者的真实行为相比较。当研究者发现某一公理无法满足

时，就可以对这一理论作修改并做出新的预测。这样，决策研究者们可以反复比照

理论与实际，提出更多新的学说来。

理性决策的公理有哪些？期望效用理论的大多数公式都至少包含了以下六条原

则中的一条：

有序性。首先，决策者可以对任意两个备选方案进行比较。他们应该要么偏好

其中一个，要么对两个都无所谓。

占优性。理性的个体永远都不会采取一个被其他策略占优的策略（对于我们来

说，采取策略等同于做决策）。如果一项策略与其他策略相比较，至少在某一方面

比其他策略都好（意味着产生更大的效用），而且在其他方面与其他策略一样好，

这项策略称之为弱式占优。如果一项策略与其他策略相比较，在所有方面都比其他

策略好，这项策略称之为强式占优。举例来说，如果汽车A在质量、成本和外观方面

来说都比汽车B更好，那么汽车A相对于B来说就是强式占优。但如果汽车A只是在质

量方面比汽车B好，而在成本和外观方面与汽车B差不多，那么汽车A就属于弱式占

优。根据期望效用理论，完全理性决策者绝不会选择一个占优策略，即使所选策略

是一个弱式占优策略。



相消性。如果两个有风险的备选方案所可能产生的结果中包含了某些完全相同

且具有相同概率的结果，那么在对这两个方案进行选择时，就应该忽略那些结果的

效用。也就是说，在进行选择时只需要比较那些不同的结果，而不是比较两种选择

都具有的相同结果。相同因素应该相互抵消。

可传递性。如果一个理性决策者在方案A和方案B中更偏好方案A，在方案B和方

案C中更偏好方案B，那么这个人在方案A和方案C中肯定更偏好方案A。

连续性。对于任何一组结果，如果出现最好结果的概率非常大，决策者总是偏

好在最好和最坏的结果中进行赌博而不是选择一个中间值。举例来说，如果完全财

务损失的概率是1000000000000000000…000分之一，那么一个理性决策者肯定会偏

好在100美元和完全财务损失中进行赌博，而不是选择一个确定的10美元的盈利。

恒定性。恒定性原则表示，决策者不会受到备选方案的表现方式的影响。比如

说，理性决策者不会在一个复杂的赌博（例如，两阶段的彩票，每一阶段的获奖概

率为50％，如果两阶段都获奖将得到100美元）和一个简单的赌博（例如，一次性彩

票，有25％的概率赢得100美元）中有什么偏好。

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从数学上证明，如果决策者违背了这些原则，期望效用

就无法达到最大化。举例来说，如果违背了可传递性原则，那么你对于方案A、B和C

的偏好就具有不可传递性。你偏好方案A比方案B更多一些，偏好方案B比方案C更多

一些，偏好方案C比方案A更多一些。这就意味着，我可以让你选择方案C，也可以提

议你放弃方案C并付一分钱而得到方案B。因为你偏好方案B比偏好方案C更多一些，

你当然乐意接受我的提议，并付给我一分钱。

现在你选择了方案B。同样的，我也可以提议你放弃方案B并再付一分钱而得到



方案A（相对于方案B来说，你更偏好方案A一些）。这样你就得到了方案A。但是，

由于你的偏好具有不可传递性，我仍然可以提议，你放弃方案A并再付一分钱而得到

方案C（相对于方案A来说，你更偏好方案C一些）。其结果就是，你还是回到了最初

的状态，却损失了3分钱（或者是3美元、3000美元，或者其他）。也就是说，我可

以继续利用偏好所具有的不可传递性，把它作为摇钱树，直到骗光你所有的钱。在

以后几章中，我们将讨论违背理性行为中的可传递性原则和其他原则的一些例子。

理论的扩展

继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提出期望效用理论后，许多其他理论家对此进行了扩

展，提出了多个变式。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变式是由伦纳德·萨维奇（Leonard

Savage）于1954年提出的“主观期望效用理论”。萨维奇的理论与冯·诺伊曼和摩

根斯坦的理论相比的最大区别在于，萨维奇考虑到了主观的，个人的因素。1954年

以前，期望效用理论中使用的概率都是经典理论中的客观概率（例如，以相对频率

为基础）。萨维奇将这一理论进行了推广，将人们对某个事件可能发生的主观概率

也纳入进来。

如果客观概率不可能预先得知或是这种结果只会发生一次，这种推广就显得十

分重要了。比如说，在主观期望效用理论的框架下，如果一些不可重复事件的发生

可能性（如核战争）的概率无法通过计算相对频率来得到，就可以进行人为的估

计。而经典效用理论则无法估计“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其他理论家也对经典效用理论进行了补充和完善。例如，邓肯·卢斯（Duncan

Luce， 1959）和其他人一起建立了一个他们称之为“随机的”选择模型——这一模

型认为偏好具有随机成分。在随机模型出现之前，效用理论家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

头一天偏好喝汤而第二天却偏好沙拉。卢斯解释这一问题的方法是，将对汤和沙拉



的偏好作为一种随机概率而不是100％固定的选择。

彼得·菲什伯恩（Peter Fishburn， 1984）、尤德尔·卡梅卡（Udar

Karmarkar， 1978）、约翰·佩恩（John Payne， 1973）和克莱德·库姆斯

（Clyde Coombs， 1975）等人对期望效用理论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扩展，并提出了其

他一些替代理论。虽然期望效用理论常常被作为一个整体理论来进行探讨，但实际

上期望效用理论指的是一个理论系，而不是某个特定的理论（虽然“期望效用理

论”也常常作为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理论的一个简称）。

结论

保罗·休梅克（1982， p. 529）对期望效用理论及其变量做了一次全面回顾，

他认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期望效用理论是自二战以来决策研究的主要范

式。”确实，在决策理论中，这一理论所引起的研究和讨论比其他理论所引起的研

究和讨论都要多。但是，正如第8章所示，经典期望效用理论却存在一些棘手的问题

和悖论。这些问题使得部分决策研究者放弃了期望效用理论而去寻找更有用的替代

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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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理性决策的悖论

虽然期望效用理论的原则听起来好像是合理的，但在许多情况下决策者却会违

背这些原则。例如，第6章的框架效应表明，决策者常常会违背恒定性原则（如果要

进一步了解违背恒定性原则和占优性原则的例子，参见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

1986）。在这一章中，我们主要讨论违背相消性原则和可传递性原则的例子。

阿莱悖论

根据相消性原则，在两个方案中做出选择应该只取决于它们之间的差异——而

不是两种方案所具有的共同点。两种方案所具备的相同因素不应该影响到理性人所

做的选择。比如说，你要在两辆车之间进行选择，而它们具有同样的质量，那么质

量这一因素就不应该影响到你的选择。

从表面看来，这一原则看似有理；如果两辆车有同样的质量，为什么要让质量

的高低来影响你的选择呢？理性决策者应该是根据两种方案的不同方面来进行选

择。但1953年，一位名叫莫里斯·阿莱斯（Maurice Allais）的法国经济学家发表

了一篇文章，向相消性原则提出了挑战。在这篇文章中，阿莱斯（1953）简要概述

了他的阿莱悖论——这一悖论显示了违背相互抵消原则的情况。让我们来看一看这

一悖论是怎样起作用的。

假设我提供给你两种选择，A和B。如果你选择A，你一定能够得到100万美元。

但如果你选择B，就有10％的概率得到250万美元，有89％的概率得到100万美元，

1％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也就是说，你的选择如下：

选项A：肯定会获得100万美元



选项B：10％的概率获得250万美元，89％的概率获得100万美元，1％的

概率什么也得不到

你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参见读者调查中第28题（1）的答案。）实验结果

是，即使选项B的期望值大于100万美元，大多数的人仍然会选择A以得到一个确定的

数额。将选项B中的可能结果与其概率相乘后，可以计算出选项B的期望值（EV）实

际上为114万美元，比选项A的期望值更高：

EV（B）=（0.10）（2500000美元）＋（0.89）（1000000美元）

＋（0.01）（0美元）

=1140000美元

虽然如此，大部分的人仍然愿意获得一个确定的100万美元的数额。

现在，假设我提供给你另外一个选择。这一次，选项A有11％的概率获得100万

美元，89％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而选项B则有10％的概率获得250万美元，90％的

概率什么也得不到。也就是说，你的选择如下：

选项A：11％的概率获得100万美元，89％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

选项B：10％的概率获得250万美元，90％的概率什么也得不到

这次你会如何选择？（参见你在读者调查中第28题（2）的答案。）大多数人会

选择B。他们通常会这样认为，10％与11％盈利概率的差别很小，但100万美元和250

万美元的差别却很大。而且，选项B的期望值也最大。选项B的期望值是250万美元的

1/10，也就是25万，这是选项A的期望值（100万美元的11％是11万美元）的两倍



多。问题或者说是悖论在于，在第一种情况下选择A的人在第二种情况下也应该选择

A——否则就违背了相互抵消的原则。

图8.1　阿莱悖论

为了说明这一点，现在假设每个选择的结果是通过从罐子里的100个彩色小球中

随机抽取来决定：89个红球（R）， 10个白球（W）， 1个蓝球（B）。在第一种情

况下，选项A代表抽到红球、白球或是蓝球中的任意一个就可以获得100万美元（也

就是说，不管抽到什么都可以得到100万美元）。选项B则代表抽到红球可以得到100

万美元，抽到白球可以获得250万美元，抽到蓝球则什么也没有。按照同样的逻辑，

在第二种情况下，选项A代表抽到白球和蓝球都可以获得100万美元，抽到红球则什

么也得不到。而选项B则代表抽到白球可以得到250万美元，抽到红球或蓝球则什么

也没有。



由此看来，你会发现两种情况实际上提供了完全相同的选择，只是在第一种情

况下无论你选择哪一个选项，抽到红球你都可以获得100万美元，而在第二种情况下

无论你选择哪一个选项，抽到红球都表示什么也没有。在两种情况下选项A都表示，

抽到白球和蓝球可以获得100万美元；选项B则表示，抽到白球和蓝球分别可以获得

250万美元和0美元。第一种情况下的选项A和第二种情况下的选项A相比较，除了

89％的概率可以多获得100万美元以外完全相同；第二种情况下的选项B和第二种情

况下的选项B相比较，除了89％的概率可以多获得100万美元以外也完全相同。

所以说，附加的等同结果——在第一种情况下红球代表100万美元，而在第二种

情况下红球则代表一无所获——使得人们做出了不同选择。这种差异恰恰违背了相

同因素相消性的原则。因为根据相消性原则，在对两种选项做出选择时，只应该以

它们的差异为依据，而不以它们的共同点为依据。

埃尔斯伯格悖论

另外一个违背相消性原则的著名例子则由丹尼尔·埃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 1961）提出。埃尔斯伯格悖论是这样的：假设缸里有90个球，30个是红

色的，剩下60个要么是黑色要么是黄色，其比例未知。从缸里抽出一个球，球的颜

色将决定你的收益（见图8.2a的列表）。

你会在哪种颜色的球上下注——红色还是黑色？大多数人都选择了红球，以避

免黑球和黄球混合比例的不确定性。但如果给出的收益列表如图8.2b所示，你又会

在哪个颜色上下注呢？在第二种情况下，大多数的人偏好在黑球或黄球上下注，而

不是在红球或黄球上下注。这也是为了避免黑球和黄球混合比例的不确定性。也就

是说，大多数的人在第一种情况下会选择选项1，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则会选择选项

2。



但根据相消性原则，人们在两种情况下应该选择同样的选项。这可以从图8.2看

出，两种情况的结果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在第一种情况下黄球表示什么也得不

到，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则表示100美元。由于在两种情况下选项1和选项2中的黄球都

代表相同的数额（在第一种情况下代表0美元，在第二种情

图8.2a　埃尔斯伯格悖论第一种情况下的结果

图8.2b　埃尔斯伯格悖论第二种情况下的结果。惟一的变化是黄球现在表示100美元而不是\r\n0美元。

况下代表100美元），因此两种情况下黄球的价值都不应该影响到对选项1和选项2的选择（正如相同的质量

不应该影响到对两辆车的选择一样）。但与期望效用理论相悖的是，人们常常在两种情况下做出不同的选择。

不可传递性

另外一个理性决策原则是备选方案应该具有可传递性，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决

策者在结果A和B中偏好A，在结果B和C中偏好B，那么在结果A和C中就应该偏好A。第

7章曾讨论过，一个具有不可传递性偏好的决策者容易被别人当做“摇钱树”来使。

图8.3给出了有关不可传递性的另外一个例子。

假设你必须在3个求职者中做出选择（图8.3中的求职者A、B和C），你已经有了

关于他们才智和经验方面的信息。再进一步假设你的决策原则如下：如果两人的IQ



差距超过10分，选择更有才智的人；如果两人的IQ相差不超过10分，选择更有经验

的人。

这听起来倒不失为一个合理的原则，但如果你遵循这一原则就有可能会面临困

境。如果将求职者A与B相比较，我们应该选择B，因为A和B的才智相差不超过10分，

而B却比A有经验得多。同样，如果将求职者B与C比较，我们应该选择C，因为B和C的

才智相差不超过10分，而C却比B有经验得多。但如果我们将求职者C与A相比较，我

们应该选择A，因为A的IQ比C的IQ高出了10分以上。也就是说，A和B中应该选择B，

B和C中应该选择C，而A和C中则应该选择A。这种不可传递性出现的原因在于，决策

标准有两个维度——才智和经验——而这两个维度都是小幅递增且呈负相关的。

现实中的人们是否会违背可传递性原则呢？1969年阿莫斯·特韦尔斯基发表了

他的研究，在这项研究中有1/3的被试表现出了不可传递性。特韦尔斯基

图8.3　以下的决策原则使得很难在A、B、C3个求职者中做出选择，因为此时的偏好是不\r\n可传递的：如果两

人的IQ相差超过10分，选择更有才智的人；如果两人的IQ相差不超过\r\n10分，选择更有经验的人。

向18名哈佛研究生展示了图8.4中所列出的5种赌博游戏。正如你所见，每个赌博游戏的期望值随着获胜概率

递增，随着获胜金额而递减。随机挑选一对赌博游戏展示给学生，要求他们选出更喜欢的一种游戏。游戏的配对

有10种可能（A和B、A和C，等等）。学生做了3次选择后，特韦尔斯基从中挑出8名表现出不可传递性倾向的被

试，让他们每周去一次他的实验室，进行一项为期5周的深入研究。

他发现，有6名学生表现出可信度较高的不可传递性。当两个选项具有十分相近

的获胜概率时（如赌博游戏A和B），被试会选择具有更高获胜金额的选项。与之相



反的是，当两个选项的获胜概率相差悬殊时（如赌博游戏A和E），被试会选择具有

更高获胜概率的选项。也就是说，A比B好，B比C好，C比D好，D比E好，而E却比A

好。特韦尔斯基（1969）采用了与上面所述的求职者选择相类似的问题，也发现了

不可传递性的存在。

不可传递性并不只是实验上的一个新奇事物，它对决策者来说也具有非常重要

的启示。举例来说，考虑一下决策研究者们所熟悉的“委员会问题”。在一个典型

的委员会问题例子中，一个委员会里一般有5个成员：安、鲍伯、辛迪、丹和埃伦。

他们的任务是聘用一名新教授，3个候选人如图8.5所示。

假设你是委员会的主席，你知道每个人的偏好，并且你希望能够控制投票以使

得阿尔·爱因斯坦被选中。你应该怎么做？

图8.4　阿莫斯·特韦尔斯基（1969）采用以下的赌博游戏对偏好的不可传递性做了实验。\r\n将每个游戏的获

胜概率和获胜金额相乘，即可得到每个游戏的期望值（EV）

图8.5　在一个典型的委员会问题中，偏好排序如下。数字越低代表的偏好程度越高（例如，\r\n安在乔·施莫

和简·多伊中更喜欢乔·施莫，而在简·多伊和阿尔·爱因斯坦之间更喜欢\r\n简·多伊）



答案就是你应该避免在爱因斯坦和多伊之间直接投票，因为5个委员中有3个人

都更加偏好多伊而不是爱因斯坦（安、丹和埃伦）。相反，你应该让他们就施莫和

多伊之间选择谁进行投票，等到施莫赢了以后再安排在施莫和爱因斯坦之间进行投

票。另一方面，如果你更希望雇佣多伊，你应该先就施莫和爱因斯坦之间进行投

票，再在爱因斯坦和多伊之间进行投票。由于在成对比较中委员们的偏好具有不可

传递性，因而安排投票进程的人能完全控制结果。

偏好逆转

违反不可传递性原则还不是最糟的，因为有的时候甚至连偏好都会随着情境的

变化而发生逆转。萨拉·利希滕斯坦和保罗·斯洛维奇于1971年发表的实验是有关

偏好逆转的最早的实验之一。利希滕斯坦和斯洛维奇推断，当需要从一对赌博游戏

中做出选择时，其心理过程可能有别于单独在每种赌博游戏上出价的过程（也就是

说，对一项赌博游戏单独设定一个金额）。具体来说，他们认为二选一的选择是由

赌博的获胜概率决定的，而单独出价则主要是由输赢的金额决定的。

为了验证这一假设，他们进行了3个实验。在每一个实验中，他们首先向被试演

示了几组赌博游戏。每组中的两个游戏具有十分相近的期望值，但一个游戏具有很

高的获胜概率，而另一个则具有很高的获胜金额（见图8.6）。在每组中做出选择

后，被试还需要在单独考虑每种赌博的情况下出价。被试被告知，他们有一张玩赌

博游戏的门票，他们需要说出愿意卖出这张票的最高价和最低价。

在第一次实验中，大学生们需要指出他们在每组赌博中更偏好哪个游戏，以及

他们愿意以怎样的价格卖出其持有的门票。利希滕斯坦和斯洛维奇衡量偏好逆转的

方法是，假定当两个游戏配对出现时，被试所选择的是获胜概率高的游戏，则计算

高获胜金额游戏门票售价超过高获胜概率游戏门票的次数百分比。利希滕斯坦和斯



洛维奇发现，73％的被试总是表现出这种偏好逆转。第二

图8.6　偏好逆转的实验材料（引自Lichtenstein&Slovic， 1971）

次实验基本上是第一次实验的重复，只是在出价程序上略有不同。而第三次实验也发现，即使对每个被试单

独进行了详尽仔细的指导，而且实实在在地进行了赌博游戏，人们也表现出了稳定的偏好逆转。

当然，利希滕斯坦和斯洛维奇发现的偏好逆转是在严格的实验情境之下产生

的，它是否存在于实验情境之外的现实生活中依旧是一个问题。为了验证这一问

题，利希滕斯坦和斯洛维奇在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中重复了他们的实验。通过一台计

算机和轮盘机，他们搜集了44名参与赌博人的数据（包括7名职业发牌人）。

实验结果十分令人震惊。在高获胜概率和高获胜金额的游戏中选择了高获胜概

率游戏的被试当中，81％的人在高获胜金额游戏上的出价更高。这一逆转比例甚至

比第一次实验中发现的逆转比例还要大。所以说，偏好逆转似乎不仅仅存在于实验

情境之中；对于那些有经验也有金钱激励的决策者来说，这一现象同样存在。

自这些早期的实验之后，一些研究重复和拓展了利希滕斯坦和斯洛维奇的发现



（Grether&Plott， 1979；Schkade&Johnson， 1989；Slovic，

Griffin&Tversky， 1990；Slovic和Lichtensitein， 1983；Tversky， Slovic，

&Kahneman，1990）。偏好逆转很难改变，而且它们也不随着金钱激励而消失

（Tversky， Slovic，&Kahneman， 1990）。当人们需要在两种赌博中做出选择

时，他们通常会特别关注获胜概率，而如果他们需要考虑每种赌博的价值时，则往

往看重其可能获得的金额。违背期望效用理论真的就是不理性的吗

毫无疑问，人们常常违背期望效用理论的一些原则，但这种违背真的就意味着

人们是不理性的吗？这些发现是否说明人们的决策是不理性的？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人们犯错误的成本与人们遵循这

些理性原则（如相消性原则和可传递性原则）的成本相比（这一点将在以后做进一

步讨论），哪个更大。正如利希滕斯坦和斯洛维奇所说：“被试为了将复杂任务简

单化而采用的捷径实际上是非常有效的，因为他们减少了认知努力，而且结果与最

佳策略相比相差无多。在使用这些捷径时决策者通常假设，这个世界（并不像我们

进行的实验那样），并不想要利用他的这些捷径。”一项逻辑并不是那么严密的决

策有时候却可能是理性的。因为如果从长期来看，这项决策相对于正常决策来说确

实是提供了一条快而简单的捷径来实现效用最大化。

结论

本章中所提到的研究看起来好像是针对理性原则的各项原则进行了单独的验

证。但正如邓肯·卢斯（1990）所说，有时候很难区分出，一个实验究竟是在检验

哪一项原则。比如说，偏好逆转通常可以用违背可传递性原则来解释，但近期的一

些研究则表明，用违背恒定性原则来解释偏好逆转也许会更好（Bostic、

Herrnstein，&Luce， 1990；Tversky、Sattath，&Slovic， 1988；Tversky、



Slovic，&Kahneman， 1990）。但不管这些争论最后如何解决，有一点却是非常清

楚的，那就是期望效用理论还不足以描述人们真实的决策行为。

自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研究之后，许多决策理论家试图将期望效用理论发展

为一个描述性决策模型。但这些努力常常遭受失败。由于违反相消性原则、可传递

性原则、恒定性原则和占优性原则情况的大量存在，因而许多以前是效用理论忠实

支持者的理论家们都开始转向其他的决策模型。第9章将对其中一些模型进行讨论。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

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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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描述性决策模型

1977年杰伊·拉索（Jay Russo）发表了一项有关超市商品单位定价效应（单位

价格指的是每盎司、每克或是其他每单位的商品明细价格）的实地研究。在这项研

究中，拉索发现了一些有关人们购物方式的有趣现象。首先，当货架上的标签包含

了单位价格信息时，购物者就会节约1％的单位采购成本。这一节省不是靠购买更低

价格品牌的商品来实现，而是通过加大采购量来实现（1％好像不值多少钱，但请记

住，在超市里的消费达数十亿美元）。第二，拉索发现，如果超市列出了不同品牌

的价格比较，购物者的单位采购成本平均就会节约3％。在这种情况下，购物者的节

省主要来自购买更便宜一些的品牌。

后一个发现确实有些令人吃惊，因为增加单价对比实际上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信

息，只是列出了已经标明的价格而已。根据期望效用理论的恒定性原则，决策不应

该受到选项的表现方式的影响。但拉索（1977）发现，列出商品单价表会对消费者

产生巨大影响。当不同品牌的单价同时出现在一张单子上时，购物者倾向于购买更

便宜的品牌。超市可以通过将商品单价同时列出来影响消费者的选择。

满意

期望效用理论做了一系列简化的假设，以便进行严格的数学分析。期望效用理

论通常都会假设，决策者对过程中每一备选方案的结果及其概率拥有完全信息，而

且决策者能够理解这些信息，能够间接或直接地推算出每一备选方案的有利和不利

方面。最后，这一理论还假定决策者会在这些推算结果中做出比较，并选择能够实

现效用最大化的方案。



但显而易见的是，决策者并不总是这样行事。有关备选方案的信息常常会缺

失，或者本来就是不确定的，而知觉则往往具有高度的选择性，记忆又充满了偏

差。有关不同方案的结果常常被错误地理解，而且正如拉索的研究所示，在没有协

助情况下的决策者有时候并不去比较所有可能的结果。所以说，期望效用理论虽然

是一个有用的标准化决策模型（在一定假设被满足的条件下，有关理性个体如何行

为的模型），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描述性模型（实际中人们如何做决策的模型）。

如果要描述人们实际的决策行为，就有必要考虑其他理论模型。

诺贝尔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于1956年提出的模型是最早替

代期望效用理论的模型之一。西蒙认为，人们在做决策时，追求的是“满意”而并

非最优。满意是指，选择一个最能够满足你需要的方案，即使这一选择并不是理想

化或最优化的。比如说，在租房子的时候，人们倾向于寻找一套能够满足某些需求

（价格、位置、空间、安全性，等等）的房子。他们并不会彻底搜寻所有可能的房

子，然后选出能够产生最高效用的那一套。西蒙（1956， p. 129）写道：“不管有

机体在学习和选择情境中的行为多么具有适应性，这种适应能力都远远无法达到经

济理论中理想的‘最大化’状态。显然，机体的适应性往往只是能够达到‘满

意’，而不是‘最优’。”

前景理论

自西蒙的论文之后，出现了许多替代期望效用理论的理论，但其中最广受承认

的是“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这一理论是由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

特韦尔斯基于1979年共同提出的。与期望效用理论相比，它在许多重要方面都存在

差异。

首先，它用“价值”概念替代了“效用”概念。效用通常是从净财富的角度去



定义，而价值则是从收益与损失（对某一参照点的偏离）方面去定义。而且，损失

的价值函数与收益的价值函数也不同。如图9.1所示，损失的价值函数（横轴以下的

曲线）是凸函数，而且更加陡峭一些。相比之下，收益的价值函数（横轴以上的曲

线）则是凹函数，而且不是那么陡峭。这些差别引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结果。

由于损失的价值函数比收益的价值函数更为陡峭，所以损失比收益显得更加突

出一些。例如，损失500美元的感觉比获得500美元的感觉更加强烈（见图9.1）。正

如乔治·夸特龙和阿莫斯·特韦尔斯基（1988）所指出的，这种不对称性，或者

说“规避损失”，与现任政客相对于其挑战者所具有的优势是一致的（也就是说，

投票人常常认为，在政权交替中出现不利改变的潜在损失比出现有利改变的潜在收

益要重要得多）。夸特龙和特韦尔斯基（1988）也注意到，这种规避损失倾向会使

商讨和谈判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每一方都将自己的让步看做一种损失，而这种损

失比让步带来的成果显得更加突出一些。比如说，在就导弹问题的谈判中，两个超

级大国都认为解除导弹设施是安全上的一个重大损失，而实际上对方也会做相应的

战备收缩而为自己带来安全利益。但双方在衡量这种损失和利益时，都不约而同地

认为损失比利益更加重要一些”。



图9.1　前景理论中的假定价值函数（数据摘自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1979年的研究）

规避损失所产生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禀

赋效应指的是，当一件物品成为人们的禀赋时，它的价值便增加了（Thaler，

1980）。比如说，当人们需要对自己所拥有的一件东西（如巧克力条、钢笔或是咖

啡杯）定价时，这一价格通常比他们所愿意购买这件东西而出的买价更高

（Kahneman、Knetsch，&Thaler， 1990；Knetsch&Sinden， 1984）。根据理查德

·塞勒的理论，这一效应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损失（这一物品）的感觉，比获得同样

东西的感觉更加强烈。这种不对称性常常被许多公司加以利用。它们常常向消费者

提供试用产品，而对这些试用品的拥有权常常增加了产品的价值，使得消费者很不

情愿归还这件产品。



不同于期望效用理论，前景理论认为偏好取决于问题的框架。如果相对于某一

参照点，某项结果看起来是一种收益，那么其价值函数将是凹函数，决策者也倾向

于规避风险。相反，如果相对于某一参照点，某项结果看起来是一种损失，那么其

价值函数将是凸函数，决策者也变得更加偏好风险。以下一组问题是对这一点的一

个很好的说明（摘自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1979的一个实验）：

问题1：除了你现在所拥有的，再给你1000美元。你现在必须在选项A和选项B中

做出选择：

选项A：50％的概率获得1000美元

选项B：肯定会获得500美元

70名被试回答了这一问题，其中84％的人选择了肯定会获得500美元。正如图

9.1的上半部分所示，这一答案是十分合理的。因为在这一价值函数中，从0美元到

500美元的价值增加，大于从500美元到1000美元的价值增加。如果你认为第二个500

美元的价值不如第一个500美元的价值，那么你就不应该接受在第二个500美元上具

有相等概率的赌注。

问题2：除了你现在所拥有的，再给你2000美元。你现在必须在选项C和选项D中

做出选择：

选项C：50％的概率损失1000美元

选项D：肯定会损失500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70％的人选择了有风险的选项。正如图9.1的下半部分所示，当

面临损失时人们通常会变得风险偏好。这是因为损失的价值从0美元到500美元要高



于从500美元到1000美元（所以肯定会损失掉500美元比50％的概率损失掉1000美元

更糟糕）。所以说，虽然这两个问题在数字上来说是等同的，却导致了不同的选

择。由于价值函数呈“S”形，人们在面对收益时常常是规避风险的，而在面临损失

时则常常偏好风险。而且由于价值总是依据一定的参照点来定义的，前景理论——

而不像期望效用理论那样——认为，当参照点发生位移时，偏好也会受到影响（正

如第6章所介绍的框架效应一样）。前景理论与期望效用理论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

它们处理结果概率的方式。经典效用理论假定，50％的客观获胜概率对于决策者来

说，就是50％的获胜概率。而前景理论则认为，偏好是“决策权重”的一个函数，

而这些权重并不总与概率相对应。具体来说，前景理论假定，决策权重常常会强调

小概率事件而忽视一般或者高概率事件。正如你在图9.2所见，对角线以上的权重函

数代表小概率，而对角线以下的则表示高概率。

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1979）利用了下面一组问题来说明人们具有强调小概率

事件的倾向：

问题1：在选项A和选项B中进行选择。

选项A：千分之一的概率赢得5000美元

选项B：肯定会获得5美元

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的72名被试中，有将近四分之三的人选择了有风险的答

案。其实，每天都有很多人在做同样的选择——买彩票。但考虑第二个问题：

问题2：在选项C和选项D中进行选择。



图9.2　根据前景理论推测的决策权重（数据摘自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1979年的研究）

选项C：千分之一的概率损失5000美元

选项D：肯定会损失5美元

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的72名被试中，则有超过五分之四的人选择了确定的损

失。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解释说，存在这种偏好是由于人们往往会过于看重大金额

的损失——这种倾向对保险公司特别有利。

确定效应

期望效用理论与前景理论的另一个差别在于，前景理论隐含了“确定效应”。

确定效应指的是，由同一个因素引起的结果概率减小，在结果最初就确定时所产生

的影响要大于在结果最初只是可能时的影响。著名的莫里斯·阿莱斯（1953）期望

效用理论反例是最早关于确定效应现象的描述。另外，经济学家理查德·泽克豪泽

（Richard Zeckhauser）也用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说明了确定效应是如何起作用



的。泽克豪泽发现，与从4颗子弹中拿走一颗的情况相比，大多数人愿意出更多的钱

拿走俄式轮盘赌中惟一的一颗子弹。虽然拿走一颗子弹后，两种情况下被击中的概

率都等量减少了，人们仍然会感觉到0颗子弹与1颗子弹的差异，比3颗子弹和4颗子

弹的差异要重要得多。前景理论隐含了这一效应，而期望效用理论则没有。

为了详细了解前景理论是如何隐含确定效应的，可以参照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

（1979）有关“概率保险”的一项调查结果。在这项调查中，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

让大学生被试做这样一个假设：假设你正考虑给你的某项财产上保险以预防可能发

生的损失，如火灾、失窃等。在计算过风险和保费以后，购买保险和不购买保险对

你来说是无所谓的。这时候保险公司新推出的一种名为概率保险的新保险计划引起

了你的注意。在这项保险计划中，你一开始只需付一半的保费。然而一旦发生损

失，你只有50％的概率可以获得全部赔偿（如果不要求赔偿损失，则退还全部保

费）。也就是说，在概率保险的情况下，你只需要付50％的保费，也只有50％的概

率获得赔偿。这个问题看来好像已经为预防损失做了精心准备，但卡尼曼和特韦尔

斯基同时也指出，还有许多其他预防性措施可以减少这些不利事件发生的概率（虽

然不能完全消除这些概率），比如安装防盗自动警铃，换掉旧轮胎，戒烟，等等。

在回答这一问题时，80％的学生表示他们不会购买概率保险（可以对比你在读

者调查中第23题的答案）。对此，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解释道，将一项损失的概率

（无论是多少，比如p）减少到原来的一半（p/2）的价值不如将其概率从一半

（p/2）减至0的价值大。人们更愿意消除风险而不是减少风险，即使这项损失发生

的概率在两种情况下都等量减少了。前景理论认为，由于决策中常常强调小概率，

因而这些小概率事件的重要性总被夸大。因此，用前景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发

现。相反，如果放在期望效用理论的框架下，则会认为概率保险比常规保险更有吸

引力（有关这一说法的证明比较复杂，可以参见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书中的第270



页，1979）。

虚假确定效应

除了确定效应，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1981）还讨论了“虚假确定效

应”（pseudo certainty）。拟确定效应与确定效应十分类似，只不过这种确定只

是一种表象而不是真相。保罗·斯洛维奇，巴鲁克·菲什霍夫和萨拉·利钦斯坦

（1982a）也在一篇文章中对虚假确定效应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斯洛维奇和他的同事向211名被试演示了以下两种疫苗接种项目之一。在概率防

治条件下，被试需要回答他们是否愿意接受一种对某种疾病只有一半保护作用的疫

苗，这种疾病能够传染20％的人口。也就是说，这种疫苗能够将受感染的概率从

20％降低到10％。只有40％的被试表示愿意接受这样一种疫苗。

在虚假确定条件下，被试被告知：有两种互相排斥且得病概率相等的疾病，每

种疾病都可能会传染10％的人口。疫苗能够完全防治一种疾病的发生却对另一种疾

病没有预防作用，因此染病的总体概率也是从20％降到了10％。但在对这一问题的

回答中，有57％的人表示他们愿意接种这一疫苗。对此，斯洛维奇、菲施霍夫和利

钦斯坦（1982）解释说，虚假确定条件下的疫苗更受欢迎，是因为它们看起来好像

是消除了某种风险而不仅仅是降低了某种风险。

营销学教授常常利用模拟技术来强调降价的知觉价值。比如说，干洗店如果提

出一次洗三件衣服就可以免费洗一件，其效果要比降价25％更好。这是因为，免费

服务比折扣服务更有吸引力，即使免费服务并不真正意味着在总价格上有更多的优

惠。



后悔理论

正如前景理论所指出的，决策者通常以一个参照点为基础来衡量其拥有的备选

方案。这一参照点往往选择最具有普遍意义的一点，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人们却

是将某一决策质量的衡量建立在与其他不同决策的后果相比较的基础上。由于这种

假想性结果的比较依赖于假设的事件，它有时也被称为“反事实推理”（counter-

factual reasoning）（Dunning&Parpal， 1989）。

反事实推理构成了后悔理论（regret theory）的基础。这是一个有关选择的经

济学理论，分别由戴维·贝尔（David Bell， 1982， 1985），格雷厄姆·卢姆斯

和罗伯特·萨格登（Graham Looms&Robert Sugden， 1982， 1983， 1985）各自提

出。卢姆斯和萨格登（1981， p. 820）认为：“后悔理论以两个基本假设为基础：

首先，很多人都经历过后悔和欣喜的感觉；第二，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决策时，他

们会预期这些感觉并将其作为决策时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比如说，如果人们面临

这样一个选择：确定会得到1000美元，还是通过掷硬币来决定是否获得2000美元

（出现人头）。他们很可能会选择确定的1000美元，以避免未猜对时的后悔。

与前景理论对这种风险规避倾向的解释不同，后悔理论在解释这一选择时仍然

采用了经典效用函数，只是加进了一个新的变量——后悔。加入这一变量后，后悔

理论同前景理论一样，也能够解释许多悖论，包括阿莱悖论、埃尔斯伯格悖论、偏

好逆转、对概率保险的回避等。卢姆斯和萨格登（1982）提出的后悔理论确实是前

景理论之外的另一个选择。但这种后悔预期并不与前景理论相矛盾。而当涉及到死

亡风险的决策时（如心脏手术），谈论负面结果的后悔却是毫无意义的。

多属性选择



在许多选择中，结果并不能根据某个单一的标准（如金钱或是患病的风险）来

描述。与只有一种评价标准的情况不同，当需要在这些不同标准（如成本和质量）

中做出选择时，通常并没有一个客观的最优化决策。因而人们只需要与他们的目标

和价值观保持一致，而不是追求客观最优化（Einhorn&Hogarth， 1981）。所以，

有关“多属性选择”的研究通常关注人们如何做出决策，而不是这些决策有多好。

在面临多属性选择时，人们会根据问题的类型而采用不同的策略。当决策者只

需要在两种方案中选择其一时，他们常常会采用一种被称为“补偿性”的策略

（Payne， 1982）。采用补偿性策略是指，以某一标准的高价值来弥补另一标准的

低价值。比如说，汽车购买者会选择一辆外观时髦的车，即使它的质量相对另一辆

来说要差一些。又比如，一个人可能会放弃一项长期稳定的工作而选择在哈佛任

教，虽然暂时还没有终身教职，却能享有更高的学术声誉。

有几种方法能够解释这种选择策略（cf. Hogarth， 1987），其中一种被称

为“线性模型”。在线性模型中，根据每一标准的重要性赋予其权重，然后将各个

标准的值加权后得到总体价值指数。比如说，在选择研究生考生时，招生委员会通

常会制定一个加权指数，其中包括了平均绩点、考试分数和推荐信。虽然人们通常

不会严格地按照线性公式来做决策，但线性决策原则却能够产生与人们实际做出的

决策十分相近的结果（因此，它能够将人们的决策制定模型化，有时甚至能够取代

人的决策）。

另一种补偿性策略的决策模型是“差异加法模型”。这一模型与线性模型有些

类似，但有一点区别：在线性模型中，是将每一方案的各个标准的值加权，然后在

这些方案中作出比较；但在差异加法模型中，则先比较每一标准上各个方案的差

异，然后对这些差异赋予权重后进行加总。将注意力集中在差异上至少有两个优点



——它不仅大大简化了两个备选方案，而且，作为一个决策制定模型，它更接近人

们实际的决策行为。比如说，汽车购买者更愿意考虑两辆车各方面的差异，而不是

（像采用线性模型那样）仔细考虑每辆车的各个方面后比较两辆车的加权价值。

还有一种补偿策略的决策方法被称为“理想点模型”（ideal point model）。

理想点模型在运算上与线性模型类似，但两者的原理并不相同。在这一模型中，决

策者心中有一个理想方案（如一个理想的工作或是一辆理想的汽车）。然后他们将

其拥有的备选方案在各个标准上与理想方案相比较，对这些差异进行加权。

非补偿性策略

人们在面临具有多个备选方案的复杂情况时通常采用非补偿性策略

（noncompensatory strategy）。与补偿性策略相反，这些策略不允许不同标准间

进行互相协调。有四个著名的非补偿性策略方案：关联原则、析取原则、词典式策

略和逐步淘汰制（Hogarth， 1987）。

在关联原则（conjuntive rule）下，决策者可以排除那些在预定范围之外的备

选方案。比如说，如果某个研究生申请者的GRE分数低于1000，平均绩点低于3.0，

或是申请信犯了3个以上的拼写错误，就会被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但关联原则只能

达到满意，而不是最优。

如果决策者采用的是析取原则（disjuntive rule），那么只要申请者的GRE分

数或是平均绩点足够高的话，决策者就可能会允许他们犯更多一些的拼写错误。根

据析取原则，衡量每一备选方案的标准是这一方案所具有的最好的属性，而不管它

的其他属性有多差。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只要一个申请者的GRE分数够高，那么就算

他的申请信是大猩猩替他写的也无所谓。



第三个非补偿性策略是词典式策略（lexicographic strategy）。使用这一策

略的决策者，首先甄选出最重要的衡量标准，然后选择在这一标准上最令人满意的

方案。如果选出的方案不止一个，那么就甄选出第二重要的衡量标准，再在剩下的

方案中进行选择。如此下去，直到最后只剩下一个方案。

第四个非补偿性策略是逐步淘汰制（elimination-by-aspects， EBA），由特

韦尔斯基（1972）提出。从本质上来说，它是词典式策略的一种概率形式。根据EBA

原则，每一衡量标准——或是方面——被选择的概率与其所具有的重要性相当。备

选方案首先按照已选出的衡量标准进行比较，淘汰掉次要的方案后再选出进行比较

的第二个方面，然后淘汰掉更多的方案，如此下去直到最后只剩下一个方案。特韦

尔斯基（1972）是这样说明EBA原则的：“为了购买一辆新车，选出的第一个衡量标

准可能是汽车的自动变速装置，这将排除那些不具有此项特征的所有汽车。假设在

剩下的方案中，选出的另外一个评价标准是3000美元的价格限制，那么超过这个价

格限制的所有汽车都将被排除掉。这个过程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最后只剩下一辆汽

车。”

优先标准

虽然有许多关于多属性选择策略的理论文章和数学论文，但有关这一命题的实

验却相对较少。其中比较著名的是由斯洛维奇（1975）进行的一系列实验。

斯洛维奇感兴趣的是，人们如何在两个等价的方案中做出选择。他的假设是，

如果两个方案具有相等的价值，那么人们倾向于选择在优先标准上具有更高价值的

方案。斯洛维奇称之为“优先标准假设”。

为了检验这一假设，斯洛维奇先让被试找出两个等价的备选方案（比如说，对



球队来说具有同等价值的两个棒球运动员）。他们会被问到与下面这个问题相类似

的问题：

球员1打出了26个本垒打，击球平均得分数为0.273；球员2打出了20个本垒打。如果说两名球员具有不相

上下的能力和价值，那么球员2的击球平均得分数应该为多少？

被试找出等价的备选方案后（已经过了一段时间），斯洛维奇让他们评出他们

认为更重要的衡量标准并在备选方案中做出选择。其实验结果有力地支持了“优先

标准假设”。实验结果表明，被试确实倾向于选择在优先标准上具有更高价值的方

案。

这表明，当面临等价的备选方案时，人们并不是进行随机的选择，而是先识别

出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标准，然后选择那些在这一标准上具有更高价值的方案。

结论

圣彼得堡悖论导致了期望效用理论的产生，而诸如阿莱悖论和埃尔斯伯格悖论

之类的问题则引发了其他替代期望效用理论的理论研究。这些替代理论中最为广泛

接受的便是前景理论。虽然许多决策研究分析家仍然采用期望效用理论作为一个标

准化模型，但前景理论却是一个能够更加准确地描述人们实际决策行为的模型。它

还能够被广泛应用到许多其他领域中。

比如，前景理论所隐含的损失回避倾向就意味着，相对于征收信用卡逾期费用

来说，实行现金折扣政策能够使信用卡公司获利更多（Thaler， 1980）。逾期费用

对人们来说是一种从自己腰包里流出去的损失，而现金折扣则是一种获利；因此，

即使两种情况下的费用结构是等价的，交纳逾期费用的感觉仍然要比没有得到现金

折扣的感觉更强烈一些。相同的策略也被许多商店所采用，它们给出一个“建议零



售价”以改变消费者的参照点，使得它们的实际价格看起来好像要“省钱”一些

（Thaler， 1985）。

损失规避同样被用于鼓励妇女们进行乳腺癌自我检查。贝丝·迈耶罗维茨和谢

利·蔡金（Beth Meyerowitz&Shelly Chaiken， 1987）向女大学生出示了以下三本

手册之一：（1）一本手册从防止乳腺癌产生的收益的角度来说明乳腺癌自我检查的

重要性；（2）一本手册强调了不进行乳腺癌检查的可能损失；（3）一本手册两者

都不提及。比如说，从收益角度来阐述的手册可能会告诉读者：“如果现在就进行

乳腺癌自我检查，你就能够知道正常、健康的乳房应该是怎样的，这样你才可以注

意到随着年龄变化而可能产生的很小但不正常的变化。”而从损失角度来阐述的手

册则是：“如果你现在不做乳腺癌自我检查，你就不知道正常、健康的乳房应该是

怎样的，而且很难注意到随着年龄变化而可能产生的很小但不正常的变化。”另一

本两者都不提及的手册则省略掉了这些句子。

迈耶罗维茨和蔡金发现，4个月之后，阅读“损失手册”的女性中，有57％的人

进行了乳腺癌自我检查，而阅读“收益手册”的女性和阅读两者都不提及的手册的

女性中，分别只有38％和39％的人这样做了。对此，迈耶罗维茨和蔡金解释说，那

些阅读“损失手册”的女性更愿意进行乳腺癌自我检查是因为，所预期到的健康预

防损失比同样的健康预防收益要重要得多——即使两者在逻辑上是等同的。这些结

果说明了损失规避倾向是如何被运用到提高社会健康状况和社会福利上来的。

前景理论相对于经典期望效用理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确实，许多违背期

望效用理论的现象都能够在前景理论中得到很好的解释。第四部分对各种偏离理性

原则的原因做了回顾。正如这些章节所示，决策者在判断和选择行为过程中很容易

受到许多偏差的影响，但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偏差都是系统性的，而且是预先可以



控制或预测的。

[1]本书的这一部分相对于其他部分来说，更加理论化和数学化一些。因此，有的读者可能觉得这一部分比前几章所讨论过的话题更具

有挑战性。如果你对“期望值”一类的概念不太熟悉，不要放弃——大部分的观点即使没有什么数学知识也可以理解，以后的几章也很少再

用到数学。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

子书下载！！！

https://epubw.com
https://epubw.com


第四部分 直觉与偏差

当人们面临一个复杂的判断或决策问题时，他们通常会依据自己的直觉或者是一些常识来进行决策。大

多数情况下，根据此类原则得到的答案往往会非常接近“最优”方案。但是在某些情况下，直觉就可能产生某些

可预测的偏差和不一致。这部分将着重说明几种众所周知的直觉和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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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代表性直觉

人们是如何进行决策的？如何在不同的备选方案之间进行选择？如何对具体事

件的价值或者可能性做出判断？这部分将关注以下两个相关的话题：决策者得出结

论的整个过程，以及这样的过程可能导致的偏差。

阿莫斯·特韦尔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1974）曾经建议决策者运用“直

觉”或者是一般的常识来进行决策。利用直觉进行决策的优点是可以用很少的时间

和努力达到与理性决策相同的结果。例如，直觉可以很容易地估计某种结果出现的

可能性，而不必用计算的方式（即把该结果过去的每一种发生可能性相加，然后再

除以该结果发生的总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粗略的近似值就已经足够了

（正如让人们满意的通常并不一定就是最优的方案）。

通常而言，直觉可以得到一个令人相对较为满意的答案。但是利用直觉进行判

断的缺点是，在某些情况下，直觉判断可能导致一些系统性的偏差。在本章中讨论

的直觉类型是“代表性直觉”（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在某些情况

下，使用代表性直觉可以导致一些可预测的偏差的产生。正如前文中所提到的，在

这里更多的是关注偏差而不是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偏差能够更多地揭示一些隐

含的过程。事实上，现在所有有关决策的理论都是基于决策偏差的研究而产生的。

A、B和C的代表性直觉

根据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74， p. 1124）的理论，人们通常会根据“A在多

大程度上能够代表B，或者说是A在多大程度上与B相似”来判断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将这样的一种原则称为“代表性直觉”。



什么是“A”和“B”？这将取决于你进行决策的情境。如果你在估计A来自B的

可能性，那么A可能就是一个例子或者一个样本，而B则是一个种类或者样本总体。

例如，A可能是一个个体，而B则是一个群体，而决策的问题则可能是A成员属于B群

体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如果你试图判断A在多大程度上是B导致的，那么A可能是一

个事件的结果，而B则是事件发生的过程或者原因。例如，B可能是一个投掷硬币的

过程，而A可能就是在一系列的投掷中有6次是人头，判断所关心的可能就是出现这

种结果的可能性。由于代表性直觉的定义是抽象的，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我们

将举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代表性直觉在特定情境下是如何起作用的，以及偏差是

如何产生的。

读者调查中的第1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例子来自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

（1982）的研究，内容如下：

琳达，31岁，单身，坦率直言，性格开朗。她所学的专业是哲学。当她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她就非常

关注歧视和社会公正问题，同时参加了反对核武器的活动。请从以下选项中选出可能性更高的选项：

□　琳达是一个银行出纳

□　琳达是一个银行出纳，同时是一个活跃的女权主义者

绝大多数人认为琳达是一个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而不仅是一个银行出纳。当

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82）让86个人回答以上这个问题时，超过90％的人都是这

样认为的。尽管有可能你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这样的答案违反了概率的基本原

则。两个独立事件（“银行出纳员”和“女权主义者”）同时发生的概率不可能高

于单个事件发生的概率（例如，银行出纳员）。出于这样的原因，特韦尔斯基和卡

尼曼（1983）将这种现象称为“结合谬论”（conjunction fallacy）（见Leddo，

Abelson&Gross， 1984；Morier&Borgida， 1984）。

你可以通过图10.1清楚地看到连接的原则。左边的圆圈代表所有的银行出纳



员，右边的圆圈代表所有的女权主义者，中间重合的部分代表既是银行出纳员，又

是女权主义者的个体。由于银行出纳员中有一部分并不是女权主义者，因此成为银

行出纳员（不论是否是女权主义者）的概率必定大于中间重合的部分个体。

图10.1　银行出纳和女权主义者的交集

为了确保人们不会将“银行出纳员”理解成为“在女权运动中不活跃的银行出

纳员”，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82）又进行了一个补充实验，在这个实验中有两

组不同的个体，其中一组个体进行选择的备选方案中只出现“银行出纳员”以及其

他的选项，而另一组个体选择的备选方案中只出现“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员”这一

选项和其他的选项（这样就能确保了两个选项没有被直接进行比较）。即便是在这

样的实验情境下，人们还是认为琳达是一个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员的概率也大于认

为琳达是一个银行出纳员的概率。



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82）在其他一些情境下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比

尔”被认为“更可能是一个会计和爵士乐的演奏者，而不仅仅是一个爵士乐的演奏

者”；同时，“一个温布尔登网球赛的选手更可能在输掉第一局以后而赢得整个比

赛，其概率大于其仅仅输掉第一局的概率”；“美国的一位前总统更可能为未婚母

亲提供财政援助和削减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其概率大于仅仅减少对地方政府的

财政支持”。

根据上述结果，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82， p. 98）得出这样的结论：“随

着情境中细节数量的增加，该情境发生的概率只会逐渐降低，但是它的代表性和由

此带来的外显的可能性却会上升。我们相信，基于代表性的决策判断是人们喜欢选

择毫无根据的细节化情境的主要原因。例如，‘被告离开犯罪现场’的陈述似乎

比‘被告由于害怕被起诉谋杀而离开犯罪现场’的陈述更没有说服力。”

这样的结论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读者调查中的第11题要求读者判断以下两个

情境哪一个更可能发生：

在未来10年中，你认为最有可能发生的事件是：

□　美国和俄罗斯将爆发一场全面的核战争

□　美国和俄罗斯将爆发一场全面的核战争，但一开始两国都不想动用自己的

核武器，只是在卷入了一场局部战争之后，如伊拉克、利比亚、以色列或者巴基斯

坦等国的战争，才被迫动用核武器。

和银行出纳员问题一样，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更为具体的事件（由第三方拖累的

全面战争的爆发）比一个一般性的事件（一场全面战争）发生的可能性更大。事实

上，五角大楼针对这些具体的但完全不可能出现的情境，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制定



了非常详尽的战争计划，生产了大量的武器来应付这样的情境的出现。根据特韦尔

斯基和卡尼曼的理论，相对于一般的情境而言，表述非常具体的事件似乎更可能发

生，因为这样的情境与人们对于具体事件的想像是一致的。

小数法则

代表性直觉的另一个结果被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71）称为“小数法则”。

称做“小数法则”只是作者的玩笑话，主要是相对于统计学中的众所周知的“大数

法则”（在统计学中，你从总体中抽取的样本容量越大，该样本的平均数与总体的

平均数越是接近）而言。而人们所使用的“小数法则”则是认为从总体中抽取的随

机样本相互之间是类似的，与总体之间的接近程度比实际的统计抽样理论所预测的

要高得多。

例如，当你要求人们写下一个随机的投掷硬币的数列（不是真正去投掷硬

币），人们试图将这个序列的每一个点都看上去像随机的[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

（1972）将这样的现象称为“局部代表性”]。结果，在他们写下的答案中并没有很

长的相同的序列，而相对于真实的随机序列而言，硬币的正面和背面之间的更替明

显增加。在一个随机序列当中，如果只是看某一些局部的序列，它们看起来可能并

不一定是随机的。为了证实这样的观点，你可以实际投掷100次硬币，并记录下正面

和背面出现的次序，这样就可以大致模拟出一个真实的随机序列。

读者调查中的第15题就是对小数法则最好的说明。这个问题来自于特韦尔斯基

和卡尼曼（1971）的一个研究，内容如下：

在一个城市中，8年级学生的IQ平均数是100。你从中抽取了50名学生来进行有关学业成就的研究。你抽

取的第一个学生的IQ为150。你认为你抽取的这个50人的样本的IQ平均数为多少？



很多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IQ的平均数将依然是100。但是事实上，正确的答案

是这50个个体的IQ平均数应该为101。因为第一个孩子的IQ为150，剩余的49个孩子

的期望IQ依然是100，因此这50个孩子的IQ总数为5050（150＋4900），然后除以

50，因此这50个孩子的IQ平均数应该是101。

如果你的答案是100，而不是101，你可能假定在余下的49个学生中必定会出现

一个IQ的低分将150的IQ高分“平衡”掉。但是这样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假定偶然事件

具有自我修正的功能，事实上，偶然事件并不具有自我修正的功能，出现一个高分

也不一定出现相应的低分与之抵消；余下的样本只是对这个偶然事件进行“稀

释”，使其平均数更加接近总体的平均数（在这个例子中总体的平均数是100）。特

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71）认为，人们倾向于认为偶然事件具有自我修正的功能，

这样的偏差也是来自代表性直觉，因为人们总是希望随机抽取的样本能够很好地代

表总体。

同样，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71）认为代表性直觉可以导致人们承认“赌徒

谬论”（gamblers fallacy），这种观点认为，在一系列的坏运气之后必然会有

好的结果出现（或者，用更为通俗的话讲，就是认为一系列结果相同的独立事件必

然会跟随一个相反的结果）。读者调查中的第31题就是检验你是否相信这样的赌徒

谬论。题目的内容如下：

假定你连续投掷了3次硬币（该硬币没有偏差），每一次的结果都是正面。如果你必须对下一次的投掷进

行投注，金额是100美元，你会选择正面还是反面？

由于这个硬币是没有误差的，正确的答案是你对正面还是反面没有偏好，因为

两者出现的机会是相等的。但是有一些人错误地认为在连续出现了3次正面之后，反

面出现的概率更大。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认为出现这样的答案就是因为人们错误地



认为一个随机序列必须具备局部代表性（即序列的每一个部分都必须看起来像是随

机的）。

手热现象

对小数法则一个最形象的说明是由托马斯·吉洛维奇等人（Thomas Gilovich，

Robert Vallone，&Amos Tversky， 1985）进行的研究。这次研究者关心的是篮球

比赛中的人们对于“手热现象”的认知。一位手热的篮球运动员就是指其在投中一

个或者几个球以后，再次投篮时命中的概率大于其投失一个球以后的再次尝试。

吉洛维奇等人的研究发现费城76人队的球迷——包括几个队员和教练——都认

为存在这样的手热现象，尽管数据统计分析发现并不存在这样的现象。也就是说，

这些人认为一位队员在命中几个球以后再次尝试投篮的命中率将提高，然而事实上

投中下一个球的可能性与该队员总体的投篮命中率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吉洛维奇和

他的助手们通过对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罚篮情况进行分析以及对康奈尔大学篮球队

的男女运动员进行实验室的模拟实验（更具体而言，是在体育馆中进行的实验）的

结果都证实了这样的结论。

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些研究发现在美国的运动界引起了轰动。吉洛维奇等人怎

么可以将手热的现象仅仅说成是一种错觉？任何一个打过或者观看过篮球比赛的人

都知道运动员在有些时候手热，而有些时候手冷！篮球队有时候为了防守手热的球

员甚至改变他们的防守战术。认为同一个篮球运动员进行的投篮情况在统计上是不

相关的观点似乎很难被接受。

为了找出这一现象存在的原因，吉洛维奇等人（1985）进行了一个实验，在这

个实验中被试要观看6个由“X”和“O”组成的不同序列（也许你可以将它们理解成



篮球比赛中的命中和失败）。每一个系列中都包含有11个“X”和10个“O”，在不

同的序列中两个字母交替的可能性分别为.40，.50，.60，.70，.80或者.90。例

如，下面的序列“XOXOXOOOXXOXOXOOXXXOX”表示两个字母之间转换的概率

为.70（因为在20个相邻字母之间，两字母进行转换的次数为14次）。

吉洛维奇等人发现被试更多地认为.70或者.80的序列是随机序列的代表，而不

是正确地选择.50的序列。只有32％的被试认为.50的序列是一个随机的序列，而

62％的被试将.50的序列定义为是“手热”序列。

如果你想看看自己在这项任务中的表现，请查看一下你在读者调查中第38题的

答案。第一个序列（XOXXXOOOOXOXXOOOXXXOX）有一半的情况下字母之间进行转换

（类似于一个随机的序列）。与之相对应的是第二个序列

（XOXOXOOOXXOXOXOOXXXO）代表.70的转换可能性序列——远远高于随机序列50％的

数值。如果你认为在第一个序列中存在太多的连续性的相同字母，你必定会期望在

序列中X和O有更多的转换（也就是人们为什么将一些随机的序列认知为“手热现

象”）。本书的第14章将更加详细讨论个体对随机性的知觉。

忽视基线值

某些情况下，依赖于代表性直觉可能会使人们忽略“基线值”的信息（也就是

一个事件发生的相对频率）。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在一系列的实验中考察了这一现

象。例如，在一个实验中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1973， p. 241）告诉被试：

一群心理学家对30名工程师和70名律师进行了访谈和人格测试，这些人在他们各自的领域内都相当成

功。基于这样一些信息，心理学家对这30名工程师和70名律师进行了简单的描述。下面你将看到5个这样的描

述，都是从100个描述中随机抽取的。对于每一个描述，请在一个0至100的标尺上选择你认为该描述有多大的可

能性是对一个工程师的描述？



例如，下面一段话就是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用来代表一个工程师性格的简单描

述：

杰克今年45岁。他已经结婚并有4个孩子。他通常比较保守，谨慎和雄心勃勃。他对政治和社会事件并没

有多大的兴趣，他将他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自己的爱好上面，例如家中的木工活、航海以及数字游戏。

使用同样的5个描述，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将第二组被试中工程师和律师的比例

做了对调（即70名工程师和30名律师）。但是由于结果是相对应的，我们只是关注

30名工程师组的结果。

每一位被试对这5个描述为工程师的可能性进行评价以后，研究者要求其估计一

下从100个描述中随机抽取一个描述，该描述是工程师的描述的可能性。不出意料之

外，被试大多认为这样的可能性接近30％。换一句话讲，在这样的情境中，人们使

用了给定的基线信息。

在另一方面，当被试得到了一些有关的描述信息——即使有一些信息与工程师

或者律师的职业特点并没有任何的联系——他们将忽略这样的基线信息。例如，卡

尼曼和特韦尔斯基（1973）特地选择了以下的描述，这样的描述与工程师或者律师

的职业特点并没有关联：

迪克今年30岁。他已经结婚了，但还没有孩子。他拥有很强的能力和很高的工作积极性，他希望在自己

的领域内取得很大的成功，同时他也很受其同事的欢迎。

相对于迪克的职业而言，这样的描述并不能提供有用的信息；因此在这种情况

下，该描述是一个工程师的可能性应该为30％。但是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1973）

的实验结果发现，被试认为该描述为工程师的可能性的平均估计为50％。很显然，

在这种情况下，被试忽略了情境的基线信息，而仅仅从一个中性描述的角度来进行

判断。



还有大量的研究都发现在某些情境下人们可能会忽视基线信息（Bar-Hillel，

1980， 1990；Fischhoff&Bar-Hillel，1984；Osberg&Shrauger，1986）。例如，

艾克·阿杰增（1977）的研究发现，当基线信息与人们对因果关系的认知相一致

时，人们就会使用基线值。在一个实验中，阿杰增要求被试根据一些相关的因素

（例如该学生每周的学习时间）或者一些非相关因素（例如该学生每周的收入）来

预测该名学生的学习成绩。实验结果发现，人们在接受了相关的信息以后更加愿意

使用基线值，而对于那些不相关的信息——即使是被告知这样的信息也可以对学生

的学业成绩产生预测作用，他们还是很少使用。

非回归性的预测

人们在进行预测时往往缺乏对信息来源的诊断，结果可能造成“非回归性

的”（nonregressive）预测。例如，在读者调查中的第35题（基于卡尼曼和特韦尔

斯基在1973年进行的研究）的内容如下：

假定一个学生高中时的考试成绩与其在大学中的学业成绩（GPA）有中等程度的相关。基于如下图所示的

百分等级（见图10.2），如果一个考试成绩为725分的学生，其GPA将是多少？

你的答案将是什么呢？绝大多数人的预测是其GPA将在3.5和3.7之间。如果高中

时期的考试成绩能够很好地预测大学时期的学业成绩，那么这样的答案无可厚非。

即如果两者之间能够一一对应，725的考试成绩应该对应的GPA为3.6。但是根据整个

问题的背景，我们发现高中时期的考试成绩并不能很好地预测大学的GPA，因为两者

之间只有中等程度的相关。由于存在着这样中等程度的相关，因此对该学生GPA最好

的预测将在3.6和GPA的平均数2.5之间——这样才能体现“向平均数回归”。

图10.2　高中考试成绩与大学学业成绩（GPA）之间的关系



向平均数回归是统计中存在的一个现象，即较高或者较低的分数往往会伴随着

一些更加接近平均数的分数，就像两位非常高的父母亲的孩子往往会更接近平均身

高一些。因为725是一个很高的分数，如果你让该名学生再次考试，其成绩可能会更

加接近平均分500分一些（根据同样的逻辑，它可以预测一个相应更低一些的

GPA）。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进行思维：如果你不知道一名学生任何方面的信息，

你最佳的预测是他的GPA将是2.5，如果高中的考试成绩和大学的学业成绩之间有完

全的正相关，你的预测将是3.6。因为高中的考试成绩与大学的学业成绩之间具有中

等程度的相关，那么最好的预测就是居于2.5和3.6之间（比平均数高，但是没有3.6

那么高）。

绝大多数心理学家都认为考试成绩是由两个独立的成分组成的：“真实分

数”和“误差”。如果一个考试能够很好地测量一个人的能力，真实分数就是该学

生在考试中应得的分数；同时误差因素包括所有与能力无关但是同样会影响考试成

绩的因素（例如考试前一天晚上的睡眠时间、血糖水平、心境以及当时的照明情况

等等）。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因素可以相抵消，但是在一些偶然的情况下，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可以戏剧性地提高或者降低一个人的考试成绩。由于这样的波动

与真实分数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因此下一次的考试成绩就更有可能向真实分数进

行“回归”。

忽视这种回归现象可能会使决策产生重大失误。例如，卡尼曼和特韦尔斯基



（1973）讨论了这样一个案例，一所飞行学校的指导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对飞行

员的出色表现进行表扬会导致其下一次飞行成绩的下降。这样的成绩下降是否意味

着指导员应该停止对飞行员进行表扬？完全不是这样！如果只是考虑回归理论，即

一个非常出色的成绩必将跟随着一个更加接近平均数的成绩。那么，糟糕的成绩得

到惩罚以后也必将得到提高，而不用考虑这样的惩罚是否真正产生了作用。

理查德·尼斯比特和李·罗斯（Richard Nisbett&Lee Ross， 1980，

pp.163， 165）在他们有关人类推论的书中描述了人们对回归错误理解后产生的另

一些后果：

人们对于一些简单的回归现象的错误理解（例如一件非常好或者非常差的事件之后，必然会跟随着一些

不那么好或者不那么差的事件，而不管其中是否存在随机因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这样的误解

可能会使人们惊惶失措，以为产生了严重的“危机”（如犯罪率、疾病或者银行破产的突然上升，或者是销售

额、降雨量或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金牌数量突然减少），这样的一些事件对人们产生的影响看起来比实际情况要严

重得多……仅仅在观察到一些简单的回归现象后，人们就会产生一些迷信：比如说非要做点什么去结束一连串

的“坏运气”；或者什么都不敢做以免失去“好运气”。

乔治·迈尔奇（George Gmelch， 1978年秋）曾经是一名职业棒球运动员，后

来成了一名社会科学研究者，他在他题为“棒球中的魔术”一文中列举了一些这样

的迷信。根据迈尔奇的说法，纽约巨人队为了保持16场连胜的势头，不愿意洗他们

的队服，生怕洗掉了他们的好运气。同样，1941年布鲁克林Dodgers队的队员Leo

Durocher在三周半的时间内一直穿着同一双黑鞋，灰色的袜子，蓝色的外套，目的

是为了保持连胜的势头。

向平均数回归同样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非常成功的运动员或者运动队在登上了

《体育画报》杂志的封面以后，其运动成绩马上就有所下降。通常来讲，能够登上

该杂志封面的运动员都是取得了一系列非常优秀的成绩之后，如果单单是从回归的



角度考虑，其运动成绩有所下降也有其必然性。众所周知的“《体育画报》厄

运”其实根本就不是厄运，而仅仅是向平均数回归而已。

人为的预测和数据的预测

人们忽视基线值和数据回归性的倾向性造成了许多令人吃惊和窘迫的现象。在

社会科学中（Dawes， Faust&Meehl， 1989）有大约100个研究的结果表明“数

据”预测（仅仅是依据给定变量和结果之间的实证关系来进行预测）的准确性等于

或者高于“人为”预测（依据个体的判断而进行的预测）。换言之，与一般的常识

相反，由决策者完成的决策的准确性往往偏低——即使该决策者完全掌握了数据的

信息。

例如，有这样一项针对人为决策进行的研究（Lasky， Hover， Smith，

Bostian， Duffendack&Nord， 1959），在预测患者是否需要重新进行心理治疗的

决策中，将12名心理治疗专业人员的决策与患者的病历档案重量之间进行比较。患

者的病历档案重量可以用来作为患者以往就医情况的一个大致估计。结果表明，专

业人员的判断的准确性并没有显著高于病历档案重量的预测作用（两者的相关系数

分别为.62和.61）。

很显然，专业人员的专业知识以及掌握的相关信息是其他因素所无法比拟的。

但是使用人为决策的方法通常需要依赖于像代表性这样的直觉——容易受到很多偏

差的影响——因此人为预测的准确性很难超过仅仅依据数据关系而进行的预测。

结论

有关代表性直觉的研究结果表明，有一些方法可以提高决策和判断的技巧，内



容如下：

√不要被很细节的情境所迷惑。正是情境中的细节使得整个情境看起来更加具

有代表性，但是同时也减少了其发生的可能性。一般而言，情境越是具体，其发生

的可能性越低——即便这样的情境看起来能够非常好地代表最可能发生的结果。

√只要有可能，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注意基线值。当一个事件极少发生或者是

非常普通的事件时，基线值就显得尤为重要。例如，由于录取的比例非常低，因此

很多优秀的申请者都没有机会进入研究生院进一步深造（通常的误解就会认为这样

的申请者并不具备所需要的学术能力）。相反，由于通过的比例非常高，许多不合

格的驾驶员都顺利拿到了驾驶执照。当基线值是一个极端数值时，代表性往往成为

发生可能性的误导因素。

√记住偶然性并不具备自我修正的功能。一系列的坏运气，就是一系列的坏运

气。它并不意味着相应的好运气必然会来临，也不意味着事物总是一成不变的。如

果一个随机的过程（就像投掷一枚没有偏差的硬币）存在一定的可能性产生一定的

结果，那么过去的事件对将来发生的结果并不会产生影响。

√不要错误地理解向平均数回归。即使出现了一系列的坏运气，也不一定会有

一系列的好运气与之相平衡（或者相反），但是一些极端的成绩往往会跟随着一些

更接近平均数的成绩。向平均数回归是非常正常的，无论结果是否受到一些随机因

素的影响。即使在某些时段，这些随机因素结合在一起可能产生一些非正常的结

果，但是在接下去的情境中，成绩通常会回归正常。

将这些建议牢牢记在心中，就有可能避免许多由于依赖代表性直觉而产生的偏

差，在下面的第11章里，我们将重点讨论另一个著名的直觉：“易得性直觉”，以



及由此而产生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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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易得性直觉

根据阿莫斯·特韦尔斯基和丹尼尔·卡尼曼（1974， p. 1127）的理论，易得

性直觉也是人们经常使用的一种直觉。决策者“通常会依据一些容易想起来的事例

来判断一种类别出现的频次或者事件发生的概率”。通常情况下，这样的直觉能够

很好地发挥作用，在所有条件都平等的前提下，普通的事件要比不寻常的事件更容

易被记住或者想像出来。决策者利用易得性直觉（availability heuristic）来估

计事件发生的频率和概率往往能够将困难的决策内容简化。

但是，无论你使用何种直觉，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这样的一般原则都可能失

效并导致系统性偏差。有一些事件相对于其他事件而言更容易想到，并不是因为这

样的事件更经常发生或者具有更高的发生概率，而只是因为这样的事件更容易被提

取。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事件是刚刚才发生的，也可能是这样的事件掺杂了很多情绪

的因素。在本章中，我们将着重讨论以下几个问题：（1）在哪些情境下，易得性直

觉可能会导致偏差？（2）当人们想像一件事件发生以后，他们是否会认为这样的事

件更加容易发生？（3）生动的信息与其他类型的信息是如何进行区分的？

歪曲的易得性

请你想像一下，在美国，下面两种情况哪一种更容易导致人死亡——被飞机上

掉下来的零件砸死还是被鲨鱼咬死？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被鲨鱼咬死的可能性更大

（请查看一下你对读者调查第7题的回答）。相对于被掉下的飞机零件砸死的案例，

被鲨鱼咬死的案例得到了更多的社会关注，这样的例子更容易被人们想像出来（从

某种程度上讲，这也应该感谢像《大白鲨》这样的电影所造成的影响）。但事实

上，在美国，死于掉下来的飞机零件的个案是被鲨鱼咬死的个案的30倍。在这个例



子中，易得性直觉就是一个误导人们进行频率判断的因素。

读者调查中的第8题进行了一次比较，人们又发现一个惊人的答案（取自库姆斯

和斯洛维奇1979年的研究）。例如，由于很少有媒体关注这样的问题，因此人们对

于下列事实感到十分惊讶，那就是：每年死于糖尿病或者胃癌的人数是死于凶杀案

或者交通事故的人数的两倍，而每年死于雷击的人数高于死于龙卷风的人数。特韦

尔斯基和卡尼曼认为，这样的统计数据与人们的直觉正好是相反的，人们的直觉会

根据事件在大脑中唤起的难易程度来估计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由于交通事故、龙卷

风或者谋杀几乎都是媒体的头条新闻，因此它比那些发生频率更高的事件——胃

癌、雷电或者糖尿病——更“容易提取”。

当某些事件本身很难被想像时，易得性直觉也可能会导致偏差。例如，特韦尔

斯基和卡尼曼（1973）问人们如下问题：在一般的英文词汇当中，以K作为开头字母

的单词和以K作为第三个字母的单词相比，哪一个更多（不要考虑字母数少于3的单

词）？在回答问题的152个被试当中，有105个被试认为由K作为首字母的单词要多。

但是事实上，以K作为第三个字母的单词数是以K作为起首字母的单词数的两倍。因

为人们更容易想到的是以K作为起首字母的单词，而不是以K作为第三个字母的单

词，因此人们会错误估计了这两类单词的相对比例。

当结果在视觉上更加容易辨认的时候，易得性直觉同样可能会导致偏差。读者

调查中的第37题正好可以说明这样一种现象：



请仔细观察下面A、B两个不同的结构。

这里的一条“通路”就是指将本结构中的每一层上的一个X连接起来。换一句话

讲，在结构A中，一条通路就是连接三层中的X（一共三层结构，每一层选取一个

X）；而在结构B中，一条通路就是连接九层中的X（九层结构，每一层选取一个

X）。

（a）在这两个结构中，哪一个包含的通路更多？

（b）在结构A中，大约包含了多少条通路？在结构B中呢？

绝大多数的人都发现，在结构A中找到一条通路比在结构B中简单多了，因此他



们都认为结构A中包含的通路较多。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73）针对这个问题进行

了研究，发现85％的个体都认为结构A所包含的通路较多。而他们对于通路数量的估

计是：在结构A中包含的通路数大约为40条，而结构B中大约为18条。

事实上，这两种结构中所包含的通路数是相等的。在结构A中，第一层的X共有

八种不同的选择，第二层的X也有八种选择；而第三层的X同样有八种不同的选择。

因此在这个结构中通路数量为8×8×8（512）。在结构B中，一共包含的通路数量为

2×2×2×2×2×2×2×2×2，其通路的总量也是512。这样，这两种不同的结构所

包含的通路数量是相等的，尽管结构A中的通路更加容易被识别（因为在结构A中每

一层一共有8个不同的选择，而在结构B中，每一层只有两个不同的选择）。

一个想像的研究

1978年，约翰·卡罗尔（John Carroll）发表了一项研究成果，他将易得性直

觉与对一个事件的想像联系了起来。卡罗尔的推理是如果一个容易被想像的事件能

够被判断为更可能发生的事件，那么对一个事件的刻意想像可以增加其易得性，从

而使它看起来更可能发生。他用两个实验来验证这样的假设。

第一个实验是在197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前一天进行的，参与者被要求想像他们

在当天的晚上或者第二天一早从电视上看到了总统大选的结果。大约一半的参与者

被要求进行如下的想像：

福特赢得了最后的大选，而卡特由于没有抓住几个关键的州而失败，福特最终赢得了中西部和西部的绝

大多数州的选票，他一共获得了316个选举团的选票，而卡特赢得了222个。如果以州为单位来进行统计，福特最

后赢得了32个州的选票，而卡特赢得了18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选票。

而余下的另一半参与者被要求进行如下的想像：



卡特利用其在南部和东部取得的不可逾越的优势而赢得了最后的大选，福特尽管横扫了西部但是也无济

于事。卡特最后赢得了342个选举团的选票，而福特赢得了196个。卡特赢得了28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选票，而

福特赢得了22个州。

这些情境中使用的是最新的民意调查的结果，参与者不仅要想像这样的情境是

真实的，而且还要同时想像获胜者胜利之后的演讲，以及失败者失败后的情境。这

样的想像力求尽可能真实。然后，当参与者完成这样的想像之后，让他们判断最后

的大选的实际结果如何。

实验的结果表明想像卡特获胜的参与者更多地预期卡特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

而想像福特获胜的参与者更多相信福特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根据卡罗尔的假设，

对给定结果的想像可以使结果容易提取，同时也增加了对其发生概率的估计。

在第二个研究中，卡罗尔（1978）要求匹兹堡大学的学生想像他们的橄榄球队

在1977赛季取得了很好的战绩或者想像他们在该赛季糟糕的表现（匹兹堡大学的橄

榄球队赢得了1976赛季的全国冠军，但是在1977年该队的教练和几位优秀的队员相

继离开了球队）。尽管最后的结果并不能完全验证原来的假设，但还是显示对结果

的想像可以增加对其结果发生概率的预期。例如，在35名想像球队取得好成绩的参

与者中，63％的参与者认为他们在1977赛季可以取得很好的成绩；而在38名想像球

队糟糕表现的参与者中，只有40％的人认为球队能够在1977赛季取得好成绩。结合

这两个研究的结果，卡罗尔认为个体对结果的想像可以增加对其结果发生可能性的

预期。之后，又有一些研究者的研究重复或者发展了这样的研究结果（Anderson，

1983；Gregory， Cialdini，&Carpenter， 1982）。

想像的局限性

如果一个事件的结果很难想像，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如果一个决策者很难想



像出一个事件的结果，其知觉的结果的可能性是会上升还是下降？在1985年，吉姆

·舍曼，罗伯特·恰尔蒂尼，唐娜·施瓦茨曼和金·雷诺兹（Jim Sherman，

Robert Cialdini， Donna Schwartzman，&Kim Reynolds）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研

究。

舍曼和其合作者要求参与者阅读两种疾病的描述之一，这两种疾病在校园里发

生的频率越来越高。这两种疾病在医学上都被称为是“Hyposcenia-B”，但是根据

实验条件的不同，对这两种疾病的描述是完全不同的。在“容易想像”的实验条件

下，参与者读到的疾病描述是非常具体的症状描述，例如肌肉疼痛，很低的能量水

平以及经常性的头痛等等。而在“很难想像”的实验条件下，参与者阅读的是非常

抽象的症状，例如模糊的方向迷失感，神经系统的功能失调以及肝脏发炎等等。

控制组的参与者就是简单地阅读了有关“Hyposcenia-B”的症状描述——无论

想像是简单还是困难的——然后判断将来患上此病的可能性有多大。另一方面，实

验组的被试要求他们“想像在3周的时间内他们感染上了这样的疾病，并且会经历到

描述中的症状。”同时，他们被要求想像一下在3周的时间内，他们感染上这样的疾

病以后的感受。

舍曼和其合作者发现，控制组的被试不会受到结果想像的难易程度的影响，但

是实验组的结果是非常显著的。在实验组的被试中，相对于控制组的被试而

言，“易于想像”的实验条件下，被试认为感染此病的可能性更大。舍曼等人

（1985）认为对结果的想像并不能保证其出现的可能性更高；如果事件的结果是很

难想像的，想像的努力就会降低人们对其发生可能性的预期。

否定



对事件结果的想像并不一定会提高人们对其发生可能性的预期，另一种情况是

事件的结果是极端负性的。有些事件的结果是如此糟糕，以至于对事件结果的想像

使他们否认这样的结果会在自己的身上发生（Rothbart， 1970）。

对于许多人而言，这样的极端结果事件的例子是核战争。在1989年，作者发表

了一个研究，研究者询问了大约2000个人，让他们估计一下在未来的10年中发生核

战争的可能性有多大。尽管在本书的第13章中将更加详细地阐述这个研究的过程和

结果，但是其中的两个结果与易得性直觉是相关联的。首先，让参与者很形象地想

像核战争爆发时的情景（例如，增加“结果的易得性”）并不能显著地影响个体对

于发生核战争可能性的预期。第二，让参与者想像发生核战争的各种不同的途径

（增加“路径的易得性”）同样不能显著影响他们的判断。第二个结果是令人惊讶

的，因为有不少的研究已经发现路径易得性的重要性（Hoch， 1984；Levi&Pryor，

1987；Ross， Lepper， Strack，&Steinmetz， 1977；Sherman， Zehner，

Johnson，&Hirt， 1983）。

人们对于这样一些情境——包括将自己最亲近的朋友和家人火化这样的情境

——产生如此强烈的否定感，以至于认为核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就是这样一种排

斥感抵消了上升的易得性，使个体对于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预期保持不变。这样，

如果一个事件的结果是非常恐怖的，就会使个体产生否定感，这样对其结果的想像

并不一定能够提高个体对其结果发生可能性的预期。

生动性

与易得性相近的一个概念是生动性。生动性通常是指某事件多么具体和易于想

像，尽管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它还会有其他的含义。有时候，指某事在情绪上的令

人激动，或者是事件之间在时间或者空间上的接近性。许多研究的结果表明，决策



者更加容易被生动的信息所影响，而不是平淡的、抽象的或者是统计的数据

（Nesbett&Ross， 1980）。

例如，尤金·博吉达和理查德·尼斯比特（Eugene Borgida&Richard

Nusbett， 1977）进行了一项研究，对比了一项大学课程评估的统计数据和一个更

加生动的描述之间的有效性。参加本实验的被试，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密歇根大学心

理学专业的学生，他们被安排到了三个不同的实验条件下：（1）基线条件，在这样

一个实验条件下，他们读到的是一个在5点量表上的对课程的评分统计结果，这样一

些统计结果都是来自于上一个学期选课同学对于该门课程的打分；（2）面对面的条

件，在这样一个实验条件下，被试听取了1～4个不同学生委员会对课程的评估报告

（这样的评估委员会也为不同的课程在5点量表上进行打分，评分的结果与上一个基

线条件下的结果是相同的）；（3）没有评估结果的控制条件，在这样的实验条件

下，被试既没有听到也没有读到任何有关课程评估的信息。然后，在读完学生对课

程的评估信息或者听完委员会对课程的评估报告之后（对于控制组而言，他们并没

有得到任何的信息），学生被要求列出27门大学课程中哪一些是他们将来最有可能

选择的课程。

因为基线条件下的被试读到的信息包含了几乎所有学生对该课程的评估结果，

因此最“逻辑”的结果是在该实验条件下的被试最容易接受课程推荐中的所推荐的

课程。但是正如表11.1所示，博吉达和尼斯比特发现结果正好相反，只是听取了少

数学生的评估意见的学生比那些读过详细的综合统计分析结果的学生更容易接受所

推荐的课程。事实上，基线条件的被试与控制条件的被试相比，在统计上他们并没

有显著地多选被推荐的课程，而少选没有被推荐的课程。而只有面对面实验条件的

被试与控制组的被试之间的差异是显著的。与控制组的被试相比，面对面条件的被

试平均多选了1.4门推荐的课程，而少选了0.9门非推荐的课程。



这样的实验条件可以证明少量的对课程的生动评价可以超过综合性的统计数

据。正如许多新车购买者都遇到过的，一个生动的关于车辆瑕疵的故事足可以消磨

掉你从《消费者报告》这样专业杂志的统计中建立起来的信心（Nisbett，

Borgida， Crandall，&Reed， 1976）。同样，罪犯或者目击者对犯罪事实的生动

描述也可以掩盖犯罪的统计数据和报告。因为这样生动的信息是“可得的”，与平

淡的信息相比更容易被回忆起来，因此会使决策产生偏差。

在法律上的应用

生动信息的力量深得广告人、政客以及许多其他的“专业说服者”的青睐。而

生动性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一个领域是法庭。罗伯特·雷耶斯，比尔·汤普森和

戈尔登·鲍尔（Robert Reyes， Bill Thompson，&Gordon Bower，1980）通过一项

研究来证实这样的观点，即信息的生动性可以影响陪审团最后的决策。实验是通过

两个过程来完成的。

表11.1　推荐生动性的力量

注释：该表摘自博吉达和尼斯比特所做的研究（1977）。比起控制组学生来，面对面条件下的学生选择

了更多的推荐课程和更少的非推荐课程，而基线条件下的学生与控制组没有显著差异。

第一步，被试读到了一个关于酒后驾驶的案例。被告在圣诞节晚会以后驾车回

家，撞倒了一个停车的标志，最后与一辆垃圾车相撞。但是被告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还没有检测，需要在当时这样一些证据的基础上进行判断。辩方认为被告并没有酒



后驾车。

在读完被告的一个简单的人格描述以后，被试将读到9条由辩方提供的无罪的证

据，也会读到9条由控方提供的被告有罪的证据。这18条陈述每一条都是一个证据，

将用一种生动或者平淡的方式提供给不同的被试。例如，控方的一条平淡的证据是

这样描述的：

在他出门的路上，桑德斯（被告）沿着桌子蹒跚而行，将一个盘子打落在地上。

同样的证据，用生动的方式表述是这样的：

在他出门的路上，桑德斯（被告）沿着桌子蹒跚而行，将一个蘸酱的碟子碰到了地上，酱在粗毛绒的地

毯上溅了一地。

同样，辩方平淡的证据是这样表述的：

在交叉询问中，垃圾车的驾驶员承认，在晚上，垃圾车是很难辨认的，因为该车的颜色是灰色的。

而同样的信息用生动的方式表述是这样的：

垃圾车的司机承认垃圾车是灰色的，他说：“因为它成天在垃圾堆里面打滚，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做，难

道把它涂成紫色吗？”

大约一半的被试获得的是辩方生动的证据陈述和控方平淡的证据陈述；而另一

半的被试获得的是辩方平淡的证据陈述和控方生动的证据陈述。

当读完这18个陈述以后，被试被要求进行下面三个决策：（1）你认为在事故发

生的时候，桑德斯喝得有多醉？（2）以你个人的观点，你认为桑德斯是有罪还是无

罪的？（3）如果你是陪审团的成员，你必须依据“在毫无疑问的情况下才可以定

罪”的原则，你会怎样进行裁决？（这三个判断最后将平均起来形成一个总体指



数，判断被试认为桑德斯犯罪的程度。）第一阶段的实验结束，被试可以返回，但

是被要求在48小时以后回来进行实验的第二阶段。

当被试来参加实验的第二阶段时，首先要求他们尽可能多地回忆两天以前读到

的18条证据。他们要回答第一阶段结束时要求回答的同样的三个问题。告诉被试他

们不用要求自己的回答与上一次相同，他们应该“就像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案例一

样”做出自己的判断。

雷耶斯，汤普森和鲍尔的实验结果发现，在第一阶段，当被试读完18条证据之

后，证据的生动性并不能影响他们的判断，但是在实验的第二阶段（48小时以后）

却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控方生动证据条件下的被试更多地认为被告是有罪的。雷

耶斯，汤普森和鲍尔（1980）对这一延迟现象的解释是生动的证据更容易被回忆起

来。同样，在博吉达和尼斯比特（1977）的研究中发现，相对于平淡的信息而言，

生动的信息最终可以产生更大的影响。这样的结果也可以解释为生动的信息更容易

被提取。

不同的声音

为了证实以上的结论，有必要对有关“生动效应”的研究进行一次综述，以期

了解在一般情况下，生动的信息相对于平淡的信息而言，是否能够产生更大的影

响。谢利·泰勒和苏珊娜·汤普森（Shelley Taylor&Suzanne Thompson，1982，

p. 178）对有关“生动效应”的实验室研究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总结，结果发现绝大

多数的实验室研究都发现生动效应是混合的，或者在有些实验室研究中根本就不存

在生动效应。他们的结论是：至少相对于实验室研究而言，即便生动效应确实存

在，这样的效应也是相当微弱的。



这个结论当然可以调节一下以往的结论，认为生动信息能够产生很大影响的观

点值得商榷。同时，我们也不可否认，在一定的情境下，生动效应确实是存在的。

原因有三个。第一，泰勒和汤普森在下一般性结论的同时也提出了许多的特例。例

如，他们发现使用案例的历史资料就比统计的或者抽象的信息更具说服力；在一定

的情境下，使用录像的呈现方式就比书面或者口头的陈述更具说服力。第二，泰勒

和汤普森也意识到，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来解释研究结果的缺损。在一个具体

的实验条件下没有发现生动效应，完全可能是由于实验设计中存在一定的偏差，从

而导致实验的结果产生偏差，在某些研究中，生动性的变量与其他几个变量都产生

了混淆。最后，泰勒和汤普森也指出，在实验室条件下，可能促使被试关注日常生

活中经常被他们忽视的一些信息，这样就导致生动效应没有办法通过实验室模拟的

方法得以验证。因此，实验室的设计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生动效应在人们日常

生活中的作用。

在最后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尽管生动效应在某些情境下是可以产生作

用的，但是其适用的范围和效力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同时，依据易得性直觉的一

般原则，相对于平淡信息而言，对事件的生动描述可以提高人们对其发生概率和频

率的判断。

结论

在很多情况下，易得性直觉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多关于发生频率和概率的准确估

计。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它同样可以使人们的判断产生很大的偏差。例如，人们基

于对胃癌这样的致死性疾病死亡率的认知来判断公共的健康水平。如果这样的疾病

的死亡率被低估，人们就不太可能采取很多预防措施（Kristainsen， 1983）。同

样的，如果一些描述非常生动的，但是并不经常发生的致死原因被高估了，人们的



视线也将随之转移，而忽略了普遍的危险。例如，有一些作家也指出，美国人高估

了他们在国外旅游时遭到恐怖分子袭击的概率（Paulos， 1986， November 24）。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公开比较这些以往被我们低估或者高估的危险。例如，

美国癌症协会就可以推行一项公共信息运动，比较一下胃癌与其他公众认为更加危

险的事故的死亡率，如谋杀和交通事故等。结果公告牌可能宣布：“今年死于胃癌

的人数大于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毫无疑问，这样的比较可以使人们意识到胃癌

的死亡率比他们想像的高得多（尽管这种宣传有可能使人们忽略交通事故的死亡

率）。旅行社也可以使用同样的策略，告诉旅行者他们在国外遭遇交通事故的可能

性远远大于受恐怖分子袭击的可能性。

谈到估计事件发生的概率和频率，易得性直觉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大家

需要牢记的是：易得性直觉也仅仅是影响人们对概率和频率判断的因素之一。在第

12章中我们将讨论影响人们概率判断的其他因素，以及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

避免在决策中产生偏差。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

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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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概率和风险

概率和风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我们轿车的刹车，我们头顶的云

彩，我们每天摄入的食物以及我们对他人的信任。但是风险通常很难进行量化，甚

至概率事件中最基本的问题也可能成为一个很大的挑战。设想一下专栏作家玛丽莲

·沃斯·萨万特（Marilyn vos Savant， 1990， 9月，p. 13）对声名狼藉的“游

戏秀问题”所做的讨论。

假设你正在参加一个游戏，你可以选择三扇不同的门：在其中一扇门的背后是一辆轿车，而另两个门后

面是山羊。你选择了一号门，然后主持人说我们来看一下另两个门后面到底是什么，主持人打开了三号门，后面

是山羊。然后他问你：“你是否会选择二号门？”这个时候你会改变主意，转而选择二号门吗？

在你继续阅读以前，请先做出您的选择。

许多人都认为在这个时候是否改变决策都没有什么差异。原因是他们认为在主

持人打开其中的一扇门以后，剩余的两扇门背后有轿车的概率是相同的。然而，这

并不是正确的答案。

正确的答案是你应该改变你的决策。对于这个问题，萨万特是这样来解释的：

当你从三扇门中挑选第一扇门后，你就有三分之一的机会得到大奖，而有三分之二的机会得到山羊。但

是随后主持人上台来给你提供线索。如果轿车是在二号门，他就会选择三号门来给你看；而如果轿车是在三号

门，他就会选择二号门来给你看。因此，如果奖品是在二号门或者三号门的后面，你只要改变你的决定，你就可

以获得大奖，只要它是在二号门或三号门的后面！但是如果你不改变你的决定，那只有奖品在一号门后面的情况

下，你才能够得奖。

矛盾信息的困惑

这里有另外一个难题：假设你是一位外科大夫，正在为一位妇女检查她是否得



了乳腺癌。她的乳房上有一个肿块，但是依据你多年的临床经验，她患有

表12.1　游戏秀问题的结果

注释：正如上表中显示，如果你采取改变决定的策略，在九种不同的情况下，有六种情况你将获得最后

的胜利（adapted from Selvin， 1975， February）。因此采取改变决定的策略才是最佳的策略。

恶性肿瘤的概率只有1/100。但是为了安全起见，你让她做了X光检查。这样的X光检查确诊恶性肿瘤的准确

率为80％，而检测良性肿瘤的准确率为90％。

令你非常惊讶的是，检查报告显示该妇女乳房上的肿块是恶性肿瘤。

问题：你先前的观点认为该妇女患有恶性肿瘤的概率只有百分之一，而检查报

告的结果准确性为80％或者90％，现在你认为这位妇女患有恶性肿瘤的概率为多

少？（在你继续阅读之前，请给出你的答案。）

根据戴维·埃迪（David Eddy， 1982）的研究结果，在100位外科大夫中有95

位大夫认为这位妇女患癌症的可能性为75％以上。但是事实上，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7％或者8％——只有大家所认为的1/10。很显然，大夫认为该妇女患癌症的概率大

致与X光检查的准确性类似。决策研究者罗宾·迪尤斯（Robyn Dawes）将这样的错



误称为“矛盾信息带来的困惑”。

为了让大家了解为什么正确的答案是7％或者8％，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统计学中

一个不太为人了解的定律——贝叶斯定律。根据贝叶斯定律，估计该妇女患癌症可

能性的方法应该是：

这里“P（癌症）”就是患者得癌症的概率，“P（癌症|阳性）”表示在检查结

果为阳性的情况下，患者得癌症的概率。前者是一个简单概率，而后者是一个条件

概率。

等式的左边就是埃迪要求外科大夫判断的概率，而等式的右边则可以通过问题

中给定的信息得到：

P（癌症）=.01[最先估计患者得恶性肿瘤的概率为1％]

P（良性）=.99[患者没有患癌症的概率]

P（阳性|癌症）=.80[癌症的检查结果下可能有80％的概率患者为阳性]

P（阳性|良性）=.10[将良性误判成恶性的概率为10％]

既然公式中的数据都是已知的，就可以将所得到的数据带入公式，计算出患者

患有恶性肿瘤的条件概率为：



对于许多人而言，这样的结果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但是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参加

埃迪实验的外科大夫得到相关信息后的反应方式。埃迪是这样来描述的（1982， p.

254）：

这些决策错误的大夫通常都假定X光检验呈阳性的患者得癌症的可能性就大致等于X光检查的准确性……

第二个概率是在临床中得到的，他们对此都非常熟悉，但是第一个概率需要大夫进行临床的决策。即使不是绝大

多数，也有许多大夫会把两者混淆起来。

尽管对于矛盾信息的困惑绝不仅仅局限于外科大夫，但是，在这个领域中，这

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在有关生死的决策中，很少有机会能够弥补。

如果在某种情境下贝叶斯定律并不能够起作用，你该怎么办呢？答案就是我们

应该认真地审视统计学上被称为“先验概率”的概念。先验概率（prior

probability）就是在新信息（X光的检查结果）到来之前，对一个事件发生概率的

最佳估计。在乳腺癌决策问题中，先验概率就是大夫起初对于患者得癌症的概率判

断，为1％。因为在这样的情境中先验概率是非常低的，而X光的检测准确率为80％

～90％，因此在获得X光检查结果以后的概率判断应该不会比先验概率高出很多。如

果实际的结果中先验概率是非常不可能发生（或者非常可能发生），然后“更

新”源于不十分可靠的信息，这样的原则同样可以产生作用。根据像贝叶斯定律这

样的标准理论，先验概率和修改后概率之间的绝对差异不会很大。

这样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对事件的概率判断同样会受到事件结果“效价”（就是事件的结果在多大程度

上被认为是正性的还是负性的）的影响。早在20世纪50年代，许多研究都已经证

明，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个体认为正性结果发生的概率比负性结果要高

（Blascovicn， Ginsburg，&Howe， 1975；Crandall， Solomon，&Kellaway，



1955；Irwin，1953；Irwin&Metzger，1966；Irwin&Snodgrass，1966；Marks，

1951；Pruitt&Hoge， 1965）。当要求个体对事件的发生概率进行判断，或者判断

两个结果哪一个更加可能发生，或者打赌一个结果的发生概率时，以上的现象都存

在。即使是为了提高准确率而给予物质刺激的时候，这样的规律还是存在（尽管在

这样的情况下，这种效应有可能降低）。

关于这种偏差的直接证据来自于戴维·罗森汉和塞缪尔·梅西克（David

Rosenhan&Samuel Messick）在1966年进行的研究。在实验中，罗森汉和梅西克一共

使用了150张带表情的图片（如图12.1），其中有一些图片是皱眉的脸孔，还有一些

是微笑的脸孔。在其中的一个实验条件下，70％的图片是微笑的脸孔，而30％的图

片是皱眉的脸孔；而在另一种实验条件下，30％的图片是微笑的脸孔，而70％的图

片是皱眉的脸孔。被试的任务就是猜测当每一张图片翻过来时是微笑的脸孔的概

率。

罗森汉和梅西克的实验结果发现，当图片中70％是微笑的脸孔的时候，被试的

反应是比较准确的。在整个实验过程中，被试判断是笑脸的平均可能性为68.2％。

但是在另一种实验条件下（70％是皱眉的脸孔），被试判断是皱眉的脸孔的平均可

能性只有57.5％——明显少于70％的概率。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体对结果效价的估

计影响了个体对结果发生概率的判断。

同样的发现并不仅仅局限于笑脸的实验中。在人们对生活中发生的正性和负性

事件进行判断时也存在同样的现象。例如，在尼尔·温斯坦（Neil Weinstein，

1980）对Rutgers大学Cook学院学生进行的一项研究中，他要求学生回答下面的问

题：“与Cook学院的其他学生相比——当然是与同性别的学生相比——你认为下列

事件有多大的可能性会在你自己身上发生？”学生进行判断的列表中有18件正性的



事件和24件负性的事件，要求他们给出（相对于其他学生而言）他们认为以后会经

历这样的事件的概率。

图12.1　图为罗森汉和梅西克（1966）在他们所做的概率估计研究中所使用的刺激。

温斯坦发现，平均而言，学生认为自己经历正性事件的概率比其他人高15％，

而经历负性事件的概率比其他人低20％。具体而言，他们认为自己毕业以后能够得

到很高起薪的概率比其他人高42％，拥有自己的家庭的概率比其他人高44％，今后

会染上酗酒的恶习的概率比其他人低58％，在40岁以前得心脏病的概率比其他人低

38％。如果你是一名大学生，你可以做一下读者调查中的5a～5d，然后比较一下你

的答案如何。

复合事件

在概率理论中，单个的事件被认为是“简单”事件，同时多个事件被认为

是“复合”（compound）事件。例如，一次开奖的彩票就是一个简单事件，而两次

开奖（只有在两次开奖中都中奖，才能够获得最后的大奖）的彩票就是一个复合事

件。如果一件复合事件是由A和B两个事件同时发生而组成的（例如在两次开奖的彩



票中都中奖），这样的事件被称为“连续事件”；而如果复合事件是由事件A或者事

件B其中的一件发生组成（例如两次开奖的彩票中只要有一次中奖即可），这样的事

件被称为“非连续事件”。当需要估计一件复合事件的发生概率时，人们遇到的困

难将会更加复杂。

首先，人们通常会高估连续事件的发生概率。约翰·科恩、切斯尼克和哈伦

（John Cohen， E. I. Chesnick，&D. Haran， 1971）的研究结果显示，要求被试

判断多个阶段的彩票中奖概率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当彩票分两个阶段进

行，每一个阶段中奖的概率只有50％时，人们判断最后中奖的概率是45％——几乎

是正确答案的两倍（在这里你可以将彩票想像成一个没有偏差的硬币，综合考虑连

续投掷两次的结果，你就可以发现连续两次出现正面的概率只有25％）。同样，当

每次中奖的概率只有1/5的时候，一个两阶段彩票的中奖概率只有1/25，而被试的判

断却是30％。

在许多情况下，我们都可能高估事件发生的概率，但是与科恩、切斯尼克和哈

伦的实验结果相比，这些高估只是小巫见大巫。他们的研究结果发现，当彩票涉及

多个阶段，并有多个结果同时存在的时候，人们的估计更加不准确。例如，当要求

人们判断一个8个阶段的彩票，每一个阶段中奖的概率是1/8时，人们认为最终中奖

的概率是1/20。这比实际的中奖概率高出了百万倍。

当人们需要估计一个复杂系统是否能够正常运作的时候，对连续事件发生概率

的高估判断就显得尤为重要。例如，假设你能够建立一个导弹防御系统，该系统由

500个独立的部件或者子系统构成（根据现在的技术，这样的一个导弹防御系统所需

要的零部件的数量是该数量的几千倍），假设这个系统中的零部件在第一次使用时

的可靠性是99％，那么整个系统在第一次使用时的可靠性如何？



结果会令很多人感到惊讶，整个系统的可靠性小于百分之一。

为什么可靠性会降到如此低的程度？在第13章中，我们将详细地论述——决策

者在判断一个复合事件的发生概率的时候，更加倾向于“锚定”或者固着在其简单

事件的发生概率上（在上面的例子中，每一个简单事件发生的概率为99％）。一旦

决策者将这样的简单概率固着在自己的头脑中，他们就很难根据大量的简单事件需

要同时发生这一事实对概率的判断进行调整。因此，当复合事件是由大量的简单事

件构成时，人们往往会高估其发生的概率。同样的原理也可以运用到非连续事件

中，人们往往会低估非连续事件发生的概率。当非连续事件是由许多低概率的独立

事件组成时，人们就会低估该复合事件发生的概率，这时的概率是简单事件中至少

有一件发生即可。例如，人们通常会低估在连续几年使用避孕工具的情况下，至少

发生一次怀孕现象的可能性（Shaklee&Fischhoff， 1990）。

马亚·巴-希勒尔（Maya Bar-Hillel， 1973）通过实验验证了人们在判断连续

事件时容易出现高估，而在判断非连续事件时容易出现低估的现象。巴希勒尔要求

被试在两个不同的选项之间进行选择，一个选项是简单事件（例如，从装有2个彩球

和18个白球的罐子中摸到彩球），而另一个选项是复合事件（从一个装有10个彩球

和10个白球的罐子中，连续摸到4个彩球，每一次摸完之后彩球复位，保持原有的状

态）。被试将面对4～5对这样的选择（通常都是由一个简单选项和一个复合选项构

成的），并被告知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自由选择，实验结束之后，还会根据他们的

表现得到一定的报酬（以激励被试更加积极地参与实验）。



图12.2　马亚·巴-希勒尔发现，当复合事件是相关联的时候，人们更喜欢复合性的赌博而不是简单赌

博。我们在摸球时更愿意从右边罐子中连续摸四次，而不是从左边罐子中摸一次。与之相反，当复合事

件不相关时，人们就更喜欢简单赌博而不是复合赌博（详见正文）。

巴-希勒尔的研究结果发现，尽管所有选项的预期概率都是大致相同的，但是当

复合事件是连续事件时，被试会更倾向于复合选项；而当复杂事件是非连续事件

时，被试则更倾向于选择简单选项。例如，在上文中提到的两个选项中，15个被试

中有12个选择复合选项，即连续拿出四个彩球（该选项发生的可能性是.06），而不

是简单选项（该选项发生的可能性是.10）。同时，当复合事件是非连续事件时（即

只要其中有一次抓到彩球即获胜），被试更加倾向于简单选项。在20个被试中有14

个选择一次摸到一个彩球的选项（获胜的概率为.70），而不是6次尝试的机会，只

要有一次成功即可（在这种情况下，一次摸到彩球的概率为.20，而综合考虑6次的

情况，最终获胜的概率为.74）。这样的结果显示，人们在判断连续事件发生的概率

时倾向于高估，而判断非连续事件发生的概率时倾向于低估（Barclay&Beach，

1972；Wyer，1976）。



保守主义

更加糟糕的是，一旦人们形成了对某一事件的概率判断，那么当呈现给他新信

息的时候，他改变其原先判断的速度是比较慢的。这种不愿意改变先前概率估计的

惰性被称为“保守主义”（conservatism）（Phillips&Edwards， 1966）。这样的

保守主义都是相对于如贝叶斯法则这样的标准理论而言的，个体在接受到新的信息

以后，改变概率估计的速度应该快得多（Hogarth， 1975）。

例如，在读者调查中的第29题中，沃德·爱德华兹（Ward Edwards，1968）提

供了这个案例：

假设有两个装满了数百万张扑克牌的罐子。在第一个罐子中，有70％的扑克牌是红色的，30％的扑克牌

是蓝色的。而在第二个罐子中，有70％的扑克牌是蓝色的，30％的扑克牌是红色的。假设随机选择其中的一个罐

子，从中拿出了12张扑克牌：其中有8张是红色的扑克牌，4张是蓝色的扑克牌。你认为你是从第一个罐子中拿出

这12张牌的概率有多大？（请以百分数的形式给出你的答案）

如果你的答案和大多数人一样，你会认为概率在70％到80％之间。从本质上

讲，你将原先的随机概率50％（两个罐子是随机选择的）调整到了70％到80％之

间，主要是因为抽出的红色扑克牌大于蓝色。但是根据贝叶斯法则，正确的答案应

该是97％（详细计算见Edwards， 1968）。比起数据可以允许的改变来，绝大多数

人对概率估计作出的改变要保守得多。事实上，爱德华兹（1968， p. 18）认为：

对该数据的简单分析发现，要花费两到五次观察才能达到一次观察就能引起的估计

的改变。

对风险的知觉

在美国，每六个死亡的人中就有一个是由于吸烟引起的（Hilts， 1990， 9月



26日）。平均而言，一个重度男性烟民的寿命将减少8.6岁，而一个重度女性烟民的

寿命将减少4.6岁（Cohen&Lee，1979）。据估计，平均抽1.4根烟增加的死亡概率等

于居住在一个核电站20英里外长达150年的时间（Wilson， 1979年2月）。

这样的一些统计结果表明，一些风险程度相同的事件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表达

出来。对风险的知觉是高度主观性的，人们所采取的预防措施往往取决于具体的风

险呈现方式以及风险的种类（Stone&Yates， 1991）。例如，昌西·斯塔尔

（Chauncey Starr）认为人们经常会“自愿”接受一些风险（例如，来自吸烟或者

滑冰的风险），而不愿意接受另外一些风险（例如，来自核电站的风险）。正如斯

塔尔（1969， p. 1235）所指出的那样：“我们不愿意别人来指手画脚，我们要自

得其乐。”尽管这样的情况并不总是发生（Fischhoff， Lichtenstein， Slovic，

Derby，&Keeney， 1981），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往往如此。

风险知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世界上的一些重要决策，如全球的环境、

国家间的安全以及疾病流行学都越来越关注这样一个概念。但是当人们谈及风险这

个概念时它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风险是不是与特定行为的不良结果预期数量相等

同？是什么样的特征使得某一个事件显得更具风险性？

正如现实情况一样，对风险的知觉通常是非常复杂的。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

风险不同于对某一事件不良结果的预期，它的含义更加丰富。

保罗·斯洛维奇和他的同事揭示了公众对风险的知觉中的三个基本维度。第一

个维度被称为是“恐怖风险”，其特点是“知觉到缺乏控制感，恐惧，灾难性，不

良后果以及利益与风险不相匹配”（Slovic， 1987， p. 283）。这样的维度与一

般公众对风险的知觉是最为接近的，该风险的最极端的例子是与核武器及核能相联

系的风险。第二个维度我们称之为“未知的风险”，这样的风险所包含的特点



是“无法观测的，无法了解的，新颖的，以及其所造成的伤害是延期的”。基因和

化学技术所造成的风险就是这类风险中的极端例子。最后一个维度就是面对某一个

特定风险时个体的数量。尽管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可以影响个体对风险的知觉——

例如个体对概率估计的保守性、危险的真实性或者可得性以及灾难发生的时间特征

——但是，保罗·斯洛维奇和他的同事的一系列实验都证明了这三个维度的存在。

研究人员发现的最有意思的研究结果之一就是，普通个体与专家相比，他们对

风险的知觉方式是完全不同的（Slovic， Fischhoff，&Lichtenstein， 1979，

4）。普通个体并不能很好地估计各种风险的大小，他们对风险的总体知觉总是

从“灾难发生的可能性”以及“对下一代的威胁”角度来考虑，而不是根据其发生

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专家能够很好地估计风险的大小，他们对风险的知觉与其发

生的概率是紧密相连的。

举例说明，一般的大众都会将核能视为是一种非常恐怖的风险（主要是基于其

发生灾难的破坏力及其对下一代的影响），而专家则认为核能是一种相对较小的风

险（主要是依据其发生的概率）。事实上，保罗·斯洛维奇和他的同事（1979年4

月）让大学生评估30种不同的行为和技术的风险程度，学生们都将核能视为是最具

风险的技术。当要求部分全国范围内广受尊重的风险评估家来评估相同的行为和技

术时，他们将核能排在第20位——甚至排在骑自行车的后面。

事故可以使我们更安全吗

1980年6月3日，美国空间战略司令部（SAC）的官员正在进行日常的检查，查看

是否有遭受前苏联导弹袭击的迹象。这样的事情通常来讲是不可能发生的，也没有

迹象表明会发生类似的事件。



突然，有一台计算机发出了警报，前苏联已经从陆地和核潜艇上发射了携带核

弹头的导弹。在几分钟之内，导弹将到达美国本土。

空间战略司令部立即做出了反应。在本土，上百架携带核武器的B-52战略轰炸

机已经整装待命，随时准备出发；核潜艇的指挥官也整装待发；导弹发射的指挥官

也已经将发射的钥匙插入发射位置。整个美国已经为一场核战争做好了准备。

然而，在第一个警报发出三分钟以后，大家发现这个信号是一个错误信号。美

国的军队迅速解除了警报，并且开始了一系列的调查。几天以后又出现了同样的错

误，这次，终于找到了事故的元凶，一枚价值0.46美元的计算机芯片失灵了，对于

来袭的导弹数字信号，该芯片向电脑间歇性地输入了2，而不是0。

人们对于这个错误警报的反应是很有意思的。基本上讲，核武器的反对者认为

这样的事件使他们感到更加不安全，而支持者则报告他们感到更加安全。例如，美

国的发言人弗兰克·霍顿（Frank Horton）警告说，这样的错误信号“对国家安全

是一个重大的威胁，可能会导致前苏联的过度反应，并引起双方的核战争”；而北

美空间防御指挥部的长官詹姆斯·哈廷格（James V. Hartinger）将军在发生错误

警报事件之后认为：“我现在对于我们的防御系统更加放心了，因为现实证明这样

的错误我们是可以克服的”（U. S. Congress， 1981，May 19-20， pp. 131-

133）。

同样的现象发生在三里岛事件以后（Mitchell， 1982；Rubin， 1981；

Slovic，Fischhoff，&Lichtenstein， 1982a；Weinberg， 1981）。艾伦·梅热

（Allan Mazur）（1981， pp. 220-221）调查了42位科学家（在三里岛事件之前，

这些科学家都对核能问题有过公开的表态），他说：“没有一位科学家因三里岛事

件而改变他们对核能的看法……绝大多数科学家对这次事件的解释与他们先前对于



核能的观点一致。核能的反对者认为这是一场大灾难，表明私营企业和政府管理人

员并没有能力用一种安全的方式来管理反应堆。而核能的支持者认为在事件中并没

有一人死亡，辐射的扩散量也相对较小，因此安全防御措施还是能够起作用

的。”双方都在寻找有利于自己观点的证据，核能的反对者因为发生了这样的核泄

露事件而感到非常的沮丧，并以此为证据证明这样的灾难将来还有可能发生；而核

能的支持者认为这样的安全措施可以起到作用，并相信将来可以避免这样的事故。

当然，尽管人们在美国空间战略司令部和三里岛这样的事件之后，会表现出这

样的反应体现了人们决策的偏差，但是这样的规则也可以在选择不同的曝光媒体和

对公众人物形象的选择中产生作用。为了控制这些因素，本书的作者进行了三个实

验，实验中，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个体阅读了相同的非灾难性技术事故的描述。例

如，在其中的一个实验中，24名Reserve Officers Training Corps（ROTC）的学员

（核能的支持者）与21位和平主义者（核能的反对者）阅读了下面四个相同的有关

核武器技术事故的内容。这些事故——尽管是真实的，但是都不为人知——包括：

美国的一个导弹模拟实验由于一个固定螺丝出现故障，而导致一枚导弹发射升空。

一枚俄罗斯的导弹发生故障，目标直指阿拉斯加。

一份假冒的美国海岸警卫队报告谎称总统遇刺，于是副总统发动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俄罗斯海军发出了错误的警报，声称与美国进入战争状态，要求舰艇的指挥官准备与美国军队进行战

斗。

所有的被试在阅读完所有描述之后要回答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有两个关键的问

题。第一个问题是：“当一个人为或者技术故障发生以后，在评估将来无意中发生

核战争的可能性时，哪一个因素显得更加重要——是事先准备的预防措施，还是第

一次发生的事故？”在核能的支持者中大约有2/3的人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所采取

的预防措施；而在核能的反对者中，除了一位被试以外，其他所有人都认为最重要



的影响因素是第一次发生的事故。正如研究者所预期的，支持和反对核能的人对相

同事件的关注点是不同的。

第二个问题被用来评估以上差异的结果。问题是：“一些人为的和技术的事故

发生以后，并没有引起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核战争。这样的事故是否使你更加有信

心认为以后并不会发生核战争，还是更加没有信心？”答案也是非常明确的，4/5的

被试都认为他们的信心发生了变化，但是改变的方向取决于他是核能的支持者还是

反对者。核能的支持者中有84％的被试认为这样的非灾难性事故使他们更加有信心

相信，核战争在将来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对于核能的反对者来说，他们的信心反

而下降了，见图12.3。

在另外的两个实验中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细节见Plous， 1991）。对某项技

术的支持者通常关注的是安全措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这样的非灾难性事故使它进

一步得到了确认；而反对者强调事故已经发生了，有一些重要的问题已经变得越来

越糟糕。另外，对于将来类似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问题，支持者和反对者所得出的结

论也是相反的。当阅读了一个给定的事故描述之后，支持者认为将来发生类似事故

的可能性降低了，而反对者认为将来发生类似事故的可能性提高了。



图12.3　以上这些百分比基于对下列问题的回答：“几个严重的人为的和技术上的失误并没有导致两大

集团之间核战争的爆发。这样的失误使您对将来核战争不会发生更加有信心？还是更加没有信心？或者

两者都不是？”

无论这样的事故是由于人为的原因还是技术的原因造成的；是美国还是俄罗斯

的事故；是与能源相关还是与战争武器相关；是预先知道的还是未知的，上面的研

究结论都成立。态度的极化现象同样是很明显的，无论他们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

因此，在很多情境中，个体对于风险的知觉通常会受到其先前观点的很大影响。

建议



决策者在对概率和风险进行判断的时候可以采取以下一些简单的措施来尽量避

免偏差：

√保持正确的记录。记录过去发生的某些事件的发生频率，这样就有可能减少

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的发生，减少可得性偏差以及其他一些由于信息呈现方式的不

同而产生的偏差（例如，Hintzman， 1969；Ward&Jenkins， 1965）。

√警惕如意算盘。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往往会高估渴望事件发生的概率，同时

也会低估自己不希望发生的事件的概率（尽管这样的规则存在着很明显的特例，例

如在某些情境下，一些令人忧虑的结果的可得性可能会使人们的概率估计产生波

动）。打消这种如意算盘的最好方法是找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来进行评估。

√将复合事件分解为简单事件。如果一个复合事件是由一系列简单独立事件构

成的（如这些事件的结果是互不相关的），一个有用的策略就是分别估计每一个简

单独立事件发生的概率。如果这样的复合事件是连续性的，则将这些概率相乘。例

如，在投掷硬币的时候连续投掷三次，都是正面的可能性（由三个简单事件组成的

复合事件）将是.50×.50×.50（因此最后的概率是.125）。相反，如果复合事件是

非连续事件，将独立事件发生的概率相乘，然后用1减去这个概率即可。例如，连续

三次投掷硬币，至少有一次出现正面的概率是1减去.125，最后的概率应该为.875。

这样的方法只能使用在由统计意义上独立的简单事件构成的复合事件上（像投掷硬

币），而如果简单事件的结果是相互关联的，那么这样的方法就不适用了。

结论

正如前面三章的内容所示，人们对概率和风险的估计容易受到一系列偏差的影

响。有一些偏差来自于代表性和可得性偏差这样的直觉，而另一些偏差则是动机因



素的结果，还有一些偏差来自于个体事先的预期和信息呈现的方式。尽管许多偏差

是可以修正的，但这些偏差确实可以使我们在进行概率判断时犯错误。在第13章中

我们将讨论另一种偏差的来源，我们称之为“锚定与调整”，它可以影响概率的评

估和许多其他类型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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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锚定与调整

在你面前有一个幸运轮，幸运轮上面有一些数字，当你转动这个幸运轮以后，

指针定在数字65上。下面你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非洲国家的数量在联合国国家

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是大于65％还是小于65％？你并不用仔细考虑这个问题，你的

答案肯定是小于65％。

然后问你，非洲国家的数量在整个联合国中占的实际百分比是多少？经过一番

思考以后，你给出的答案是45％。一位研究人员记录下你的答案，并感谢你的参

与。然后你就离开了。

现在假定你是另外一个人，你之前并没有回答有关联合国的问题。你转动幸运

轮以后得到的数字是10，而不是65。当这个幸运轮停止转动以后，一位研究人员问

你：你认为非洲国家的数量在联合国国家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是大于10％还是小于

10％？你肯定认为应该是大于10％。

然后问你，非洲国家的数量在联合国中所占的实际百分比是多少？

经过一番思考以后，你给出的答案是25％。

事实上，上面的这些描述正是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在1974年进行的实验程序和

得到的实验结果。被随机分到数字65的实验组的被试，给出的平均估计是45％；而

随机分到数字10的实验组被试给出的平均估计是25％。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使用

了“锚定与调整”的概念来解释这样的现象——也就是说，个体的判断是以一个初

始值，或者说是“锚”为依据的，然后会进行并不充分的上下调整。



自从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进行了这个研究以后，锚定的现象在很多研究中都得

到了证实。研究包括估计5岁以下孩子的母亲中职业女性所占的百分比；女性化学教

授的百分比以及NBC播放的肥皂剧的比例等（Quattrone， Lawrence， Warren，

Souza-Silva， Finkel，&Andrus， 1984）。在对一些非数字的情境进行判断时也

会出现锚定的现象（Quattrone， 1982）。例如，乔治·夸特龙（George

Quattrone）及其同事的研究（1984）发现，事先随机阅读的正性和负性的文章，可

以影响个体对SALTⅡ武器控制公约的态度。Daniel Cervone和菲利普·皮克

（Philip Peake）的研究（1986）发现，事先的“锚”可以影响个体对自己完成任

务的估计——进而影响他们在这些任务中的坚持性。

非常令人惊讶的是，锚定效应并不会因为使用了金钱刺激（为了提高实验的准

确率）（Tversky&Kahneman， 1974；Wright&Anderson， 1989）或者给予被试更加

极端的锚定而消失（Quattrone et al.， 1984）。在一个实验中，夸特龙和他的同

事（1984）让被试在事先进行了一些判断之后进行数量的估计，事先进行的判断包

括询问甲壳虫乐队在流行音乐榜排名前十的唱片集的销量是否超过或低于100025

套，大学教科书的平均价格是否超过或低于7128.53美元，以及旧金山的平均温度是

否超过或低于558度。夸特龙的研究团队发现较高的锚定数值会导致个体较高的数值

判断。根据这样的研究结果，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锚定效应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现

象，效应的大小取决于锚和“锚前估计”（在呈现一个锚之前，个体的平均判断）

之间差异的大小，直到两者达到相近的水平。如果这是真实的，那么对于谈判专

家、广告人、政治家以及那些专门从事说服工作的专业人士而言，一开始就采取一

个极端的立场对于他们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

思考一些无法想像的事例



遗憾的是，以往进行的这些有关锚定的研究所针对的都是一些我们并不熟悉或

者并不关心的话题：例如在联合国中非洲国家所占的比例，NBC播出的肥皂剧的比率

以及女性化学教授的比例等等。相对而言，很少有研究关注那些人们关心的热门话

题，或者是已经经过人们思考的问题，或者人们已经相当熟悉的事件等等。属于这

类问题的一个最为极端的例子也许就是，人们对爆发核战争可能性的估计。与锚定

研究中的其他问题相比，核战争的爆发是很多人已经经过认真思考，并且也是一个

非常令人关注的话题。然后，问题就是考察在给定一个较高或者较低的锚以后，人

们对于核战争爆发可能性的判断是否会受到影响。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从1985年1月

到1987年5月，作者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一共采访了大约2000名被试。

在低锚定的实验条件下，要求被试首先回答美国与前苏联之间爆发核战争的可

能性是否超过1％；而在高锚定的实验条件下，要求被试回答两国之间爆发核战争的

可能性是否超过90％（在其中的一个实验中，这个比率是99％）。在被试回答这样

的问题以后，要求被试以百分比的形式来估计他们认为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第三

组被试是属于没有锚定的控制组，被试并没有回答第一个问题而直接判断核战争发

生的可能性。

锚定刺激对被试核战争概率的估计造成很大的影响。被问及核战争的概率是否

大于或小于1％的被试比起那些没有得到具体锚定的被试来会做出较低的估计；相对

而言，被问及核战争的概率是否大于或小于90％（或99％）的被试比起那些没有得

到具体锚定的被试来会给出较高的估计。这样的差异并不受陈述方式——即核战争

爆发或者核战争不爆发（心理学上称为框架效应）的影响，同样，被试对核战争的

熟悉程度和关心程度也不会对结果产生影响。

这样的结果至少可以有两个含义。第一，问题中的一些数字参考值可能会产生



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美国1984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问道：“你是否支持美

国建立一套防御体系来抵御核导弹和轰炸机的攻击，如果这套体系能够击落90％的

来自前苏联的核导弹和轰炸机？”（引自Graham&Kramer，1986）。由于提及了90％

这样一个数值（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很多人今后都会将整

个战略防御体系的有效率锚定在90％上。第二，当支持者举出最好或者最坏的例子

来表明他们的立场的时候，他们可能无法避免将个体的观点锚定在相反的方向上。

例如，1986年《纽约时报》的一位专栏作家认为：“即使整个战略防御体系能够抵

御99％的来自前苏联核武器的攻击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逃脱防御体系的核武器所

具备的强大攻击力还是可以给予致命的打击（Gliksman， 1986年2月13日）。”与

他的目的恰恰相反，这位专栏作家给读者提供了一个锚定值，就是战略防御体系的

有效率可以达到99％。

房地产到底有多真实

锚定效应并不仅仅存在于对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以及战略防御系统有效性的估

计上，例如，前一年的预算支出可能会影响下一年预算的制定，谈判中的起始位置

可能会影响下一轮谈判。同样有证据表明，陪审团向法官陈述证据的顺序（从严重

的到轻微的）——这也是现在正在使用的一种标准程序——可能会导致更严厉的判

决（Greenberg， Williams，&OBrein， 1986）。

格雷戈里·诺思克拉夫特和玛格丽特·尼尔（Gregory Northcraft&Margaret

Neale， 1987）的研究显示，锚定效应还能够影响个体对房地产价格的判断。在这

个研究中，一些房地产代理商有机会参观位于亚里桑那州图森（Tucson）的两个房

地产项目——其中一个评估的价格是74900美元，而另一个评估的价格是135000美

元。在他们参观的过程中，这些经纪可以得到一个10页纸的资料，其中包含了所有



通常能够决定一个房产价格的因素（除了官方评估的价格）：标准的多重上市服务

表（MLS），周边区域正在出售的房产的多重上市服务表以及周边刚刚售出的房产信

息等等。所有代理商得到的房产信息绝大多数是相同的，其中只有一处存在差异：

一部分代理商得到的评估价格比真实评估价格低11％～12％，一部分代理商得到的

评估价格比真实评估价格低4％，一部分代理商得到的评估价格比真实评估价格高

4％，其余的代理商得到的评估价格比真实评估价格高11％～12％。诺思克拉夫特和

尼尔希望考察评估信息中的价格差异是否会影响房产代理商对价格的最终评估。

这些代理商有20分钟的时间参观整个房产，然后给出他们对房产价格的估计：

（1）房产的评估价格，（2）房产广告中的销售价格，（3）购买该处房产的合理价

格以及（4）销售商能够接受的最低销售价格。表13.1总结了房产代理商对价值

135000美元房产的最终评估价格（价值74900美元的房产得到

表13.1　房地产价格的锚定效应

注：该表来自于格雷戈里·诺思克拉夫特和玛格丽特·尼尔（1987）的研究。

了类似的结果）。正如你在表格中看到的，代理商都认为评估信息中给出的价格是偏高的（无论他们的评估

信息中的价格如何），他们的四个估计值也证明了锚定效应的存在。但有趣的是，当被问及影响他们做决策的主

要因素时，只有十分之一的代理商提到了资料中提供的价格信息。

这样的结果显得尤为重要，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证明在现实的生活情

境中，锚定效应也是存在的。通过改变10页资料中的一条信息，诺思克拉夫特和尼



尔就可以控制房地产代理商对地产价格的评估，波动幅度已经超过了10000美元。第

二，这样的结果表明专家并不能避免锚定效应。绝大多数的代理商都有多年经营房

地产的经验，但是多年的经验并不能避免他们的决策受到锚定效应的影响。最后，

只有很少的代理商将资料中的价格因素作为他们决策的重要因素。尽管有一些代理

商可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评估价格依赖于他人的评估价格，但可能许多的代理商确

实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评估受到了他人信息的影响。

锚定效应的其他例子

在读者调查中还有一些锚定效应的例子。例如12a的调查题中，让你估计一张纸

折叠100次以后的厚度。只有很少人给出的答案大于几英尺或者几米，但是正确的答

案远远大于此。假定一张纸的原始厚度是0.1毫米，折叠100次以后的厚度大约是

1.27×1023公里——是地球和太阳之间距离的800000000000000多倍！这样的答案通

常会使很多人感到惊讶，因为他们的想像都来自于刚开始的几次折叠（一个非常低

的锚定值），并不能很充分地估计平方的效应。正确的答案是这样得来的，折叠100

次后纸张的层数一共是2100，假定每一张纸的厚度是0.1毫米，则总厚度为

1.27×1029毫米，相当于1.27×1023公里。

锚定效应的另一个例子来自于读者调查中的17题，问题是如果要将全世界人的

血液都集中到一个立方体中，这个立方体的宽度将是多大？许多人在回答这个问题

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全世界的人口数量。这样的一个数据提供了一个很高的锚定

值，因此当他们估计立方体的宽度时，并不能充分地从高锚定值上调整下来。根据

约翰·艾伦·保罗斯（John Allen Paulos， 1988）的估计，这个题的正确答案仅

仅是870英尺。保罗斯当时假定的全球人口数量是50亿，平均每一个人血液的容量是

1加仑。因为一立方英尺可以容纳7.5加仑，因此容纳全球所有人血液的容器需要



670000000立方英尺。结果，立方体的宽度就是870英尺（8703=670000000）。

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1974）进行了一个实验，同样说明了锚定效应。实验的

内容正如读者调查22题中给出的乘法问题。当特韦尔斯基和卡尼曼要求一组学生估

计8×7×6×5×4×3×2×1这个题的答案时，得到的平均数是2250；而当他们要求

另外一组学生估计1×2×3×4×5×6×7×8的答案时，得到的平均数只有512。很显

然，计算降序数列的学生首先锚定的答案是8、7、6、5的乘积，而计算升序数列的

学生锚定的是1、2、3、4的乘积。但是事实上，这两组学生的答案都远远低于这个

题目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应该是40320。

最后，读者调查中的第13题是这样一个问题：

包括2月29日在内，一年中有366个可能的生日。因此在一个小组中，至少要367个人存在，才能确保至少

两个人的生日是相同的。如果要确保有50％的可能性两个人的生日是相同的，至少需要多少人？

绝大多数人给出的答案是183人左右（一年中一半的天数）。而正确的答案只是

需要23人。也就是说，一个随机的由23人组成的团队，其中至少有两个人同一天生

日的可能性超过50％。

我们考察一下这个答案的来由。首先我们需要考虑的是2个人不是同一天生日的

概率（例如，其中一个人的生日是3月11日，而另一个人的生日不是3月11日）。这

样的概率是365/366，或者是99.73％（为了简化答案，我们假定一个人的生日出现

在一年中任何一天的概率是相等的）。

现在考虑3个人不是同一天生日的概率。这样的概率等于其中的两个人不是同一

天生日的概率（如上文所述，365/366）乘以第三个人的生日与前两人不是同一天生

日的概率（364/366）。换一句话讲，3个人不是同一天生日的概率为（365/366）



×（364/366），或者99.18％。

依据相同的逻辑，4个人不是同一天生日的概率是（365/366）×（364/366）

×（363/366）×（362/366），或者是98.37％。同样，23个人不是同一天生日的概

率为：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23人不是同一天生日的概率为49％。也就是说，这个小组

中至少有两个人同一天生日的概率超过50％。

这样一个问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很困难的，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存在锚定效

应。因为许多人对于这个问题的第一反应是一个很高的锚定值（例如183），然后他

们发现很难将这样的值进行下调。这样的一种模式与巴-希勒尔（1973）在本书第12

章中论述的研究结果比较一致。人们通常会低估一个非连续事件的概率——例如，

23人团队中至少有两个人生日相同的概率。

在下面这个问题中，锚定效应同样存在：

为了使团队中至少有一个成员的生日为特定的某一天——例如，7月4日——的概率为50％，至少需要一

个由多少人组成的团队？

在你阅读下面文字之前，请你猜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与上一个问题是类似的。一个人的生日不是7月4日的概率

为（365/366），同样，由于不同的生日相互之间是独立的，两个个体的生日不在7

月4日的概率为（365/366）×（365/366），或者是（365/366）2。因此，N个人的



生日不在7月4日的概率为（365/366）N。通过这个公式的计算，当N等于254时，概

率小于50％。也就是说，在一个254人的团队中，至少有一个人的生日在7月4日的概

率大于50％。与前一个有关生日的问题类似，许多人认为这样一个问题的答案在183

人左右，然后他们发现很难再从这样一个锚定值进行调整。

在讨论完这些问题以后，保罗斯（1988， p. 37）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原则

就是……一些看起来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一个具体事件发生的

可能性要小得多……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就是：想让一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不发

生，是不太可能的。”只要一个23人的团队，就有50％的可能性使其中两个人的生

日同在不确定的某一天；但是如果需要有50％的可能性使某人的生日在特定的某一

天，需要的人数则是10倍以上。偶然事件是普通的，但是特定的偶然事件则不然。

在第14章中我们将详细讨论几个著名的偶然事件。

结论

锚定效应是普遍存在、不可动摇的。很多研究都指向了一个相同的目标：人们

从一个锚定值进行的调整都是不充分的，无论是关于核战争爆发可能性的判断，还

是房地产价格的判断，或者是对其他数值的判断。

人们很难抵御锚定效应的影响，部分原因在于对正确性的激励很少能够产生作

用；部分原因在于锚定值通常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首先需要注意的是，观察相关

的数值中是否存在明显偏高或者偏低的数值。这些锚定值很可能使决策产生偏差。

在理想世界中，决策者可能会低估或者忽略这样的信息，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是

很难做到的（Quattrone et al.， 1984）。因此，最有效的方法是针对原有的极端

锚定值，确定一个反方向的相等的锚定值。例如，在评估一个房地产的价格时，如



果发现其价格是大大高估的，决策者这时可以想像一个相当低的销售价格作为另一

个锚定值。这样的技术类似于我们在第6章中所推崇的发展多框架技术。

在这里，有一点需要进一步强调。由于极端的锚定值可能产生最大的锚定效

应，而锚定效应通常又是不容易察觉的，因此我们要认识到，对最佳或者最差案例

的讨论可能会引起不易察觉的锚定效应。例如，在考虑了理想状态下商业投资的可

能性以后，就很难从现实的角度进行考虑。同样，在估计了对手的最大武器储备以

后，就很难做出正确的武器储备评估。再一次强调，在做出最后的决策之前，考虑

多个锚定值是非常有必要的。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

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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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对随机性的知觉

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 1982）在他关于概率论和对运气的知觉一书

中，详细描述了他的邻居乔治·布赖森先生一次非同寻常的商务旅行。根据韦弗的

描述，布赖森先生坐火车在圣路易斯和纽约之间旅行。当他登上火车以后，布赖森

先生问列车员他能否在肯塔基的路易斯维尔停留一段时间，这是一个他从来没有去

过的城市。他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因此在路易斯维尔下了车。在火车站，布赖森先

生询问了当地住宿的情况，并决定住在布朗酒店。他在登记处登了记，房间号是

307。布赖森突然心血来潮，问服务员是否有他的信件。服务员将标有“乔治·布赖

森先生，307房间”的信件递给了他。这才发现这间房间的上一位住客也叫乔治·布

赖森。

像这样的偶然事件发生的概率有多大呢？许多人的自然反应就是这样的事件发

生的概率一定小于百万分之一。毕竟，并不是每一天在一个特定城市的特定旅馆的

特定房间会连续入住两个都叫“乔治·布赖森”的人。

但是用这样一种思维方式来考虑偶然事件会令人误解。问题并不是这样一个特

定事件发生的概率。问题是在某一个时间内，某个城市的某家酒店的某个房间连续

入住的两个客人拥有相同名字的概率有多大。正如我们在第13章中所讨论的有关生

日的问题。一个非特定事件发生重合的可能性远远大于一个特定事件发生重合的可

能性。

事实上，像重名这样的偶然事件是经常发生的，远高于人们对这类事件发生概

率的想像（见图14.1）。下面又是两个其他的例子：



1990年10月5日，San Francisco Examiner报道了这样的新闻：英特尔作为全球

领先的计算机微处理器制造商，正在起诉另一家芯片制造商侵犯了英特尔386微处理

器的商标（Sullivan， 1990年10月5日）。英特尔了解到对方公司计划生产一种叫

做“Am386”的芯片，而且英特尔公司发现这个侵权行为的过程是非常巧合的。事情

是这样的，两个公司都有一个叫做迈克·韦布的员工，这两个员工在同一时间住进

了加利福尼亚州Sunnyvale的同一家酒店。然后，当两个人都离开酒店以后，酒店收

到了一份给其中一个迈克·韦布的包裹。这个包裹——里面保存着有关Am386芯片资

料的文件——被错误地传递给了英特尔的迈克·韦布，他将这些证据转交给了英特

尔的律师。

第二个巧合同样发生在1990年的夏天，当时弗兰克·威廉·布马和他的妻子特

露迪将他们结婚五十周年纪念的相片寄往Grand Rapids Press（密歇根当地的一家

报纸）。大约在相同的时间，这家报纸同时收到了另一个弗兰克·威廉·布马和他

的妻子内拉结婚五十五周年纪念的相片。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都

在7月9日。考虑到这样的巧合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故事，Grand Rapids Press专门

写了一篇文章详细讲述了两个弗兰克·布马其他的相同之处，例如他们都有一个叫

做马西娅的姐姐（Malone， 1990年9月9日）。之后这个故事又被美联社收入，最后

又出现在National Enquirer杂志上（Carden，1990年9月25日）。



图14.1　百万分之一吗？（Associated Press）

不可能事件

你是否能够想像一个巧合是这样的不可思议，以至于你开始怀疑这是否仅仅是

一个偶然事件？下面一个由理查德·布洛杰特（1983. 11. p. 17）讲述的故事就是



这样：

1914年，一位德国的母亲为她的男婴照了相，并将底片留在斯特拉斯堡的一家照相馆进行冲洗。在当

时，胶卷的底片是单独购买的。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她没有办法回到斯特拉斯堡去取回自己的相片。两

年以后，这位妇女在将近200英里以外的法兰克福购买了胶卷的底片，目的是为了给她新近出生的女儿照相。当

照片冲洗出来以后，她发现这些底片被两次曝光，她女儿的相片是在原来她儿子的底片上又再一次曝光。如此阴

差阳错，她先前给儿子照的相片并没有被冲洗，而被误认为是没有使用的新底片，最终又重新回到了这位妇女的

手中。

这个巧合是非常有名的，因为这样的故事是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建立

其“共时性”（synchronicity）理论的基础。根据荣格的理论，巧合发生的可能性

远远大于人们基于概率的判断，而事实上有一种未知的力量在对整个宇宙的秩序进

行调控。

从很多方面来看，荣格的理论类似于宗教对巧合的解释，似乎这一切都是上帝

的杰作。一个流行甚广的例子出现在1950年的《生活》杂志（Life）（Edeal，

1950. 3.27）。当年的3月1日，在内布拉斯加州的比阿特丽斯，15位West Side

Baptist教堂唱诗班的成员约定在下午的7点15分进行排练，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

因，这15位成员都迟到了。主持一家迟到是因为他的妻子在临出发的最后一刻熨坏

了女儿的礼服；一些成员迟到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发动自己的汽车；而钢琴伴奏原

本打算提前半个小时到达教堂，但是他吃过晚饭以后就睡着了。总体而言，大约有

10种毫不相干的理由造成了这次集体迟到。

但是最后的事实证明，对于每一位迟到的人而言，他们都是非常幸运的。正如

在《生活》杂志上报道的：“在7点25分，喊叫声充斥了比阿特丽斯的每一个角落，

West Side Baptist教堂发生了爆炸。教堂的墙体向外倒塌，沉重的木屋顶被炸得四

分五裂……消防队员说爆炸是由于天然气泄漏引起的。这些唱诗班的成员开始庆



幸，正如其中的一位说道：‘这真是上帝的杰作’。”

当然，这样的一个“巧合”完全有可能真是上帝的安排，荣格的共时性理论也

完全有可能是正确的。但是这样的解释并没有实证的证据加以支持或者反驳。即使

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事件也不能将无神论者转化为信教徒，因为无神论者总是可以运

用成千上万概率组成的函数来解释不可能发生的事件（例如，Alvarez， 1965）。

同样，绝大多数的信教徒也不会为无神论者的解释所动，因为他们的信念并不是仅

仅建立在概率之上的。

那么，我们可以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验证呢？回答下面两个相关的问题就

是一个办法：（1）个体是否总是倾向于将有意义的模式看成一些随机事件的组合；

（2）人们是否能够随机地行为？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在第10章中已经部分涉及了，当时我们着重讨论了篮球

比赛中投篮命中率的错觉。下面一部分我们将对研究者进行的关于随机知觉的研究

进行回顾。

运气和迷信

大约有40％的美国人都相信某些数字对于某些人而言是幸运数字（“Harper’s

Index”， 1986. 10）。这种想法是否正确呢？

正如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在《统计是如何教人撒谎的》一书中写

道：

一个自称非常“运气”的个体总是有良好的感觉，因为至少直到现在他/她还是比较幸运的。如果这个运

气能够延伸到将来，使得他/她比我们大多数人有更大的机会赢得彩票，人们就会将这样的运气归结为迷信。而

且，这种运气同样得到了那些自称不相信运气的人的称道。



关于迷信产生的最早的实验是由哈罗德·黑克和雷·海曼（Harold Hake&Ray

Hyman， 1953）完成的。在240个练习中，黑克和海曼呈现给被试两种刺激中的一种

——一组水平发光的氖灯泡或者是一组垂直发光的氖灯泡。在每一次实验之前，要

求被试预测一下下一次刺激是水平的还是垂直的。黑克和海曼呈现给被试的是四种

不同顺序中的一种，但是每一种刺激的顺序都是随机的——其中有一半的刺激是水

平的，另一半的刺激是垂直的，且没有可以察觉到的模式（这里面存在一定问题，

即刺激的序列是否是完全随机的，因此在这里使用“随机”一词主要是表示这样一

个序列并不存在可以分辨的模式）。

黑克和海曼的研究结果发现，大约有一半的情况下，被试预测下一次的刺激是

水平的，这里并不考虑预测前的刺激是否是水平的。从这方面讲，他们的猜测类似

于他们所观察到的随机序列。

但是被试的选择并不是完全随机的，他们的下一次预测要受到前一次预测正确

与否的影响。如果前一次预测他们猜对了是水平的刺激，且那么在这一次预测中，

他们有64％的可能性继续猜测是水平的刺激；如果前两次刺激都是水平的刺激，且

均被猜中了，那么被试在这次预测时，有72％的可能性继续猜测是水平的刺激。换

句话讲，尽管这样的序列是随机的，但是被试的猜测还是会迷信上一次猜测的正确

与否。黑克和海曼（1953， p. 73）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参加这次实验的被试就

是普通的被试，（这就意味着人们）总是倾向于将一些模棱两可的事件序列知觉为

更加有结构的事件。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总是用他们过去行为的经验

来预测将来事件发生的规律，尽管事实上这些事件与个体过去的行为是完全没有关

系的。”

约翰·赖特（John Wright， 1962）做了一个类似的实验。赖特呈现给被试的



是一个仪表盘，上面是由16个各种形状按钮均匀组成的一个圈，圈的中央是第17个

按钮。要求被试根据中间按钮的形状来预测下一个形状是什么。如果他们的预测是

正确的，他们就会听到一声蜂鸣声并得到一分；如果他们的选择是不正确的，他们

就什么都得不到，接着开始下面的实验。事实上，并不存在正确的答案，奖励的给

出完全是随机的。在其中的一个实验条件下，被试获奖几率是20％；在另一个实验

条件下，获奖几率是50％；而在最后一个条件下，获奖几率是80％。实验的结果与

黑克和海曼发现的结果类似——对于这样一个随机的反馈，被试倾向于从中遵循一

定的模式。他们通常会发展出一定的迷信行为，对某种形状的按钮有特别的偏好。

这样的一种迷信行为在获奖几率最高（80％）的实验组中最为明显。

认识随机性

在黑克和海曼（1953）以及赖特（1962）的研究中，被试都要对许多的实验内

容进行判断，而在每一次判断后都可以得到随机的反馈结果。在上面的两个研究

中，被试都倾向于将随机的反馈结果认知为一种特殊的反应模式。但是这样的研究

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实验任务本身的特性会引导个体从中找出一定的模式。如果心

理学家是对知觉和学习这样的主题感兴趣，为什么他们要呈现给被试的是一个随机

的反馈呢？至少应该给被试一个提前的警告，告诉他们反馈的结果可能是随机的，

这样的做法可以给被试一个合理的机会使他们了解所获得的反馈是随机的。

1980年，克里斯托弗·彼得森（Christopher Peterson）发表了他的一个研

究，实验的程序与黑克和海曼的实验大致相同，惟一的区别就是在有些实验条件

下，被试不仅需要预测下一个刺激将是什么，还要判断实验所呈现的刺激是“完全

随机的还是符合一定的规律”。其中一半的被试所得到的刺激是完全随机的，而另

一半的被试所得到的刺激则遵循一定的规律。彼得森的研究结果发现，如果明确地



告诉被试刺激可能是完全随机的，那么被试通常能够将这样的刺激序列知觉为随机

的或者接近随机。

当然，如果在前面的尝试中相同的选择被证明都是正确的，那么被试对随机性

的知觉并不能完全消除被试的一些迷信。彼得森并没有发现，如果事先告诉被试某

个序列可能是随机出现的，那么他们就不会出现迷信行为。他的研究只是发现，当

被试知道随机是一种可能的时候，事实上许多人都可以进行正确的判断。但是正如

我们在下一个部分中讲到的，对“随机性”含义的知觉并不总是正确的。

在随机中发现特定的模式

在1970年，荷兰研究者威廉·瓦根纳（Willem Wagenaar）发表了一篇有趣的对

随机性知觉的研究报告。瓦根纳（1970a）给被试呈现的刺激是一系列的幻灯片，每

一张幻灯片都是由7个系列的白色或者黑色的点组成的，而背景则是灰色的。在每一

张幻灯片上，要求被试判断哪一个系列看起来最像一个随机的序列（就像前面投掷

硬币的实验一样）。在每一张幻灯片中，其中一个系列有20％的可能产生重复（也

就是黑色的点跟着一个黑色的点，或者白色的点跟着一个白色的点的概率），其中

的一个系列有30％的可能性产生重复，以此类推，直到80％。在一个随机的序列

中，黑点和白点转换的可能性是相等的，因此其重复的概率是50％（就像在投掷硬

币的实验中，投掷正面以后再一次投掷正面的概率），所以，如果被试能够正确地

分辨出7个系列中哪一个是随机的，他们就应该选择重复概率为50％的序列。

事实上，瓦根纳的研究结果发现，被试认为40％重复概率的序列最像一个随机

的序列。也就是说，人们认为相同的点重复出现的概率在40％的情况下，这样的序

列最像一个随机序列。[1]与真正的随机序列相比，人们期望一个随机序列中不同颜

色的点之间的转换更频繁。瓦根纳发现尤其是在对长度较长的序列进行判断的时



候，这样的情况就更加明显——例如相同颜色的点重复出现6次或6次以上的序列。

因此，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倾向于将存在一定规则的序列看成是随机的，而将一

些随机的序列看成存在一定的模式。正如我们前面所讲到的，托马斯·吉洛维奇

（1985）等人在命中率的研究中发现了同样的结果。人们认为转换的概率在70％

（相当于重复的概率为30％）的时候，这样的序列更加类似于一个随机的序列。

人们能够随机行为吗

人们在对随机性进行判断的时候存在如此的困难，这就意味着如果要让他们自

己来产生一个随机的序列，同样也会存在困难——事实也是如此。关于这个问题的

讨论最早来自汉斯·赖克巴赫（Hans Reichenbach， 1949）的研究，他发现个体并

不能自己制造一个随机的序列，即使是让他们竭尽全力来完成这样的工作。

这样一种能力的匮乏在保罗·巴肯（Paul Bakan， 1960）报告的一个实验中体

现得更为明显。巴肯要求70名大学生来“制造一个随机序列”：假设以没有偏差的

方式一共投掷硬币300次，正面（H）和反面（T）出现的随机序列将是怎样的。按照

前面的论述，在300次的投掷中，将出现150次正面和反面之间的转换。但是巴肯的

研究结果发现，接近90％的学生完成的随机序列中出现了过多的转换（平均为175

次）。这些发现与瓦根纳（1970a）的研究结果类似——人们希望在一个随机序列中

出现比实际情况更多的转换。

当要求个体的选择范围多于两种的时候，这种趋势就更为明显（Wagenaar，

1970b， 1972）。例如，当人们面对一组6个或者8个不同形状的按键时，要求他们

组成一个随机序列，这时出现转换的次数要比只有两个选择时多得多。这样的实验

结果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启示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会遇到多于两种的选择

（不仅仅局限于正面和反面，垂直和水平），任何一个结果的重复都可能使人们将



它视为是一个非随机的序列，人们期望在随机序列中产生比随机序列应有的转换更

多的转换。

学习如何随机地行为

在1986年，艾伦·纽林格尔（Allen Neuringer）的研究显示，通过一段时间的

培训，可以使人们“随机”地行为。纽林格尔设计了一个计算机程序，这样的一个

计算机程序能够给出5或10种关于随机性的统计测量指标，例如，行为的数量，在一

个行为系列中某种选择所占的百分比等等。被试的任务就是在计算机的键盘上使用

任意的速度来按两个不同的键，在他们按键的过程中，计算机会对他们的行为进行

反馈。

纽林格尔观察到在实验的初期，被试总是产生一些非随机的序列，正如瓦根纳

和其他研究人员发现的结果一样。但是，通过几千次的按键和得到相应的反馈以

后，被试能够产生一个长度较长（6000次的按键）的随机序列，使用纽林格尔在实

验中用于评价随机性的统计指标，这样的序列完全可以达到随机序列的要求。这样

的结果表明，人们可以使用一种类似随机的方式来行为，但必须是在他们经过足够

的培训以后。尽管我们中间很少有人能够参加这样类似的培训——即使我们能够参

加这样的培训，也很少有人愿意用这样一种随机的方式来行为——但是纽林格尔的

研究还是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强调了人们对随机性的错觉并不是永恒不变的。

经过足够的培训，我们可以随机地行为。

结论

这些对随机性知觉研究的实际意义是什么呢？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结果并不会

仅仅局限于硬币的正面和反面，或局限于垂直的或者水平的线条；公司中每天都在



雇佣和解雇员工，运动场上到处是成功和失败，股价每天都在涨跌。在这样的一些

结果中寻求一定的规律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关于随机性知觉的研究结构表明决策者

倾向于过分解释随机事件。

例如，尽管在证券市场中，股价的震荡类似于在华尔街上“随意漫

步”（Fama， 1965；Malkiel， 1985），但还是有成千上万的人花费整天的时间对

股价的走势进行预测。事实上，巴鲁克·菲什霍夫和保罗·斯洛维奇（1980）的研

究发现，在得到了股价信息和趋势信息以后，65％的被试确信他们能够正确预测股

市的走势，尽管这样的预测只有49％的正确率，几乎类似于投掷一枚硬币。

本章中的研究显示，我们很容易从一个随机序列中发现一定的模式。在目睹了

三至四次相同的结果以后，绝大多数个体就可以得出结论，这个序列中必定存在一

定的模式。当然，如果特定的结果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经常发生的，三到四次相同

事件的发生确实具有一定的信息性（例如，很少进行人员调整的公司在很短时间内

发生了三次人员调整）。但是如果情境都是由独立事件组成，且结果相同，那么三

到四次相同结果的发生并不是不寻常的，决策者应该尽量避免将相同结果的短期重

复看做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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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相关、因果关系与控制

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你发现自己头晕的症状出现得更加频繁了。刚开始，你还

以为是因为自己刚刚坠入爱河的缘故，后来，你觉得可能是因为上个月看了太多的

心理学书籍。但是现在，你开始担心起来了——一位朋友告诉你，头晕可能是大脑

长肿瘤的缘故。

所以，你决定了解一下大脑肿瘤的知识。在图书馆，你发现了一篇关于大脑肿

瘤的研究论文，它对医院中250位神经科病人进行了如下的分类：

请仔细阅读上面图表中的数字，然后回答下面两个问题：（1）为了确定头晕和

大脑肿瘤之间的关系，上表中的哪些数据是必需的？（2）根据上表中的数据，你认

为头晕和大脑肿瘤之间存在联系吗？

后一个问题在心理学中被认为是“协相关测量”（covariation assessment）

中存在的问题，或者是两个变量关系之间的测量（是否是“共同变化”的）。尽管

这样的判断看起来还是比较简单（平均而言，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多云就意味着多

雨，高度越高重量越大的道理等等），但是事实上协同测量通常是比较困难的

（Jenkins&Ward， 1965；Ward&Jenkins， 1965）。为了考察你是如何对这一问题

进行判断的，请参见你对读者调查中第14题的回答（摘自Nisbett和Ross， 1980，

p.91）。



通过上面的数据，许多人认为头晕和大脑肿瘤之间有关系，因为在同时患有头

晕和大脑肿瘤的单元格中，病人的数量最多。有些人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正性的联

系，因为同时出现头晕和患有大脑肿瘤的患者以及没有出现头晕症状同时没有大脑

肿瘤的患者（左上角和右下角）数量之和远远大于出现头晕症状但是没有大脑肿瘤

的患者以及没有出现头晕症状但是患有大脑肿瘤的患者数量之和（左下角和右上

角）。然而，这样的决策原则通常并不能得出正确的答案；如果一个事件发生的概

率（例如患有大脑肿瘤）取决于另一个事件（头晕）是否发生，那么我们才能说这

两个变量相关。

为了确定头晕和大脑肿瘤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上表中的4个数据都是必需的。我

们可以比较头晕者中与不头晕者中患有大脑肿瘤的患者和没有患大脑肿瘤者的比

例，前者为（160∶40），而后者为（40∶10）。这样的比例也表明，不管头晕的症

状是否出现，出现肿瘤的比例都是4∶1。这一结果表明，神经科的病人患有大脑肿

瘤的概率是非神经科病人的4倍，而与患者是否出现头晕的症状并没有关系。因此读

者调查中第14题B的正确答案是变量之间并不存在联系。

绝大多数个体在协同测量中存在的困难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健康专家是否也

会错误地判断症状与疾病之间的关系。一位来自挪威的研究者简·斯梅兹伦德（Jan

Smedslund， 1963）最早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在其中的一个实验中，斯梅兹伦德向

护士们呈现了100张卡片，卡片上的内容是从病人的病例中摘取的。每一张卡片上包

含两部分内容，病人是否出现某种特殊的症状（如果出现该症状则标记为＋A，如果

没有出现，则标记为-A），以及病人是否患有某种疾病（如果患有该种疾病则标记

为＋F，如果没有则标记为-F）。在所有的卡片中，有37张卡片上的标记为＋A和＋

F， 33张卡片上的标记为-A和＋F，17张卡片上的标记为＋A和-F，而剩余13张卡片

上的标记为-A和-F。他要求护士们根据这些卡片判断该症状与疾病之间是否存在联



系，她们可以随意排列这些卡片，以便于进行正确的判断。根据斯梅兹伦德的实验

结果，86％的护士错误地报告两者之间存在正性的联系，而只有7％的护士正确报

告，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正性的联系，还有7％的护士选择放弃，并没有回答这个问

题。

当要求她们对自己给出的答案进行解释的时候，绝大多数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正

性联系的护士回答她们是观察了＋A和＋F出现的概率来进行判断的。根据这些结

果，斯梅兹伦德（1963， p.165）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没有经过统计学训练的成

人被试显然对相关的概念没有足够的认识……因此只要让他们进行统计方面的归

因，他们总是倾向于仅仅利用＋＋案例的发生频率来判断两者之间的关系。”尽管

部分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个体在进行决策时会考虑更多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并存

（如症状和疾病都存在的情境）的情境（Arkes&Harkness， 1983；Beyth-Marom，

1982；Shaklee&Mims， 1982；Shaklee&Tucker，1980）。但是斯梅兹伦德的实验结

果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个体在判断两个事件的共存关系时存在很大的困难，因此

他们往往依赖于两个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来做判断（Alloy&Tabachnik， 1984；

Crocker， 1981）。

上帝能够满足祈祷者的请求吗

在理查德·尼斯比特和李罗斯（1980）对“协同测量”的讨论中，他们通过考

虑上帝是否能够满足祈祷者的请求这样一个问题来说明个体对正性事件的依赖。许

多人都认为上帝能够满足祈祷者的请求，因为他们曾经向上帝请求，最后也得偿所

愿了。这一判断的策略只是运用了一个2×2的列联表中的一项，这个列联表有两个

维度，一个是“进行祈祷”和“不进行祈祷”，另一个维度是“得偿所愿”和“没

有得偿所愿”。为了验证两者之间的联系，我们需要了解另外三个单元格中的信



息：（1）祈祷者的请求有多少没有得到应验；（2）不管相信与否，没有乞求的事

情有多少发生了；（3）没有乞求的事情有多少没有发生（当然，这个是没有办法进

行计算的）。

尽管这种方法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常识，但是个体往往很少关注那些没有发生

的事情（Bourne&Guy， 1968；Nahinsky&Slaymaker， 1970）。正如尼斯比特和罗

斯所指出的那样，这就是为什么福尔摩斯看起来在解决“银色马”（The Silver

Blaze）疑案时是如此聪明的原因，他只不过考虑了“晚上发生在狗身上的怪事”。

当巡视员报告“狗整晚都无所事事”的时候，福尔摩斯的回答是：“这是一件非常

奇怪的事情”。尽管狗向入侵者咆哮是很正常的，但是没有咆哮并不是说明没有入

侵者，也有可能入侵者是狗熟识的人，因此福尔摩斯缩小了怀疑对象的范围。

相关错觉

两个不相关的变量给人造成了它们相关的错误印象，这被认为是一种“相关错

觉”（illusory correlation），首先对这一现象进行系统研究的研究者是洛伦·

查普曼和琼·查普曼（Loren Chapman&Jean Chapman， 1967；1969；1971，11

月）。在第一个有关相关错觉的研究中，洛伦·查普曼（1967）在大屏幕上向被试

呈现了很多不同的词对，如熏肉—老虎。屏幕左侧的单词总是熏肉、狮子、花或者

船等等，而在屏幕的右侧总是出现蛋、老虎或者笔记本这样的词。尽管左边的词与

右边每一个词配对出现的概率是一样，但是平均而言，被试报告当左边出现“熏

肉”时，有47％的可能性右边出现“鸡蛋”，而当左边出现“狮子”时，右边出

现“老虎”的可能性最大。人们认为这些在语义上存在联系的词之间存在着正性相

关关系，但是实际上这样的相关关系并不存在。

在另一个实验中，查普曼（1967）对活跃在临床第一线的心理医生进行了调



查。研究者写下了六类不同病人的简单描述，并要求医生判断这些病人在画人测验

（一种非常流行的诊断测验）中的表现。总体而言，医生体现出了很强的一致性。

例如，91％的医生都认为多疑的患者通常会画一个巨大的或者反常的眼睛，82％的

人认为对自己的智力产生怀疑的患者会画一个巨大的或者反常的头部。但是事实

上，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画人测验中存在这样的模式。这种相关关系完全是一种

错觉——是临床中刻板印象的结果。

查普曼（1967）同样向大学生呈现了相同的实验材料（这些学生从来都没有听

说过画人测验），对病人的描述和患者所画的图形之间也是随机进行匹配的。尽管

实验材料之间进行了随机的匹配，但学生们却表现出了与心理医生同样的相关错觉

（例如，绝大多数的学生都认为多疑的患者通常会画一个巨大的或者反常的眼

睛）。在另一个实验中，查普曼（1967）允许被试在连续三天的时间内阅读相同的

实验材料，或者给被试提供20美元以提高他们的正确率，希望考察他们在这样的情

况下，是否还会存在相关错觉。实验结果是，在上述两种情况下，相关错觉依然非

常强烈。另一些研究者证实，即使经过了很好的培训，相关错觉依然很难消除

（Golding&Rorer， 1972）。

最后，在一个可能是查普曼所进行的系列研究中最著名的实验中（1969），他

们要求32位心理医生使用罗夏墨迹测验来诊断男性同性恋者（在20世纪60年代，许

多心理学家认为同性恋是心理疾病的一种——这种观点现在已经不再得到大家的认

同）。这些心理医生观察了大量男性同性恋者的罗夏墨迹测验结果以后，认为相对

于其他男性而言，男性同性恋者更加倾向于将墨迹解释为：（1）臀部或者是肛门，

（2）生殖器，（3）女性打扮，（4）性别模糊的体态，以及（5）同时具有男性和

女性特征的体态。事实上，这些反应与同性恋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另外，在32

位心理医生中只有两位提到有两种墨迹的解释与男性同性恋之间存在共变的关系



（将墨迹描述成怪兽的图形或者是半人半兽的图形）。根据这些结果，查普曼

（1969）认为绝大多数的心理医生是基于对同性恋的刻板印象而形成了这样一种相

关错觉。你可以查看一下你对读者调查中第18题的回答，以确认你是否也形成了类

似的相关错觉。

尽管形成相关错觉的原因还不是十分明了，但是绝大多数的理论家将原因归结

为易得性直觉和代表性直觉。易得性直觉的解释是这样的：相关错觉的产生是因为

明显的或者突出的配对（例如熏肉—鸡蛋）更容易进入我们的记忆，因此会高估它

们出现的频率（McAuther， 1980）。代表性直觉理论的解释是认为主要是因为一个

事件可以成为另一个事件的典型代表（例如，某种墨迹解释可以被认为代表了男性

同性恋）。这两个解释都得到了大量研究结果的支持（Mullen&Johnson， 1990），

可以解释大量的相关错觉。

无法识别的相关

与观察到根本不存在的相关相反，我们可能会对一些现实存在的相关视而不见

——这一现象可以被称为“无法识别的相关”（invisible correlation）。相关错

觉产生的原因通常是由于期望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关系（Hamilton&Rose，1980），而

无法识别的相关主要是由于个体缺少这样的期望。由于缺少对两个变量关系的期

望，那么即使两者之间存在很强的联系也可能被忽略。

与相关错觉相比，无法识别的相关则显得更加普遍，而且可能导致复杂的结

果。例如，直到最近，吸烟与肺癌之间的相关关系才得到确认，对大多数的美国人

而言，肉类的消费量与结肠癌之间的相关关系至今还没有被人们所认识。

关于人们在识别正性相关时存在困难的一个最为综合性的研究来自丹尼斯·詹



宁斯等人（Dennis Jennings， Teresa Amabile，&Lee Ross， 1982）。詹宁斯等

人给大学生三组不同的数据系列，第一组数据包含10对数据，第二组数据包含10个

不同人的身高和拐杖的长度数据，而第三组数据包含10个人读一个字母表中的一个

字母和唱一个音符（在最后一个序列中，这两个变量的价值在于字母在字母表中的

位置以及音符的长度）。在每一组数据中，成对数据的相关系数在0（完全没有线性

相关）和1（完全的正性相关）之间。要求学生判断每组成对数据的相关系数是正性

还是负性的，它们相关的程度如何（使用0到100的量表，而不是0到1）。

实验的结果显示，直到数据的相关值达到0.60或者0.70（相对较强的相关）的

时候，学生们才认为两组数据之间存在正相关。当变量之间的相关在0.20到0.40之

间的时候（研究表明人格特质与个体在具体情境中的行为之间的相关值也大致在这

样的范围），学生在100点量表上的评分只是在4到8之间——几乎等于零相关。只有

当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达到0.80以上的时候，学生在100点量表上的评分平均为50，

而对于1.00的相关，学生的平均评分也没有超过85。换一句话讲，对于许多学生而

言，他们没有办法识别中等强度的相关关系；同时倾向于将很强的相关关系视为中

等强度的相关。

正确判断

为什么人们在判断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的时候会存在如此多的困难呢？让

我们以协同测量中的一个典型的关系为例，考察其中的复杂性。该问题就是创造性

与智力之间的相关关系。珍妮弗·克罗克（Jennifer Crocker， 1981）在她关于协

同测量的研究综述中，总结了判断相关关系的六个步骤：

第一，你需要了解哪些信息是相关的。例如，你是否仅仅需要考察创造力与智

力同时具备的情况，或对于缺乏某一方面的例子是否也需要考虑在内？这样的测量



是否仅仅局限于成年人？美国人？还是著名的艺术家？

接着，你需要在你考虑进行考察的人群中抽取一部分的样本（如果可能的话进

行随机抽取）。这是一个观测，或者称为“数据收集”的阶段。

第三，你必须对你观测到的现象进行分类和解释。哪些可以归结为创造力？哪

些可以归结为智力？测量的结果是一个连续体还是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别？

第四，你要牢记你的分类标准，并依此来估计符合事件和不符合事件的发生频

率。

第五，这样的估计必须用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来进行整合。我们可以使用统计公

式来对频率估计进行整合，但是斯梅兹伦德（1963）的研究发现，人们通常还是倾

向于使用非正式的策略。

最后，你需要根据整合的结果来判断是否存在相关的关系。

没有办法排除在以上的六个阶段都可能出现的偏差，因此人们在判断相关关系

时存在各种各样的困难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决策者在进行观测时很少使用随机

样本，而是进行高度选择性的观测。正如我们在第3章中所讨论的，决策者的记忆也

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偏差，许多这样的偏差可以使相关关系的判断变得更加复杂。事

实上，正是因为这些偏差的存在，个体现在的许多行为还是值得称道的。毕竟人们

还是能够很好地观测到他们生活中许多重要的相关关系——如学习与考试成绩之间

的相关，过度进食与体重增加之间的相关，种族主义言论与社会排斥之间的相关关

系等等。

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成功地判断许多相关关系，而在实验室实验中的



表现又如此糟糕呢？尼斯比特和罗斯（1980）给出了以下一些解释。首先，日常生

活中的许多情境可以帮助我们进行相关关系的判断。例如，（1）许多是完全相关或

者接近完全相关，例如将手掌置于火焰上，就会有发烫的感觉，又如摁下一个开

关，灯就会亮等等；（2）有些相关关系是基于非常明显的、有区别的、动机性很强

的刺激，例如暴风云与下雨之间的关系；（3）刺激在时间或者空间上的距离非常

近，例如轻抚你的小狗，小狗就会摇尾巴；（4）有些相关也很容易被探测到，如吃

某些食物与消化不良之间的关系等。

第二，人们通常会基于某些事件来使用非统计性的接近原则，从而判断其中的

相关关系。例如，他们会选择A事件的最具有代表性或者最极端的例子，来判断B事

件是否发生。举例来说，在判断你朋友推荐的电影与你对该电影的欣赏程度之间的

相关关系时，你可能就会想起你朋友以前推荐的最棒的一部电影。另外如果你希望

考察不同城市的一般生活费用，你可能就会考察在每一个城市租一套两居室房子的

租金。

第三点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人们不用重新去发现每一个相关关系。绝大多

数的相关关系——无论是别人发现的，还是自己亲身经历的——都可能成为被认识

到的相关关系中的一部分。例如，人们不必亲身去了解性交与怀孕之间的相关关

系，很久以前人们都已经认识到了这种相关关系，同时也成为了被充分认识的相关

关系的一种。

设想一下一个个体试图证实性交与怀孕之间的相关关系将会面临的困难。由于

浪漫关系的许多方面都是与性行为有联系的，这些行为都可能成为怀孕的原因（掩

盖了其与性交之间的联系）。例如，亲吻、拉手、睡在一起或者感觉愉快可能被误

认为怀孕的原因。许多身体变化也可能成为怀孕的原因，例如恶心、体重增加或者



情绪不稳定等等。事实上，由于浪漫关系也可能在几个月后中止，因而停止性交也

可能成为怀孕的原因之一。试想一下这样的信念可能引起多大的灾难！[2]

因果关系

两个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并不意味着其中的一个事件是另一个事件产生的原

因——如果是这样，亲吻就可能导致人口的过度增长。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常常将

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等同起来。例如，图15.1中的广告就在暗示购买一个打字机就

有可能提高一个人的学业成绩，但是对于这样一种相关关系（如果确实存在这种相

关关系的话）还存在着很多不同的解释。购买了打字机而获得了较高的学业成绩的

学生来自比较富有的家庭，而这样的家庭对孩子的写作更为关注；或者是购买打字

机的学生比其他学生有更高的学习动机。可能有无数的原因可以解释购买打字机的

行为与学生学业成绩之间的相关关系。

同样的武断推论来自最近广告业自身的一项推广活动。在《纽约时报》

（1990， 8月26日）的整版报道中，美国广告协会认为“做广告可以使你的投资回

报率加倍”。这一论断的证据来自下面的几个相关关系：“比竞争对手投入更多广

告的品牌的投资回报率是32％，而比竞争对手投入较少广告的品牌的投资回报率仅

为7％。”即使这样的证据是真实的，也不能证明广告的投入与投资回报率之间的因

果关系。因为可能是由于只有利润率较高的企业才能够负担高额的广告费用，如果

是这样的话，正是财务上的成功才导致了广告的投入，而不是相反的关系。

正如相关关系并不能证明其中的因果关系一样，因果关系也不能保证一定存在

很强的相关关系。希勒尔·艾因霍恩和罗宾·霍格思（Hillel Einhorn&Robin

Hogarth， 1986）将认为因果关系一定导致相关关系这种想法称

为“Causalation”。在他们针对这一现象的讨论中，他们让读者考虑下面的虚拟分



类：

非常奇怪的数据是竟然有5对怀孕的夫妇报告没有进行性交，可能的原因是他们

的记忆出现了偏差，或者他们撒谎了等等。就上表的数据而言，性交与怀孕之间只

有中等程度的相关（只有0.34）。如果基于这样的相关系数，一个不是很了解相关

概念的个体很可能推测性交并不是怀孕的真正原因。相反，他可能将怀孕归结为其

他相关系数更高的因素，这里存在的逻辑偏差就在于性交能够导致怀孕并不意味着

性交要与怀孕有很高的相关。因果关系并不意味着两个变量之间一定存在着很高的

相关。



图15.1　相关关系≠因果关系（Courtesy Smith-Corona）

正面，我赢了；反面，那是随机事件

人们进行的最基本的协同测量——对于人类的生存以及自身而言都是最关键和



最重要的——是人们对于其行为与行为结果的判断。无论是以这样或者那样的形

式，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关系在心理学的理论中都占据了中心地位，无论是因果归因

理论（Kelley， 1967， 1971），还是对自我效能的认知（Bandura，1982，

1986），内外控理论（Lefcourt， 1982）或者其他的心理结构，关注的重点都是这

样一种协同变化。从这些文献中可以发现一个最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人们通常相信

他们对于概率事件能够拥有比实际情况更多的控制。这种信念通常被称为“控制错

觉”（illusion of control），首先是由心理学家埃伦·兰格（Ellen Langer）提

出来的。

在她最早进行的一个研究中，实验的名字就是“正面，我赢了；反面，那是随

机事件”。兰格发现，在某些情境下，人们相信他们能够预测和控制硬币投掷的结

果（Langer&Roth， 1975）。在预实验的“社会引导”下，被试被要求猜测实验者

投掷30枚硬币的结果。事实上，被试预测的准确率是被事先设定的，每一个人都只

能猜中其中的15次，但是其中大约1/3的被试开始的时候猜测的结果比较理想（头4

次的猜测都是正确的）， 1/3的被试开始的时候猜测的结果不是很理想（头4次猜测

的结果都是错误的），而另外的1/3被试的猜测结果就是随机水平。在猜测完30次结

果以后，要求被试回答一系列有关他们猜测成绩的问题。

实验结果显示，刚开始猜测成绩较好的被试对他们猜测成绩的评估结果远远好

于其他的被试。这类似于第4章中我们所讲到的“首因效应”。事实上，这些被试确

实能够回忆起更多成功的预测，如果让他们再预测100次投掷，他们的预测也比其他

人更加正确。兰格和她的合作者简·罗思（Jane Roth）也指出，大约40％的被试认

为练习能够提高他们预测的成绩，25％的被试认为分心会影响他们预测的成绩——

即使任务是预测一个偶然事件。这样的研究结果与赌博者投掷骰子的情形是类似

的，他们如果想得到较小的数字，他们就会很轻柔地投掷；而如果想得到较大的数



字，他们就会很重地投掷。在他们掷骰子的时候都是聚精会神的（Henslin，

1967）。兰格和罗思（1975， p954）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起先，一个相对稳定的

成功模式可以是个体产生对自己技能的归因，进一步导致个体确信他在将来也能够

取得成功。”

兰格（1975）进行的另一个研究中，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参加了一项博彩游戏，

有些彩票上有他们比较熟悉的标志，而另一些则是他们不熟悉的标志。他们可以选

择自己来挑选彩票还是由实验者进行分配。一旦被试得到了彩票，他们就有机会选

择继续保留彩票，还是换成另外一种获胜机会更大的彩票。兰格的实验结果发现，

自己选择彩票或者获得了熟悉标志的被试，相对于其他个体而言更加愿意保留原来

的彩票。基于这一实验结果，兰格认为熟悉性和选择使被试产生了一种控制的错

觉。卡米尔·沃特曼（Camille Wortman， 1975）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

无法奏效的帮助

对控制的知觉尽管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错觉，但它却在个体的健康问题上扮演了

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例如，兰格和朱迪思·罗丁（Judith Rodin）（1976）进行的

一项现场研究表明，对于老年人的选择权和所担负责任的很小改变，就能够对他们

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影响。研究的被试是91位无家可归的老人，年龄从65岁到90岁不

等，他们都居住在康涅狄格的一所养老院中。对于养老院的一层中居住的老人，管

理者告诉他们可以自己控制自己的生活：如何分配他们的时间，如何摆放自己房间

的家具，或者是改变养老院中的任何东西。同时，管理者给老人们一株植物，要求

他们进行看护。而另一层的老人，管理人员通知他们养老院的工作人员将全权负责

他们的生活，并尽可能地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管理者同样给他们一株植物，但是

由护士们负责进行看护。



三个星期以后，由工作人员全权负责的老人们中有71％的人认为他们疲惫不

堪。相反，在允许他们自由支配自己生活的老人中，有93％的人认为自己的健康状

况有所提高。基于他们自己的判断和护士的判断（他们并不知道整个实验的目

的），这些老人更加高兴和活跃。他们比其他老人的思维更加活跃，花费更多的时

间与其他老人或者外来的客人进行交流。兰格和罗丁（1976， p.197）认为：“如

此微弱的控制都能够产生效果说明，控制感对于这些老人、对于那些无法进行决策

的人的重要性。”

这个实验存在的一个问题（和其他许多现场研究类似）就是无法了解实验的变

化是否是产生实验结果的真正原因。是管理者关于控制的言论产生了作用？还是需

要照看的植物产生了作用？或者就是住在这两层的老人本身就具有不同的特点？这

里并没有确切的答案。但是既然这个实验已经完成了，其他还有许多实验同样也支

持了控制感与健康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对于老年人而言（Rodin， 1986）。这些实

验强调了相关判断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中心地位。

结论

在人们的决策中最为常见的判断就是两个变量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在许多情况

下，这些判断都是基于先前已经建立的关系；在另一些情况下，先前的联系并不足

以使决策者就对全新的、矛盾的信息进行权衡，从而形成一个全新的判断。正如本

章中的研究所显示的那样，这很容易使决策者深陷泥潭。

一些关于协同测量的研究为决策者提供了一些建议。首先，决策者不应该仅仅

局限于正性的、已被确认的关系。在判断相关关系时，没有出现的事实往往是最为

关键的。第二，在判断一个关系是否存在之前，决策者应该问自己，他们的判断是

基于自己的观察还是期望。如果是前者，相关关系就有可能被低估；而如果是后



者，相关关系就有可能被高估。这种差异与关于相关错觉和无法识别的相关的研究

结果是一致的（Jennings， Amabile，&Ross， 1982）。最后，决策者必须很好地

识别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两个存在因果关系的事件之间可能只存在很弱的相关。

第16章将非常详细地论述因果关系判断中的最重要的一环——对行为原因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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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归因理论

你遇到你的一个朋友，她一味称赞你的外貌。你去赴一个约会，但是结果很糟

糕。你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报告，但是听众的反应比较负面。如果这些事情都发生

在你身上，你将如何解释呢？

归因理论是关于人们如何进行“因果归因”的心理学理论，也就是对行为和行

为的结果产生的原因进行解释。对这一理论的系统阐述来自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的心理学家哈罗德·凯利（Harold Kelley， 1967）的一篇论文。该论文的

主要思想来自于弗里茨·海德（Fritz Heider， 1958）以及内德·琼斯和基思·戴

维斯（Ned Jones&Keith Davis， 1965）的经典研究工作。正如期望效用理论那

样，归因理论被认为是决策中的规范性理论（关于个体如何行为的理想化理论）；

但是与期望效用理论不同的是，归因理论同样针对人们的日常行为提出了一个描述

性模型。

在最原始的公式中，凯利将一个归因模型称为“变异框架分析”（根据统计学

中的方差分析技术命名，或者称为ANOVA）。根据这个模型，人们通常使用三种不同

的方式来解释行为的原因：（1）行为人——情境中的个体可能是行为产生的原因；

（2）环境——情境中的某些固有特征可能是导致行为的原因；（3）时间——特定

时刻的某些因素引起了行为。凯利认为这三种归因方式主要依据三种不同的信息来

源：

1.共同反应：在相同的情境中，其他人是否采取同样的行为反应？

2.独特性：其他的情境或者其他的刺激是否产生相同的行为？

3.一致性：同样的事情是不是每时每刻都会发生？



表16.1中包含了凯利归因理论所进行的某些预测。在这个表中，“高度的共同

反应”表示绝大多数个体在相同的情境中的反应是类似的，“高度的独特性”表示

只有独特的刺激或者情境才会引起该行为，而“高度的一致性”表示只要是相同的

情境，那么每时每刻都会发生相同的事情。为了说明的需要，假设你是惟一的受测

者（很低的共同反应），在许多测验上的得分都非常优秀（很低的独特性），在许

多情况下都是如此（很高的一致性）。凯利会做出“个人归因”——用个人的能力

来解释个人的行为（读者调查中第24题中C选项的解释）。事实上，这种对归因进行

分类的方式是基于这样的假设：做出个人归因的最准确的手段是对不同时间、不同

地点的行为都进行测量。使用ANOVA这样一个模型就可以通过不同时间和情境中的测

量来确定归因的方式，但这只是针对单个个体（见图16.1）。

另一方面，如果针对不同时间和个体的测量只是在一个情境中进行，凯利则会

进行“情境归因”。例如，一个测验（高度的独特性）每年都在进行，学生们总能

取得很好的成绩（很高的共同反应倾向和很高的一致性），人们就会将得高分的原

因解释为测验本身（情境），而不是参加测验的个体（见表16.1和图16.2）。

根据凯利的理论，因果归因的基础是对共变关系（covariation）的判断（我们

在第15章中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这一原则在凯利（1973， p. 108）的“共变

原则”（covariation principle）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个原则认为“某效应可

以归因为与其共同变化的一个因素上”。

凯利意识到这一原则过于简化，但是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判断人们进行因果归

因的基本准则。由于时间归因理论是最早提出来的，因此，它引发了成百

表16.1　归因理论进行的预测



注：This table is adapted from an article by Bruce Orvis， John Cunningham， and Harold

Kelley（1975）.

上千的研究来证实凯利的理论是否正确。事实上，在归因理论（Kelley&Michela， 1980）提出后的十年之

内，大概有超过900个研究是针对归因进行的。这些研究对原始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和扩展（Cheng&Novick，

1990；Fo¨rsterling，1989；Hewstone&Jaspars， 1987；Hilton&Slugoski， 1986；Orvis， Cunningham，

&Kelley， 1975）。



图16.1　根据哈罗德·凯利的ANOVA模型，这样一种信息的模式会导致个人归因（基于个人因素进行解

释）。（Reprinted from Kelley， 1973）

图16.2　根据哈罗德·凯利的ANOVA模型，这种信息模式会导致情境归因（基于情境，或与刺激相关的

因素进行解释）。（Reprinted from Kelley， 1973）

归因理论能否解释个体和他人的行为？对于绝大多数行为而言，该理论是正确

的；但是也存在着几个重要的例外。

缺乏共同反应

在某些情况下，个体不考虑共同反应（consensus）的信息，因此人们的判断会



偏离归因理论的预测（Nisbett， Borgida， Crandall，&Reed， 1976）。对共同

反应信息缺乏利用是忽视行为的基线水平的典型情况，因为在给定情境的前提下，

共同反应就等同于行为的基线水平。例如，在著名的有关服从权威的研究中，斯坦

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 1963）发现，有65％的“达成一致”的被试

都会完全服从实验者。但是，冈特·比尔布劳尔（Günter Bierbrauer， 1973）在

观察者面前重复了米尔格拉姆的实验，基线水平同样被忽视了。观察者将被试的服

从行为主要归结为个性因素，而不是实验中所有被试都面临的共同情境因素。

理查德·尼斯比特和尤金·博吉达（Richard Nisbett&Eugene Borgida，

1975）也认为个体在进行因果归因时会忽视这样的基线水平。尼斯比特和博吉达注

意到，有大量的研究证明，一致性的信息和独特性的信息可以影响个体的因果归

因，但是很少有研究证明共同反应信息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验证凯利的

ANOVA模型的最早实验中，莱斯利·麦克阿瑟（Leslie McArthur，1972）的研究支

持了这样的说法，他的研究结果发现，一致性信息和独特性信息对因果归因造成的

影响是共同反应信息的几倍。

对这一观点的支持证据还来自尼斯比特和博吉达（1975）进行的两个实验。在

这些实验中，大学生被试们得到了两个最近发表的研究信息——其中一个研究是由

尼斯比特和斯坦利·沙克特（Stanley Schachter， 1966）完成的，而另一个研究

是由达利和拉坦（1968）完成的。一部分学生得到了被试共同反应的信息，描述他

们在实验中的表现如何；而另一部分学生则没有得到这样的信息。

之所以选取这两个实验是因为这两个实验的结果都包含了令人惊讶的共同反应

信息。在尼斯比特和沙克特（1966）的研究中，34名被试中有32名愿意接受电击，

因为实验者告诉他们这只是一个测量“皮肤感应”的实验（其中有将近一半的被试



承受的电击太强烈，手臂都出现了痉挛）。更加令人吃惊的是，在达利和拉坦

（1968）的研究中，15名被试中有11名被试没有帮助一名非常明显的疾病发作的病

人，直到这位病人出现明显的窒息症状（其中有6名被试自始至终都没有提供帮

助）。根据ANOVA模型，这样的共同反应的信息应该引导个体进行情境的归因，因为

遇到相同的情境，绝大多数的被试的行为反应都是类似的。

尼斯比特和博吉达（1975）向被试询问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有两个问题是最

值得关注的。第一个问题是要求被试评价一个具体被试的行为——比尔，在电击实

验中，他愿意承受的电击强度最大；或者是格雷格，在拯救病人的实验中，他完全

没有提供帮助——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被试的个性因素决定的（情境特征的对立

面）。第二个问题是，假设学生参加相同的实验，他们会如何表现？

尼斯比特和博吉达的研究发现，共同反应的信息并不能“真正产生作用”。有

些学生被告知实验中绝大多数被试的行为反应是类似的，但这样的信息并不能显著

地使他们对比尔和格雷格的行为进行情境归因。在学生判断自己在实验中的表现

时，共同反应的信息也没能产生作用。他人的行为与个体自己的行为无关。

尽管有一些研究者对尼斯比特和博吉达的研究结论提出了反驳的意见（如，

Ruble&Feldman， 1976；Wells&Harvey， 1977），但是他们的研究结果还是得到了

其他研究者的认同。当某些行为的倾向以一种统计的基线值的方式呈现给个体，人

们往往会忽视或者低估共同反应信息的价值（Fiske&Taylor，1991；Kassin，

1979；Nisbett， Borgida， Crandall，&Reed， 1976）。尼斯比特和博吉达

（1975）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基线信息有时是比较抽象、模糊、令人难

以捉摸的。根据这样的解释，相对于共同反应的信息而言，一致性信息和独特性信

息看起来更加容易进行因果归因，因为这类信息通常是比较具体、生动和突出的。



正如下一节中所说的，突出（salient）因素——也就是能够引起个体注意的因素

——相对于不突出的因素而言，更加容易引起因果归因。

突出因素

在许多方面，突出信息与信息的可得性与生动性相类似。相对而言，突出的、

易得的、生动的信息能够产生更大的影响力。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讲：（1）如果一个

事件经常发生，那么看到它的频率和可能性也就越大；（2）信息越是生动，就越容

易被回忆起来；（3）事物越是突出，看起来就越像因果关系。人们对因果关系的知

觉部分是由个体在环境中的注意指向决定的，而突出性可以影响个体的注意。

有关信息的突出性与因果归因之间联系的研究首先是由海德（Heider，1958）

提出来的，随后由谢利·泰勒和苏珊·菲斯克（Shelley Taylor&Susan Fiske，

1978）进行了总结。泰勒和菲斯克讨论了大量的证据，其中部分的证据来自他们自

己完成的几个研究。例如，在泰勒和菲斯克（1975）完成的一个实验中，有6个观察

者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两个个体的对话：其中两个观察者坐在一个发言者的后

面，另两个观察者坐在另一个发言者的后面，而剩余的两个观察者坐在两个发言者

的中间（见图16.3）。所有的观察者同时聆听发言者的发言，因此观察者之间的惟

一差异就是他们观察发言者的角度（发言者的突出性）。然而，泰勒和菲斯克的研

究结果发现，观察者往往倾向于认为在他们视野中的发言者掌握着整个对话的基

调，确定了信息转换的类型以及使对方像自己一样进行反应（中间的观察者认为两

个发言者具有相同的影响力）。

在另一个研究中，向被试呈现的是一张相关幻灯片以及六个男性就一个政治活

动展开头脑风暴的录音（Taylor， Fiske， Close， Anderson，&Ruderman，

1977）。在其中一个实验条件下，录音中每一个人的声音都与一位白人男性的照片



相匹配；在第二种实验条件下，三个成员的声音与白人的照片相匹配，而另三个成

员的声音与黑人的照片相匹配；在第三种实验条件下，五个成员的声音与白人的照

片相匹配，而另一个成员的声音与黑人的照片相匹配（事实上，在这三种实验条件

下，使用的录音都是相同的）。研究的假设是突出的个体将被认为是更加具有影响

力的个体。泰勒和他的同事发现，相对于另一种实验条件下的同一个黑人个体（显

得不是那么突出），在第三种实验条件下，惟一的一位黑人发言者被认为说话更

多，更具有影响力，同时给人留下了更加深刻的印象。也就是说，虽然是相同的个

体在进行相同的行为，但是当小组中只存在这位黑人男性时，他就被认为更加健谈

和更具有影响力。

在其他研究中，研究者使用了另外一些方法来控制被观测者的突出性——让一

部分的被试穿着显眼的衬衫，而另一部分被试穿着灰色的衬衫；或者一部分人坐在

摇椅上不停地摇晃，而另一部分人则静静地呆着；或者让一部分人坐在明亮的灯光

下，而另一部分人坐在昏暗的灯光下——实验的结果都得到了类似的答案

（McAuther&Post，1977）。突出的个体相对而言更容易被进行因果归因，事实上，

有一个研究甚至发现，当人们坐在一面大镜子前时，他们会倾向于认为自己更加具

有影响力（Duval&Wicklund，1973）。



图16.3　上图体现了泰勒与菲斯克（1975）进行的实验中对被试的座位安排情况。两个观察者面对发言

者A，两个观察者面对发言者B，处于控制组的两个发言者处于发言者A和发言者B之间。泰勒与菲斯克的

研究结果发现，观察者认为他们面对的发言者更加具有影响力。

基本归因误差

在海德（1958）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人际关系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一书中，他认为“行为决定一切”。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一

个社会情境中，最突出的是人的行为（同样也就是暗指“行为人”）。情境因素，

例如房间的温度、具体的日期都是第二位的。个体处于大前方，而其他的事情都处



于大后方。

在1977年，李·罗斯认为这种对于个体和个体行为的过分关注可以导致观察者

过度将行为归因为个性因素——如个体的能力、特质和动机——从而忽视了环境因

素的影响。事实上，罗斯认为这样一种将行为过多地归因为个性因素的现象是如此

的普遍，因此可以称做“基本归因误差”。之所以将这样一种现象称为“误差”，

而不是简单地认为是一个归因偏差或者不同的观点，是因为这种个性的归因通常很

明显是不正确的（Reeder， 1982）。例如，阿瑟·米勒和他的同事（1973）发现人

们认为在米尔格拉姆（1963）研究中的被试相对而言是冷酷的、不适应环境的和具

有攻击性的，尽管很明显，事实并非如此。

过度归因的另一个证据来自第一个发表的有关态度归因的研究。在这个由内德

·琼斯和维克托·哈里斯（Ned Jones&Victor Harris， 1967）完成的实验中，研

究者呈现给被试一篇文章，部分被试所读到的文章的作者明显是被迫持有某种观

点；而另一篇文章的作者所持有的观点则是“自己选择”的。即使实验者明确地告

诉被试作者是被迫采纳了这样的观点，被试还是倾向于将这样的结果归因为作者本

身。这个研究发现非常明确，在其他许多实验中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Jones，

1979；Snyder&Jones， 1974）。

基本归因误差甚至是持久稳固的，这一点在Pietromonaco和尼斯比特（1982）

的研究“在基本归因误差中逆流而上”中得到了验证。在这个研究中，

Pietromonaco和尼斯比特向大约一半的被试呈现了达利和巴特森（1973）所做研究

的一个简短版本，研究指出，神学院的学生没有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因为他们

要赶去作一个有关“行善”的演讲，而当时他们已经迟到了。在该研究中，帮助的

行为取决于“着急”这样的情境因素，而不是宗教观念这样的个性因素（在没有时



间压力的情况下，63％的学生提供了帮助，而在他们非常着急的情况下，只有10％

的学生提供了帮助）。Pietromonaco和尼斯比特实验中剩下的一半被试并没有被告

知达利和巴特森实验的具体结果。所有的被试都将面临两个与达利和巴特森研究类

似的实验情境，让他们估计在每一个情境中，愿意停下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数比

例。

Pietromonaco和尼斯比特（1982）发现，并不知道达利和巴特森实验结果的被

试会犯基本归因误差。他们会根据宗教标准（事实上与帮助行为毫无关系的个性因

素）来预测助人行为。如果实验的结果仅仅如此，这并不奇怪，因为实验被试并不

知道达利和巴特森实验的具体结果，绝大多数的个体都会将助人行为归因为个性因

素。但令人吃惊的结果是，对于那些已经了解达利和巴特森实验结果的被试，他们

同样根据宗教标准来预测助人行为。事实上，与那些不知道达利和巴特森实验结果

的被试相比，这些被试并没有显著地减少个性归因。

这样的结果又一次表明基线信息通常是被忽视的，而基本归因误差也是不容易

改变的。即使个体得知在某一个情境中存在外在的压力，他们也会对相关情境中的

行为进行个性因素的归因。也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基本归因误差并不是那么“基

本”（Harvey， Town，&Yarkin， 1981；Quattrone， 1982；Tetlock，1985a），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观察者经常将行为过度归因为个性因素。

我的情境是你的个性

如果个体的行为主导了观察者，那么什么东西可以主导行为人的思维呢？这个

问题的答案在于行为人关注自己所在的情境。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个体会认为自

己的行为与他人的行为是类似的。



正是因为这种关注点的差异，个体倾向于将自己的行为归因为情境因素，而不

是像观察者那样归因为个性因素。内德·琼斯和尼斯比特（1971， p. 2）首先指出

行为人和观察者之间的差异：“个体看待自己行为时主要关注行为当时所处的环

境。而观察者则会关注行为人稳定的个性因素。因此我们认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个体倾向于对自己的行为做出情境归因，而观察者倾向于对相同的行为作出稳定的

个性归因。”

在有关这种行为人与观察者归因差异的研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实验由尼斯比

特等人（Richard Nisbett， Craig Caputo， Patricia Legant，&Jeanne

Marecek）在1973年发表。尼斯比特和他的同事们完成了三个独立的实验，每一个实

验都发现，个体在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归因时与他人对此的归因有明显的差异。例

如，在其中的一个实验中，尼斯比特和他的同事让男性的大学生对四个问题给出简

短的解释：（1）在过去的一年中，他们为什么喜欢他们最经常约会的女孩儿？

（2）他们为什么选择现在的专业？（3）在过去的一年中，他最好的朋友为什么喜

欢他最经常约会的女孩儿？（4）他最好的朋友为什么选择现在的专业？研究者对这

些问题的回答进行了编码记分，以确定他们的归因类型。例如，有些回答是“她是

一个非常轻松的人”，或者“化学专业以后是一个很挣钱的专业”，这样的回答被

认为是情境因素归因；而有些回答是“我需要一个能够轻松相处的人”，或者“我

希望挣很多钱”，这样的回答被认为是个性归因。

尼斯比特和他的同事发现，学生们在解释他们喜欢自己女朋友的原因时，他们

给出情境原因（与女孩的个性因素相关的原因）的数量是个性原因（与他们自己的

需求、兴趣和特质相关的原因）的两倍。另一方面，当他们解释他们最好的朋友喜

欢自己女朋友的原因时，他们给出的情境原因和个体原因的数量大致是相等的。同

样，在他们解释自己选择专业的原因时，所给出的情境原因和个性原因的数量大致



是相等的；但是当他们解释他们最好的朋友选择专业的原因时，他们给出的个性原

因的数量是情境原因的4倍。

对上面约会女孩儿问题和选择专业问题的数据进行平均，我们可以发现，学生

们在对他们自己行为进行解释时，他们更多地倾向于进行情境因素的归因；但是在

对他人的行为进行解释时，他们更加倾向于进行个性因素的归因。或者，用另一种

方法来诠释这个实验结果，个体在对自己的行为和他人的行为进行归因时，使用个

性因素进行归因的数量大致相同，但是他们在对自己进行归因时使用的情境因素的

数量是对他人进行归因时的两倍。尼斯比特和他的同事主要是根据行为人和观察者

所获得信息在突出性上存在的差异来解释归因方式上的分歧。

1982年，戴维·沃森（David Watson）发表的一篇综述性的论文对这个问题进

行了深入探讨。沃森希望了解行为人—观察者差异主要存在于个性归因中，还是情

境归因中，或者两者中同时存在。他发现，在绝大多数研究中，行为人和观察者都

倾向于更多地进行个性因素的归因，而不是进行情境归因。例如在尼斯比特等人

（1973）的研究中发现的结果就是如此，尽管不同的个体在进行情境归因时存在差

异。相对于他人的行为而言，人们更加愿意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情境归因。

交换位置

如果行为人—观察者归因差异主要是来自两者的视角不同，那么如果交换两者

的视角是否会出现同样的差异呢？这就是迈克尔·斯托姆斯（Michael Storms，

1973）进行实验的基本逻辑，在他们的实验中，行为人和观察者有机会相互交换位

置。斯托姆斯录制了一段录像，其中有两个“行动被试”来完成一段初次见面的对

话，而两位“观察被试”在镜头外进行观察。每一位观察者被分配来观察不同的行

为人，同时有两架摄像机完成录像工作——其中一架摄像机拍摄的角度是从行动者1



的角度观察行动者2，而另一架摄像机拍摄的角度是从行动者2的角度观察行动者1。

一共有30组、120位被试参加了实验。

在完成了这个初次见面的交谈以后，被试被分配到三个不同的实验条件下：

（1）相同观察角度组，在该组中，观察者所看录像的对象就是自己先前观察的相同

的行为者，而行为者所看录像的对象是其谈话的同伴；（2）全新观察角度组：在该

组中，观察者所看录像的对象是自己先前并没有观察的行为者（实际上采用是其观

察的行为者的视角），而行为者观察的是其自己（实际上就是观察他们行为的观察

者的视角）；（3）没有录像组：在这个实验条件下，行为者和观察者都没有看谈话

的录像。

接着，斯托姆斯要求被试评价在多大程度上，行为者的行为是由其个人的特点

或者情境的特点所决定的。其中行为者评价自己的行为，而观察者评价的对象就是

在初次见面交谈时他们被要求观察的行为人。斯托姆斯发现，从相同角度观看录像

的被试，或者没有观看录像的被试出现了行为人—观察者归因差异（见图16.4）。

而从相反角度观看录像的被试却出现了相反的归因差异。根据这样的实验结果，斯

托姆斯认为，视觉的观察角度对个体的因果归因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图16.4　当行为者和观察者交换各自的视角以后，归因差异出现了翻转。（摘自MichaelStorms 1973年

的实验结果）

临床含意

绝大多数的研究都得出了一个相同的结果：当对行为的原因进行解释时，人们

总是依赖于当时突出的因素。对于观察者而言，行为者就是突出的因素；而对于行

为者而言，情境的需要是突出的。这样一个看似细小的差异却具有深远的含意。在

许多社会判断中，将行为归因为情境因素还是个性因素，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包

括陪审团和假释官的决策，对受虐待妻子的知觉以及对学业失败的解释等等



（Frieze， Bar-Tal，&Carroll， 1979）。

在心理治疗领域，因果归因显得尤为重要（Baston&Marz， 1979；Ross，

Rodin，&Zimbardo，1969；Shenkel， Snyder， Batson，&Clark，1979；Snyder，

1977；Valins&Nisbett， 1971）。在临床治疗中对这样一个问题感兴趣，主要是因

为治疗方案的制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将患者的问题归因于情境因素还是其个性因素

（Batson， 1975）。如果情境因素是问题的症结，那么治疗师的目标就是努力改变

其环境；如果个性因素是主要因素，努力的对象就是改变他自己。非常不幸的是，

这样的判断很大程度上与治疗师的视角和接受的培训有关，而并非上文中分析的那

么简单。本书的作者普劳斯和菲利普·津巴多曾经进行过一个研究，结果显示归因

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治疗师的判断。

在该研究中，他们用信件调查的方式对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资深的行为治疗

师以及没有治疗经验的控制组的归因方式进行调查。实验者要求被试解释三个假设

的问题，分别关于他们自己、他们最要好的同性朋友以及他们的患者。例如，其中

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求被试解释出现周期性失眠并伴有梦魇症状的原因：是情境性的

还是个体性的原因，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原因。

实验的结果出现了很多有趣的现象。第一，精神分析学家倾向于将问题归因于

患者的个性因素，而行为治疗师和控制组被试则倾向于将原因归结为环境的因素，

或者是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起作用。第二，如果是自己的朋友或者患者遇到了

假设的问题，精神分析学家倾向于将问题看成是心理的问题，但是如果是自己遇到

相同的问题，精神分析学家则认为主要是躯体（生理）的问题。行为治疗师和控制

组的被试则没有出现如此的归因。最后，与不拥有医学学位的治疗师相比，拥有医

学学位的治疗师会更多地进行躯体因素的归因，而不是心理因素。根据这样的结



果，研究者得出了如下结论：“就判断疾病的起因和推荐治疗方案而言，选择什么

样的治疗师才是关键，与实际的问题并没有多大关系。”

其他的归因偏差

除了行为人—观察者归因差异、基本归因误差以及忽视共同反应的倾向以外，

还存在许多其他的归因偏差影响个体的社会决策。例如，个体更加容易接受成功的

努力，而不愿意承担失败的责任（Miller， 1976；Mullen&Riordan，1988；

Schlenker&Miller， 1977）。戴尔·米勒和迈克尔·罗斯（Dale Miller&Michael

Ross， 1975）将这样一种现象称为“自我服务”归因偏差（self-serving bias in

attribution），同时，研究者们认为，认识因素和动机因素的复杂结合（例如，错

误的期望、对成功的渴望以及对自尊的保护等等）导致了这一偏差的出现。

与之相关的一种归因偏差被称为归因中的“自我中心”偏差（egocentric

bias），它同样得到了大量研究的证实。这种自我中心归因偏差主要是指对于与他

人共同完成的结果，个体认为自己承担了更多的责任。迈克尔·罗斯和菲奥里·西

科里（Michael Ross&Fiore Sicoly， 1979）针对自我中心偏差进行了第一个实证

的研究。在这个研究中，他们要求37对夫妇完成一份关于双方关系的调查问卷，问

卷的内容是要求双方评估他们在进行20项活动中所承担的责任，这些活动包括做早

饭、洗碗、沟通情感等等。研究结果发现，在其中的16项活动中都出现了自我中心

的归因偏差（将夫妻双方对该项活动的责任相加，所得到的数值超过了100％）。

尽管有人认为自我中心归因偏差的产生仅仅是因为双方为了争取更多的正性结

果或行为。但是罗斯和西科里的研究发现，对于不良行为，同样存在自我中心归因

偏差。例如，他们的研究发现，夫妻双方都认为他们的婚姻关系存在的冲突主要是

由自己引起的。这样的结果表明自我中心归因偏差的产生并不仅仅是个体为了提升



自我。在某些情况下，其产生的原因可能是个体自身的行为更加易得（更容易从记

忆中提取）（Thompson&Kelley， 1981）。

与上面所提及的偏差相关的另一个偏差是谢利·泰勒和Judy

Koivumaki（1976）提出的“正性偏差效应”（positivity effect）。正性偏差效

应是指个体倾向于将正性的行为归因为个性的因素，而将负性的行为归因为情境因

素。在泰勒和Koivumaki的研究中，他们向一些夫妇呈现了一系列正性和负性的行为

列表，这些行为是由他们自己，他们的配偶、朋友或者一个熟人完成的。例如，正

性的行为包括赞扬他人，与他人高兴地交谈或者玩得很开心等等。负性的行为包括

与他人进行激烈的争论，粗鲁地对待他人或者忘记去做某件事等等。泰勒和

Koivumaki要求被试判断这些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个性因素或是情境因素造成的。

他们的实验结果发现——无论是谁表现出这样的行为——对于正性的行为，他们总

倾向于进行个性归因，而对于负性的行为，他们更倾向于进行情境归因。

当然，泰勒和Koivumaki并没有要求被试解释，如果行为人是他们不喜欢的人

时，这些行为产生的原因；如果他们这样提问，他们就可能发现“负性效

应”（negativity effect）（例如，Regan， Straus，&Fazio， 1974）。事实

上，托马斯·佩蒂格鲁（Thomas Pettigrew， 1979）将这种负性归因偏差称为“最

终归因误差”（ultimate attribution error）。佩蒂格鲁是一位广受尊重的研究

种族歧视方面的专家，他警告说：“如果将种族的因素考虑进来，这样的归因方式

就有可能使我们认为受贬低的个体的行为结果完全是由他们不变的、基本的个性特

点决定的——这就是种族主义立论的根基”。

佩蒂格鲁的警告并不是空穴来风。1976年，伯特·邓肯（Birt Duncan）将这种

归因偏差与种族歧视联系起来。在他的实验中，实验者要求学生观看一段录像，录



像中的两个人由讨论发展到激烈的争论，在录像的最后，其中的一个人还推了对方

一下。实验共分四个不同的实验条件：（1）推人者是黑人，而对方是白人；（2）

推人者是白人，而对方是黑人；（3）双方都是白人；（4）双方都是黑人。实验的

结果表明，被试不仅认为黑人推人者比白人推人者更加暴力，而且他们倾向于对黑

人的推人行为进行个性归因，而对白人的推人行为进行情境归因。

另一种形式的归因偏差——这种偏差经常会强化偏见的判断——是个体认为他

人的多样性并不如自己多。这样的偏差首先是由德国的研究人员丹尼尔·卡默

（Daniele Kammer， 1982）提出来的，紧接着美国的研究人员特里·巴克斯特和路

易斯·戈德堡（Terri Baxter&Lewis Goldberg， 1987）重复了这个实验。卡默呈

现给被试20对双极的特质量表，例如安静—健谈，警觉—冒失等等。研究者要求被

试判断在不同的情境中，自己与自己最好的朋友在这些维度上是如何变化的。卡默

的研究结果发现，个体认为自己的行为在不同的情境中更具多样性，而朋友的行为

则不然。其他的研究结果还发现个体认为自己更多才多艺，而且与他人相比，自己

的行为更具有不可预测性（Sande， Goethals，&Radloff， 1988），同时他们更加

愿意将自己的行为归因于一些暂时的状态——心境、想法和感觉等

（White&Younger， 1988）。因此，这种将对他人的种族的、民族的和性别的观点

相对泛化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刻板印象。

结论

你如何解释发生在你自己身上的事情？你经常将它们归因于自己的个人能力、

兴趣和特质，还是归因于外界的因素？这样的归因只是针对某一个特定的情境，还

是普遍存在的情境？

本章的开头简短地描述了三个情境：（1）你遇到你的一个朋友，她一味称赞你



的外貌；（2）你去参加一个约会，但是结果很糟糕；（3）你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报

告，但是听众的反应比较负面。这些情境都是取自由马丁·塞利格曼和他的同事

（Peterson， Semmel， von Baeyer， Abramson， Metalsky，&Seligman，1982）

开发的归因风格问卷。塞利格曼和他的同事使用这样的问卷来判断抑郁的个体是否

与他人拥有不同的归因风格。在较早的一篇文章中，林恩·艾布拉姆森等人（Lyn

Abramson， Martin Seligman，&John Teasdale， 1978）假设抑郁的个体倾向于将

负性的事件归因于某些稳定的、普遍的和内部的原因（例如，“像往常一样，约会

很糟糕是因为我就是一个倒霉的人”）。塞利格曼和他的同事完成的实验证实了这

一假设（Seligman， Abramson， Semmel，&von Baeyer，1979）。基于100多个研

究的“元分析”（Sweeney， Anderson，&Bailey， 1986）统计结果也得出了相同

的结论。归因的风格是直接与心理健康和情绪幸福感联系在一起的。

幸运的是，本章中所谈到的很多归因偏差都是可以避免的。例如，减少基本归

因误差的一种方法就是更加关注共同反应的信息。如果在一个相同的情境中，绝大

多数个体的行为都是类似的，这时做出个性因素的归因是不合适的。相反，观察者

应该从情境因素中寻找对行为的解释。

另一种“消除误差”的方法是反问自己如果身处相同的环境，自己将如何行

为。研究结果表明这种观点采择的方法可以扭转行为人—观察者归因差异

（Galper， 1976；Regan&Totten， 1975）。我们将在编后语中进一步讨论这项技

术。

由于因果归因往往取决于事件发生当时最为突出的因素，因此寻找隐藏的因素

也是相当重要的。约翰·普赖尔和米切尔·克里斯（John Pryor&Mitchell Kriss，

1977）的研究发现，即使是措辞方面细微的变化都可以影响信息的突出性，从而改



变因果归因。例如，“弗雷德喜欢这辆车”这样的论断就比“这辆车弗雷德很喜

欢”这句话更可能引起个性因素的解释，因为在前一句中弗雷德更为突出。这种对

问题措辞的敏感性与第5章和第6章中的研究结果是相吻合的，这就意味着因果归因

和其他许多判断相似，是具有“可塑性的”。

[1]彼得·艾顿，安亨特和乔治·赖特（Peter Ayton， Anne Hunt，&George Wright， 1989）批评这一系列的研究误导决策者将随机

性与“看起来像随机的”这样一个概念等同起来。一个足够长的随机序列中总是包含着一些看起来不像是随机序列的序列片断，在这样的情

况下如果要求被试来选择随机序列，就可能使他们产生偏差，从而避免过多地选择重复。但是另外的一些研究发现，即使要求被试观察整个

序列是否是随机产生的——而不是提及这个序列看起来如何，被试同样也会低估重复的概率。

　　

[2]这样的一种困惑并不是像看起来那样牵强。在早些时候，生了双胞胎的妇女通常被认为具有通奸的行为；而生下严重畸形婴儿的妇

女则被认为进行了人兽性交（Ives，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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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决策与判断中的社会性一面

本书前面几部分关注的主要是单个决策者的行为。但在很多情况下，其他人会对决策者产生很大影响。

这一部分就是关于社会因素如何影响人们的决策和判断（第17章），并且比较了群体行为和个体行为的异同（第

18章）。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

子书下载！！！

https://epubw.com
https://epubw.com


第17章 社会影响

像别人看我们一样看我们自己可能会证实我们对别人最坏的猜忌。

——富兰克林·P.琼斯（cited in Peter， 1977）

正如第16章所说的那样，人们在做归因的时候经常会轻视或忽略多数人的意

见。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决策者不在乎他人的行为和态度呢？正好相反，即使是最独

立的决策者都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强烈影响。

事实上，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 1985b）已经指出，社会因素

在人们的决策和判断中起着关键作用。泰特洛克（p. 325）说：“过去用认知实验

方法研究决策和判断，所关注的焦点是狭窄而有误导嫌疑的。这方面的研究需要得

到扩展，把社会和组织的背景因素考虑进去。”泰特洛克建议研究者把决策者视

为“政治家”，他必须对自己的“选民”（如他的朋友、家人和同事）负责，并且

总是关注“如果我这样做别人会有什么反应”、“如果别人置疑我的观点，我应该

怎样说服他们”这样的问题。外部评价的重要性——以及这些评价对人们行为的影

响——正是实验社会心理学最早的研究成果之一。

社会易化

社会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Gorden Allport）曾经写道（1954，

p.46）：“第一个实验研究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实验研究头三十年关注的惟一问

题——就是：当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个体的行为表现与独处的时候相比会有什么

变化？”虽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早在19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开始，但是直到1965年才

有一个完整的答案。在那一年，罗伯特·扎伊翁茨（Robert Zajonc）发现，对于那



些简单的、熟练的行为，人们在有旁观者在场时通常能做得更好；但是对于那些复

杂的、还没有掌握好的技能，人们在有他人在场时则会表现得没那么好。扎伊翁茨

认为这一被称为“社会易化”（socical facilitation）的效应，至少部分地来自

于他人在场时个体产生的唤醒状态。后来的研究则显示，即使其他人并没有实际在

场，只要个体预期自己的行为会受到其他人的评价，这种促进或损害的效应也会发

生（Henchy&Glass， 1968）。

尽管研究者在各种言语和数学任务中都发现了社会易化效应，但最直接的证据

来自于在一个大学撞球室里进行的研究（Michaels， Blommel， Brocato，

Linkous，&Rowe，1982）。在这个研究中，一些隐藏的观察者把在玩撞球的人分成

技术高于平均水平和低于平均水平两组，然后记录这些球手在有观众和没有观众两

种条件下的击球成功率。结果如图17.1所示，观众促进了那些技术高于平均水平的

球手的表现，却损害了那些技术低于平均水平的球手的表现。查尔斯·邦德和琳达

·泰特斯（Charles Bond&Linda Titus， 1983）在对共涉及20000名被试的超过200

个研究的元分析中也得到了（尽管没有那么明显）类似的结论。有观众在场会损害

个体完成复杂任务的正确率，同时对完成简单任务的正确率会稍有改善。

社会性懈怠

社会性懈怠（social loafing）并不是他人在场影响个体表现的惟一方式。在

社会性懈怠效应被提出约30年以后，沃尔瑟·莫德（Walther Moede， 1927）报告

了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发现，当人们作为群体的一员做一件事情时，就不会像自己

独立完成时那么努力。这是莫德的一个学生林格尔曼（Ringelmann）做的实验，他

发现，与参与两人组、三人组或八人组拔河时相比，当个体独自一人与对手拔河时

会拉得更卖力。平均而言，两人组的时候单个被试的努力程度只有单人组被试的



93％，三人组中单个被试的努力程度只有85％，而八人组中单个被试的努力程度则

只有单人组被试的49％。艾伦·英厄姆等人（Alan Ingham， George Levinger，

James Graves，&Vaughn Peckham， 1974）巧妙地用不同的方法重复了这个实验，

研究者给被试蒙上双眼，使他们相信自己正与同组的其他成员一起与对手拔河，而

实际上他们是单人应战。这种不同的实验方法却得到了与林格尔曼的实验相同的结

果。比布·拉坦等人（Bibb Latane， Kipling Williams，&Stephen Harkins，

1979）将其称之为“社会性懈怠”效应，而且他们还发现，当要求人们尽可能大声

地呼喊或鼓掌时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见图17.2）。

图17.1　观众的在场会提高技术处于平均水平以上的球手的表现，却会损害平均水平以下的球手的表现

（摘自Michaels等研究者1982年的研究）。



图17.2　本图表现了社会性懈怠效应。平均而言，随着群体成员的增加，单个个体的贡献下降。从折线

的走势来看，单个个体独自呼喊或鼓掌时制造的平均声响（每平方厘米的达因数）约是六人组中单个个

体发出声响的2倍。（摘自Latane， Williams和Harkins， 1979）

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社会性懈怠”的现象？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答案。拉坦，

威廉斯和哈金斯认为，社会性懈怠效应的出现是因为处于群体中时人们不会像独自

行动时那样直接感觉到自己的努力和最终结果之间的关系。与这个差异相关的是，

对最终结果所担负的责任会在群体成员之间分散，而独立行动时个体则要对结果负

全部责任。责任分散会对决策和判断产生强有力的影响。下面3个事件就是这种影响

力的体现：

事件1：“放开那个女孩！”



这是1964年3月13日凌晨3∶20，纽约Kew Gardens火车站旁边的停车场。基蒂·

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一位28岁的酒吧经理，刚刚下班回家。她把自己那

辆红色的菲亚特汽车停好，关了车灯，锁上车门，然后向着自己100英尺以外的公寓

走去。

突然她发现在停车场的另一边有一个男人。

基蒂转头就向附近林荫道的一个报警亭跑过去，但是还没有来得及跑到那里，

就在一盏路灯下被那个男人捉住了。基蒂尖叫了一声，马路对面一幢10层高的公寓

楼里亮起了不少灯，有些窗户打开了，基蒂大声喊：“噢，我的上帝，他刺中我

了！救命啊！”

其中一间公寓里有个男人往下喊：“放开那个女孩！”

攻击者畏缩了，扔下基蒂跑了，基蒂在流血。很快公寓楼里的灯又熄灭了。基

蒂尽力想回到自己的公寓，但是那个男人又出现了，又刺了她一刀。这一次基蒂发

出了惨叫：“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公寓楼里的灯又亮了起来，邻居们打开了窗

户，那个男人吓得钻进自己的车里飞奔而去。

过了一会儿，基蒂挣扎着站了起来。一辆开往肯尼迪机场的公共汽车开了过

去。这时候是凌晨3∶35。

最后基蒂总算挣扎着回到她的公寓门口，却在这儿昏过去了。那个男人又折了

回来第三次刺中了她——这一次是致命的一击。

关于这个故事的令人心寒的结语是：当这桩谋杀刚刚发生的时候，《纽约时

代》杂志对它的报道只有在第26页上的短短5句话。可是两个星期后，这一事件却出



现在头版的一篇长篇报道中。为什么？因为警方的调查发现，不少于38名“可敬

的、遵纪守法的市民”目睹了这次谋杀，可是却“没有一个人在袭击的过程中打电

话报警”（Gansberg， 1964.3.27， p. 1）。警方在基蒂开始遭袭击后30分钟才接

到这些证人的第一个报案电话。也就是说，作案者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多次来回袭

击基蒂，基蒂也不断呼救，但这38名目击者却没有一个人去帮她或者从自己家打电

话报警。

事件2：隧道里的故事

1990年7月14日，星期六，意大利佛罗伦萨附近的一条公路。马可·莫雷蒂正开

着车带他6岁大的女儿范尼莎到海滨去。正当他驶入一条隧道的时候，马可突然心脏

病发作。马可挣扎着把车停在一边，让范尼莎自己设法回家。随后，33岁的马可不

幸身亡。

范尼莎挪到车外，走到川流不息的汽车中间求救。飞驰的汽车行驶速度太快，

掠过的气流把范尼莎撞倒在地上。但是她没有停下来——她抓爬着、流着血、哭着

——绝望地向过往车辆求救。在接下来的30分钟里，范尼莎走了超过一英里的路，

期间有数百辆车飞驶过她身边，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助她。最后终于有一位驾驶

员把车开过来帮助她了，很快警察也到了。

就像基蒂·吉诺维斯的故事那样，这个故事也成了全国报纸的头条。意大利人

都在扪心自问，为什么连这样的事都能发生？他们都把它视为一种信号，代表着意

大利不再是那个曾经是那么温暖、充满同情心的地方了。例如，一位意大利社会学

家下面的话就被广泛引用，他说，范尼莎事件“代表了一个我们倾向于视而不见的

意大利——那个冷漠的、正处于冰河期的意大利，大部分时候每个人都只会想着自

己以及和自己多多少少有密切关系的少数几个人。”（Haberman， 1990年7月19



日，p. A11）

事件3：谁会捡起这些东西

这是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哥伦布、西雅图或亚特兰大其中一座城市的一部

电梯里。就在电梯门关上以后，站在里边的一个黑衣人“一不小心”掉了8～10根铅

笔在地上（或者有些情况下是一些便士或镍币——是什么东西并不重要）。

作为比布·拉坦和詹姆斯·达布斯（1975）的一个现场研究的一部分，这样的

实验模式被用于1497个不同的场合，有145人在合计4813名旁观者面前掉下不同的东

西。拉坦和达布斯对下面的问题感兴趣：“谁会帮丢东西的人捡起这些东西？”他

们的发现之一是随着电梯里人数的增加，旁观者帮助丢东西的人的可能性就会减

小。

旁观者干预

贯穿于前面每个事件中的共同主线就是：在相对较大的群体中，给予帮助的责

任会被分散。当人们面临着是否干预某件事的决策时，他人在场就会影响到他们如

何决策。干预与责任分散的这一关系最初是在比布·拉坦和约翰·达利（1969，

1970）的一系列关于旁观者干预效应的精彩实验中被发现的。

在其中一个实验中，拉坦和达利邀请一些学生来参加一个关于“在城市的大学

里生活会遇到的一些问题”的访问。学生到达以后首先在休息室里等候，或者独自

一人，或者还有两位主试的助手装扮成的参与者（这两位助手在整个实验过程中都

要保持被动），或者还有两位真正的参与者。然后，当被试坐在休息室里的时候，

一股白烟开始从墙上的一个通风孔里冒出来。拉坦和达利想看看和独自一人时相

比，当有他人在场时这些学生被试是否更不那么倾向于报告冒烟一事？



结果拉坦和达利发现，独自一人的情况下有3/4的学生被试报告了冒烟一事，其

中一半人是在2分钟内报告的。相反，当与两位不采取任何行动的假扮的被试在一起

时，只有1/10的学生被试报告了冒烟的事。其他人虽然咳嗽、揉眼睛甚至打开窗户

——但就是不去报告！

至于三名真正的被试一起等待的情形，直接将他们与独自等待的被试的反应作

比较并不恰当。如果独自等待时有75％的学生报告了冒烟事件，那么对于三个独立

的被试一起等待的情况，相应的比例就应该是98％（因为所有三个学生都不报告的

概率是.25×.25×.25=.02，所以1.00-.02=.98）。但实际的情况是，三人组时只有

38％的被试报告了冒烟事件。

为了确保这些结果不是由一些无关的外部因素造成的（如独自一人与和他人在

一起时对火灾的恐惧感不同），拉坦和达利决定在一个不同的背景下重复这个实

验。在一个表面上名为“市场调查”的实验中，研究者让参加的学生独自等待，或

者与一个朋友一起等待，或者与一个陌生人一起等待，或者与一个不采取行动的假

扮的被试呆在一起。然后在他们正在等待的时候，研究者让他们相信隔壁屋里有一

个人跌到并且摔伤了。这是通过播放一段高保真录音带来实现的。录音带里首先传

出一阵碰撞声，然后是一个女人的呼喊声：“噢，我的上帝，我的脚……它……

它……动不了……噢，我的脚踝！我……不能……不能……挪开这些东西。”

听到她的喊声后，独自等待的学生中有70％的人会跑过去帮忙。这意味着如果

两个人中的一个会独立于另一个采取行动，那么至少其中一个人去帮助那位女性的

可能性为91％（也是因为每个人都不提供帮助的可能性是.30×.30=.09，这样

1.00-.09=.91）。相反，不熟悉的两个人坐在一起时，只有40％的被试主动提供帮

助；而认识的两个人坐在一起时，则有70％的被试主动提出要帮忙。这表明，尽管



朋友一起等待时比与陌生人一起等待时会有更大的可能性采取干预行为，但是与独

自一人的情况相比，朋友之间还是会出现抑制效应。当比较被试独自一人和与假扮

的参加者在一起时的行为时，来自他人的抑制效应也清楚地表现出来。在后一种情

况下，只有7％的被试采取了干预行为。

拉坦和达利在其他几个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而且自他们最初研究这个

问题以来，已经有很多其他研究者也证明了他人在场会抑制帮助行为。实际上，在

拉坦和达利最初的那个研究完成后的十年间，研究者做的56个实验中有48个实验结

果显示，有他人在场会使被试给予帮助的倾向降低（Latané&Nida， 1981）。对这

56个研究的结果求平均，那么当人们独处时会有75％的可能性采取干预行为，而处

于群体中时则只有53％的可能采取干预行为。

是否有某类人群能够避免旁观者导致的抑制效应的影响？从比布·拉坦和斯蒂

夫·奈达（1981）所做的文献分析的结果来看，在美国社会中只有一类人能有这样

的免疫力：9岁以下的儿童。那个阶段以后的人在决策时都会受到他人在场的强烈影

响。

社会比较理论

关于社会易化、社会性懈怠和责任分散的研究都倾向于支持泰特洛克关于决策

者是优秀政治家的观点。人们经常从他人身上直接获取行动的线索，而且他们非常

关注他人对自己的看法。这些研究也显示出，人们通过把自己与他人做比较来评价

自己的观点和能力（Suls&Miller， 1977）。描述人们如何进行此种决策判断的最

精细的理论就是“社会比较理论”（socical comparison theory）。

社会比较理论是费斯汀格在1954年提出的——他也是认知不协调理论的创立



者。费斯汀格认为，人们具有评价自身能力水平和自身观点恰当性的需要。那么在

缺乏客观的、非社会性的标准时，人们就会把自己和其他人做比较。费斯汀格尽可

能做到详细和严格地对社会比较理论做界定。该理论包括9个假设、8个推论和8个衍

生观点，或者说一共有25个主要观点。

大致来看，这些命题最中心的观点是：

假设I：人们具有评价自己的观点和能力的自然倾向性。

假设II：在缺乏客观的、非社会性信息的时候，人们会通过与他人的观点和能

力做比较来评价自己的观点和能力。

推论IIIA：在面临选择时，人们更愿意和那些观点和能力与自己接近的人做比

较。

最后一个观点已经有丰富的研究成果，而且大部分研究都支持费斯汀格

（1954）的看法。人们通常会与那些和自己相似的人做比较，而不是与那些和自己

不同的人相比。例如，如果你是一名本科生，你很可能会把自己的学术成就与其他

本科生的学术成就做比较，而不是与研究生或者教授做比较。同样，助理教授一般

会与其他助理教授做比较，而不会与资深教授做比较。

从那些与自己相似的人身上获取行动的线索

在哈维·霍恩斯坦、伊莱沙·菲什和迈克尔·霍姆斯（Harvey Hornstein，

Elisha Fisch，&Michael Holmes， 1968）的一个有趣的现场实验里，社会比较的

相似性作用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这个研究里，在曼哈顿中心区有超过100名行人看

到路上有一个写着地址却没有贴邮票的信封，信封里有一个遗失的钱包和一封写给



钱包主人的信。钱包里有2美元现金，一张签给E.M.H公司（这几名研究者名字的首

字母组合！）的支票，一张写着某人电话号码的纸片，以及钱包主人的身份证，上

面有钱包主人的姓名、电话号码和地址，以及其他一些东西。钱包主人名叫迈克尔

·欧文——这个名字是经过仔细挑选的，以避免含有种族或宗教的暗示——而且在

所有情况下，钱包和里面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有变化的是写给钱包主人的信。在某些实验条件下，写信者是与这些路人相似

的人（即一个能流利使用英语、像是本地人的写信者），而在其他条件下，写信者

则是一个与路人不同的人（即一个几乎完全不懂英语的外国人）。另一个实验条件

是不同的写信语气，在1/3的情况下，写信者用一种正性的语气写这封信，在另外

1/3的情况下用一种中性的语气写信，在剩下1/3的情况下则是用一种负性的语气写

信。例如，一位操流利英语的人（“相似的他人”）用负性语气写的信是这样的：

亲爱的欧文先生：

我找到了您的钱包，如今物归原主。所有东西都在里面。我必须说的是，照看这个钱包和不得不把它还

回来确实是一件很不方便的事。归还这个钱包的整个过程实在是很麻烦，我觉得相当恼怒。我希望您会为我付出

的努力而感到感激。

另一方面，一位不相似的他人用负性语气写的信是这样的：

亲爱的欧文先生：

我正在你们国家旅行，并不熟悉你们的行为方式。但是我发现了你的钱包，东西都在里面了。

对这个钱包负责并将它物归原主是一件很费劲的事情。其中的过程实在是繁琐，希望你能够对我有所感

激。

霍恩斯坦、菲什和霍姆斯（1968）的假设是，当写信者是与自己相似的人时，

人们所受到的信中语气的影响会大于写信者是不相似的人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

预测当写信者是与被试相似的人时，正性语气的信会比负性语气的信导致更高的归



还率，可是当写信者是不相似的人时，信的语气就不会产生影响）。正如图17.3所

示，实际的结果符合研究者的预期。当写信者是本市人时，正性语气的信使人们归

还钱包的次数是负性语气的信的7倍。相反，当写信者是一名外国人时，正性语气、

负性语气和中性语气的信导致的归还率实际上是一样的。尽管这些结果本身不能说

是结论性的，但它们的确支持了费斯汀格（1954）关于人们会从与自己相似的人那

里获得行动线索的假设。

社会性痛觉丧失

1978年，肯尼斯·克雷格和肯尼斯·普克钦（Kenneth Craig&Kenneth

Prkachin）的研究展示了社会比较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知觉。这些研究者发

现，当人们把自己与一个有高的疼痛耐受性的人做社会比较时，这种比较实际上会

导致人们体验到比其他情况时较少的疼痛感。

在这个研究中，研究者对被试的左前臂进行电击。最开始的时候电击轻微得几

乎觉察不到，但随着实验的进行，电击强度一点一点地加大（每次增强0.25毫

安）。每次电击后，被试在一个0～100的量表上标出自己觉得不舒服的程度。当他

们把某次电击评价为100时，实验就会结束。

这个研究共有2个实验条件：忍耐模范条件和控制条件。在忍耐模范条件下，与

每个被试配对的是一名假扮成被试的研究者的同事，他的疼痛评价总是比真正的被

试低25％（真正的被试总是先做评价）。在控制的条件下，假扮的被试只是在一旁

观察被试，只有真正的被试会评价电击引起的疼痛（这控制了他人在场这一点）。



图17.3　霍恩斯坦、菲什和霍姆斯（1968）进行的研究中，各种实验条件下归还失落钱包的人数百分

比。

克雷格和普克钦发现，当被试与忍耐力强的假扮被试一起配对时，被试不仅会

有较低的疼痛评价，而且他们真的显得体验到较少的疼痛。在忍耐模范条件下，虽

然电击强度提高了，但被试却比控制条件下的被试有较少的心率反应和较低的前臂

皮肤电压（这是对生理唤醒的两种测量指标）。因此，社会比较既影响疼痛评价也



影响躯体反应（人体真正的生理反应）。

从众

请仔细看看“读者调查”第32题中1、2、3三条线。哪条线的长度与线A一样？

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你会觉得第3条线和A一样长，而且你会几乎毫无疑问地相

信自己是对的。

可是如果你是在一个房间里和其他7个人一起判断，而这7个人都一致声称第1条

线和A一样长，你又会如何反应呢？你是会坚持自己的判断，还是会屈服于多数人一

致的意见？

实际上这就是所罗门·阿施（1951；1955， 11；1956）在他关于从众的经典实

验中设计的情境。在他的多数实验里，7～9个男性大学生围着一张桌子就座，然后

主试要求他们一起根据一张卡片上的一条“标准”线的长度，从另一种卡片上的三

条“比较”线中找出哪一条和“标准”线等长。实验有18轮，每一轮的判断问题都

非常简单。一组独立的判断者作为控制组，平均的判断正确率高达99％。被试不知

道的是，和他们坐在一起的其他人实际上是主试的同伙。在多数实验中，每组只有

一名真正的被试。

在实验的第一轮，标准线的长度是10英寸，三条比较线分别长8㻳英寸、10英

寸和8英寸。沿着桌子按顺时针的顺序，每名学生给出自己的判断，每个人都指出10

英寸长的比较线与标准线一样长。到这里为止一切都是正常的。

在实验的第二轮，学生看到的标准线是2英寸长，而比较线分别长2英寸、1英寸

和1㽣英寸。这次学生们也是毫不费劲地找出了等长的线。



可是到了实验的第三轮，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一次的标准线长3英寸，但

是假扮的被试并没有选3英寸长的比较线，而是一致认为3㻳英寸长的比较线与标

准线一样长。那名真正的被试——他总是坐在接近最后发言的某个位置——不知道

的是，阿施让假扮的被试在18轮实验中的12轮中都一致地给出错误答案。阿施想看

看真正的被试是否会屈服于这种从众的压力。

阿施发现在这12轮实验中，有约1/3轮实验中的被试会从众，即选择主试的同伙

一致赞同的错误答案。3/4的被试有不少于一次的从众，而1/3的被试在12轮实验中

的一半或更多轮中选择了从众。也就是说，大多数人做出了与自己的判断相反的选

择，而且很多人在多数实验中都有从众的表现。

阿施还做了一些略做修改的实验。例如，在一组研究中，他改变了小组的人数

（见图17.4）。当被试只与一名主试的同伙一起判断时，他们几乎完全不受同伙错

误答案的影响。多数被试几乎在每一轮实验中都回答正确。当被试的判断与2名同伙

的意见相反时，被试从众的概率是13％。当被试的判断与3名同伙的意见相反时，被

试从众的概率是33％。阿施发现过了这个点以后，从众的概率就不会再上升，尽管

后来其他研究者的研究结果显示，在持相反意见的多数被试人数超过3人以后，从众

的概率还是会继续上升（Latané&Wolf，1981）。在不考虑这个问题的情况下，一个

非常明确的结果就是，当小组人数较少时，多数人的意见已经足以引起较高的从众

水平。

在另一组实验中，阿施让另一名真正的、并且一般会给出正确判断的被试坐在

第四位发言人的位置上，或者通过让一名会给出正确答案的实验者同伙坐在第四位

发言人的位置上，从而打破了多数人一致意见的条件。阿施想看看当多数人的意见

不再一致时会发生什么事情。



结果他发现这种做法对被试的反应有很大影响。从众的水平变成原来的四分之

一——也就是说，当多数人的意见不一致时，被试从众的次数只是多数人意见一致

条件下的约1/4。实际上，阿施发现三个意见一致的多数派对被试判断的影响力，远

远超过8个多数派加上一个异议者的条件。这些结果显示，当情境中存在强大的从众

压力时，单个异议者会起到较大的作用。

图17.4　在所罗门·阿施关于从众的实验中，他发现三人组的多数意见与大5倍的组的多数意见在导致

从众上的效果相似。（Asch， 1951）

少数派影响

1969年，瑟奇·莫斯科维奇（Serge Moscovici）和他的两名同事把阿施的实验



范式反转，用于研究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影响（Moscovici， Large，&Naffrechoux，

1969）。与阿施观察作为多数派的实验者同伙对一两名真正被试的影响不同，莫斯

科维奇考察了少数几名实验者同伙对作为多数派的真正被试的影响。莫斯科维奇和

他的同事发现，即使在少数派不是特别强大或者没有很高威望的情况下，意见一致

的少数派也能产生显著的影响力。

在莫斯科维奇最初完成的一组实验中，每个小组包括2名实验者同伙和4名真正

的被试。每个人都坐在一个屏幕前，主试告诉他们这个实验是关于颜色知觉的。然

后屏幕上呈现了一系列的幻灯片。在每一轮实验中，小组成员要判断幻灯片的颜色

和光强度。所有的幻灯片都是不同强度的蓝色，但是实验者同伙在某些实验中却把

它判断为绿色。莫斯科维奇和他的同事发现，被试在8％的实验中做出了和实验者同

伙相同的判断，32％的被试把幻灯片颜色判断为绿色的次数不少于一次。相反，控

制组的被试在792次判断中只有2次错误地判断为绿色。

因此，莫斯科维奇和他的同事证明了少数人能够对多数人产生显著的影响。但

是存在一个前提——少数人的意见必须保持一致和稳定。如果两名实验者同伙随机

地把幻灯片判断为蓝色或者绿色（其中1/3次的判断是蓝色），那么被试只在1％的

实验中把幻灯片判断为绿色。只有在实验者同伙坚持同一个判断的情况下，少数人

才会有显著影响（关于这方面研究的回顾与扩展，见Maass&Clark， 1984；

Nemeth， 1986；Nemeth&Chiles， 1988）。

群体盲思

当群体具有凝聚力而且相对不受外界影响的时候，群体忠诚和从众压力会导致

欧文·贾尼斯（Irving Janis， 1982）所说的“群体盲思”（groupthink）。贾尼

斯对群体盲思的定义是：群体盲思“是指心理活动的效率、对现实的检验以及道德



判断的一种退化，这种退化是来自于群体内压力”（p. 9）。群体盲思导致错误决

策的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美国的猪湾事件，在这一事件中，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内阁

提出了一个入侵古巴的拙劣建议。更近期一点，詹姆斯·埃瑟和乔安妮·林多尔夫

（James Esser&Joanne Lindoerfer， 1989）发现，1986年，美国在不安全的天气

条件下发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致命决策中就有群体盲思的因素在内。

根据贾尼斯的观点，群体盲思有8个普遍的特征：

群体中大多数或所有成员都抱有一种自己“无懈可击”的错觉，这种错觉导致过分乐观以及过度的冒

险。

集体努力对警告采取忽视的态度或者对其进行合理化。

对群体固有的道德观加以毫不质疑的信任。

对提出建议者充满刻板印象，认为他们都太邪恶而不值得与之谈判，或者认为其太弱或太愚蠢而不会构

成严重威胁。

任何不赞同多数人意见的群体成员都会感受到压力。

关于全体意见一致的共同错觉。

对与表面上一致的群体意见相背离的想法进行自我审察。

自封的群体“精神保卫者”，使群体远离任何可能破坏群体自满感的信息。

如果一个群体表现出这些迹象，那么它就很有可能受到了群体盲思的影响。关

于如何才能避免群体盲思，贾尼斯推荐了几条预防措施。第一而且最重要的是，群

体领导应该明确鼓励不同的意见和批评——包括对他们自身观点的批评。第二，群

体领导应该避免在一开始就表明自己的个人偏好。杰伊·拉索和保罗·休梅克（Jay

Russo&Paul Schoemaker， 1989）观察到一些日本企业正是这样做的，他们开会的

时候是由职位最低的群体成员首先发言，然后是职位次低的成员，依此类推。这样

一来，群体成员就不会害怕自己的观点与比自己职位高的成员不一致。



第三条预防措施是与其他群体——或者与其他领导——一起考虑同一个问题

（这样就可以比较不同的答案）。第四，群体成员应该与受信赖的同事定期对群体

进行审议，并且向群体报告讨论的内容。第五，群体应该要求群体外的专家或者有

资格的同事参加群体的会议，并且鼓励他们挑战群体的一致意见。事实上，贾尼斯

指出，避免群体盲思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正式任命某位群体成员担当批评者的角

色。每条措施都是使不同的意见合理化，都是在利用持不同意见的少数人所能起到

的减少群体盲思的作用。

结论

本章的主题是简单的：由于人类本质上具有社会性，因此他们的判断和决策很

容易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即使在独自决策的时候，他们也常常根据他人会做何评

价的预期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因此，任何时候要对人们的决策和判断作出全面的解

释，都必须把社会因素考虑进去。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因素虽然能影响决策，但却没有影响决策背后的判断。例

如，很多人会迫于从众压力和群体盲思而做出某个选择，但他们自己本身并不赞同

这个选择。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判断本身也被歪曲了。例如阿施发现，在他的实验

中有少数被试的知觉的确被歪曲了，而且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多数人的意见影响了自

己的判断。类似的，拉坦和达利也发现很多没有做出反应的旁观者，在责任分散的

条件下也改变了自己对情境的知觉。正如拉坦和达利（1970， p. 65）所说

的：“（这些）被试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说如果遇到‘真正’的紧急情况，他们一定

会第一个去帮助受害者。”

本章所讨论的社会影响因素只是支配着我们日常生活的很多社会因素中的少数

几个。这里只是举例说明，并不是要穷尽所有影响因素。而且，就像在讨论社会性



懈怠效应时所显示的那样，社会影响因素既可能妨碍决策与判断，也可能改善决策

与判断。第18章将通过比较群体表现和个体表现，继续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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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群体决策与判断

如果一个群体成功地避免了群体盲思，那么是否就意味着它能比个体做出更好

的决策和判断？群体也会和个体一样使用直觉并出现偏差吗？

相对来说，在个体和群体水平上对直觉和偏差进行比较的研究较少，所以没有

综述对以上两者加以对比。然而，在已发表的研究中，多数都显示个体和群体在归

因和判断时产生的偏差是类似的。本章的第一部分讨论了几种类似情况，接下来的

第二部分集中阐述群体和个体的差异。

群体误差和偏差

如第16章所述，基本归因误差是过度地将个体的行为归因于人格或态度等内在

特质上。例如，人们通常认为评论反映了作者本人的观点，即使在他们被告知作者

是被迫采取这一见解时也是如此（Jones&Harris， 1967）。群体归因误差（group

attribution error）是对一个群体做出无根据的内在归因的倾向。首先对群体归因

误差这一概念进行阐述的是斯科特·艾利森和戴维·梅西克（Scott Allison&David

Messick， 1985， p. 564），他们认为，“基本归因误差和群体归因误差有一个共

同的基础，那就是我们倾向于忽略行为的外部决定因素，并且想当然地认为行为和

一些内在态度之间存在关联。”他们在研究中发现，被试推断，当一位城市管理者

制定出节水措施时，公众会比没有采取措施时更加支持节约用水，尽管几乎没有什

么理由可以认为公众立场可被一位政府雇员的决定所影响。黛尼·麦凯（Diane

Mackie）和斯科特·艾利森（1987）也报告了类似的发现。

“自我服务”偏差和“群体服务”偏差之间也存在相似的归因。前者指人们把



自己的成功归因于内部因素，而把自己的失败归因于外部因素。后者指群体成员把

群体的成功归因于群体的内部因素，而把群体的失败归因于群体的外部因素。唐纳

德·泰勒和珍妮特·多里亚（Donald Taylor&Janet Doria， 1981）比较了校际运

动员的自我服务偏差和群体服务偏差，发现群体服务偏差至少与自我服务偏差程度

相当。运动员的群体服务偏差表现为，他们更多地将群体的成功归因于出色的群体

合作，而较少将失败归因于糟糕的群体合作。

另一个群体水平的归因偏差是“外群体同质性偏差”（outgroup homogeneity

bias）。与人们总是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具多样性（more varied）一样，群体也认为

他们自己的成员比其他群体的成员更具多样性（Mullen&Hu， 1989）。例如，在一

个实验中，普林斯顿大学4个学生俱乐部的成员为他们所在群体的成员和其他3个群

体的成员打分，评定他们的人格特征，例如内向/外向、傲慢/谦逊、悠闲/紧张等等

（Jones， Wood，&Quattrone， 1981）。结果表明，无论哪个群体的学生都把自己

群体的成员评价得比其他群体成员更加多样化。

你可能会说：“他们当然会认为自己的群体更加多样化——因为在自己所在的

俱乐部里，他们认识更多的成员。”但研究结果表明，外群体同质性偏差与学生认

识的群体内和群体外成员数量无关。而且，外群体同质性偏差也发生在那些互相之

间有大量接触的群体之间，比如女性和男性之间（Park&Rothbart， 1982）。所

以，外群体同质性偏差并不仅仅是熟悉程度不同的结果。

外群体同质性偏差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加深了刻板印象。由于外群体成员被认为

是相对同质的，所以他们的个体性往往被低估了。不幸的是，这种倾向在国际关系

中尤为普遍。例如，前苏联领导人安德罗波夫上台时，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

斯基写道：“把这些人分为保守派或自由派、鹰派或鸽派、斯大林主义者或非斯大



林主义者都是错误的，关键在于他们都是野蛮而且粗暴的”（Schmemann， 1985，

March 3， p. 55）。不久以后所发生的事件就证明了布热津斯基犯了多么严重的错

误。

很少有研究探讨像可得性和代表性直觉这样的直觉是否也在群体判断中起作

用。而在琳达·阿尔戈特等人（Linda Argote， Mark Seabright，&Linda Dyer，

1986）的研究中，个体被试和由五人组成的群体解决律师—工程师问题（见第10

章），研究者发现，群体比个体更加依赖代表性直觉。斯科特·廷代尔等人（Scott

Tindale， Susan Sheffey，&Joseph Filkins， 1990）也发现，当面对类似于读者

调查中第1题这样的问题时，四人群体比个体更容易犯连词错误（使用代表性规则的

另一个结果）。

所有上述结果意味着什么呢？显然，尽管我们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但这些初

步的发现表明，个体水平的直觉和偏差在群体决策和判断中仍然起作用。而且，有

时在群体中会出现比个体还大的偏差。以代表性直觉为例，阿戈尔特等人

（Argote， Seabright，&Dyer， 1986， p. 74）总结道：“当评定范畴内的全体

成员时，群体讨论似乎扩大了个体代表性判断的倾向。”

群体极化

群体讨论容易增强群体成员达成一致的倾向，这种现象称为“群体极

化”（group polarization）（Moscovici&Zavalloni， 1969）。首先指出这一现

象的研究者是詹姆斯·斯托纳（James Stoner， 1961），他发现，被试在参加群体

讨论后，似乎更愿意提倡和拥护冒险的行动了。斯托纳将这一变化称为“风险转

移”（risky shift）。在他的实验之后，很多研究对此进行了探索。毕竟，如果群

体极化使得群体的冒险性比个体更高，那么这一发现对国家安全、商业和其他由群



体做出重大决策的领域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大概有4/5的风险转移实验是这样进行的：首先，被试要完成一份问卷，用于评

估他们的冒险倾向。问卷通常选用由内森·科根和迈克尔·沃勒克（Nathan

Kogan&Michael Wallach， 1964）编制的“两难选择”问题，问卷描述了12个模拟

情境，情境中的主人公需要在冒险行为和保守行为之间做出选择。例如，在一道题

目中，一位45岁的会计师要决定是冒心脏外科手术的风险还是让心脏的病情继续恶

化（见图18.1）。

在两难选择情境中，被试需要决定当成功概率达到多少时，他们将建议主人公

选择冒险行为。这次测量称为前测。然后，大约5名被试组成一个群体，讨论这12个

情境，并就每个情境的概率选择达成一致意见。这一阶段称为操作测验。操作测验

的平均分与前测平均分的差值就是风险转移的测量值。

虽然这一范式有很多变体，但研究结果相当一致。群体讨论通常使人们提倡更

冒险的行为。但当最初的倾向是保守的时，群体讨论有时就可能引起“保守转

移”（cautious shift）。因此，很多研究者现在采用“选择转移”（choice

shift）这一更加概括的词汇来描述这个现象。

与选择转移研究一样，群体极化研究也延伸到了冒险以外的问题。例如，戴维

·迈尔斯和乔治·毕晓普（David Myers&George Bishop， 1970）发现，对种族问

题怀有偏见的学生互相讨论了这一话题之后，偏见变得更为强烈；而相对来说对此

没有太多偏见的学生相互讨论以后偏见更少了。类似的，迈尔斯（1975）发

现，“沙文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在各自群体内讨论了女性问题以后，两者间

的分歧增大了。这类研究基于“群体构成”（group composition）范式，即群体由

具有相同倾向的人构成（这一倾向在群体讨论后得到增强）。



图18.1　内森·科根和迈克尔·沃勒克（1964， pp.256-257）编制的两难选择问卷中的一道题目。

另一类群体极化研究使用这样的范式：问题本身产生了一种倾向，群体讨论使

这一倾向极端化。例如，戴维·迈尔斯和马丁·卡普兰（Martin Kaplan，1976）发

现，当模拟陪审团仅得到较弱的犯罪证据时，群体讨论使判决更轻；而当陪审团得

到确凿的证据时，群体讨论后判罪更重。可见，基于法律证据的初始倾向在经过群

体讨论后极端化了（关于群体极化及其原因的综述见Myers，1982；Myers&Lamm，

1976）。

卖马问题

“有人以60美元的价格买了一匹马，并以70美元卖出。然后，他又花80美元钱

买回了这匹马，再以90美元卖出。在这匹马的交易中，他共赚了多少钱？”

读者调查中的第20题最早出现在诺曼·梅尔和艾伦·索利姆（Norman

Maier&Allen Solem， 1952）的经典研究中。梅尔和索利姆发现，独自解答这个问

题时，只有45％的大学生被试能够得出正确的答案。但当学生们组成5人或6人小组



时，这一比率有所提高。在领导者不活跃的群体中（领导者仅是观察成员们的讨

论），回答的正确率是72％；而在鼓励型领导者的群体中（领导者鼓励所有成员表

达想法），正确率是84％。

为了了解一个有效的群体可能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让我们来听听发生在梅尔和

索利姆实验室中的一次假想的群体讨论吧：

温迪[群体领导]：我想这个问题可能有些迷惑性——也许不像表面上这么简单，而且我不信任心理学

家。我们每个人都来讲讲想到的答案吧，再说说为什么这个答案是对的。

贝内特：我非常肯定答案是10美元。我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假定这是股票交易。如果我以60美元一股

的价格买进并以70美元的价格卖出，那我就赚了10美元。然后，如果我改变了主意，以80美元一股的价格买进了

同一种股票，我就比卖出时的70美元多花了10美元，把先前赚的钱亏掉了。再以90美元的价格售出让我又赚了10

美元，所以我得到这个答案。

吉尔：我的答案是20美元，因为这个人第一次卖马赚了10美元，第二次又赚了10美元。但听了贝内特的

解释，我不敢肯定我的答案是对的。

温迪：不必担心你是不是对的——我们只是希望听到所有可能的答案。你呢，史蒂文？

史蒂文：我认为正确的答案是30美元。他开始时花60美元买进，最后以90美元卖出，那他的利润不是30

美元还会是多少呢？

埃米：如果他不需要借钱的话就确实赚了30美元，但他卖马得到70美元以后，要花80美元买回这匹马，

就需要额外的10美元。这样剩下了20美元利润——30美元减去他额外借的10美元。

温迪：这么说你同意吉尔的答案？

埃米：是的。实际上，我想这个问题之所以让人困惑，原因就在于两笔交易用的是同一匹马。如果这道

题里有两匹马，答案就很明显了。

贝内特：你的意思是？

埃米：是这样，假设他以60美元买进了A马，又以70美元卖出，他赚了多少钱？

贝内特：10美元。

埃米：现在假设他又买了第二匹马——B马——花了80美元，再以90美元的价格卖出，他赚了多少钱？

贝内特：又是10美元。



埃米：对，所以他最后一共赚了20美元。他的利润与交易的是一匹马还是两匹马无关——无论怎样他都

赚了20美元。如果你喜欢用股票交易来想这个问题，那就假定交易的是两种股票而不是一种。不应该认为买进第

二种股票花80美元意味着亏掉10美元——卖出比买进的价钱低才是亏了钱。

我们先听到这儿，现在请想像你就是这个群体的一名成员。埃米总结了她的发

言以后，轮到你解释你的答案。你发言结束后，整个小组花几分钟来讨论这个问

题。然后实验者询问每一名小组成员并记录下最终答案。你可以选择是保留做读者

调查时的答案还是改变答案。你会怎样做呢？

大多数人在这样的情况下都会给出正确的答案——20美元。那些在一开始就得

出正确答案的成员在后来的讨论中很少改变想法，而其他人通常在群体讨论后改正

了答案。虽然梅尔和索利姆（1952）发现，无论群体领导者是否活跃和具有鼓励

性，群体表现都胜过个体，但当群体领导者积极地鼓励所有成员与大家分享他们的

见解时，正确率是最高的。

当讨论开始时群体里只有一名成员持有正确答案时，鼓励型领导者的作用是最

明显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群体中有76％的学生回答正确，而不活跃群体中答对的

比率仅为36％。这一发现与上一章的两个结论一致：（1）避免群体盲思的最好方法

是明确地鼓励成员发表不同见解（Janis， 1982），以及（2）在这一见解正确的情

况下，少数人可显著地提升群体判断的正确率（Nemeth，1986）。

梅尔和索利姆（1952）的研究表明，开放性的讨论可大幅度提高正确率。但在

他们的实验中，如果群体中没有一个人的答案是正确的，那么群体讨论也无济于

事。开始时，在参加实验的67个群体中，有63个群体内至少有一名成员持有正确答

案，但大概有五分之一的被试在群体讨论后仍然回答错误。埃德温·托马斯和克林

顿·芬克（Edwin Thomas&Clinton Fink， 1961）用同样的卖马问题做实验也得到

了相似的结果。在他们的研究中，群体讨论前，44个群体中有29个群体至少有一位



成员持有正确答案，但只有15个群体在讨论后达到了全体正确。所以，群体讨论可

以使正确率显著提高，但并不能保证所有群体成员都回答正确。

人多智慧多吗

群体判断在某种程度上比个体判断更为准确，尽管并非一贯如此。群体判断的

准确性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任务的性质和难度、群体成员的能力、成员间的互动

方式等等。里德·黑斯蒂（Reid Hastie， 1986）发表了一篇综述，对很多影响群

体判断的因素进行了总结，并比较了群体和个体在3种不同类型判断任务中的表现：

（1）判断数量和大小，例如罐中豆粒的数量；（2）判断逻辑问题，例如卖马问

题；（3）判断一般知识性问题，例如“苦艾是一种酒还是一种宝石？”

黑斯蒂总结出，对于数量判断，群体通常比个体稍微准确一些（黑斯蒂估计这

一差别大约是1/8个标准差）。珍妮特·斯尼泽克和贝姬·亨利（Janet

Sniezek&Becky Henry， 1989， 1990）的研究显示，在某些情况下，群体判断的优

势可能比黑斯蒂的估计数要大。他们运用了“标准化偏差”的测量方法，发现3人群

体比个体的准确性高23％～32％——是黑斯蒂总结的研究中差别的2～3倍。

对于逻辑问题，黑斯蒂发现，群体通常比个体表现更好，但是群体中最优秀的

成员独自解决问题的结果往往好于群体整体。同样，他总结出，在回答一般知识性

问题时，群体通常比水平中等的成员表现更好，但群体中最优秀的成员往往超过群

体的成绩或与之相当。通过总结这3种判断任务，黑斯蒂发现，群体比其水平居中的

成员做出的判断更为准确，但群体中最好的成员经常胜过群体整体。

盖尔·希尔（Gayle Hill， 1982）在一篇题为《群体与个体表现：N＋1是否大

于1？》的综述中，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在这篇文章里，希尔总结了50年来关于个



体和群体表现的研究。她不仅讨论了二者在判断与决策上的表现，范围还涉及创造

力和问题解决等方面。她的结论是，群体通常胜过其中一般的个体，但是群体经常

不如其中最优秀的个体。希尔发现，对于容易的任务，增加群体的人数只能增加一

个人能独立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对于困难的任务，群体合作的主要优势在于，群体

成员能够汇聚所有人的资源并纠正他人的错误。

希尔还讨论了头脑风暴法。她比较了群体讨论中产生的想法和同样多的人独自

进行头脑风暴得到想法的总和。希尔发现，独自产生想法后汇总要比群体会议更加

有效。[1]她总结道，群体讨论的优越性主要在于汇集的功能（也就是仅仅让更多的

人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实质上的群体互动。从实际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解决难

题的最好方法是让几个人独立思考问题然后汇集他们的想法。

独裁的益处

虽然群体判断往往比个体判断准确，但这种准确性部分地取决于群体成员如何

整合他们的答案（Davis， 1973）。斯尼泽克（1989）对此进行了探讨，并发表了

相关的研究报告，斯尼泽克比较了5种群体决策技术：（1）“一致意

见”（consensus），即面对面的讨论，直到形成所有成员都接受的意见；

（2）“辩证”技术，即要求群体成员讨论可能导致判断偏差的因素；（3）“独裁

者”技术（也称最佳成员技术），即面对面的讨论选择出一位成员，他的判断代表

了整个群体；（4）“德尔菲”技术，即群体成员不直接见面，而是以某种顺序循环

匿名提供答案，直到形成一致意见或稳定看法（这一技术的优势是避免了个别成员

或对自己的判断过于自信的成员垄断讨论）；（5）“集体”技术，即禁止群体成员

有任何形式的互动，只是把成员们的判断平均化，得到“群体”判断（在斯尼泽克

的研究中，集体技术仅是缺乏社会互动的简单汇总，因而其结果可作为准确性的基



线水平）。

每个群体由5名大学生组成，而且每个群体使用全部5种决策技术。从集体技术

开始，然后以不同顺序采用其他决策技术。学生们的判断任务是估计一个校园商店

下个月将售出多少商品，即服装、杂志、贺卡礼品和健康美容用品的营业额各是多

少。斯尼泽克用与实际销售额的“绝对偏差”，来衡量判断准确性。

她发现，前4种技术（一致意见、辩证、独裁者、德尔菲）都比简单汇总（集体

技术）的判断准确性高，其中独裁者技术的准确性最高，这一技术降低的绝对偏差

是其他技术的3倍。有趣的是，在每个群体中，“独裁者”最后都修改了答案使其更

接近集体平均数而使偏差值提高。也就是说，群体能够选出一个判断相当准确的独

裁者，但这位独裁者总是变得更加民主，结果反而降低了最终判断的准确性。

当然，斯尼泽克的发现仅是基于来自特定群体（大学生）的特定人数群体（5

人）解决特定的判断问题（销量预期），将独裁者技术最优的结论推广到所有情境

是不适合的。但斯尼泽克的实验表明，群体判断的准确性部分取决于群体采用的决

策规则。她的研究结果也证明，在某些情况下，互动的群体胜过没有互动的群体。

所以，至少在有些情境中，群体的优势不仅仅在于“更多的人”而在于“更多的人

在一起工作”。

结论

由于群体表现取决于很多不同的因素，所以难以进行高度概括（Tindale，

1989）。也是出于同一原因，这些不一致的和相反的研究结果难以综合。哪些因素

引发了这些矛盾？是不同的任务，群体人数，还是决策规则？丰富的研究反而使结

果的解释更加复杂。



另外的问题是，群体决策和判断没有受到像个体决策和判断那样的重视，尽管

委员会、专家小组、董事会、陪审团和其他决策群体极其普遍。而且，个体和群体

研究之间的界限常常因群体是由个体组成的而模糊不清。例如，研究群体归因错误

的实质上是探讨个体如何对群体进行归因。类似的，选择转移也用群体决策和个体

决策的差别加以测量，或对群体讨论前后的个体决策进行比较。只有前一个例子才

是真正的群体决策。

尽管如此，群体决策和判断的研究暂有如下结论：

很多个体水平的直觉和偏差在群体中发挥了同样的效力。

群体讨论通常会加强已有倾向。

群体通常比一般的个体表现好一些，尤其是在一名指定的领导者鼓励全体成员发表见解的情况下。

群体中最好的成员通常比群体表现更好（有时可使用独裁者决策技术来利用这一点）。

几个人独自使用头脑风暴法比群体会议更为有效。

上述结论都得到了大量研究的支持，但由于群体表现受多种因素影响，在特定

情境中应用这些一般性的结论仍需多加考虑。尽管决策者经常通过会竭尽所能，但

合作并不一定是成功的保证。

[1]尽管希尔没有明确指出这一可能性，但社会性懈怠可能部分地导致了这一结果。伊莉莎白·韦尔登和吉纳·加格诺（Elizabeth

Weldon&Gina Gargano， 1985， 1988）发现，当人们一起解决复杂的判断任务时，会出现社会性懈怠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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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常见陷阱

本书的这一部分关注困扰决策者的三个常见问题。第19章探讨过度自信的问题，第20章讨论自我实现的

预言，而第21章分析了一种被称做“行为陷阱”的特殊情境。同时每一章还提供了如何在实践中避免出现这些问

题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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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过度自信

这里发生泄漏的几率是一万年都难遇的。

——乌克兰能源与电气大臣Vitali Skylarov在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发生前2个月

这样说道

（引自Rylsky， 1986年2月） 　　　　　　　　　　　　　

在人们的决策中，过度自信是一个最为普遍的问题，其所带来的潜在破坏性也

是最大的。正如欧文·贾尼斯（1982）在他对群体盲思所进行的研究中提到的那

样，美国人的过度自信使日本人在二战期间成功偷袭了珍珠港。同样，在美国的挑

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的灾难中，过度自信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挑战者号航天飞

机的第25次发射之前，美国宇航局（NASA）的官员对飞行风险的估计是十万分之一

（Feynman， 1998， 2）。这样的风险估计大致等于航天飞机在三百年的时间内每

天发射，也只可能产生一次事故。

约瑟夫·基德的例子

美国宇航局真的是对成功过分自信？还是仅仅需要看上去很自信？因为在这样

的情境中，自信的程度是很难测量的，因此有关过度自信的最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来

自严格控制的实验中。

最早也是最著名的三个实验是由斯图尔特·奥斯坎普（Stuart Oskamp）在1965

年完成的。奥斯坎普要求8位临床心理学家、18位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以及6位心理

学专业的本科生阅读一个有关“约瑟夫·基德”的个案研究。约瑟夫·基德是一位



29岁的男子，曾经经历过“青春期失调综合症”。这个个案被分成四个部分。第一

部分介绍了他是一个退伍的老兵，现在在一个花艺工作室做商业助理，第二部分介

绍了基德12岁以前的童年时代，第三部分介绍了基德的中学和大学生涯，第四部分

介绍了他服役的经历以及往后的生活。

参与实验的人在读完每一段故事之后都要回答一系列相同的问题。这些问题都

来自个案，但是要求被试基于这样的信息对基德的人格形成一个临床判断。问题通

常有五个迫选的备选答案，并且在每个项目之后，被试要估计他们的答案在多大程

度上是正确的。这些信心的评分从20％（在准确度的机遇水平之外，毫无信心）到

100％（完全确信）。

有些令人惊奇的是，心理学家、研究生和本科生之间的评分并没有显著差异，

所以奥斯坎普将三个群体合并到一起来对结果进行分析。他发现信心随着被试阅读

的信息量的增大而增长，但是准确度却并非如此。

在阅读完个案研究的第一部分之后，被试正确回答了26％的题目（稍高于机遇

水平的期望值），并且他们的平均信心得分为33％。这些数字显示出了相当接近的

一致性。然而，当被试阅读了更多的信息时，信心与准确度之间的差距增大了（见

图19.1）。被试阅读的材料越多，他们就会变得越自信——即使准确度并没有随着

增加的信息而显著增长。在他们读完个案研究的第四部分之后，在奥斯坎普的被试

中，有超过90％的人对于他们的回答过于自信。

该实验进行之后的若干年里，已经有一系列研究发现人们往往对他们的判断过

于自信，特别是当他们难于做出准确判断的时候。比如说，利希滕斯坦和菲什霍夫

（1977）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并发现人们对自己的正确性有65％～70％的信心，但实

际上他们只有50％的时候是正确的。



在第一个实验中，利希滕斯坦和菲什霍夫要求人们判断12个儿童的图画是来自

欧洲还是亚洲，并且估计每一次判断正确的可能性。尽管仅仅有53％的判断正确

（非常接近随机水平），可是平均的信心评分却达到了68％。

图19.1　斯图尔特·奥斯坎普（1965）发现当被试阅读了更多的信息时，他们估计的准确度（自信心）

与实际的准确度之间的差异就越大。

在另一个实验中，利希滕斯坦和菲什霍夫给人们呈现了12只股票的市场报告，

并请他们来预测在给定的时间段内这些股票将会看涨还是看跌。他们再一次发现，

尽管这些预测只有47％是正确的（稍低于预期的机遇水平），但平均的信心评分达

到了65％。

又完成了几个研究之后，对于在两可判断中准确度和信心之间的对应关系，利



希滕斯坦和菲什霍夫得出了如下结论：

当准确度接近机遇水平时过度自信达到最大。

当准确度从50％增加到80％时，过度自信会随之减少；当准确度超过80％时，人们通常会变得不自信。

换句话讲，在准确度达到80％左右时，准确度和信心之间的差距最小，当准确度偏离这一水平时差距会逐渐变

大。

准确度与信心之间的分离与决策者的智商水平无关。

对于该研究的早期批评认为，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实验者总

是询问人们一些晦涩或琐碎的问题，但近期的研究已经在一些更为普遍的判断上重

复得到了利希滕斯坦和菲什霍夫的发现。举例来说，在一系列包含多于10000个独立

判断的实验中，李·罗斯和他的同事发现，当要求被试对他们自己的行为以及他人

行为进行预测时，人们表现出了大约10％～15％的过度自信（Dunning， Griffin，

Milojkovic，&Ross， 1990；Vallone， Griffin， Lin，&Ross， 1990）。

这并不是说人们总是过度自信的。戴维·罗尼斯和弗兰克·耶茨（David

Ronis&Frank Yates， 1987）发现，过度自信部分取决于信心的评分如何得出以及

决策者做出了何种类型的判断（一般知识性题目似乎会导致相对较高程度的过度自

信）。同样有一些证据表明，桥牌高手、专业赌徒以及国家气象台的预报员——他

们在做出判断后都会收到有规律的反馈——表现出较少或没有表现出过度自信

（Keren， 1987；Lichtenstein， Fischhoff，&Phillips， 1982；

Murphy&Brown， 1984；Murphy&Winkler， 1984）。不过，研究结果表明，就大部

分人而言，过度自信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极度自信

如果人们确信答案正确又会怎样？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正确的几率有多大？1977



年，菲什霍夫、斯洛维奇和利希滕斯坦实施了一系列实验来考察这个问题。在第一

个实验中，被试回答了大量一般知识性问题并且估计了答案正确的可能性。比如

说，他们回答了苦艾（absinthe）是一种利口酒（liqueur）还是一种宝石，并且要

在一个.50～1.00的量表上估计信心程度（这个问题作为读者调查中的第21题出

现）。然后，实验者检验了那些被试们完全确信是正确回答的准确度。

他们发现，当被试报告百分之百确信自己的答案时，他们的正确率往往只有

70％～85％。你对自己在第21题上的回答有多大信心？正确答案为苦艾是一种利口

酒，然而很多人将它与一种被称做紫水晶（amethyst）的宝石相混淆。

为了确保该结果不是由于对概率的误解所致，菲什零夫、斯洛维奇和利希滕斯

坦（1977）再次进行了一个实验，这一次，信心大小取决于回答正确的可能性与不

正确的可能性之间的比率（比如2∶1， 3∶1等）。这样，被试可以采用3∶1的正确

可能性来表达自己的信心，而无需借助概率性的75％。

菲什霍夫、斯洛维奇和利希滕斯坦（1977）发现，当信心估计大约为3∶1时，

信心与准确度相当一致，可当信心从3∶1提高到100∶1时，准确度却没有明显提

高。当人们将正确的比率设为100∶1时，他们实际上只有73％的时间是正确的。即

使当人们将正确的比率设为10000∶1～1000000∶1时——表示完全确信——他们也

仅有85％～90％的正确率（本应该相应给出6∶1～9∶1的信心评分）。[1]

最后，菲什霍夫、斯洛维奇和利希滕斯坦（1977）将实验重复了三次，将其作

为一项附加检验以确保被试理解并且认真执行了任务。在一次重复中，比率和概率

之间的关系在20分钟的发言中被加以详细解释。被试们得到一张说明各种比率估计

与概率之间对应关系的图表，并且他们被告知使用比率评分来表达不确定性的微妙

之处（特别强调了如何使用1∶1和2∶1之间的比率来表达不确定性）。然而，即便



如此，被试还是对他们的答案表现出了毫无根据的信心。当实际比率大约为4∶1的

时候，他们至少给出了50∶1的比率；当他们应该给出5∶1的比率时，他们却给出了

1000∶1的比率。

在另一次重复实验中，研究者询问被试是否会接受一项金钱上的赌博，这项赌

博基于被试认为正确比率为50∶1或更高的那些题目答案的准确度。在42名被试中，

有39名愿意参与这项赌博——尽管他们的过度自信将导致总共140多美元的损失。在

最后一次重复实验中，菲什霍夫、斯洛维奇和利希滕斯坦（1977）实际是让被试们

进行了一次赌博。在该研究中，19名被试中的13名同意以他们答案的准确度来进行

赌博，然而在他们认为正确比率为50∶1或更高的那些问题中，12％的回答是错误的

（并且如果实验者不加以免除，所有人都会损失1美元至11美元不等）。这些结果表

明：（1）当人们真正确信自己是正确的时候他们仍然是过度自信的，（2）并不完

全是由于漫不经心地执行任务或错误理解如何评价信心而导致过度自信。事实上，

琼·西伯（Joan Sieber，1974）发现，希望表现出色的动机越强烈，过度自信也会

随之而增长。

当过度自信变成一种严重的错误

当处在较之几美元更为利害攸关的时刻人们还会过度自信吗？尽管道德上的考

虑明显限制了实验室中可以考察的范围，但至少有一条证据提醒我们，即使在人们

的生命处在安危未定的时刻过度自信依然存在。这一证据来自对死刑的研究。

在一次对冤案的全面回顾中，雨果·贝多和迈克尔·拉德莱（Hugo

Bedau&Michael Radelet， 1987）找到了350个有文件备案的实例，这些实例中无罪

的被告都被判定在美国有重大的或潜在重大的罪行——即使被告被判断为“罪行在

合理怀疑范围之外”。其中有五个案件，判决之前就已经及时发现了错误。但其他



的被告就没有这么幸运了：67人被判处25年以下的监禁，139人被判处终身监禁（25

年或更长），并且有139人被判处死刑。在贝多和拉德莱发表评论的时候，已经有23

例死刑被执行。

校准

“校准”是指信心与准确度的匹配程度。在给定的信心水平上，并且当所有判

断中准确判断的比例与判断正确的期望概率相一致时，决策者就获得了最佳的校

准。换句话说，认为正确可能性为90％的判断中有90％是正确的，认为正确可能性

为80％的判断中有80％是正确的，依此类推。

当个体的判断被单独考虑时，就没有什么办法来校准了。一个在读者调查中对

第21题回答了“.70”的决策者如何进行好的校准？仅有的一个评估校准的可靠方

法，那就是在大量判断中将准确性和信心加以比较（Lichtenstein，Fischhoff，

&Phillips， 1982）。

正如有许多种方法测量信心一样，我们有几种用以评估校准的技术。一种方法

就是简单地计算平均信心得分与全部准确判断所占比例之间的差异。举例来说，决

策者可能在一组一般知识条目上具有平均80％的信心，但是他可能只有60％的回答

是正确的。这样一位决策者就是过度自信了20个百分点。

尽管这种测量校准的方法非常方便，但它有时候却可能导致错误，比如，考虑

一名整体准确率和平均信心得分都是80％的决策者。这个人是否达到了完美的校准

呢？并非如此。这个人可能在一半题目的判断上抱有60％的信心而在其他题目上抱

有100％的信心（平均起来达到了80％的信心），并且在两种信心水平上都达到了

80％的准确度。这样的人在60％确定的时候信心不足，而在100％确定的时候又显得



过于自信。

一个更为简洁的方法是在不同自信水平下检验准确性。当对准确度在不同的自

信水平下进行单独计算时，可以创建一条“校准曲线”，其横轴代表信心，纵轴代

表准确度。图19.2包含了两条校准曲线——一条表示天气预报员关于降雨量的预

测，另一条表示医生对于肺炎的诊断。正如你所看到的，天气预报员几乎完美地实

现了校准；平均看来他们的预测非常接近实际的天气（与人们通常的观点恰恰相

反！）。而内科医生的校准程度则很糟糕；他们的大多数预测都在对角线以下，说

明他们过度自信。

还有其他的方法来评估校准，其中一些借助了复杂的数学工具。举例来说，最

常用的方法之一是计算一个叫做“Brier分数”（以统计学家Glenn Brier的名字命

名）的数字。Brier分数可以被分割为三个成分，其中之一就对应于校准。Brier分

数中的校准成分是每个类目下正确率和与该类目存在关联的概率之间的均方差的加

权平均值（关于该技术中校准方面的详细介绍，见Yates，1990）。



图19.2　本图包含了天气预报员关于降雨量的预测矫正曲线（空心圆点），以及医生对于肺炎的诊断的

矫正曲线（实心圆点）。天气预报员几乎完美地实现了校准，但是内科医生的校准表现出了很明显的过

度自信现象（毫无根据地认为病人得了肺炎）。天气预报员的数据来自Allan Murphy和Robert

Winkler（1984）的一份报告，内科医生的数据来自于Jay Christens-en-Szalanski和James

Bushyhead（1981）的一个研究。

一种最有意思的校准测量方法被称做“惊奇指数”（surprise index）。惊奇

指数被用来对未知数量进行区间判断。举例来说，假定你对读者调查第12题的回答

是在一英尺和一英里之间，并对此抱有90％的信心（见读者调查第12b题来了解你真

正的90％置信区间）。因为正确答案实际上应当大于一英里，所以这个答案被记

做“一个惊奇”。惊奇指数其实就是置信区间之外的判断所占的百分比。



在一篇关于校准研究的主要论述中，利希滕斯坦、菲什霍夫和劳伦斯·菲利普

斯（1982）进行了几项研究，这些研究要求被试给出98％的置信区间（如，一些区

间有98％的机会包含正确回答）。每个研究中，惊奇指数都超过了2％。将所有信息

可用的实验数据加以平均——总共接近15000次判断——惊奇指数达到了32％。换句

话讲，当被试98％确信一个区间包含了正确答案时，他们做到了68％正确。过度自

信再一次被证明是一种规律而非例外。

你过度自信吗？爱德华·拉索和保罗·休梅克（1989）开发了一套自测题目来

测量一般知识问题上的过度自信（见图19.3）。尽管一次全面的校准评估需要大量

的判断，但该测验能够给你提供一个粗略的反馈，使你了解自己在某个信心水平上

对一般知识问题的惊奇指数。拉索和休梅克对1000多人实施了该测验，发现只有不

超过1％的人正确回答了9道或更多的题目。大多数人答错了4～7道题目（惊奇指数

为40％～70％），反映出了过度自信的基本程度。



图19.3　本测验将使你们了解到你们对于一般性知识是否存在过度自信的情况（Reprintedwith

permission from Rosso&Schoemaker， 1989）。

信心与准确度之间的相关

尽管会过度自信，但信心与准确度存在相关还是有可能的。举一个例子，假定

一名决策者在70％自信的情况下具有50％的准确度，在80％自信的情况下具有60％

的准确度，在90％自信的情况下具有70％的准确度。在这样一个例子中，信心与准

确度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尽管这个决策者一直表现出20％的过度自信。

那么问题出现了，信心与准确度之间存在相关吗——如果不考虑决策者是否过

度自信的话。如果当准确度提高时信心评分也增加的话，准确度就能够通过决策者

的自信程度而得以预测。如果不是这样，信心就是一个准确度的错误指标。

很多研究都已经考察了这一问题，并且结果往往显示信心与准确度之间并不存

在什么关系。为了加以说明，考虑下面两个关于军队历史的问题：

问题1：一个距离超级强国A并不太远的国家政府，在讨论过其政党体系的某些

变化之后，开始拓展其与超级强国B之间的贸易。为了扭转该国政府及其贸易中的变

化，超级强国A向该国派出了军队并且武装支持原来的政府。谁是超级强国A——美

国还是前苏联？你对于自己答案的正确性有多大信心？

问题2：20世纪60年代，超级强国A对其边境的一个小国发动了一场突然袭击，

目的是推翻当时掌权的政府。这次侵略行动以失败告终，并且多数侵略士兵被击毙

或者囚禁。谁是超级强国A？并且再次回答，你对自己的答案有多确定？

这些问题在读者调查中作为第9题和第10题出现。如果在第一个问题中你猜是前

苏联，并且在第二个问题中选择了美国，那么两道题目你都回答正确了。第一个问



题描述的是1968年前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第二个问题描述的是美国入侵古巴

的猪湾。大多数人至少答错了其中一个问题，不管他们感到有多么自信。

在《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1984年11月那一期里，菲利普·津巴多和

普劳斯发表了包括这两个问题以及各种有关强权国家冲突在内的一份读者调查的结

果。该调查包含了10个关于美国及前苏联的事件、声明或政策方面的描述，而在每

个描述中，所有能够识别出美国和前苏联的标志都被删除了。读者的任务就是判断

超级强国A是美国还是前苏联，并在一个9点量表上标出他们对每一个回答的信心有

多大。

基于对3500人的调查，我们能够得出两点结论。首先，答题者并不能够将美国

和前苏联的军事行动区分开。即使他们仅仅通过抛硬币就可以平均正确回答10道题

目中的5道，《今日心理学》的读者们（比一般公众更多地参与政治并接受过更好的

教育）的总体平均值为4.9道题目正确。仅有54％的答题者正确地指出前苏联是入侵

捷克斯洛伐克的超级强国A，并且25％的答题者误认为是前苏联而非美国发动了猪湾

侵略。这些发现说明美国人之所以谴责前苏联的行动和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

们是“苏维埃”，而不是因为他们与美国的行动和政策存在根本的区别。

我们发现的第二个结论是：人们的信心评分实际上与他们的准确度并无联系

（每一名答题者信心与准确度的平均相关仅有.08，接近零）。总体而言，答对了9

或10道题的人并不比那些成绩较差的答题者具备更强的信心，并且高信心的答题者

与低信心的答题者得分基本相同。

这并不意味着信心评分是随机得到的；高信心的答题者在一些方面还是表现出

了与众不同之处。即使一般性样本中两性比例十分均衡，在全部的高信心答题者

（比如那些在9点的信心量表上平均分达到8以上的人）中，却有2/3是男性，而且



80％的年龄在30岁以上。高信心答题者增加国防开支的意愿是低信心答题者的两

倍，同时高信心答题者对前苏联政府的不信任程度也是低信心答题者的两倍。这些

答题者在调查中达到的平均成绩为5.1道题目正确——几乎就是机遇反应的期望值。

因此，高信心的答题者难以将美国和前苏联的军事行动区分开来，但是他们对于这

种错误知觉的区分非常自信并倡导增加国防开支。

正如前面所谈及的，许多其他的研究发现了在信心与准确度之间只有很小的相

关或根本没有相关（Paese&Sniezek， 1991；Ryback， 1967；Sniezek&Henry，

1989， 1990；Sniezek， Paese，&Switzer， 1990）。这种一般性的模式在关于目

击者证词的研究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总体而言，这些研究表明目击者对其证词所持

的信心与证词的实际准确程度并无太大联系（Brown， Deffenbacher，&Sturgill，

1977；Clifford&Scott， 1978；Leippe， Wells，&Ostrom， 1978）。肯尼思·德

芬巴赫（Kenneth Deffenbacher， 1980）曾经发表了一篇包含43个独立研究结果的

综述文章，这些研究考察了在目击证人身上存在的准确度和信心之间的关系，他发

现在2/3的“法庭相关”研究（如，在这些研究中，被试在观看一起事先策划好的模

拟犯罪之前并未得到任何说明）中，信心与准确度之间存在并不显著的正性相关。

这些研究发现使得《目击者证词》的作者伊莉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 1979， p. 101）警告说：“人们不能过于自信地为任何事情提供任何绝

对的担保。”

在临床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在最初一项探讨该话题的实验中，路易斯

·戈德堡（Lewis Goldberg， 1959）在临床诊断中评估了信心和准确度之间的相关

性。戈德堡所感兴趣的是临床医生是否能通过Bender-Gestalt测验（一项被广泛用

来诊断脑损伤的测验）来准确探测出器质性的脑损伤。他给4名有经验的临床心理学

家、10名临床实习生、8名非心理学家（秘书）呈现了30个不同的测验结果。这些结



果中的一半来自于脑损伤病人，另一半来自无器质性问题的精神科病人。被试要做

出判断来指明每个病人是“器质性的”还是“非器质性的”，并在一个标有“断定

的”、“相当确定的”、“这样认为”、“可能”或“瞎猜”的评价量表上指出他

们的自信程度。

戈德堡发现了两个令人惊讶的结果。首先，全部三组判断者——有经验的临床

医生，临床实习生以及非心理学家——都正确地对65％～70％的病人进行了分类。

不存在基于临床经验的差别；秘书们表现得同那些具有4～10年临床经验的心理学家

们一样好。其次，在个体诊断准确性和信心程度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关系。判断者们

在错误诊断的病例上所持有的信心通常与正确诊断的病例一样。后续研究也已经发

现在癌症、肺炎的诊断过程中存在错误的校准（见图19.2），还包括其他一些严重

的医学问题（Centor， Dalton，&Yates， 1984；Christensen-

Szalanski&Bushyhead， 1981；Wallsten， 1981）。

如何才能减少过度自信

在两个考察如何改进校准的实验中，利希滕斯坦和菲什霍夫（1980）发现，在

进行200次判断并得到集中的表现反馈之后，一开始过度自信的人能够学会更好地进

行校准。同样，哈尔·阿克斯（Hal Arkes）和他的助手们发现在呈现五个富有迷惑

性的难题之后，通过给被试提供反馈可以消除过度自信（Arkes， Christensen，

Lai，&Blumer， 1987）。这些研究表明过度自信可以被消除，尽管它们的实用价值

还比较有限。很少有人会因为希望能够更好地进行校准而接受特殊训练。

有用的是一项能够使决策者便于“携带”至各种决策中并加以利用的技术——

重量轻、持久性强，并且易于在一系列环境下加以运用。的确，我们好像有一项这

样的技术。最有效的改进校准的方法看起来非常简单：



停下来思考一下为什么你的判断可能是错误的。

阿舍·科莱特（Asher Koriat），利希滕斯坦和菲什霍夫（1980）最先证明了

这项技术的价值。在他们的研究中，被试回答了两组二选一的一般知识性问题，第

一组呈现控制条件的指导语，第二组呈现原因条件的指导语。在控制条件下，被试

选择一个答案并估计回答正确的可能性（在.50和1.00之间）。在原因条件下，被试

选择答案之前需要为每个备选答案列出支持以及反对的理由。

科莱特、利希滕斯坦，以及菲什霍夫发现在控制条件的指导语下，被试表现出

了典型的过度自信，但是在列出正反两方面理由之后，他们表现出了非常好的校准

（与利希滕斯坦和菲什霍夫研究中那些被提供了集中反馈信息的被试大致相当）。

在为每个备选答案列出支持以及反对的理由之后，被试变得不那么自信了，（主要

是因为他们更多地使用.50而较少使用1.00了）并且准确度更高了（大概是因为他们

对于自己的回答投入了更多的思考）。

在接下来的实验里，科莱特、利希滕斯坦和菲什霍夫发现，本质上并不是因为

支持的理由导致了校准的改善；而是反对的理由使然。当被试列出理由支持他们所

偏好的答案之后，过度自信并没有降低。而当被试思考他们偏好的答案如何可能是

错误的时候，校准才会得到改善。尽管这些发现可能部分是由于“社会需要特征

（social demand characteristics）”的存在（如，被试感觉指导语暗示他们降低

信心水平），但其他研究也证实了反对理由能够改善校准水平（如Hoch， 1985）。



图19.4　从多个角度进行考虑的困难性。（Calvin and Hobbes Copyright 1990 Watterson. DistBy

Universal Press Syndicate.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All rights reserred.）

这些结果回顾了第3章讨论过的保罗·斯洛维奇和菲什霍夫（1977）的研究，在

那个研究中，当被试思考为什么一些实验结果与他们所设想的有所不同的时候，后

见之明的偏差（hindsight biases）减少了。从斯洛维奇和菲什霍夫的研究开始，

有几个实验都已经解释了如何通过考虑其他结果或答案的可能性来减少各种判断上



的偏差（Griffin， Dunning，&Ross， 1990；Hoch， 1985；Lord， Lepper，

&Preston， 1984）。

正如查尔斯·洛德，马克·莱珀和伊莉莎白·普雷斯顿（Charles Lord，Mark

Lepper，&Elizabeth Preston， 1984， p. 1239）所指出的：“人们对于相反的可

能性存在盲点，这种观察由来已久。在1620年，培根曾经写下‘肯定比否定能够激

起更多的感动和兴奋是人类智力中特殊并且永恒的错误。’”在第20章，这个盲点

——以及它所带来的某些后果——将会被详细探讨。

结论

对过度自信进行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在大多数研究中，平均信心水平从没有超

过准确度10～20个百分点以上。因此，只要决策者对自己判断的正确性不是非常确

定，过度自信就不会成为一种灾难。与航天飞机的空间探索相似，最具破坏性的错

误校准形式是不恰当的确信。

总之，本章的研究为我们提出了几条应对错误校准的策略：

√首先，你可能会希望标记出那些需要特别考虑的判断。当判断难于做出或极

端自信的时候过度自信达到最强。在这样的情况下，谨慎前行非常必要。

√其次，你可能会希望“重新校准”你非常自信的判断以及其他人的判断。正

如利希滕斯坦和菲什霍夫（1977）所观察到的，如果一个决策者抱有90％的信心而

只有70％～75％的准确度，最好的办法可能就是将“90％的信心”看做“70％～

75％的信心”。

√同样，你可能会希望将具有“百分之百信心”的判断自动转变为较低程度的



信心。百分之百的信心在预测人们如何行动的时候显得尤其没有根据（Dunning，

Griffin， Milojkovic，&Ross， 1990）。

√最重要的是，如果你对某个答案感到极度自信，思考一下另外一个答案可能

正确的原因。尽管你可能不会改变想法，但是你的判断却可能会得到更好的校准。

本书由「ePUBw.COM」整理，ePUBw.COM 提供最新最全的优质电

子书下载！！！

https://epub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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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自我实现的预言

假如图20.1中的每张卡片都是一面有数字而另一面有字母，并且有人告诉

你：“如果某张卡片的一面是一个元音字母，那么它的另一面就是一个偶数。”你

需要翻开哪些卡片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在撒谎？（见你对读者调查第39题的回

答。）

当彼得·沃森和菲尔·约翰森-莱尔德（Peter Wason&Phil JohnsonLaird，

1972）将这种类型的题目[2]呈现给128名大学生时，他们发现“E和4”是最为常见的

回答（59名学生这样选择），而“E”是其次最为常见的回答（42名学生这样选

择）。换句话说，大多数学生选择了那些翻过来就能够证实那条陈述的卡片。仅有5

名学生给出了正确答案：“E和7”。

如果这个答案看起来难以理解，就试着这样考虑问题。要检验的规则是“如果

是元音字母，那么就是偶数”，或者更为基本，“如果X，那么Y”。证明一个“如

果……就”类型的陈述错误惟一的办法就是找到一个“是X而不是Y”的例子（比

如，元音和奇数）。因此，仅有的能够证伪的方法就是，找出那些具有元音字母和

奇数的卡片（“E和7”）。而具有偶数或辅音字母的卡片并不重要。



图20.1

尽管看起来简单，这个问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却是极其困难的。罗宾·道斯

（Robin Dawes， 1975）甚至发现五名“最受尊敬的”的研究数理的心理学家中有

四位都不能解决这一问题。本章的焦点就在于为什么这样的问题如此困难，以及它

能够给决策者带来什么启示。

再次猜猜看

“你将得到三个数字，它们符合我头脑中的一个简单规则。这一规则关注的是任意三个数字之间的关

系，而与数字本身的绝对大小无关，比如它不是那种类似于‘所有数字都大于（或小于）50’的规则，等等。



你的目标是通过写出由三个数字组成的若干组数字组来发现这个规则……在你写下每组数字之后，我会

告诉你这些数字是否符合这一规则……

没有时间限制，但你应该通过尽量少的数字组来发现它。

记住你的目标不是简单地找出符合这一规则的数字，而是发现规则本身。当你非常自信地认为自己已经

发现了这个规则时，不要过于匆忙，将它写下来……有什么问题吗？”

在检验假设的实验中，沃森（1960）将这些指导语——以及一组范例数字2，

4，6——呈现给29名大学生。他头脑中的规则一直是“三个数字按照从小到大的顺

序排列”，但是他发现只有六名被试第一次回答就正确说出了这条规则。作为粗略

的解释，下面列出了一名典型被试的手稿：

被试4（一名19岁的女性）：8， 10， 12。

主试：那些数字符合规则。

被试：14， 16， 18。

主试：那些数字符合规则。

被试：20，22，24。

主试：那些数字符合规则。

被试：1， 3， 5。

主试：那些数字符合规则。

被试：规则就是以任意一个数字开头，然后每次加上2来得到下一个数字。

主试：那不是正确的规则。请继续……

与四卡片问题一样，沃森发现被试总是更多地去证实规则（如8， 10， 12）而

不是证伪规则（如12， 10， 8）。这种倾向被称做“证实偏好”（confirmation

bias）。尽管“证实偏好”已经成为了一个万能词组（Fischhoff&BeythMarom，

1983），它还是经常被用来表示决策者偏好与假设一致的信息，而不是那些不一致

的信息。



在一项关于人们如何检验假设（预感、规则、理论等等）的深入分析中，乔希

·克莱曼（Josh Klayman）和Young-Won Ha（1987， pp. 220）认为证实偏好

是“正性实验策略”（positive test strategy）的结果，这是一种有用的直觉，

但是它“就像任何通用直觉一样……并不总是最优的，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导致非常

严重的困难。”在第15章已经讨论了一组困难——当决策者主要关注于正性的共生

事件时，由共变评估所产生出来的问题（比如，Jan Smedslund所做的护士研究，

1963）。下一部分将给出另外一个例子。

自身永存的社会信念

1979年，马克·斯奈德和南茜·坎托（Mark Snyder&Nancy Cantor）发表了三

个关于社会知觉中证实偏好的实验。第一个实验中，所有被试都得到了一位名叫简

的女子的例子——她在一些情况下会表现得很外向而在其他情况下却表现得较为内

向。举例来说，简在慢跑的时候会与陌生人自由交谈，但在超市里面她会感到害羞

和胆小。阅读这个例子两天以后，被试会被要求评估两个命题：（1）简非常适合一

个通常与外向性相联系的工作（房地产销售），或者（2）简非常适合一个与内向性

相联系的工作（图书馆研究员）。一些被试被告知简正在申请这份工作，而另一些

被告知她已经获得了这个工作。简单而言，我们将关注那些认为她正在申请这份工

作的被试。

要判断简是否非常适合这项工作，以及她将会有多适合这个工作，这些被试需

要列出与事例相关的所有依据。斯奈德和坎托发现，那些考虑简在申请房地产销售

工作的被试往往列出她的外向性作为相关依据，而那些考虑简在申请图书馆研究员

工作的被试往往列出她的内向性作为相关依据。换句话说，两种条件下的被试都

把“证实”性证据看得比“证伪”性证据更有关联性。此外，这种证实偏好与人们



对于简在所考虑工作上的适合性所做出的判断有关。被试越喜欢证实性的证据，他

们就会认为简越适合——无论她申请什么职位。

第二个实验基本重复了第一个实验，但是有几处小的改动（如：将“非常适

合”一词改为“适合性”来避免过于强调证实性）。而在第三个实验中，被试只需

要列出他们想要了解一个工作候选者的哪些方面，从而来评估这个人有多适合房地

产销售或图书馆研究员的工作。和前面一样，证实性的信息比证伪性的信息出现得

更加频繁。比如，当考虑那些房地产销售工作的申请者时，被试提问“这名申请者

待人友好吗？”比“这名候选者有多害羞？”的频率高得多。马克·斯奈德和威廉

·斯旺（William Swann）（1978）所做的几个实验也获得了类似的结果。

这些结果带给我们的启示可以很好地拓展到职业领域之外。斯奈德和斯旺

（1978， pp. 1211-1212）观察到：

【人们】可以为自己创造一个这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假设会变成自我验证性的假设，并且信念会

变成自身永存的信念……从这个观点出发，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如此多关于他人的普遍信念（特别突出的是，明显

错误的社会及文化刻板印象）会非常难以改变。即使一个人将要对这些信念产生足够的怀疑并主动地对它们进行

验证，他仍然可能会“找到”那些他需要用来证实及坚持这些信念所需要的全部证据。这样，最终这个人将会持

有一种安全的（但是毫无根据的）感觉，即这些信念一定是正确的，因为它们通过了十分恰当和精确的评估过

程。

皮格马利翁效应

按照人们应该成为的样子去对待他们，并且你要帮助他们变成他们能够成为的样子。

——歌德（cited in Peter， 1977）

“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一词在1948年由罗伯特·

默顿（Robert Merton）提出。用默顿的话说（1948， pp. 195-196）：“起初，自



我实现的预言是指对情况的错误定义引发了一种新行为，这种新行为使得最初的错

误概念变为了真实的。自我实现预言的外在效果是使得错误的盛行得以延续。因为

预言者会引用真实的事件进程来证明他从一开始就是正确的……这就是社会逻辑的

反常之处。”简言之，自我实现的预言是错误的概念，但它们是那种最终被证明是

正确的错误概念。

在1968年，罗森塔尔和雅格布森发表了当前在自我实现预言方面最为著名的研

究。在该研究中，小学教师得到了关于自己学生的一些诊断性信息，这些信息暗

示，占总数20％的学生将会在未来的学业中获得巨大发展。在8个月以后的IQ测试

中，这些学生的成绩确实比其他学生长进得快。

这一发现值得关注是在于，这些高成就者是随机选出的。显然，教师给予了这

些“巨大发展者”更多的赞扬和关注，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这些学生确实比其他

人发展得更好。罗森塔尔和雅格布森将这种现象称为“皮格马利翁效应”（来自萧

伯纳的戏剧《皮格马利翁》，剧中希金斯教授通过教给一个卖花姑娘如何着装和说

话，使她真正变成了一位“淑女”）。

从罗森塔尔和雅格布森的研究开始，已经有400多个实验对人际期望的自我实现

性质进行了探讨，并有超过100个实验专门对教师期望的效果进行了检验（Brophy，

1983；Jussim， 1986；Rosenthal， 1987， December）。总之，这些研究表明，

尽管效果经常是中等程度的，但教师期望对学生的表现具有重要影响（Brophy，

1983）。有趣的是，同样有“学生皮格马利翁”的证据存在。罗伯特·费尔德曼

（Robert Feldman）及其同事发现，学生的期望——既对于他们自己的表现也对于

他们老师的表现的期望——能够影响师生关系和学生的表现，且影响程度并不亚于

教师的期望（Feldman&Prohaska， 1979；Feldman&Theiss， 1982）。



在男人们的头脑里

尽管罗森塔尔和雅格布森（1968）探讨的是师生之间的互动，皮格马利翁效应

却并不仅仅局限于教室之内。对于皮格马利翁效应最富戏剧性的描述之一就是马克

·斯奈德、伊莉莎白·坦克（Elizabeth Tanke）和埃伦·伯奇德（Ellen

Berscheid）（1977）所做的研究，该研究探讨了男人对女人吸引力的刻板印象是如

何能够自我实现的。

实验的第一部分，在通过电话相互认识的过程中，随机配对的男性和女性被录

下了十分钟的对话。然而，女性被试所不知道的是，实验者已经事先告知男性被

试“实验中的其他人已经告诉我们，当头脑中形成了交谈者的形象时他们会感觉更

舒服。”于是男人们用一次性成像的相机照了相，并得到了一张女性的快照（表面

上是他们的搭档）。事实上，这些快照是从事先准备好的八张照片中随机选择的。

这些照片中有四张是那些被评定为具有高吸引力的女性，有四张是被评定为没有吸

引力的女性。这样就引导男性被试相信他们的搭档是外表吸引人的还是外表没有吸

引力的。男性被试的快照被丢弃在了一旁，女性被试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可以形成头

脑图像的信息。

在相识谈话之后，每个男性被试完成了一份问卷，内容是关于他对与其谈话的

女性的印象。问卷中包括了很多与一个有吸引力的人有关的刻板印象特征——善于

交际、镇定、幽默等等。结果并不出人意料，与那些认为交谈同伴没有吸引力的男

性相比，认为交谈同伴外表吸引人的男性在随后的评定中，认为同伴更加亲切、镇

定、幽默以及善于社交。这是在第4章所讨论过的晕轮效应的一个例子。

更为重要的是几名独立评分者所做出的判断，他们倾听了谈话录音的剪辑。一

组评分者在每段谈话中仅仅倾听男性的声音，而另一组评分者仅仅倾听女性的声音



（每组评分者都既有男性又有女性，尽管在评分过程中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

异）。根据这些评分者做出的判断——他们既不知道实验假设也不知道被试实际的

外表吸引力——与以为交谈同伴没有吸引力的男性相比，那些认为自己正在与一位

有吸引力的女性交谈的男性被试听起来更加善于交际、温情、宽容、有趣、大胆、

外向、幽默，并且有更强的社会适应性。并且从反应推测，与开始被知觉为不具吸

引力的女性相比，那些开始被知觉为外表具有吸引力的女性在实际中听起来也更加

富有吸引力（比如善于交际、镇定等等）——尽管被试是被随机分配到各种实验条

件下的，而且男人的预想与女人实际的外表吸引力没有任何关系。

正如斯奈德、坦克和伯奇德（1977， pp.661， 663）所提出的：“最初在男人

们的头脑里形成的事实，现在已经在与他们互动的女人的行为中变成了真正的事实

——一个即使是最幼稚的观察判断者也能加以辨别的行为事实，这些观察者仅仅评

估了谈话录音中女性的贡献……知觉者最初的错误归因已经变得真实：刻板印象真

正作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而发挥了它的作用。”

自我实现的种族刻板印象

这类自我实现的预言——使刻板印象得以延续的一类——在种族歧视中扮演着

关键角色。卡尔·沃德、马克·赞纳和乔尔·库珀（Carl Word， Mark Zanna，

&Joel Cooper， 1974）发表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一项研究。

沃德、赞纳和库珀在导言中解释说，人们往往会通过非语言线索表现出他们对

别人的态度。比如说，当人们对某人持有正性态度的时候，他们就会让自己和那个

人靠得相当近，表现出高度的目光接触、更为直接的肩部相向，以及更多的身体前

倾。另一方面，人们往往避开那些名誉不佳的人。比如，他们会很快中止与这种人

的会面，并且与他们保持更远的距离。沃德、赞纳和库珀在两个实验中考察了这种



偏见——第一个实验中，白人被试面试白人和黑人实验助手，第二个实验中，白人

实验助手面试白人被试。所有的被试和助手都是男性。

第一个实验中，被试会在实验室中遇到两个表面上也是被试的人（但实际上是

主试的助手）。然后另外一个助手出现，再过一会儿主试走了进来。主试告诉四

名“被试”他们将与另外四个团队在一场市场活动中进行较量。但主试解释说，他

们的团队还需要一个人，并且团队中的一员将要对四个候选者进行面试以挑选出第

五位成员。然后他们会进行一次事先做过手脚的抽签仪式来使得被试成为最后的面

试官。

安排四次面试的原因在于隐瞒真正的研究目的（即，直接比较白人考官对待白

人、黑人候选者有什么区别）。第一次面试（一直是位白人候选者）被简单地当做

面试的热身，而最后一次面试从来没有发生过（告知被试申请者已经打电话取消约

定）。令沃德、赞纳和库珀（1974）感兴趣的是第二次和第三次面试。一半被试会

首先面试一名白人候选者，再面试一名黑人候选者；另一半被试会首先面试一名黑

人候选者，再面试一名白人候选者（尽管后来发现顺序并不会导致差异出现）。在

这些面试中，候选者——同样是实验者的助手——被训练过以保证其行为符合标准

方式，并且他们不知道任何实验者设计该测试的目标。

沃德、赞纳和库珀（1974）测量了面试过程中的几个特征，包括：（1）面试时

间长短，（2）面试官出现语言错误的次数（假定反映了不适感），以及（3）面试

官和候选者之间的物理距离。第一个变量由主试测量。第二个变量由独立的评分者

进行计分，这些评分者边听面试的录音边对发言结巴、词语重复等诸如此类的内容

做记录。第三个变量，物理距离，是通过一种特殊而富有创造性的方法加以测量

的。当被试进入面试考场的时候，候选者已经坐下，而主试假装发现没有面试官的



椅子了。然后他会要求被试去邻屋拿一把椅子，被试放置椅子的位置提供了其与候

选者之间物理距离的测量指标。

沃德、赞纳和库珀（1974）发现被试面试白人候选者所花费的时间比面试黑人

候选者多出了35％，在面试黑人时比面试白人时多犯了50％的语言错误，并且椅子

放置的位置距离，黑人候选者比白人候选者要远7％。所有差异在统计上都是显著

的。

但这还不是全部。在证明了这些差异之后，沃德、赞纳和库珀又进行了第二个

实验来评估这种职业面试表现中的歧视效应。在第二个实验中，白人被试由一名白

人助手面试，该助手采用第一个实验中对待黑人的方式或者对待白人的方式来对待

这些白人被试。就是说，在前一种实验条件下，面试官坐得离候选者更远，犯更多

的语言错误，并且更早地中止面试。

沃德、赞纳和库珀（1974）发现，那些被以第一个实验中对待黑人候选者的方

式进行面试的被试在面试过程中表现得更加糟糕（由观看过面试录像的独立评判人

进行评定），他们犯了50％以上的语言错误，并在后来认为面试官不够友好。因

此，第一个实验中黑人被试所遭遇的对待方式使得白人被试在第二个实验中表现得

很差——这为种族刻板印象如何能够自我实现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证明。

结论

尽管关于自我实现的刻板印象方面的研究主要局限在男性被试研究上

（Christensen&Rosenthal， 1982），其他自我实现的预言和证实偏好已经在男性

和女性被试身上得到了充分的证明（见三篇精彩的综述，Darley&Fazio，1980；

Miller&Turnbull， 1986；Snyder， 1984）。人们寻求证实性证据的倾向——不管



是逻辑问题解决的任务、职业面试、在班级背景下，还是其他方面——是广泛存在

且业已确定证实的。

此外，克利福德·迈纳特、迈克尔·多尔蒂和瑞安·特韦尼（Clifford

Mynatt， Michael Doherty，&Ryan Tweney）所做的两个实验表明证实偏好可能难

以消除。第一个实验中，迈纳特、多尔蒂和特韦尼（1977）创造了一种模拟研究环

境，在这一环境中被试必须发现计算机屏幕上支配“粒子运动”的某个规律。被试

随机得到三种指导语中的一种：（1）证实性指导语，他们被告知一名科学家的基本

工作就是证实理论和假设；（2）证伪性指导语，他们被告知一名科学家的基本工作

就是推翻理论和假设；（3）检验性指导语，他们仅被告知一名科学家的工作就是对

理论和假设进行检验。

迈纳特和他的同事发现证伪性指导语实际上对证实偏好没有任何影响。如果不

考虑被试得到了哪一种指导语的话，他们在全部实验的大约70％中会寻求证实性的

证据。

在第二个实验中，迈纳特、多尔蒂和特韦尼（1978）扩展了证伪性的指导语。

采用与前面相同的步骤，他们将被试随机分配到两种条件中的一种：（1）一个没有

指导语的控制组，或者（2）一个强线索组，在这个群体中，被试会得到详尽的指导

语，强调证伪和多假设验证的价值。然而，结果又是，这样的指导语效果并不明显

或根本没有效果。

如何避免证实偏好以及自我实现的预言？尽管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

但有一种策略可能是关注动机因素（Snyder，待发表）。比如说，斯奈德、坎贝尔

和普莱斯顿（1982）通过警告面试官他们面试的人可能会把某些问题看做思想封闭

或偏见（如指向证实性刻板印象的问题）来消除证实偏好。一旦该研究中的面试官



对这种可能性变得敏感，他们就会大致等同地采用证实性和证伪性证据进行衡量。

另外一个有价值的策略可能是采用鼓励证伪性回答的方式来组织问题。决策研

究者杰伊·拉索和保罗·休梅克（1989）讲述了一个他们以前学生的故事——杰伊

·弗里德曼采用这一策略取得了巨大成功。作为Kidder， Peabody和Company三家投

资公司的顶尖分析师，弗里德曼将在制定财务建议之前收集证伪性证据。拉索和休

梅克（1989， pp. xiv-xv）这样描述了弗里德曼的方法：

在收集公司的信息时他会故意问一些设计好的问题来“证伪”他认为是真实的那些信息。比如，如果弗

里德曼认为免洗尿布生意正在价格上变得没有竞争力，他会问执行官们一个相反的问题，如“一次性尿布的价格

竞争是不是正在变得更有优势？”这类问题使他比其他竞争分析师更容易了解真实情况。

正如第19章所谈到的，通过思考自己的判断在哪些情况下可能是错误的，决策

者能够降低过度自信并提高他们的决策质量（Koriat， Lichtenstein，

&Fischhoff， 1980；Lord， Lepper，&Preston， 1984）。这样一种方法可能也会

减少自我实现的预言和自我实现的刻板印象。但是在当前，这种可能性是不确定

的，需要通过心理学的研究来证实——或证伪——其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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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章 行为陷阱

“谢谢您打电话过来。目前我们的接线员正忙。请您在线等待，您的电话会按

照顺序得到回应。”

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你开始考虑是继续等待还是过会儿再拨。可能

你被转到了无人接听的线上，好像电话在森林里空响，无人应答……

另一方面，挂断可能意味着重新开始。其他人可能会排到队伍的前面，你就丧

失了原有的优先权。还是继续等吧，谁知道呢，可能你就是下一个了。

你又等了一会儿，三分钟，四分钟。谁打了那么久啊？你在想。

最后你拿定了主意。如果下个60秒内仍然没有接线员回应，你就挂断。30秒过

去了，40秒过去了，50秒了，但是还是没有回答。当最后期限到来的时候，你犹豫

了一下，却仍抱有希望，但最后还是在沮丧中狠狠挂了电话。

这样的情形看起来是不是很熟悉？这个情况具备“行为陷阱”的所有特征。行

为陷阱（behavioral trap）是指这样一种情境：个人或者群体从事一项很有前景的

工作，最后却变得不尽人意并且难以脱身。这个定义类似于约翰·普拉特（John

Platt， 1973）在有关社会陷阱的开创性工作中所提出的关于社会陷阱的定义。本

章将着重思考普拉特、约翰·克罗斯和梅尔文·盖耶（John Cross&Melvin Guyer，

1980）所做的分析。由于陷阱可能是非社会性的也可能是社会性的，因此我们将使

用更加宽泛的“行为陷阱”的概念，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陷阱”。

陷阱的分类



1980年，克罗斯和盖耶发表了关于陷阱和反陷阱的分类。用克罗斯和盖耶

（1980， p. 18）的话说就是：“当我们避免可能有利的行为时反陷阱（不作为的

过失，sins of omission）就发生了，而当我们进行可能有害的行为时则出现陷阱

（作为的过失，sins of commission）。”如上所述，一个常见的陷阱就是等待接

线员。常见的反陷阱则包括令人厌恶的清理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将变得越来

越乱）以及逾期的回信（这种情况下耽搁时间越久越令人尴尬）。

生活中存在着几种典型陷阱，每一种都有相应的反陷阱。根据克罗斯和盖耶的

分类，我们把陷阱主要分为五类：

延期陷阱

无知陷阱

投入陷阱

恶化陷阱

集体陷阱

尽管这些陷阱常常结合在一起形成混合陷阱，但是每一种陷阱都基于不同的运

作原理。因此，以下部分将分别讨论这些陷阱。

延期陷阱

如果你发现按时进食或者锻炼有些困难，那么你应该知道这是由于延期陷阱

（time delay traps）的作用造成的。在延期陷阱中，暂时的满足与长期的后果相

冲突。无知地开始食用一种好吃的甜食或者吸几根香烟可能在未来许多年以后导致



肥胖或者肺癌。或者，在反陷阱中，对目前不愉快事件——对于某些人来说是有氧

运动，对于另一些人可能是牙科检查——的逃避，最终可能导致心肌梗塞或者牙周

炎。这类陷阱和反陷阱的关键在于短期的相对小的痛苦和愉快足以引起长期的、破

坏性的甚至是致命性的后果。

任何短期后果与长期后果冲突时都可能成为一个延期陷阱。典型的冲突包括：

喝酒的快感与第二天的宿醉，当前没有保护措施的性行为的快感与延期的感染艾滋

病或者非意愿怀孕的可能性，可抛弃产品的方便性与长期的环境污染，受到信用卡

影响的“先买后付”的选择与长期财务计划，以及体罚的短期效果与最终的糟糕结

果。甚至伊甸园里的苹果也可以被看做是延期陷阱中的一种诱饵——诱惑的最终象

征与它潜在的令人上当的后果。

无知陷阱

人们在延期陷阱中通常意识到了他们行为的长期后果。暴饮暴食者通常非常清

楚体重上升的后果，吸烟者有时候甚至把香烟称为“癌症小棒”。关于体重上升或

者罹患癌症的警告在延期陷阱中很难起到有效作用。

无知陷阱（ignorance traps）与此不同。在这些陷阱中，行为的负面后果并不

被理解或者开始时并没有被预见到。例如，19世纪时吸烟者并没有意识到吸烟与肺

癌之间的关系，如果当时人们知道这些信息的话，很多人可能不会去吸烟（当然，

吸烟仍然具有延期陷阱的特征，上百万人尽管知道两者之间的联系却仍然深陷其

中）。

当一段新生活开始时，无知陷阱通常较为常见。例如，大学生们有时会选择一

个并没有原先设想的那么有趣的专业，工人们有时发现他们在做一份与他们期望大



相径庭的工作，恋人们有时会发现现在的伴侣并没有原先那样吸引人了。这些陷阱

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尽管有一些方法可以使被陷阱捕获的概率降到最低

（减少或者避免不良后果的技巧会在本章稍后部分讨论到）。

一个特别悲剧性的无知陷阱是美国农业曾经对于杀虫剂的依赖。当合成的有机

杀虫剂如DDT在20世纪40年代被引进时，它们看起来似乎是保护作物免受虫害的有效

手段。美国农民很快就将它们作为控制害虫的手段。

然后，两件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1）鸟类和其他害虫捕食者开始相继死

去，（2）害虫对那些使用过的化学药品产生出了抵抗能力。虫害开始增加了。人们

发明了新型杀虫剂，然而再次出现了能够抵抗化学药物的害虫品种。经历了四亿年

的进化之后，不经历战斗这些害虫是不会投降的。

数十年来，这场战役一直在美国的农场上进行着，但是每一轮新的“化学武

器”只会引起更加严重的虫疫。美国农作物由于虫害而遭受的损失比例在1950～

1974年间翻了一番（Robbins， 1987），根据加州大学的昆虫学家统计，在加州，

25种最严重的农业害虫中有24种是杀虫剂诱导产生或由杀虫剂导致破坏性增强

（Luck， van den Bosch，&Garcia， 1977）。每年，美国使用超过1亿磅的杀虫

剂，它们对野生动物、植被、水域及人类安全十分有害。

投入陷阱

克罗斯和盖耶（1980）在他们的分类中没有明确包含投入陷阱（investment

traps），但是最近这类陷阱成为了大量研究的课题。当以前花费的时间、金钱或者

其他资源让人们做出了他们本不会做出的选择时，投入陷阱就出现了。用决策理论

的术语来说，这些陷阱导致了“沉没成本效应”（sunk cost effect）。



哈尔·阿克斯和凯瑟琳·布卢默（Hal Arkes&Catherine Blumer， 1985）在10

个不同的小型实验中举例说明了沉没成本效应。在其中的一个实验中，要求一群被

试解决以下的问题：

作为一个航空公司的董事长，你已经投资了1000万美元来开发一个项目。目的是制造一种不会被传统雷

达监控到的飞机，也就是隐形飞机。在该项目的90％已经完成时，另外一家公司已经开始为隐形飞机做市场宣传

了。并且，很明显，与你们的飞机相比，他们的飞机速度更快、也更经济。问题是：你还会把剩余的10％的研究

资金用于完成隐形飞机项目吗？

你可以通过查看“读者调查”的第6题去检查你的结果。阿克斯和布卢默发现

85％的被试倾向于完成该项目，尽管完成后的飞机与市场上已有的飞机相比处于劣

势。给予另外一组被试另一个版本的问题，其中并没有提到先前的投资，结果只有

17％的人支持在该项目上投资。一千万美元的沉没成本造成了二者的差异。

在另外一个实验中，阿克斯和布卢默（1985）显示沉没成本可能具有持续的效

应。在一个研究中，60位剧院的老顾客到售票口去买俄亥俄大学剧院的季票。这些

人所不知道的是，他们随机买到了下面三种票中的一种：（1）普通的15美元的票，

（2）打了2美元折扣的票，（3）打了7美元折扣的票。有幸买到打折票的被试被告

知折扣是剧院部门的促销活动之一。

每种票有不同的颜色，于是阿克斯和布卢默（1985）能够收集每场演出的票根

并且发现多少被试观看了每场演出。出于分析的目的，剧院的演出季被分成了两个

部分，每个部分有6个月，期间共有5场演出。尽管阿克斯和布卢默在第二个演出季

中并没有发现显著差别，但在前6个月中，他们发现那些买了全额票的顾客比那些买

了折扣票的顾客（不管其折扣的幅度）观看演出的次数要多。所以，即使是微不足

道的2美元投入也会持续影响行为长达6个月。



这个研究之所以非常重要，原因有以下两点。首先，它表明沉没成本效应不仅

仅局限于纸笔测量；其次，它还显示了投入的不同可以对行为产生相对持久的影

响。正如巴鲁克·菲施霍夫（Baruch Fischhoff）和他的同事（1981， p.13）在他

们名为《可承受的风险》（Acceptable Risk）一书中所述：“美国任何一个大型的

水坝只要开工就不会半途而废的事实表明，一点点的水泥都能在一个关键问题中起

作用。”

恶化陷阱

恶化陷阱（deterioration trap）与投入陷阱类似，除了行为的成本与收益随

着时间而变化之外，这些陷阱——克罗斯和盖耶（1980）叫它们“可变强化陷

阱”——出现在当原先高回报的行为逐渐变得不那么有收益或者变得更具有惩罚性

时。

恶化陷阱的典型例子是海洛因成瘾（尽管海洛因成瘾也可以被看做是延期陷阱

或者无知陷阱）。起先，海洛因使用者发现这种药物令人欣快。但是，随着时间的

推移，他们产生了抗药性，因而需要更多的药物量才能达到同样的感觉。最后，海

洛因使用者用该药物已是为避免不适症状的出现而不是体验愉悦感。起先的愉悦体

验最终成了摆脱不掉的噩梦。

同样的过程也能出现在“杀虫剂成瘾”中。尽管杀虫剂的使用在一开始也可能

是无知陷阱，但逐渐地，它转化成为恶化陷阱。据《生物科学》（BioScience）杂

志的一篇报告，杀虫剂依赖性的工作原理如下：

起初的一段时间，由害虫所导致的粮食损失显著减少……但是最终，某种主要的、个别的或者杀虫剂引

致的害虫产生了抗药性。这个问题是通过增加（多样化）杀虫剂和改变杀虫剂来解决的，但是替代品的有效时间

变得更短暂，因此需要更加频繁地使用以达到与原来相同的控制力。此时，种植者要想从这种策略中解脱出来，



即便不是不可能，也会变得更困难了。随着他们继续使用杀虫剂，他们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严重（Luck，van

den Bosch，&Garcia，1977， p. 607）。

在那些没有看到这一过程如何发展的旁观者看来，恶化陷阱和反恶化陷阱常常会产生一种荒唐或自我毁

灭性的行为。在斯金纳（1980， pp. 150-151）的回忆录《笔记》（Notebooks）中，他描述了下述行为的例

子：

比尔的卡车是他惟一的收入来源，就像渔夫的船或者农民的奶牛与拉犁的马一样。岛上咸咸的海风、缺

乏维护的道路，以及醉酒司机的虐待几乎要使它报废了。挡风玻璃上布满了呈辐射状的裂纹；挡泥板已经腐锈成

了薄片，弯折着，扭曲着；只有一块块的垫料还残存在座椅的弹簧中。

我曾经请比尔帮忙把我们的船运到山下去。卡车停在一个乡村商店前面的下坡路上。我上了车，坐到了

残缺不全的座位上。比尔推了一下卡车，跳了进来，抓住挡把，借助仅有的一点速度挂上了挡。一阵激烈的震动

后，马达开始咆哮。比尔……拼命地踩下油门，一只手始终在气门上。看到汽车发动了，他感到非常满意，于是

快速地向那家商店倒车以便掉头。可是卡车熄火了，横在路上。我们三四个人一起推，其中包括两个从一辆小汽

车里出来的年轻人，卡车堵住了他们的路……我们回到了那个下坡上，再一次将车发动起来，结果又熄火了。比

尔不时地跳出来，打开发动机罩，用扳钳调整着什么。我们向错误的方向前进了大约160米，发动机咆哮着，并

且在比尔加油的时候拒绝加速。最后他解释道，他的发动机启动装置被送去修理了，可能被游船送回来。如果他

花两个小时时间去取回发动机，情况会怎样呢？而他却没去取。48小时之后他的车仍然停在下坡路上。没人愿意

雇他的车了。

他为什么继续？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没有选择。他喝酒花光了他的收入……（但是他的）没有选择并不是

这个故事的全部。他对那辆卡车狂热的关注是（对他所付出辛劳的回报的不断降低）的结果。比尔不愿从卡车那

里一无所获。假如那是一匹马的话，他也许早就把它打死了，因为一匹年迈的老马也是它主人专注于在一项所费

时间越来越长的工作上的强化物。比尔的卡车也正被他往死里打呢。

对于一个不知道比尔以前经历的旁观者而言，他的行为可能显得荒诞可笑。但

是同样的动力在恶化的社会与感情关系中也同样起作用。当人际关系随时间逐渐变

坏时，它们就构建了一个非常难以逃遁的反陷阱。

集体陷阱

与前面的陷阱不同的是，集体陷阱（collective traps）涉及多个人。在集体

陷阱中，对个人利益的追逐导致了对集体不利的后果。一个简单的例子是高峰期的



交通堵塞。上百人倾向于在同一时间开车，但是假如每个人都按照自利的原则行

事，那么大家都会遭殃。

集体陷阱——数学博弈论中“社会困境”（socical dilemma）的近亲

（Dawes， 1980）——受到的研究关注比其他所有陷阱加在一起还要多。最著名的

集体陷阱是囚徒困境，在这种情境下，两个囚犯分别关在单独的牢房里并且被提供

了如下的说明：

区律师：听着，比尔小子。如果你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认罪的话，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让你和你的同伙入

狱一年。我们真正想要的是，你们当中至少有一个人认罪。如果你认罪但是你的同伙不认罪，我们将判处你的同

伙十年徒刑，而你将被无罪释放。但是，如果你不认罪但是他认罪了，你就会被关押十年。

野蛮比尔：如果我们都认罪呢——我们都会被判十年吗？

区律师：不。那样的话，我们会基于你们的诚实把每人的徒刑降为五年。

在一个标准的囚徒困境中，两个囚犯都面临着同样的选择——无论同伙选择什

么，他们都最好选择坦白。假如他们的同伙拒绝承认，那么他们无罪释放；否则，

他们起码不会被判十年徒刑。困境就在于如果每个囚犯都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坦白，

他们就会分别受到五年徒刑的惩罚，而这比两人都不认罪的惩罚要重（见图

21.1）。



图21.1　囚徒困境问题。每一格对角线右上部分为罪犯A的陈述，对角线左下部分为罪犯B的陈述。

另一个著名的集体困境是生物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 1968）命

名的“共有地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在这个陷阱的经典版本

中，一个放牧部落使用公共牧场来放养牲畜。起初没有问题，但渐渐地，牛的数量

达到了土地承载能力的极限。此刻，增加一头牛对放牧人的效用有两方面——正面

和负面的效用。正面效用为增加一头牛所带来的收益。这个收益完全归属于增加这

头牛的放牧人。负面效用则是增加一头牛所导致的过度放牧。这个成本由该部落所

有的放牧人共同承担，并且对每个放牧人来说，可以忽略不计。结果就产生了一个

两难困境——每个人都从增加一头牛中获益，但是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导致了一个不

尽如人意的结果。哈丁把共有地悲剧与另一些问题联系起来，比如人口膨胀、污

染、全球资源衰竭以及核武器的扩散等等。



共有地悲剧在很多方面类似于臭名昭著的“床垫问题”，这是由托马斯·谢林

（Thomas Schelling， 1971）最先描述的一个集体反陷阱。在床垫问题中，成千上

万辆汽车从科德角（Cape Cod）度完周末后，由一条双车道高速公路返回，就在此

时，一个床垫从货车的顶端不为人注意地掉了下来，掉入了向北行驶的车道上。问

题来了：谁会停下来移开这个床垫呢？

通常，答案是谁也不会。远离该床垫的、处于忙碌交通中的人们不知道问题在

哪，所以不会来移开。正在绕过床垫的人们已经等了如此之久，以至于他们只想着

如何绕过它。在漫长的等待之后，他们最不情愿做的就是花几分钟时间把床垫从车

道上移开了。而已经绕过床垫的人们不再有动力去挪开它。

床垫问题与紧急情况下的集体反陷阱很相似（责任分散了，旁观者干涉的速度

就慢了）。这也可能部分解释了政治“冷漠”为何在美国如此普遍。不幸的是，正

如道格拉斯·霍夫施塔特（Douglas Hofstadter， 1985， p. 757）贴切的评

论：“个体水平的漠不关心会导致社会大众丧失理智。”

你愿意为一美元付多少钱

心理学研究中最著名的行为陷阱之一是美元拍卖的游戏——这个游戏中结合了

集体陷阱、投入陷阱、无知陷阱的特征。这个游戏由马丁·舒比克（Martin

Shubik， 1971）发明，在该游戏中，1美元被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普拉特（1973）

认为该拍卖游戏具有四个简单的规则：

1.拍卖进行时出价者之间不得有任何交流。

2.出价由5美分开始，每次只能加5美分。

3.出价不能超过50美元（为避免竞价者狂热的热情）。

4.出价最高的前两名都必须付出他们所出的价格，即使这1美元只能给予出价最高的那个人（说到底，拍



卖商得弥补他的损失）。

尽管游戏听起来非常简单，但有两个“无回报的点”值得注意。其一是当两个

出价最高的人所出总额超过1美元时，那么拍卖商就能稳获利润（例如，一个人出50

美分而另一个人出55美分）。此时，拍卖在单个竞价者眼中是有吸引力的（1美元只

要出55美分就能到手），但是个人利益的追求已经导致了竞价者整体的损失。

第二个要当心的地方是当第一个人出价超过1美元时。为了明白为何人们愿意出

大于1美元的钱来获取1美元，我们考虑一个人出了95美分，而此时恰好有另一人出

了1美元时此人的困境。如果是你，你怎么做？如果你在该点放弃，你就必定损失95

美分。另一方面，如果你出价1美元零5美分，你就赢得了1美元，损失仅为5美分。

问题是，你的竞争对手也面临着同样的状况。

于是结果是，拍卖常常会出现几美元的竞价。

拍卖游戏广受关注的一个原因是它很类似于核武器竞赛以及其他的国际冲突

（Costanza， 1984）。在1980年，艾伦·特格（Allen Teger）出版了《投资过

多，无法退出》（Too Much Invested to Quit）一书，整本书都是关于一美元拍卖

游戏的，并且很多结论都可以直接应用到军事冲突上。据特格称，被试们起先是被

自己的利益所驱使，但是渐渐地他们的动力变了。随着竞价的进行，被试们开始关

注赢得竞争、保住面子、使损失最小化，并且惩罚竞争对手，因为对手使他们陷入

窘境（通常，只有两个竞价者在最后还保持活跃）。特格发现，当开价达到1美元

时，双方都觉得他们是被对方逼迫继续下去的，并且很多被试认为对方继续下去是

疯狂的——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同样的力量作用于双方的参与者。这个“镜像”酷似

核武器竞赛。



深陷泥潭

一旦竞价者在一美元拍卖游戏中被套——“深陷泥潭”，巴里·斯塔（Barry

Staw， 1976）这样形容——他们通常会继续打击对方直到对方最终放弃为止。乔尔

·布罗克纳和杰弗里·鲁宾（Joel Brockner&Jeffrey Rubin， 1985，p. 5）把这

种机制称做“诱捕”（entrapment），被定义为“一个决策过程，此过程中人们持

续提高对已经被证明是失误的先前选择行为的忠诚度，目的是使他们以前的投入显

得合情合理。”

对诱捕的最先研究之一是由斯塔（1976）所做的。斯塔呈现给商学院学生们一

个假想但是非常详细的情境。这是一家开始亏损的高科技公司，他让学生设想自己

是公司的财务副总裁。根据该情境，公司的董事们决定额外投资1000万美元的研发

资金给两个最大部门中的一个——消费产品部或者工业产品部。在研究的第一部

分，半数的学生被问及哪个部门应该得到额外的资金（并且要为自己的决定高度负

责），而另一半学生则被告知公司中另一位财务官员已经决定哪个部门将获得这笔

资金（且不需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然后大约半数的学生被告知在接下来的5年里

得到资金的部门的确比未得到资金的部门表现得要更好（即，决策的确带来了积极

的结果），而半数的学生则被告知相反的结果（即，决策带来了消极的结果）。

在该实验的第二部分，学生们得知，公司的管理者对公司价值的重新评估将决

定另外2000万美元的研发资金如何分配，并且学生们可以他们认为合适的任意方式

将这笔钱在消费和工业部门之间进行分配。斯塔（1976）发现了“诱捕”现象——

对一个失误行为持续增加投入。如图21.2所示，开始选择不成功并且要担负个人责

任的学生平均分配了大约1300万美元到以前选择的部门——比其他学生多出约400万

美元。当责任重大时，失误导致了更多的投入，而非更少。



斯塔（1976）的实验激发了很多后续的研究，并且在他的研究之后，出现了几

种对诱捕行为的理论分析（其中最优的两个是Brockner&Rubin， 1985，及

Staw&Ross， 1987）。尽管对诱捕的研究起步不久，但已经有实验证据表明：（1）

在被动地维持现状的情境中（例如自动的再投资计划）比在主动选择继续与否的情

况下更加有诱捕倾向（Brokner， Shaw，&Rubin， 1979）；（2）诱捕在竞争的社

会条件下比非竞争的社会条件下来得激烈，这一点至少对男性而言是成立的

（Rubin， Brockner， Small-Weil，&Nathanson， 1980）；（3）诱捕不仅在个体

中，而且在群体中也会出现（Bazerman， Giuliano，&Appelman， 1984），尽管这

可能仅对女性成立（Brockner&Rubin， 1985）。



图21.2　图为诱捕的一个例子。巴里·斯塔（1976）发现，相对于不必对先前的投资负责的学生以及先

前投资获益的学生而言，起初投资失败的学生在后来的投资中会投入更多的资金在先前的失败项目上

面。

在恋爱关系中也有诱捕现象存在。卡里尔·拉斯布尔特（Caryl Rusbult，

1980）发现大学生在角色扮演的实验中更加忠实于恋爱伴侣——并且较少可能与他



人约会——如果他们的关系持续了一年而不是一个月。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

况下，学生在该关系中投入的时间是与他们未来的忠诚度直接相关的。

胜利解脱

尽管陷阱难以逃脱，但它们很少能够永远持续。最终，等待的人们挂断了电

话。公司官员停止把钱投入到不良项目中。令人不悦的恋爱关系解除了。通常，问

题不在于行为陷阱会永远抓住受害者不放，而是回头看时，人们希望他们更早地从

陷阱中逃离出来。[3]

幸运的是，有一些方法可供减弱或避免诱捕（请回顾：Brockner&Rubin，

1985；Cross&Guyer，1980；Staw&Ross， 1987）。一种由巴里·斯塔和杰里·罗斯

（Barry Staw&Jerry Ross， 1987）提出的技术是在做出一个承诺之前“把结束的

成本明确化”——就是说，在投入一项长期风险之前要清楚地考虑中止行为的代

价。实验证据表明，事先将投入成本清晰化可以使诱捕减弱或者消除（Brockner，

Rubin，&Lang， 1981；Nathanson et al.， 1982）。

在布罗克纳和鲁宾（1985， p. 203）关于诱捕的专著中，他们建议决策者在任

何可能的时候事先设定极限，并且用下述方法利用所设定的极限：

并不是说达到极限所设定的数量就马上主动退出，决策者应该利用他们所设定的极限点，作为一个重新

衡量继续或终止行为的决策时间点，而无论他们事先已经投入了多少。也就是说，如果个人决定继续投资而超过

事先设定的极限的话，应该以对未来的（而不是过去的）成本—效益分析为基础。

在商业情境下，斯塔和罗斯（1987年3～4月）建议应该先回答这样一个问

题：“如果今天我是首次从事这个工作，发现这个项目正在进行中，我会支持它还

是放弃它？”这个问题也可以很容易地运用到其他非商业情境下（比如，“假如今



天我是第一次遇到这个人，我会被他吸引吗？”）

另一个技巧是让不同的人进行最初的和后续的决策（Bazerman， Giuliano，

&Appelman，1984；Staw&Ross， 1987）。例如，商业贷款可以由一位银行官员发

放，然后由另一位人员来审查是否可以继续签约。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后来的决定

是由不必为先前错误负责的人做出的（因此基本没有提高投入的理由）。但是，这

种方法也存在缺点，即决策的不连贯性以及“组织记忆”（institutional

memory）的潜在损失。

结论

行为陷阱是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部分，如果不加以关注，可能会导致严重后

果。斯塔（1981）提出，很多有害的个人决策或者公共政策都是由连续的、不断升

级的投入所导致（比如在越战中的种种事例）。普拉特（1973， p. 651）则更加极

端，他说：“陷阱代表了我们当今几乎所有难以驾驭的，大规模的城市、国家以及

国际间出现的问题。”

但是，陷阱并不总是不好的。正如布罗克纳和鲁宾（1985）所说，有些情况

下，人们刻意让自己进入陷阱中。比如恢复中的嗜酒者，以前的吸烟者、暴饮暴食

者常常鼓起勇气在陷阱中等待着，目的是可以使他们“陷在”健康的生活方式里。

当陷阱是合意的时候，决策者应该：

√回避有关诱捕成本的信息。

√尽量不要做出限定或评估继续这样做将花费的成本。

√做出一个公开的、坚持下去的承诺。



√与那些有相同目标的人们竞赛。

与本书中讨论的直觉以及偏好相同，行为陷阱并不总是好的或者坏的，心理学

研究的目的也并不在于评判这些问题的好坏。而且，对诱捕行为的研究目的——以

及一般性的决策研究——是更加局限的。它的目的是，让我们进一步了解决策过程

是如何操作的，并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让我们的决策质量得到提高。

[1]尽管这些结果看起来可能与利希滕斯坦和菲什霍夫早期的结论（被试80％正确时过度自信达到最低）相互矛盾，但事实上并非如

此。被试非常自信时他们的平均准确度只有70％～90％，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在70％～90％正确的时候他们总是非常自信的。

　　

[2]一些版本的问题使用了符号而不是E、K、4和7，但是问题的逻辑结构都是一样的。

　　

[3]有些集体陷阱，比如说人口膨胀、饥饿、环境恶化以及军事冲突等，可能是这条法则的例外。这些问题可能有永久性的烦人特征，

并且有待时间检验人类是否有能力解决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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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记：回顾

在读完了长达21章令人费解的问题和不合常理的结果后，现在我们需要回顾并反思一下以上种种的含

义。决策者们是否根本就毫无理性可言？那些用于纠正决策偏差的策略是否有什么潜在的共通之处？这本书里面

各种结论的局限在哪里？而研究决策的学者们对于上述理论又是如何应用的？以下的回顾部分将一一作出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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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不一定都是非理性的

在第21章中提到过，心理学研究的目的不在于判定偏差是好是坏。本书中所讨

论的大部分研究结果同时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一面。举例来说，有大量证据表明一个

膨胀的自我形象有助于身心健康（Taylor&Brown， 1998）。尽管本书的章节中反映

出“华而不实的非理性”在目前的决策研究中占主导地位（Lopes， 1991），但仍

需强调的是，决策和判断中的偏差并不一定是有害或者非理性的。洛拉·洛佩斯

（Lola Lopes， 1982）指出，在大多数时候，理性的含义不仅止于正确性。理性的

策略可能就是决策者所期望获得的结果。

在一些情境中，决策者可能首要考虑的是如何避免灾难性事件的发生，其次才

是效用最大化。在另一些情境中，他们可能选择让朋友和家人而非他们自己获利。

而在其他情境中，他们会和那些理想化的“理性角色”一样，依照期望效用理论去

追求效用最大化。决策者们可能追求任意数量的目标，那么仅仅用一个标准化的标

尺来给理性下定义就不准确。

此外，即使在某些期望效用框架中决策者充当了“理性角色”，我们也没有理

由假定最优的选择总是能够将效用最大化。洛佩斯已经在基本归因误差（见第16

章）中指出了这一点。根据洛佩斯（1982， p. 633）的观点，基本归因误差“是一

种倾向，即我们总是会把他人的行为归因于稳定的人格变量，而不是那些短暂且经

常是模糊的情境因素。但有可能这根本不是一种误差，无论是在物理环境中还是在

社会环境中，我们都必须尽可能好地预期和控制他人行为对自身的影响。因此，如

果某些影响是可预期的，哪怕只是通过一些个体的某几个行为而微弱地表现出来，

是否能把它找出来对于我们就显得很重要。”因此，这种倾向于将行为归因于个性



的方式，也许会得到更为理性的归因结果。

究其原因，让我们来考虑一下图A.1中虚构且高度简化的损益分析图示。如果洛

佩斯关于觉察个性因素重要性的假说是正确的，那么正确辨认个性因素将得到较高

的收益（＋3），而遗漏了个性因素将会得到较高的惩罚（-3）。另一方面，情境因

素被精确地觉察（＋1）或被错失（-1）所带来的损益不大。

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假设情境因素的发生几率约为60％，进一步假设决策者

不知道应该做出何种归因。那么根据图A.1中的情况，怎样才能做出一个“理性”的

归因呢？

在此种情况下，个性因素的归因得到最大的平均报偿。习惯将行为归因于个性

因素的决策者将获得平均＋.60的效用（有60％的可能当时的报偿为-1，但有40％的

可能当时的报偿为＋3）；然而，习惯将行为归因于情境因素的决策者将获得平

均-.60的效用（有60％的可能当时的报偿为＋1，但有40％的可能当时的报偿

为-3）。即使情境归因的正确率高于个性归因，效用最大化的归因方式还是将行为

归因于个性因素（即基本归因误差）。

当然，图A.1中的报偿仅仅是假设中的。我们无法估计一生中无数次归因中成功

与失败的效用，也无法评定情境因素和个性因素出现的相关频次。计算机模拟的直

觉决策表明，我们为某些偏差所付出的代价常常不算大。举例而言，沃伦·索恩盖

特（Warren Thorngate， 1980）发现，忽视了概率信息的直觉几乎和基于概率的决

策效果一样好。唐·克莱门茨（Don Kleinmuntz， 1985）发现，当重复的判断任务

提供了反馈时，忽略了基本比率信息的直觉表现也相当好。由此得出结论，在无法

正常取得概率及基本比率信息的情况下，直觉有可能带来比标准化决策更有吸引力

的选择。



图A.1　图中的数字代表了四种不同的归因结果的想像值。根据这一模型，基本归因误差（右上角的单

元格）所造成的损失并没有遗漏个性归因所造成的损失（左下角的单元格）大，而正确进行个性归因

（左上角的单元格）所带来的奖励比正确进行情境归因（右下角的单元格）所带来的奖励要大。在这些

情况下，决策者对行为过分进行个性归因是情有可原的。

以上的结论并非告诉决策者们发生偏差优于没有偏差。很多事例都可以证明决

策和判断中的偏差可能导致重大问题（例如医疗中的误诊）。但是，上述发现试图

将偏差置于决策和判断中的适当角度，并且证明，偏差不总意味着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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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普遍的思路

尽管理性比正确意义更大，但在绝大多数的情境下，决策者们仍然努力做出最

为精准的判断。因此，决策研究者们一直致力于找出有效的“去偏差”技巧

（debiasing）（即能够减少判断中偏差和误差的技巧）。在某些场合，只需要对潜

在问题进行简单了解就可以避免上述问题。例如，熟悉和了解诱捕原理的人们不大

可能被诱捕（Nathanson et al.， 1982）。但多数情况下，仅凭警告是不足以消除

偏差和误差的。

本书已就各种减少偏差技巧进行了讨论——消除过度自信，事后之明的偏差，

框架效应，集一思维，归因偏差等等。很自然地，我们想知道这些去偏差技巧是否

具有某些共性。

冒着过分简单化的风险，但没有刻意将去偏差策略缩减为共通主题，我们发现

确实存在一种共性。

多数行之有效的去偏差技巧都考虑到了看待问题时使用不同的视角。

举例来讲，认真考虑发生谬误的原因通常能够降低过度自信的程度。事后之明

的偏差能够通过事前思考不同结果产生的原因而得到降低甚至消除。当同样的问题

被放在不同的框架中考虑时，框架效应自然会减轻。如果群体中存在一个能够和大

家唱反调的角色，集一思维就能够避免。参与者—旁观者在归因中的差别能够通过

交换二者视角的方法来消除。在所有这些情境中，“考虑对立面”都能够为判断带

来更高的准确度。

与上面的主题相一致的是，还有证据表明移情能够消除某些社会判断中的偏



差。迈克尔·斯托姆斯（Michael Storms， 1973）通过研究认为参与者—旁观者的

归因差别能够通过转变二者的视角而消除（见第16章）。两年之后，丹尼斯·里甘

和朱迪思·托腾（Dennis Regan&Judith Totten， 1975）发现对移情的指示也有相

同效果。在这个研究中被试的指导语有两种，一种是指示被试只简单观察一场二人

对话中的一人（命名为玛格丽特的某人），另一种是指示被试对她进行移情（想像

玛格丽特在对话中的感受）。

里甘和托腾（1975）发现，简单观察被试对玛格丽特行为的归因多倾向于个性

因素而非情境因素，而对玛格丽特发生移情的被试对她行为的归因则倾向于情境因

素而非个性因素。换句话说，对移情的指示产生了与之前斯托姆斯得到的结论相同

的效果：移情消除了参与者—旁观者的归因差别。

一年后，鲁思·加尔珀（Ruth Galper）发表了类似研究，她也获得了相同的结

论。加尔珀（1976， p. 333）对此归纳如下：

未被指示移情的参与者表现出典型的“观察者偏差”，认为人格因素的重要性高于情境因素。另一方

面，被指示“移情”的被试表现出反转性的归因，他们认为人格因素的重要性低于情境性因素。而斯托姆斯

（1973）证明了一个字面上的视角改变能够系统地影响参与者和旁观者的归因偏差，本研究证明了一个虚拟

的“视角改变”能够引发旁观者不经意的“类似参与者”的归因。

这些研究都指出在最终判断前，参考其他相异观点的重要性（Anderson，

1982；Lord， Lepper，&Preston， 1984）。尽管没有一种去偏差技巧是万能的，

但在看待问题时使用不同的视角通常能够提高决策和判断的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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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好的消息……

抛开对去偏差技巧和其他主题的决策研究的种种有用之处不谈，本书的很多结

论仍然存在许多局限。某些局限是由本书主题覆盖范围有限造成的，而另外一些则

来源于决策研究本身所存在的问题。

正如前言中说过的那样，本书并未对决策和判断的研究情况作出详尽描述。而

且书中的很多主题是有意选取的一些令人震惊的、娱乐的和能够激起大家兴趣的话

题。很多相当重要的研究领域仅以最简略的方式做了说明，并且从实际出发，一些

非常好的研究根本没有提及。以下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些局限是怎样影响研究结

论的普遍性的。

首先，第17章简略提过“承担责任和义务”对于决策的强大影响力。对自身行

为有责任感的决策者不会像没有责任感的人那样过度自信（Tetlock&Kim，

1987），表现出较低的社会性懈怠（Weldon&Gargano， 1983），以及更高的复杂问

题分析能力（Hagafors&Brehmer， 1983；Tetlock， 1983）。正如菲利普·泰特洛

克等人（Philip Tetlock， Linda Skitka，&Richard Boettger， 1989， p.640）

所指出的：“一个人的思维模式部分取决于他为什么思考。”任何关于决策的整体

讨论都必须考虑到上述关系，且被试对自己行为的负责任程度应当成为为研究结论

评分的一个指标。

第二，决策和判断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诸如决策者可使用的时间和决策者的

情绪这类具有环境特征的因素。当时间紧迫时，决策者选用简单化的策略，只注意

到少量线索，并作出相对而言低风险的选择（Ben Zur&Breznitz，1981；

Rothstein， 1986；Wright， 1974）。而情绪好的决策者可能更富有创造力



（Isen， Daubman，&Nowicki， 1987），觉得负面事件的发生概率相对较低或不可

能发生（Johnson&Tversky， 1983；Salovey&Birnbaum， 1989；Wright&Bower，

1992），并会冒其他人不乐意接受的低水平风险（Isen&Geva， 1987；

Isen&Patrick， 1983）。这些结论再一次说明，我们从决策研究中得到的结论应被

妥善地评价，以防止过度概括化的发生。

本书中很多结论的局限还来源于决策研究本身的特性。首先，纵观第4章到第6

章的内容，我们看到很多关于决策和判断的研究都是与内容相关联的（Schum，

1990）。理查德·格里格和詹姆斯·考克斯（1982）通过随机安排大学生遇到两类

问题的实验，有力地证明了这类局限。实验条件为（1）第20章中讨论过的标准4卡

片问题，（2）一个4卡片问题的修改版本：用短语“DRINKING A BEER”（喝啤

酒），“DRINKING A COKE”（喝可乐），“22YEARS OF AGE”（22周岁）和“16

YEARS OF AGE”（16周岁）来代替“E”、“K”、“4”和“7”四个字母（规则为

如果一个人在喝啤酒，那么这个人一定超过19周岁）。当使用喝啤酒的情境时，大

约3/4的学生能正确解决问题，而当以字母和数字出题时，所有学生都失败了。措辞

的改变能够影响共变判断（covariation judgment）（Crocker， 1982）和联合谬

误（conjunction fallacy）（Fiedler， 1988）。

使用大学生充当被试的实验室研究方法也是目前决策和判断研究中的一大局

限。尽管这些研究颇有价值，但实验室设计的各种任务无法获取与自然环境下相同

的决策过程。举例而言，埃贝·埃布森（Ebbe Ebbesen）和Vladimir

Konecni（1975）发现，地方法官及高法法官在真实情境和虚拟情境下所做出的保释

判决差异巨大。第19章中曾经指出，专家级桥牌选手和专业气象预报员比一般人能

够做出准确得多的判断（Keren， 1987；Murphy&Brown， 1984；Murphy&Winkler，

1984）。另一方面，许多研究显示，专家们与普通大学生相比，在实验中表现出了



相同的偏差（Dubé-Rioux&Russo， 1988），或仅仅是偏差的程度略低

（Christensen-Szalanski， Beck， Christensen-Szalanski，&Koepsell，1983；

Smith&Kida， 1991）。很明显，我们需要更多地针对专家决策者进行研究。

决策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缺乏跨文化取向。绝大多数的研究都局限于北美洲和

欧洲，极少研究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是如何做决策的，由此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很难

判定这些结论具有多大范围的适用性（Fletcher&Ward， 1988）。以下的一些例子

描述了在取得肯定结论过程中存在的困难。

唐纳德·泰勒和韦施纳·贾格（Donald Taylor&Vaishna Jaggi， 1974）发现了信仰印度教的印度人对

偏差的归因方式与美国人相似，但其他学者的研究发现美国人和印度人在归因风格上存在差异。与美国人倾向于

出现基本归因误差相比，印度人习惯将行为归因于情境因素而非个性因素（Miller， 1984）。

詹姆斯·斯托纳（James Stoner， 1968）认为已经证明了美国、英国和以色列被试的风险转移模式，但

其他学者在美国、英国和亚洲被试中发现了他们在概率判断—存在的差异（Wright et al.， 1978；Yates et

al.， 1989）。

塔哈·阿米尔（Taha Amir， 1984）发现科威特人与美国人在阿施范例上的测试结果比较类似，而

Noriyuki Matsuda（1985）发现日本人在这种测试上的得分水平要高于美国人。因而，上一年还认为是具有普遍

意义的结论，在下一年就变成了与文化有关的结论。

还有研究显示日本被试在归因中没有表现出自私的归因偏差，这与美国、印度、南非和南斯拉夫的研究

结果有差异（Chandler， Shama， Wolf，&Planchard， 1981）。

上述结论仅仅指出了跨文化决策研究的复杂性中很小的一部分。在建立一个庞

大的研究体系前，向任何非西方文化国家提供决策研究的成果及建议都需要非常谨

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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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研究者易犯的错误

决策和判断的研究通常对另一个问题非常头痛——虽然很少提及，但有深远的

内涵。

决策和判断的研究人员与实验中的被试具有相似的出现偏差和误差的可能。

这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的结果就是，所有关于决策和判断的研究——毕竟这也是

一系列决策和判断结果——都容易出现偏差和误差。

举例而言，正如被试可能对他们的回答过分自信，决策的研究者也可能对他们

的理论过度自信。同理，研究者易受认知不协调和投资陷阱的影响，并且有理由假

设正是前期工作的沉没成本诱使研究者进入陷阱。正如布罗克纳和鲁宾（1985， p.

260）在他们关于圈套和陷阱的著作的结束语中提到的：“优秀的陷阱研究者——和

成为我们实验研究对象的决策者一样——必须能够在一个更大的框架下评估自己的

行为。

巴鲁克·菲施霍夫（1991）进一步观察到，若研究者想要并期待着观察到某种

现象，就有可能过高评价其频率（据推断，这是由于与理论匹配的数据比不匹配的

数据更容易被研究者注意到）。结果就是出现易得性偏差，匹配数据出现的频次及

（或）可能性就容易被过高评价，由此研究者可能会产生一个虚构的——至少是夸

大的——理论与数据之间的相关。这种可能性与选择性知觉、偏差的同化作用以及

在不可信证据下对错误信念的盲目坚持等现象都相符（例如，Lord， Ross，

&Lepper， 1979；Ross， Lepper，&Hubbard， 1975）。

也许研究中最严重的问题在于，研究者们倾向于某些固定化的偏见和自我实现



的预言（Jenkins， 1981；Rosenthal， 1976）。罗伯特·罗森塔尔和克米特·福

德（Kermit Fode）（1963）作出这个题目下最早也是最戏剧化的研究。罗森塔尔和

福德告诉12个实验者，他们将以一些“迷宫—智慧型”老鼠或“迷宫—蠢笨型”老

鼠为实验对象进行实验，而实际上所谓的标签都是随机分配的。每个实验者分配到5

只老鼠进行实验，要求实验者记录这些老鼠在50次走迷宫任务中的实验结果。

对50次实验结果取平均，罗森塔尔和福德发现那些“迷宫—智慧型”老鼠

比“迷宫—蠢笨型”老鼠正确走完迷宫的数量高出50％。因此，即使对结果的预期

是随机的，实验者们报告的结果实际上只是他们心中的预期。

总结一下，决策和判断研究常遭受自相矛盾的困扰：当其结论是正确的（即存

在偏差和误差），其结论在某些程度上也受到偏差和误差的影响。与此同时，当其

结论不正确（即不存在偏差和误差），其结论仍然可能有误。两种结果都无法摆脱

偏差和误差的出现。这种自相矛盾的困境与奥地利逻辑学家Kurt Go¨del之不完全

法则（Incompleteness Theorem）的某些方面类似，他认为任何纯使用算术并规范

化的逻辑系统，都存在内在矛盾。

当然，与其他研究领域相比，在决策研究中，偏差和误差并非起着更大的破坏

作用。关键在于，不管多么不情愿，研究者们在考虑普通人易犯的错误时必须把自

己考虑在内。本书在结尾处强调以上内容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明确这一方向，即使只

以斯金纳（1980）描述过的方式：



我习惯于通过描述一个解释人类行为的演讲者（包括其他演讲者的行为）来表现出一个行为主义学家对

待他自己的态度，然后离开舞台。接着，他从舞台侧面探出头来说：“我也喜欢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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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读物

如果你想要阅读有关决策与判断领域的更多材料，那么以下这些书是我强烈推

荐的。

强调管理和商业背景下的决策与判断的书籍有：

Russo， J. E.，&Schoemaker， P. J. H.（1989）.Decision traps：Ten barri-ers

to brilliant decision making and how to overcome them. New York：Simon &Schuster.

Bazerman， M. H.（1990）. Judgment in managerial decision making（2nd ed.）.

New York：John Wiley&Sons.

Hogarth， R.（1987）. Judgment and choice（2nd ed.）. New York：John

Wiley&Sons.

如果你想了解不强调商业应用的非技术性的概述，可以读一读：

Dawes， R. M.（1988）. Rational choice in an uncertain world.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Nisbett， R. E.，&Ross， L.（1980）. Human inference：Strategies and short-

comings ofsocial judgment. Englewood Sliffs， NJ：Prentice-Hall.

Gilovich， T.（1991）. How we know what ain’t so. New York：Free Press.

如果想要获取更深入的材料，请阅读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三本杰出的文集，



以下就是这三本书，其中的第一本被认为是当代的经典：

Kahneman， D.， Slovic， P.，&Tversky， A.（Eds.）.（1982）.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Heuristics and biases. 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rkes， H. R.，&Hammond， K. R.（Eds.）.（1986）. Judgment and deci sion

making：An interdisciplinary reader. 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ll， D. E.，&Raiffa， H.，&Tversky， A.（Eds.）.（1988）.

Decisionmaking：Descriptive， normative， and prescriptive interactions. Cambridge，

W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芝加哥大学也出版了一本非常好的演讲录，以纪念决策研究者希勒尔·艾因霍

恩（Hillel Einhorn）：

Hogarth， R. M.（Ed.）.（1990）. Insights in decision making：A tribute toHillel

J. Einhorn.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问题措辞的效应，请阅读：

Schuman， H.，&Presser， S.（1981）. Questions and answers in attitude sur-

veys：Experiments on questionform， wording， and context. Orlando， FL：Academic Press.

Hogarth， R.（Ed.）.（1982）. New directions for methodology of social

andbehavioral science：Questionframing and response consistency. San Francisco：Jossey-

Bass.



Sudman， S.，&Bradburn， N. M.（1982）. Asking questions：A practicalguide to

questionnaire design. San Francisco：Jossey-Bass.

最后，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有关社会心理学领域内的决策与判断，我推荐以下三

本书：

Aronson， E.（1991）. The social animal（6th rev. ed.）. San Francisco：

W.H. Freeman and Company.

Zimbardo， P. G.，&Leippe， M.（1991）. The psychology ofattitude changeand

social influence. New York：McGraw-Hill.

Cialdini， R. B.（1988）. Influence：Science and practice（2nd ed.）.

Glenview， IL：Scott， Fores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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